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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传播研究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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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脚印

新闻传播学的课程如今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师生人数迅速增长，对学习和研究文献的需求甚殷，是以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出版十分蓬勃。不过，在课程飞快发展的同时，研究的质量也不时受到读者的诟病，不少被认为是拾人牙慧的老生常谈，脱离学术规范，缺乏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只是跟着政策和业界的屁股走，属于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很不幸，这种水平低落的情况也反映在传播学研究的出版上。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牵涉到教研体制、课程、评价系统、出版规范等方面的改革，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不过，事情的变革总有一个起点，而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鼓励和尽量出版优良的研究成果，希望一步一脚印地建立示范效应，以促进追求卓越风气的成长。

在2006年年底，我们踏出第一步，出版《传播与社会学刊》。《传播与社会学刊》是季刊，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和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并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全球发行。自创办以来，其水准及功能受到大中华及海外华人学者的肯定，享有良好的声誉。

不过，学刊登载的是论文，无法容纳专著。就算是论文，碍于篇幅及出版周期限制，我们能够发表的数量颇为有限，往往未能就一专题再进一步往纵深探讨。同时，由于现时对出版的规限，海外学刊在中国内地发行的效率与客观需求出现很大的落差，实在让人惋惜。

有见及此，我们特别征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踏出第二步，出版“传播与社会丛书”。丛书看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希望每年可以出书两本或者多一点。丛书以专著、论文结集和访谈的形式面世。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我们都希望主题集中清晰。论文集主要挑选《传播与社会学刊》的精品论文，加上尚未发表的相关论文。不管是专著或是论文集，我们都希望丛书系列能展示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内外传播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最高学术成就。

“传播与社会丛书”跟《传播与社会学刊》当然是有差别的，主要表现在出版形式和发行渠道方面。我们可以说，丛书登载的研究报告形式更广，就某一专题的登载量更大，更容易为一般师生所接触和购买。不过，在出版意念及目的上，彼此是一致的，所以当此丛书面世之际，让我们重申我们出版学刊时的初衷，这也是今天出版丛书的出发点。

与国际学界对话

传播学往何处去？这是国际传播学界不断探询的问题。当此问题萦绕脑际之余，我们华人传播学者还须问：华语传播学又当何去何从？何以建立我们的主体？何以拥有自己的声音，与国际学界展开平等的对话？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认为建造一个可供海内外华人研究社群交流讨论的学术平台乃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创办了《传播与社会学刊》，并出版今天的“传播与社会丛书”。

知识的生成既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同时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学刊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中介，其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主观意向。传播学的学科建制源起美国，经过二战后数十年孕育成长，院系、学会和学报等机构建制的发展速度甚为惊人。以相关科系计算，传播学已普遍设立于美国各大院校，在欧州及世界各国也迅猛发展。大中华地区开设传播学专业的院系扩展更是方兴未艾。光是中国内地，设有新闻或传播学课程的院校已超过800所。

就传播学会而言，各地的情形可谓蓬勃发展，水涨船高。以美国为基地的综合型国际传播学会就有三个，其他较为专门的学会也与日俱增。以成立于1950年的国际传播学会（ICA）为例，起初会员寥寥无几，主要来自美国，如今已有会员约3500人，不少成员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台湾得风气之先，传播学发展较早，其传播学会于1996年成立。中国大陆也于2002年成立首个全国传播学会， 目前已有数个相关团体，人数达上千人之多。

传播学在建制上的迅速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学科上的成熟。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和理论主体仍较为繁杂，缺乏必要的共识、内在的理论逻辑及核心的学科范围，因而长期引发有关传播学妾身不明的慨叹。国际传播学会会长东斯巴赫教授（Donsbach，2006）就认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和理论若能变得较为集中，发展出内在的理路，将有利于传播学在大学环境中争取资源，同时也有利于科学知识的累积和发展。可惜的是，传播学的机构设置蓬勃发展，而它的学科创新却步履蹒跚，其中的反差不可谓不大。身处其中，以推动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我们，又怎可以忽视自己的责任？

促使我们创办《传播与社会学刊》及“传播与社会丛书”，除了学科建设内在的驱动外，更有社会的外在要求。这是一个信息化的年代，信息在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媒日新月异，同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日趋密切，各种传播现象受到史无前例的注视和讨论，人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传播的知识。交通工具和信息科技的发达，促进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世界经济贸易固然大踏步跨越边界，政治层面亦出现可喜的变化。二十多年前，又有谁会想到中国各地区的新闻传播学者可以共同主办研讨会、在彼此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在研究上互相合作？现在的世界已进入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辩证发展的时代，传统的各种边界正在消亡、重组、再界定。身处其中，经受边界变动前沿冲击的我们，对于全球传播学术版图的重构，又怎会无动于衷？

正是在上述内外环境的交互影响下，我们感受到华文传播研究者的社群正在迅速扩大，其社会意识及其社群意识亦日渐增强。与此同时，我们还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传播知识的强烈需求，创办《传播与社会学刊》、出版“传播与社会丛书”正是我们对研究社群和社会需要的回应。

研究中国传播的好时机

有关中国大陆的研究，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或是其他方面，目前在国际上蔚然成风。就算投稿到国际学刊，被“歧视”或轻视的现象已经有所舒缓，偶然还会受到礼遇。这当中牵涉多种因素，一是中国大陆崛起，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加。二是大陆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显著，其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皆发生广泛、深刻、史无前例的转变。三是大陆改革有其独特的、可资参照的经验。当年李约瑟提出的“为何中国（科技）未能崛起”的难题，已转变成“为何中国可以这样崛起”而引发全球关注。最后，有志于中国大陆研究而又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大量涌现，他们当中有外国人，更多是华裔和源自中国的留学生，任何学刊的编辑都不可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我们发现，与祖国大陆对港台日益强劲的影响力相比，港台两地的老师和学生对祖国大陆的关注似乎还很不够。相比之下，大陆研究者比较缺少这类研究。我们希望学刊及丛书未来能在中外及海峡两岸和香港、台湾地区比较研究方面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大陆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这对华文传播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不过，我们希望不会有人因而认为其他地区的本土研究没有多大价值。我们始终相信，对研究者来说，无论身处何方、有何身份认同、使用何种语言文字书写、研究社会脉络为何，要求是一致的。无非是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方法科学、言之有物。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彼此取长补短，才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

编辑目的

具体而言，我们编辑丛书的目的有三：

第一，环顾左右，中文传播出版物之中，严格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的仍然较为缺乏。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尽量发表原创和优秀的研究成果，希望假以时日，建立可供互相参照的中文知识体系，促进传播学术知识的健康成长。目前华语传播研究者之间互相引用的情况甚少，就算是引用，也多是数据性的或是来自英文学刊，足显华文传播主体的薄弱。相比之下，南美洲学者互相引用彼此研究成果已成为其自成系统的重要标志。我们相信，创办高素质学刊及出版丛书是促进华文传播学术系统早日成熟的有效途径，而起点就在于对学术规范的坚持和对原创研究的重视。

第二，当代学术发展趋向开放和国际化，创办学刊及出版丛书旨在为华语研究者提供海内外沟通的平台，既强调国际视野，又致力于开拓华语传播研究的空间，实现中外学术真正的对话交流。在这个学术全球化和本土化并行的年代，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学术系统是以地理疆界画地为牢的；相反，学术创新是建立在多元开放、互相竞逐和互相补足的基础之上的。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以国际视野探究华文传播学的前沿发展，是我们学刊及丛书的另一宗旨。

第三，学刊及丛书倡导跨学科的传播学研究。经过数十年发展，传播学的学科身份仍然相当模糊，学界仍在争论这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门独立学科。基于传播与社会息息相关的特质，我们确认传播与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传播与社会的跨界探讨是必由之路。面对当代社会科学融合与重组的挑战，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融会贯通，正是此学科发展的趋势。有研究显示，传播学的文献较多引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反方向的引用则甚为罕见；传播学中最为人所引用的几位作者无独有偶，都是非传播学出身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只看到传播学在机构建制上蓬勃跃进便故步自封。为此，我们鼓励传播学的跨学科发展，以此促进学科本身的长足进步。

多元取向

与理工科比较，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取向较为多元。这一方面可能同学科的成熟程度不一致有关，同时也可能与彼此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有关，故难以建构一种统合各种理论和方法的体系。有研究发现，传播学至少有七种理论取向，包括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分析和批判学派（Craig，1999）。以认识论而言，传播学可以遵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取向。若以研究层次观之，传播学的跨度甚大，可分为个人心理、小组、组织、社会、国家、国际和全球等层次。为了反映和促进当下传播学的发展，我们将以多元的取向作为编辑方针，容许各种理论和方法争鸣竞逐，让各个层次的研究互相对照辉映。

根据这一立场，本丛书不会因为某个理论或方法取向而偏重某些来稿，我们看重研究文稿是否持之有据、是否合乎逻辑。对于质化研究或量化实证研究，我们将一视同仁。我们最终关注的是其研究方法能否有效解答研究者的提问。我们不是实证主义者，更不会盲目崇拜数据，但是我们将秉承一种“实证精神”审阅稿件，务求文稿经得起现实考验和逻辑推敲。这种对“求真”的强调，希望不至引起误解，以为我们偏重数据资料而轻视理论分析。事实上，西方传播学累积的实证资料已经不少，相对欠缺的反而是理论建构、深度分析和有创意的整合。国际传播学术界往往把非西方的研究看成是地区研究，倾向于忽略其中的理论意义。因此，我们希望“传播与社会丛书”跟《传播与社会学刊》一样，可以做到理论与方法并重，突破地区研究或个案研究的局限。

在多元编辑方针之下，论题和研究的取向百无禁忌。但是，学术研究还是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在学刊编辑时按国际学术惯例，通过独立和客观的评审过程择优选取，实行双向匿名的审稿制度。丛书的编辑由《传播与社会学刊》原班人马出任。我们不会照搬学刊所有的审稿程序，但是我们将本着与办学刊一样严谨和求新的态度编辑丛书，使丛书达到研究精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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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出版最不可或缺的是各章节作者，在此恕不一一致谢。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看到更多的方法、认识到新媒体事件与社会变迁的种种联系，并最终能在你们出色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锦上添花。

深度工作坊举办期间，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台湾政治大学的刘幼琍老师、台湾玄奘大学的郭良文老师也参加了学术讨论，为文章修改提供了精辟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闵大洪老师和北京大学的胡泳老师为附录一“新媒体事件年表”提出了很多翔实的意见。

编者陈韬文得到复旦大学信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JD860213：新技术环境下的媒介使用与受众分化），让他对新媒体与社会变迁问题多加注意，并把有关认识应用在此书的编著上，特此表示感谢。

我们对上述各位再次表示真诚的感谢。如果本书对华人社会新媒体事件研究真能起到促进作用，那功劳应属于参与此项目的所有人。如果书的内容仍有疏漏，则是我们的责任。





邱林川、陈韬文

2009年10月于吐露港


序　面向实践的新媒体研究





卜　卫





非常荣幸为《新媒体事件研究》一书作序。

自1994年中国开放互联网服务以来，学者们就新媒体的影响发表了众多论述。2008年，我曾对中国内地四个主流新闻学术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和《新闻大学》的有关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研究进行过内容分析（1990年1月—2008年4月），仅这四个刊物，有关论文、评述、国外研究或新技术介绍等就约有上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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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媒体事件研究》是一部论文集。在我看来，其论文有如下特征：

一、面向经验事实

虽然这是研究最基本的起点，但是真正做到或做好并不容易。研究者们不是笼统地讨论“互联网带来了民主”或“互联网是民主的神话”等议题，不是对某种议题进行一般性的阐述，而是从某个经验事实出发，考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内，互联网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影响这些事件的因素是什么等。“新媒介事件”实际上是互联网或新媒体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为了寻求更可靠的结论，研究者大都采用了定量或定性以及实地调研等多种经验研究方法。这点与以往的研究有很大区别。根据我作的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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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往的研究中，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内容分析、实地调研、文献研究、二手数据资料分析等），从事实出发对新媒体的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成果为数不多。

二、面向中国人对新媒体的使用

如果不对互联网影响的研究进行认真的反思，互联网容易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一种从外部输入的先进力量，公众只能必须或被迫跟上所谓的时代潮流。在这个前提下，一定群体的内部需求、自下而上的运动以及公众行动的能力就被大大忽略或排除了。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论文集中讨论新媒体技术的力量、对新媒体使用的管制、相关法律和政策等，较少讨论人的使用。如果讨论人的使用，则大都将公众看作是技术普及的对象、被新媒体影响的对象（特别是坏影响）或被争取的对象。此书的论文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当地人是如何使用新媒体的，以及这种使用对人们、对事件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 Schramm）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媒介的影响不是单纯的“媒介的影响”，而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对媒介使用的结果”。如果不考虑一定环境中的人对新媒体的使用，其新媒体影响研究容易落入“媒介决定论”的窠臼。

三、依据经验事实或理论分析质疑既定理论假设

是否以往的理论假设或既定研究前提都是合理的？研究者们不仅面对经验事实，还从经验事实出发对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提出质疑。比如，学者杨国斌发现，过去研究网上社会运动，常常忽略“情感”因素。他根据两个具体案例的研究说明：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所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网络事件的动因和意义。

好的研究需要采用历史的眼光和互相联系的观点。此书的作者们用他们比较严谨的文献综述和他们对影响事件发生和变化的多种相关因素的分析显示了在这方面的努力。新媒体不是从天而降的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目前国际数字鸿沟的研究中，已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收音机的鸿沟、50年代的电视鸿沟、80年代的计算机鸿沟，以及100年以来的印刷媒体鸿沟对现在数字鸿沟的影响等内容。无疑，新媒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新媒体对人、事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影响研究一定要看新媒体在何种条件下如何嵌入一定群体的生活之中，这个群体的内部需求及其对新媒体的使用为他们带来了何种影响。否则，当传统媒介／新媒体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时，就容易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过度强调新旧媒体二者的差异，较少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使用与新旧媒体之间的复杂联系。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研究者忽略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只看到两个对立的事物，其他影响因素似乎都不存在了。当然，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的特点上。但如果我们是研究者，就应该看到这一新事物与旧事物的联系及其环境的变化对人或事件如何发生影响。学者李立峰的论文专门讨论了事件中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及影响互动的因素，他以“范式订定事件”（paradigm defining event）来说明新媒体事件其实是新媒体对主流媒体既定范式的某一方面的冲击，而主流传媒则透过修正范式来响应。在主流媒体修正范式之后，新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冲击便可算至少被暂时吸纳。同类的新媒体事件便可能不再发生，又或者被常规化。这一研究思路特别值得借鉴。

总之，面向实践的新媒体研究在这里彰显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长足进步。特别让人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作者大都是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次出版此书，相信会对祖国大陆传播界的新媒体研究有所推动。

当然，任何研究都难说是完美的。比如，就如何使用西方的概念以及西方的概念如何与中国发生事实的关系等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的讨论。就新媒体事件而言，如李立峰在论文中提出，要全面了解新媒体事件，对大事件的深入的个案分析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忽略小事件，即那些理应有可能形成但最后却没有成为事件的新媒体上的传播行为和内容，以及在两次成功的新媒体动员之间到底有多少次失败的经历等都应该进行研究。此外，新媒体研究本身也需要讨论，为什么新媒体被看作是重要的？谁将它看作是重要的？什么因素使它变成重要的？当它嵌入人们的生活后，新媒体和其他传统媒介在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各自扮演了何种角色？等等。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一起从实践中来寻求答案。


〔1〕
 参见卜卫：《互联网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发表于2008年“第6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国际研讨会”，香港，香港大学，2008年6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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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卜卫：《互联网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发表于2008年“第6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国际研讨会”，香港，香港大学，2008年6月13—14日。



第一章　前言：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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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林川　陈韬文

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新媒体，这是近年来十分引人注目的新兴学术领域。它发展迅猛、增量庞大，但有深度的却不多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与新媒体事件大量密集地出现不无关系，在华人社会里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新媒体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只要出现有点儿影响的事件，就有研究者跟进，就有新文章出炉。不论事件是自然发生还是人为炒作，也不论文章论据是否充实、论点是否有新意，只要不太离经叛道就有地方发表。传播研究者贴近社会事件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全无抽离感，所谓学术成果就很难超越甚至还达不到业界新闻分析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只注重描述事件，往往易忽视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到底最后要解决什么理论问题。长此以往，整个领域恐怕就会充斥着就事论事的研究、以偏赅全的研究、浮光掠影的研究、没有问题意识的研究、保守的研究，也即是无趣的研究。这当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那么，真正有意义且有趣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从多方面就这个问题给读者一些启发。所谓多方面，既包括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不同的华人社会，也包括小至社区、大至全球规模不等的事件，更包括不同理论方法取向、学术传统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新媒体事件研究策略。所谓启发，是指书中章节各有其丰富性和代表性，虽然成功的新媒体事件研究肯定还有其他类型，但它们在根本层面上，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同本书呈现的研究成果多多少少有相通之处。

本书可以付梓，最重要是因为2009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新媒体事件：网络、公民与社会权力的重构”工作坊。我们有幸参加活动的组织工作，可以密切接触我国十多位从事新媒体事件研究的同仁，几乎每天和他们进行切磋讨论，同时修改完善各自的研究成果。活动目的正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发掘出新媒体事件作为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有意思的理论问题？到底反映出社会变迁过程中怎样的结构性规律？而要针对问题，又可采用怎样或新或旧的系统研究方法？征稿启事刚在2008年第一期《传播与社会学刊》登出来，就收到许多投稿，踊跃程度远超预期。我们从投稿中选出最好的八篇，也代表最多元的学术取向，经过一个月的面对面讨论和几个月的编辑修订，再加上三篇新文章的补足，终于有了这本较完整的集子。这本书有五篇论文的简短版本曾经以专刊的形式发表在《传播与社会学刊》，这里发表的是全文，其余六篇论文都是首次发表。

问题的提出

历史由事件组成。但什么算得上“事件”？在古时，这要看司马迁等史官的判断，也要看焚书坑儒者的慈悲。到近现代，有了“书写历史草稿”的新闻业，则还要看政治原则、资本逻辑、市场规律。时至今日，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均需借助媒体。可以说，历史的生成演变、集体记忆的记录分享，都要依赖媒体对“事件”的选择与建构。关于“事件”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应如何分析这些各式各样的“事件”？尤其是以网络媒体为载体的“新媒体事件”？我们有哪些值得尝试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结论？

其次，虽然大众传播学确有轻视历史的倾向，但在关于传媒与历史的研究中，传播学者还是有所建树的。其中尤以戴扬和卡茨的Media Events为代表（Dayan ＆amp;amp; Katz，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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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涵盖冷战结束前十余年的全球性重大历史事件，集中体现了传播学者对大众媒体，尤其是卫星电视直播“事件”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一以大众传播为根基的经典“媒体事件”模式是否足以反映近年出现的重要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当属新型网络媒体，即“新媒体”的出现。以中国为例，至2008年年底，已有网民近3亿，手机用户逾6.4亿，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08）。3亿网民中，78.5％的人在互联网上阅读新闻，54.3％的人有自己的博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9）。这在1993年是难以想象的。

“新媒体”不光是传播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与传统大众媒介在社会权力结构上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它不再是昂贵、一对多的广播，而是廉价、多对多的“群众书写”（吴筱玫，第六章）。“新媒体事件”因而可以绕过既有新闻体制让普通百姓说话。当代社会事件的进程因而也变得更加自下而上、更快、互动性更强，同时也更容易跨越边境，在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和全球各国产生巨大影响。

“新媒体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新的“书写历史草稿”的传播机制：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与大众舆论。近年来，公民新闻在全球蓬勃发展（Gillmor，2004）。华人社会里，同样看到公民新闻开始起到传统大众媒体起不到的作用（孙曼苹，第八章）。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影响，而是反映出华人社会公民意识的日益增强、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胡泳，2008；杨国斌，第三章）。再加上随着中国国力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快速提升，中国社会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因为这里的传播机制有可能影响世界传媒的明天。这些变化都与冷战刚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初有天壤之别。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新媒体事件”，在结合华人网络传播与社会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对“新媒体事件”进行深入探究：到底它“新”在哪里？又有哪些是对已有权力结构的延伸，或是向过去的回归？为什么它在不同华人社会中不断出现并产生举世瞩目的影响？具体事件中的传播机制如何因社会条件、媒体生态的不同而发生差异？或因事件性质的差别又有何不同？“新媒体事件”对我们了解传播与历史的演进到底有何实质意义？

应指出的是，历史演进也好，回归过去也罢，强调“事件”的关键作用不是要为任何线性的历史观背书。无论乐观的技术进化论，还是悲观的社会退化论，用来解释“新媒体事件”恐怕都过分简单。“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是因为有打破常规、难以预料的地方，是因为它可推动历史沿非线性轨迹起伏跌宕。更准确地说，关键事件正是历史的拐点，可以最充分地表现多元历史解读和替代性历史发展道路。

上面说的是具体的关键事件。如果更概念化一点，“事件”作为历史研究和传播研究的一个分析单位，其实近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前所述，重要的现代社会事件都需借助媒体。长年累月，政经势力学会了运用、影响和操纵媒体，在事件上做文章。有的事，本来鸡毛蒜皮，却闹得沸沸扬扬；有的事，本应关系重大，却被遗忘。由传统实体政治向“媒体政治”（media politics）或曰“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Castells，1996）的转变过程，绝不单是民主化这么简单。表面上热闹非凡的“新媒体事件”，其实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挑战了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碎片化、常规化了的“新媒体事件”会否沦为传统精英阶层维持特权、防止出现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安全阀，抑或烟幕弹？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新媒体”事件

对戴扬与卡茨而言，传播技术的演变是他们最初关注“媒体事件”的原因之一。“正是电视上的萨达特（Sadat）令我们对媒体事件产生了最初兴趣。”（Dayan ＆amp;amp; Katz，1992：p.25）萨达特曾是埃及总统，也是第一位正式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袖。在他之前的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就善于利用广播来推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萨达特虽在外交政策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对媒体的控制和使用却保持一贯，尤其针对电视。1977年，萨达特到访以色列的画面透过卫星电视向全球直播，效果空前。美国主要电视台甚至因此中断报道全明星美式足球赛（Dayan ＆amp;amp; Katz，1992：pp.67-68），可见当时卫星电视的威力。

卫星直播电视是当年的“新媒体”。“对历史的现场直播”正是基于传播技术演变而提出的新命题。由此出发，戴扬和卡茨将当年媒体事件总结为三大类型（genre），包括“挑战”（contests，如奥运直播）、“征服”（conquests，如阿波罗飞船登月）、“加冕”（coronations，如黛安娜与查尔斯的婚礼）。它们均依靠卫星电视技术达到全球可观的规模。

应指出的是，所谓技术，不单指纯物质层面的科技成果，更包括组织和文化层面的种种安排（Pacey，1985）。全球卫星直播光靠科技是不行的。它不但要看政治组织和商业机构间的跨国合作，尤其是戴扬和卡茨着墨甚多的“事件组织者”（event organizers），而且它更是一种仪式性传播（ritualistic communication）（Carey，1989），强调特定的共识性文化价值，如和平、勇敢、族群意识，而不是为了传递新信息。为了实现／发挥这一仪式性文化功能，“媒体事件”有时会被过分放大，超出甚至歪曲事件本身的历史功用。“媒体”在承载“事件”的同时，也可以异化“事件”，这亦是戴扬与卡茨的原有之意。

由此更完整的社会一技术视角来看，现代媒体不是外在于社会的物理存在，而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传播技术，两者不可分开。“新媒体”因而是整合传媒体系乃至社会体系中创新因素的重要平台。所谓创新，是大众媒介体系由国家、阵营的内部向更广阔空间范围的跳跃式发展。在当年阿以冲突、东西方冷战的语境下，表现为对全球共识的追求，时至今日，在21世纪初的华人社会里，“新媒体”又有了更新的技术、组织与文化内涵。

技术层面上，“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形态不再是卫星电视，而是新兴的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及手机网络。“新媒体事件”因而又称为“网络事件”（杨国斌，第三章）。网络媒体成本低，互动性强，可迅速实现跨境传播，方便草根人士使用。这些新媒体传播及“公民新闻”的基本要点，在各章中都有呈现。

那么，令新媒体成为重大历史事件载体的社会组织是什么？它不再是电视台，而是门户网站、手机运营商、BBS论坛、博客，还有类似谷歌（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和YouTube这样的视频服务系统。机构的类型相对而言更加多样，规模更小，但机构的总体数量则大大增加。就连个人也能利用博客、手机进行“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成为向公众发布讯息的信息源。因此有学者指出，以网络为媒体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打破了大众传媒与人际交流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可称为“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2007）或称“共有媒体”（胡泳，2008）的新型传播形态。

这就引出了几个重要的议题。第一，在实证研究中，应当如何对网络媒体进行系统分析？本书包含的分析对象包括网上论坛、手机短信、搜索引擎、YouTube视频等。这些媒体形态都与传统的大众媒体——包括直播电视——不尽相同。它们有的涵盖人际交流，有的则是高度自动化了的数据库或影像数据馆。究竟应当如何利用新媒体特色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本书作者们针对这些新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第二，新旧媒体间关系如何？新媒体研究文献中常见到关于“媒介替代”（media replacement）的讨论，即网络媒体兴盛会否导致传统媒体消亡。然而，具体到“新媒体事件”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很少看到大众媒体被完全代替的例子。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么合作（如台湾的“新农业文化再造”运动）、要么竞争（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新旧媒体因此不是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而同属一个“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enlarged media ecology）（Qiu，2008；邱林川，2009）。我们如何去分析这个更大、更复杂的媒体系统？对“新媒体事件”研究者而言，这恐怕是比如何分析单一新媒体传播方式更重要、也更具挑战性的课题，因它更接近社会互动、历史事件演变的原貌。

第三，比较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或是眼界更宽一点，看看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如菲律宾和韩国，还有距离更远的伊朗、西班牙和美国，不难发现“新媒体事件”在祖国大陆更少依赖大众媒介，更具相对独立性，发生频率也更高，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性“新媒体事件”。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孙志刚到华南虎，从反日游行到“厦门PX事件”、再到奥运圣火传递，本书各章节均有论及（如杨国斌，第三章；周裕琼，第五章；周葆华，第九章）。但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2009年元宵节的央视大火。事件中，资源最丰富、最可直接拍摄火灾现场的中央电视台选择关机，而无数路过或在家中的市民则举起数码相机、手机进行拍摄，再把图像上载到网络论坛和博客。这是公民新闻超越电视新闻的经典实例。新媒体不过是使矛盾暴露得更加尖锐，令现实赫然曝光的技术工具而已。

在台湾，当局控制媒体的时代已成过去。在香港，新闻业则几乎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结果可以看到，港、台两地的新媒体发挥着与祖国大陆不同的作用。一方面，从璩美凤到巴士阿叔，从新“2·28”劈腿事件到艳照门，港台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事件”似乎更接近日常生活，更像八卦新闻，虽然它们同时也可引发关于法律、道德尤其是隐私方面的争论（见朱顺慈，第二章；吴筱玫，第六章）。另一方面，新媒体和大众媒体之间似乎很难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前者甚至日益被后者利用，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提高传统媒介机构的商业盈利（李立峰，第七章）。

同为新媒体，在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事件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传统媒体间的主次关系亦因应科技特点及社会背景而转换。这是华人社会“新媒体”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区域性、系统性差异问题。它再次印证了传播技术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也再次说明，在探究“新媒体事件”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网络媒体，而应放眼整个“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邱林川，第十二章）和它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这才是完整的历史视角，这才是全面发展的“新媒体事件”研究。

“新”媒体事件

传播技术形态的演变是相对容易看到的。但要论证“事件”本质发生了变化，有其新的规范、种类、价值观乃至后果，则比较困难。2006年在马尼拉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新媒体事件”（Qiu，2006）是因为要比较2002年的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事件、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当时分析的重点放在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在城市政策话语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上，其目的不是针对“媒体事件”，而是希望在“网络社会”的理论框架里，尤其针对“无历史的时间”（timeless time）这一网络文化观念（Castells，1996），论证信息中下阶层也已开始利用“生与死”的关键性事件，加入创造历史的行列（Qiu，2009；吴筱玫，第六章）。

从“媒体事件”的理论原点出发，近年来戴扬和卡茨多次对他们的概念进行了修正。2007年卡茨和利布斯（Liebes）指出，“媒体事件”的三大类型（挑战、征服、加冕）已不能充分概括电视上的新闻事件，特别是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Katz ＆amp;amp; Liebes，2007）。他们感叹，当年萨达特的名言“让战争不再”（Let there be no more wars），已变成电视新闻里的“和平不再”（No more peace）！灾难、恐怖、战争已成为“媒体事件”的新类型。

所谓“类型”（genre，在中国也译为“样式”）是借用的文学术语。戴扬和卡茨在他们1992年的经典著作中将其作为分类标签，是因为他们观察到，“媒体事件”都是由事件策划人事先准备好，甚至彩排好的文化仪式，目的是为达成更大的共识（Dayan ＆amp;amp; Katz，1992）。卡茨和利布斯把恐怖主义、人道灾难和战争看作一种新的“类型”不无道理。因为一方面，这些事件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无论“9·11”策划者还是五角大楼的新闻把关人，都试图操控关于事件的画面，以达到其各自的政治、军事或文化目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是为了达成更大的共识，而是为了制造族群冲突，捍卫各自的宗教、国家和意识形态。因此，这是一种“新”的事件类型。

戴扬也进行了类似修正，且更强调“今天的媒体事件”已和“1992年我们建议的宏大的媒体事件”有很多不同（Dayan，2008：p.395）。此修正见于他为《拥有奥运：新中国的多种叙述》所写的结论。该书由普赖斯（Monroe Price）与戴扬合编，在2008年奥运前夕出版（Price ＆amp;amp; Dayan，2008）。除卡茨和利布斯提出的“冲突”（disruption）类型外，戴扬更指出还有“幻想破灭”（disenchantment）和“脱轨”（derailment）两种类型。也就是说，事件策划者不再能完全控制受众如何接受信息，花很大气力建构的媒体事件，有时达不到效果，甚至起反作用。当然，强调“今天的媒体事件”并不等于完全否认1992年的经典模式，正如戴扬在接受我们访问时所说：





由一个模式走到另一个模式，固然是确认1992年一书忽略了媒体事件的某些范围。但是，与涂尔干派社会学者相反，我认为共识性媒体事件的确存在，只不过其类型随着时间演变而已……这意味着事件在其表达过程中既可有共识、亦可以分化，因此1992年模式的媒体事件并不致完全消失（如奥巴马的就职礼就仍属共识类事件），但是这类媒体事件不再独霸天下，而要和其他事件共存于同一媒体空间中。





冲突、幻想破灭、脱轨，放到华人社会的语境中，其实就是对底层民众的“传播赋权”（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它改变了传统事件中社会精英的主体霸权地位，虽然不是肯定可以颠覆话语霸权，但至少可对其形成挑战。于是事件不再是相对简单、程序化的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而变得更难控制、更难预测，例如峰回路转的华南虎事件。这其中的重大变化，一是话语权力关系，由传统精英垄断转变为底层赋权；二是事件的社会效果，到底是延续还是打破传统权力结构。这两点，一般难以在事件发展初期就直接判断，而要看具体条件下，社会变革因素与保守势力之间互相角逐的现实情形。所以，换言之，“新媒体事件”不仅是政经势力和媒介体系制造出的“成品”，更是一个过程，或称“发展中的事件”（unfolding events）。这是公民新闻、“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邱林川，2008；Qiu，2009），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

综上所述，“新媒体事件”绝不仅是技术形态上的转变。它在传播内容、话语权、媒体系统内部互动等方面都反映出社会变迁的新趋势，包括对底层民众赋权、事件不确定性增强、说服手段多样化及判断消息真伪日益困难等。对这些实质性的新内容和新变化进行探究，是戴扬与卡茨提出“媒体事件”的初衷，也是他们近年来修正该概念的原因。对我们而言，进一步提出“新媒体事件”同样是希望在前人肩上，继续推进学术创新。这是因为，要了解传播过程与社会变迁的深层次特征，就要不断追问到底什么是新现象背后的新议题、新矛盾、新趋势？什么不过是新瓶旧酒，甚至是要批判的历史倒退？只有不断采用这样的历史比较视角，不断回到社会权力结构和传播话语机制的基本层面上，“新媒体事件”研究才能实现有意义的突破。

事件的分类

本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结合华人社会实际，让我们身处的这片沃土成为检验新理论、测试新方法的实验场。要达此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分类，因为“新媒体事件”林林总总，内部异质性高。若无分类，在具体分析上必然混乱无章。

首先，可粗线条地把传统“媒体事件”，即戴扬与卡茨的“挑战、征服、加冕”三大类型与“新媒体事件”分开。两者在技术手段和传播权力机制上都有明显区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直播式的“媒体事件”仍可在新媒体平台上复制，如网上转播的奥运赛事或载人航天。但这还是精英主导、预先策划的仪式性传播，未涉及话语权的结构性变迁，因而不能与“新媒体事件”混为一谈。

接下来的问题是，事件由谁组织策划？如前所述，“新媒体事件”比传统媒体事件所涉及的传播主体在数量上更多，在种类上更杂。直接介入者包括使用新型网络媒体手段的草根民众、公民记者、商业机构、政府组织。同时大众媒体，无论属于官方背景，还是市场导向，都对“新媒体事件”起到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在网络用户和大众媒体这两大类之下，还应区分海外与国内，因为社会处境不同的个人或组织（包括海外媒体）常以不同方式参与“新媒体事件”，且透过“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影响国内事件的进程。

以上论及的都是可直接观察的事件组织者（event organizers），但在它们背后，是否有其他层面的“幕后黑手”？经济上的“看不见的手”？甚至政治经济手段相结合？如果说电视直播的传统媒体事件是正史，而“新媒体事件”是野史，背后操纵力的问题就更重要，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再是对单一事件的微调，而是对众多事件的“宏观调控”。有此操纵能力者往往代表政经既得利益阶层，因而又想把“新媒体事件”引回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的老路。

从操手议题还可引出一种新的类型，即被边缘化、被扼杀的“新媒体事件”。毕竟，一大部分中国人还上不了网。人们很希望改变社会权力现状。权力幕布之外，还有资本的逻辑，恰如吊顶的聚光灯，决定照亮舞台的哪个角落，而让其他位置依旧漆黑。这是艾晓明在工作坊提出的论点。它对我们尤其重要，因为“新媒体事件”不再只是文化意义上已预先策划好的仪式，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仍在发酵中的事件，它更容易被压制。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随权力与资本起舞，因为只有考虑这些不成事件的事件，才能更全面地考察历史替代性发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的可能。

最后，从事件内容看，至少可以把反复出现的“新媒体事件”分为四种基本种类。之所以称基本种类（types）而不是类型（genres），是因为这里提出的并非明确稳定的分类结构。这与“新媒体事件”异质性较高、事件发展及解读过程不可预测因素更多均有关。同时也因为，我们不是要生造出一套类似于1992年类型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而是希望分类更贴近现实。所以，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有三：一是类似事件经常出现，或者说它们一般被允许存在；二是它们中不乏有相当社会影响者；三是事件的关键性内容有相似性，因而可归入同一基本种类。

民族主义事件

这是当代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华人社会的主要体现形式，在其他地方也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归根结底，都是要凸显“我们”和“他者”内外有别。这种事件的源头往往与国际冲突及外交事务有关。［在华文网络空间里，民族主义“新媒体事件”常针对美国（尤其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以前）、 日本、法国，也针对达赖、“台独”及其他反华势力。］此类事件有可能被大众媒体“收编”到传统国族主义框架里，但同时亦可能冲破主流官方控制，成为草根社会运动的强心针。

权益抗争事件

包括前文提到的“生与死”事件，同时与戴扬和卡茨近年强调的冲突型（disruptive）事件有部分重合，如针对美军的恐怖袭击就与杨佳袭警案有相似之处。这里最要强调的不是内外有别，而是强弱之争，尤其是弱者争取和捍卫权益的过程。最典型的是，无助与愤怒导致社会底层年轻人以血腥的生命代价去博取媒体曝光、网民讨论的机会。由于涉及暴力内容，事件有时容易受到商业媒体关注。被牺牲者并不知自己的去世会引起广泛反响，如黄静、孙志刚。有时，不是直接使用身体暴力，而是语言暴力（如香港巴士阿叔）抑或威胁使用暴力的阴影导致市民集体“散步”或出租车司机集体行动。但是，底层民众的无助与怨愤却是相似的。

道德隐私事件

此类事件的核心特征是挑战公域和私域间的界限，如虐猫案和众多涉及男女关系的人肉搜索事件。最典型的是当年的木子美、璩美凤、新“2·28”事件。“艳照门”则是此类事件的巅峰之作。性、道德、八卦，被糅合到“群众书写”的形式里，再加上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构成爆炸性效果。一方面是隐私曝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代表公共领域的扩展，因为无论是偷窥的网民，还是道貌岸然的报章，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私欲。侵权也好，维权也罢，究其根本，是公私界限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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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滥用事件

主要指公权力的腐败，尤其在地方政府层面港台则有大众媒体穷追猛打，不用依赖新媒体。诸如陕西劳力士名表门、深圳猥亵门这样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官员腐败的证据被不断放到网上“晒”。广义上，因为虽然有时最后并无证实了的腐败行为（依照可信度不高的官方媒体），但仍反映出网民对公权力缺乏信任。然而，此类事件一般为期较短，舆论控制收得较快。

以上分类并未穷尽“新媒体事件”可能包含的所有内容特点，这只是我们反复观察到的最常见的几种基本种类，它们发生的频率与规模在不同华人社会当然有所不同。道德隐私事件在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都不时出现，因为它们最能为商业媒体吸引眼球。民族主义事件是祖国大陆地区的主流之一。它在港台地区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随着近年留学生数目的增加，在海外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大。

在实际演变过程中，“新媒体事件”发生基本种类之间的互换与结合亦属常态。孙志刚事件表面上看当然是权益抗争事件，但稍作深究，就会发现腐败的影子。新“2·28”事件和艳照门表面看是道德隐私事件，但在港台两地都引发了涉及严肃公众议题的讨论及社会抗议。

除同一事件在不同种类间的转变外，我们还应关注不同事件间的互动，如“3·14”“藏独”事件和汶川地震后公民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又如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在2002至2004年间明显式微。不但“新媒体事件”之间存在互动，“新媒体事件”和传统“媒体事件”、华人社会事件和全球性事件之间，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结构与章节简介

本书共分四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新媒体、新事件”，从强调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开始，包括朱顺慈透过香港巴士阿叔事件，分析“病毒式”传播与互联网时代集体行为的关系（第二章）；杨国斌透过山西黑砖窑和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事件，阐述“情感动员”在网络事件中的作用（第三章）；雷蔚真透过汶川地震后的范跑跑事件，讨论媒介事件从电视向互联网、从“仪式”向“派对”的转型（第四章）。这三个章节，虽然关注的事件不同，但都与经典社会理论，尤其是经典公众舆论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话。“病毒式”传播、“情感动员”、“派对”式心理共振过程，这些都是强调理性、分工、可操控性的传统社会科学所不太重视的，也是大众媒体时代常被传播研究者忽视的问题。进入新媒体网络时代，新型草根阶层传播手段不但使话语权开始变得分散，而且个体之间还有至关重要的互动关系。于是容易出现大规模“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尤其当关键事件发生，大众媒体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充分反映社会不同声音的时候。这一部分的三个章节因此在系统呈现事件、分析事件的同时，也为解释“新媒体事件”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有益尝试。

第二部分集中分析“谣言”与“新媒体事件”。如周裕琼在第五章中指出，原来谣言、流言和传言曾是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关注重点之一，其研究发展甚至早于针对电视等的主流传播学。第五章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通过集中分析模糊性等关键概念为“谣言”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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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裕琼集中剖析2008年四五月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其矛头针对法国。第六章吴筱玫从咨询批判视角分析台湾新“2·28”劈腿事件。所谓劈腿，本是普通男女恩怨，不料经网络论坛发酵及大众媒体介入，成了全台湾的大新闻。吴筱玫的分析进一步显示，网上资料并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重现历史现实，就算有大众媒体介入，仍然会以讹传讹，出现“反资讯现象”。这与周裕琼的分析发现，某些官方媒体在家乐福事件后期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又有相通之处。“反资讯”也好，“模糊性”也罢，都应是新媒体事件脱离现代性假设和道德主义传媒体系，进一步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产物，因为真实世界复杂而吊诡，且充满自相矛盾。

第三部分题为“新瓶旧酒？”，包括李立峰的第七章和孙曼苹的第八章，重点是重新带出关于“新”、“旧”的核心讨论。该讨论在中国内地同仁中得到的关注依然不够，大概因为民间网络媒体与官方媒体之间的差别实在太明显。碰巧的是在这部分中来自港台的两位研究者都对“新媒体事件”之“新”提出了修正乃至反驳。和前面朱顺慈一样，李立峰也关心巴士阿叔一类的YouTube事件，但他从整个香港新闻业着眼，发现香港大众媒体在受到“新媒体事件”冲击后很快做出“范式修正”，结果“新媒体事件”被常规化、工具化，权力关系回到传统媒体依旧更强势的状态。与此对应，孙曼苹将她的研究放到台湾公视PeoPo平台和“新农业文化再造”运动的大环境里。所谓“公民新闻2.0”已不再是普通记者单打独斗，而有公共广播、公民组织、政商机构参与。最重要的是，它已由孤立“事件”发展为“运动”，可以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营造社区共识，再由此影响主流社会。如果说香港“新媒体事件”运作逻辑有回到大众媒体主导的嫌疑，台湾的“复旧”就更厉害，因为它回到的是更古老的农业文明。然而，这个复旧更准确地说是“重构”和“再造”，而不是完全照搬那么简单。

最后，第四部分“个案及比较分析”把“新媒体事件”研究的框架向更具体化、更全球化两个相反方向进行拉伸，同时带出在事件之间进行比较的维度。这样做一是为了更进一步打破只把社会整体（如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作为研究单位的习惯，强调“新媒体事件”常常是在特定城市，乃至具体城市社区里形成和发展的；二是为了提供更广的全球视角，使我们可以跳出华人社会，反思“新媒体事件”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周葆华在第九章中专门研究“厦门PX事件”的网络参与和政治功效感。谢静的第十章以上海中远两湾城的“群租房”事件为例，探讨网络论坛和城市社区建构。邹军则在第十一章里把“厦门PX事件”和上海磁悬浮工程事件进行比较。这三章有很强的关联性，不仅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发生在沿海城市（上海、厦门）且涉及居住环境问题的事件，更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把分析对象缩小，把精力集中到事件的话语形成机制和社区层次的权利分配关系上（包括虚拟社区也包括现实生活社区）。最后，第十二章是邱林川对2001年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和2002年韩国总统大选进行的比较分析，因为在这两次事件中，手机通话和短信均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此章亦简单介绍了手机公民社会的全球背景，并透过分析两次事件的基本时空形态、内部运作机制、历史及制度层面影响和跨媒体关系四个方面，总结出两次事件之间的异同及他们与西方理论假设之间的落差。和前面三章一样，这里呈现的差异和问题，如阶级不平等，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看得到的。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强调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的缘故，因为只有这样逐步积累，才能将“新媒体事件”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最后，为方便读者查阅，我们整理了一份“新媒体事件年表”附在本书最后。这里包括书中各章提到的近年来的重大网络事件，也包括章节中没提到但在各地十分有影响的其他事件，如1994年北京朱令铊中毒事件、1998年马来西亚声援安华事件、2001年台湾“少林棒球”乌龙事件等。年表吸收了各位作者及闵大洪老师的宝贵意见，最后由我们定稿。因时间限制，年表内容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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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在《传播与社会学刊》“新媒体事件”专刊前言的基础上改写而成。陈韬文得到复旦大学信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JD860213：新技术环境下的媒介使用与受众分化），特此表示感谢。


〔2〕
 该书中文版《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已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3〕
 深入讨论详见胡泳（2008）。


〔4〕
 参见郑依依：《谣言学于智者》，载《明报》，2009-01-23，D6页。


第一部分　新媒体、新事件



第二章　YouTube与集体行为：网络视频“巴士阿叔”个案研究

朱顺慈





引言

虽然有关新媒体的研究与日俱增（Hassan＆amp;Thomas，2006），但在“新媒体是祸是福”这类争议上，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参见Lister，2003；Gauntlett＆amp;Horsley, 2004）。比如有人憧憬新媒体能促进民主发展，但也有人对此说法大表质疑，因为网络充斥着粗糙琐碎的观点，看来跟“民主”两字无甚关联。这些争论所以难有定论，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媒体现象纷纭多变，加上内容庞杂，正反双方都不难找到支持己见的例子。然而一旦要提出更实质的数据，则不能不承认，我们对一般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媒体，其实并没有掌握太多具体细节。

这正是研究信息含量庞大的新媒体的一个难题。以视频网站YouTube为例，截至2007年年底，YouTube已有7100万登记用户，每月发布和观看的网络视频达250亿个（Breslau＆amp;Skipp，2007）。每当有热门的新媒体事件发生，网民就踊跃参与讨论，不论是网站的浏览量，或是累积的帖子和响应，数量动辄以百万计。要在浩瀚的信息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殊不容易。

本文尝试克服这个限制。笔者从一个发生在YouTube上的个案着手，围绕这单一事件制作的一系列视频为分析对象，通过整理、分类和文本分析，一方面阐明和讨论YouTube的使用模式，一方面探讨新媒体上的集体行为。

这个被称为“巴士阿叔事件”的个案，发生在200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Fowler，2006；Robinson，2006）。当天，在香港一辆开往新界元朗的巴士上，一个中年男子高声讲电话，坐在他身后的另一名年轻男乘客轻拍他的肩膀，示意他降低音量，中年男子转身破口大骂。二人对峙期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个旁观的男乘客用手机拍下整个过程。这条六分钟的短片于同年4月29日发布到YouTube，旋即广传成为网络热潮，并在短时间内被观看超过390万次。接下来的一年，针对这段短片，网民在YouTube上发布了132个相关视频作品。这个现象引起了主流媒体的注意，有评论认为这些“二次创作”，凸显了网民的另类创意（齐彬，2006；何故，2006）。类似评论，多带有嘉许和赞赏的意味。忽然间，新媒体成为让创意大放异彩的平台，电视台甚至剪辑YouTube上的作品，制作时事专题来探讨这个文化现象。笔者同意个别视频的确令人眼前一亮，但暂且撇开创意不谈，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事件诱发的集体行为——一群网民不仅上网观看了热传的片段，还动手参与再创作，这些加工作品既表达了他们对这次事件的解读，亦成为网民交流观点的媒体。通过对这些“二次创作”的分析，本文概述并讨论这些网络视频作为集体行为的意义。

新媒体与公共空间

霍姆斯（Holmes，2005）认为，新媒体带领我们进入现代大众媒介的“第二代”（second media age）。与第一代不同，新媒体为传播环境提供真正的互动性和多元性，加上推陈出新的传播技术，媒体内容在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各方面，都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促使“创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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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umers）这个概念成为现实（Toffler，1980）。创众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跟过去的“观众”和“受众”最显著的不同，是他们有技术条件参与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媒介制作，由合成数码照片到恶搞主流媒体影视作品，都是创众可能做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和社会实践（Bruns，2008）。这些由“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甚至成为当今政治运动中不能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Winograd＆amp;Hais，2008）。

由是观之，新媒体正在孕育一个新兴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有人期盼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能为各种社会运动提供发展的机会，这类愿望，难免使人联想到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Habermas，1974），新媒体会是一个尊重、鼓励理性和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吗？

不过，正如帕帕查里斯（Papacharissi，2002）所言，我们不应混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纵然新媒体提供了讨论政治的论坛，并不意味着它就能自动变成重视民主讨论的公共领域，毕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讨论的性质和素质（Tsaliki，2002；Fung， 2002）。

麦圭根（McGuigan，2005）甚至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未考虑到“情感”在公共空间中发挥的作用。他提出“文化公共领域”（cultural public sphere）的说法，指出那些在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产品中常见的情感表达，虽然看来不那么理性，却也透露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想象和纷争（参见Burgess ＆amp; Klaebe，2006）。在这个文化公共领域中，这些由情感主导的观点跟理性的思考同等重要，作为一种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前者有时以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形式出现，过去不少研究关注网络讨论的特性和质量（Blumer ＆amp; Gurevitch，2001；Dahlgren，2005），本文则集中探讨网络上的集体行为。

新媒体中的集体行为

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公共舆论——泛指人们在公共场合明确表达的观点——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van Ginneken，2003）。斯普里查尔（Splichal，2001）认为，公共舆论既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是一个传播现象，因为舆论的表达跟传播形式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开放参与的结构（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O’Reily，2005），新媒体让公众能够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参与各种讨论，有别于18、19世纪，人们不用再仰赖精英的意见，而可以在新媒体上听到大众的声音（van Ginneken，2003）。

然而，单有基础建设和传播环境，还是不能说明，人们在这里交流了什么意见，又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进行交流？互联网上，传播活动没有科技层级，且容许多面向沟通（Debatin，2008：p.66），要细致区分参与者的特征，我们或可参考普赖斯（Price，1992）提出的三组概念：公众（public）、群众（crowd）和大众（mass）。“公众”表现出理性思考和与他人说理的能力，“群众”则因有着相似的情感和经验而集结。至于因不同原因聚集在一起的“大众”，布鲁姆（Blumer）说：

“大众由匿名的个人组成，成员之间几乎没有互动和交流。大众的组成非常多样化，成员包括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物。”（Price，1992：p.27）。

新媒体提供的是满足大众聚集和群众抒发情感等需要的公共空间，抑或是支持理性话语的公共领域？不管答案是什么，以上三个类别的民众的集结，都可理解为一种集体行为。早期有关集体行为的文献，借“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的隐喻，指集体行为是“一种以相对快速、务实和非理性的形式扩散的情绪、冲动或一些行为”（Blumer，2007：p.24）。

布鲁姆（Blumer，2007）认为，当过去行之有效的习俗、传统、制度和社会组织都不再适用，“集体行为”出现的机会大增，而研究集体行为，有助了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如何产生。如果说新媒体正在孕育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我们更需要了解，在网络上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集体行为，冲击了什么规范，又如何摸索和协调新的规则和秩序？

社会学家研究集体行为多年（van Ginneken，1992），相关的文献十分丰富，他们发现集体行为的出现，有五个关键条件：民众感知彼此的存在（mutual availability）、相互注意（mutual attention）、能够互相呼应（mutual responsiveness）、各有观点（mutual futures）、有共同关注事项（mutual focus）（van Ginneken，2003：p.89）。斯梅尔瑟（Smelser，1962）则列举了六个决定集体行为产生的因素：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结构性怨恨（structural strain）、一个普及了的信念（the growth and spread of a generalized belief）、触发性事件（precipitating factors）、有效的动员（the mobilization of participants for action）、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the 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ol）。一旦这些因素都在互联网上出现，会出现什么样的集体行为？

多用途YouTube

YouTube为这些研究问题提供了最生动的范例。2005年年初，原贝宝（Paypal）员工查德·赫尔利（Chad Hurley）和陈士骏创立这个分享视频的网站。到了2006年10月，当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YouTube时，YouTube已经家喻户晓。当时，每天造访的网民人数已达1亿次，共上传65000个短片（White，2006）

有趣的是，不同的人在YouTube都找到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使用方式。主流记者通过YouTube寻找有新闻价值的故事（Powers，2007）；企业利用YouTube做营销（Singletary，2007）；著名大学与YouTube合作，在YouTube上建立官方视频频道，所播放的学术讲座，竟能吸引逾10万网民观看（Young，2008）

政治方面，YouTube的使用也很多样化。抗议运动在网络上接触同道中人（Cohen，2007）。在埃及，年轻一代利用YouTube推动民主运动（Diehl，2007）。有人认为YouTube可以用来向名人施加压力，政治家从此要特别注意行为举止，免得他们的真实个性在YouTube上无所遁形。2007年3月，YouTube发起了一场名为“由你选择2008”（You Choose 2008）行动，提供一个让美国总统候选人跟选民交流的平台（Vargas，2007）。YouTube宣称“广播自己”（broadcast yourself），用户可以发布任何他们想与他人分享的视频，而无需理会这些是版权产品还是自己的创作。在《华盛顿邮报》对YouTube的专访中，YouTube的营销总监声称YouTube促使娱乐民主化，因为在这里，用户真正掌握了看什么与怎么看的控制权（Goo，2006）

YouTube用户的自主权，体现在非常盛行的“恶搞”和“混搭”（mash-ups）风潮。2002年，《纽约时报》报道了“混搭”这一新趋势，人们把不同来源的音乐混合，重新拼贴成新的作品（Norris，2002）。这些作品一般风格独特且富创意，在方便易用的数码技术支持下，这类媒体内容在网络上日益普及。

YouTube的出现有何深远影响？论者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YouTube是一个由小区推动的草根项目（Cloud，2006），反映了民众的喜好和情感；也有人认为，YouTube不过是一个仓库，顶多是一个档案库，包含的尽是日记式或没有风格可言的影像（Jones，2006）。

YouTube用途十分广泛，本文着眼的是“病毒视频”（viral videos）。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视频，有着生物病毒人传人的传播特性，网民仅需按一下鼠标，就可接收和转发视频片段给朋友。病毒视频在过去10年的火速流行得归功于市场营销的专家，他们一直寻求新的方式来接触更多的受众（Allossery，2000）。时至今日，病毒视频往往带动起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形塑公共舆论和情感的一股重要力量（Bachrach，2008；Kiss，2006；Sender，2007）。

YouTube名人“巴士阿叔”

本文以一个YouTube名人（YouTube celebrity）的病毒视频和相关的混搭作品为研究对象。所谓YouTube名人，指的是为人们所熟悉的YouTube用户（Tedeschi，2007；Grossman，2006），或者那些因出现在网站视频中而声名鹊起的人物。这类视频不仅吸引眼球，还能引发网民以文字或视频主动响应。围绕YouTube名人的热烈讨论，会集合一群参与者，成为一个暂时的社群。

“巴士阿叔”正是这样的一个YouTube名人。在YouTube片段曝光之前，“巴士阿叔”陈乙东在香港的城郊过着平凡的生活，事件却将他推到了镁光灯下。除了香港传媒外，《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巴士上的冲突：

在公共汽车上，23岁的何锐熙前方坐着一位正在打电话的男士。何锐熙轻拍了他的肩膀，让他声音轻一些，他称呼这位先生为“阿叔”，这是粤语中称呼年长男性的惯用语。

这位先生并没有听从建议，反而转过身来痛骂何锐熙近6分钟，言语间不但火药味极浓，还夹杂着不少猥亵用语。

“我有压力，你有压力！”这位年长的男士咆哮，“你为什么要挑衅我？”这时，一个旁观者用手机拍下过程，这段视频最终出现在网络上。

这位现被称为“巴士阿叔”的中年男子，在香港引起了轰动。这段视频（包括字幕版本）已经从流行网络视频网站YouTube.com被下载了超过500万次（Fowler，2006）。

除了“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你为什么要挑衅我？”，巴士阿叔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向何锐熙连续大喊：“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以及那些极具侮辱性的粗话。这些话语在其后出现的“二次创作”中不断被重述和强调，有人甚至把它印到T恤上。一时间，这些话语在香港成为标准的“问候语”。

开始时，原片段像病毒一般在网络火速传播，到了5月17日，香港畅销报《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首度提及此事（孙柏文，2006），主流媒体产生兴趣，记者开始执行寻找三个主角的任务。何锐熙在5月23日率先接受电台访问（《太阳报》，2006），一天后，拍摄这段视频的方颖恒也现身，巴士阿叔的身份却依然成谜。最终记者花了一个月才在元朗找到巴士阿叔陈乙东（《壹周刊》，2006）。访问中，巴士阿叔说事发当晚，他正承受着重大压力，因为极度沮丧，他当时打算致电自杀热线求助。

巴士阿叔热潮持续了两个月，在这期间，主流媒体深入报道陈乙东的所有事迹，报章杂志涌现了不计其数的评论和特写文章。与此同时，YouTube上出现了大量响应巴士阿叔原片的恶搞或混搭视频。在完全没有计划和合谋的情况下，一个集体行为产生了。这些行为有什么意义？参与者应该被理解为公众、群众还是大众？YouTube在集体行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上传的视频，表达了什么观点？

研究方法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笔者收集了巴士阿叔的混搭作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相关视频分类和分析。

2007年6月下旬，笔者在YouTube网站上以关键词“巴士阿叔”搜索，时间跨度为2006年4月29日到2007年6月18日，即由原始视频发布的那天开始，截至研究开始时最后一个视频被上传的日子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3日和6月18日两个视频帖子之前两个月，已经没有新的视频发布，这意味着由“巴士阿叔”事件引发的热潮那时已基本消退了。

连同原视频在内，笔者共收集了132个视频片段，分别被下载到5盘DVD中（双语版的原始视频片段地址是http: //youtube.com/watch? v＝RSHziqJWYcM）作分类和分析。

笔者先浏览了所有视频片段，确定了以下四个分类范围。

内容种类

绝大多数视频片段都是对原视频的加工创作，当中大量使用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新闻片段和视频游戏片段作素材，亦有少量的原创作品。

为了区分视频内容，笔者把这些作品分成10类：（1）字幕版或配音版；（2）跟流行歌曲或音乐混搭；（3）跟电影片段混搭；（4）跟电视剧片段混搭；（5）跟新闻片段混搭；（6）跟视频游戏片段混搭；（7）原创作品；（8）来自主流媒体的原创作品；（9）重复上传的原视频；（10）其他之处。

原创作品（第7及第8类）跟其他混搭作品最不同，在于它们展示了更多的创作心力和观点，为事件谱写的新歌词、新剧本和配上了不同结局的视频都属此类别。

表达手法

笔者假设，当制作者在制作过程中投入的心力越多，意味着他们越重视作品给人的观感和传播效果。表达手法包括视觉元素的运用、剪接的复杂度、图像和特技效果的使用等。笔者记录每个视频片段的视觉元素细节，分辨了五种表达手法：（1）以黑色或空白画面作背景；（2）在原视频上加插说明文字、字幕或歌词等；（3）画面从头到尾只以一张海报／照片／定格贯串；（4）使用特殊视觉效果和／或图像；（5）全新原创制作，即那些没有使用原视频的作品。

观点或情感

为了辨识事件中的观点和情感是否有显著的模式，笔者解读了视频流露的观点或情感，并分为四类：（1）不赞成或谴责；（2）同情；（3）娱乐／嘲弄；（4）无法识别。

当视频对人物或事件表现出明显的不赞成态度时，则属“不赞成或谴责”一类。那些对事件表示谅解，或者建议采用其他解决方式的视频，被划为“同情”。在“调侃／嘲弄”类别中，视频表达出开玩笑、幽默或者讽刺的态度，没有明显的立场。那些没有表达明显观点和情感的，都被划分为“无法识别”一类。

参与模式

通过记录每天上传视频的数量和每个登记用户上传视频的数量，笔者试图梳理制作人参与发布的模式。

研究结果：巴士阿叔和流行文化

表2—1展示了不同类别的视频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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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视频中，都会出现以下三组讲话片段：

（1）“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你为什么要挑衅我？”

（2）“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

（3）粤语中的脏话。

字幕版本

原视频中的对话都是粤语方言，而且夹杂很多脏话，不懂粤语的人很难理解。原视频在YouTube上走红以后，网民主动制作了字幕版本。表2-2列出了不同的字幕或配音版本第一次出现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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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字幕版本只占全部视频的很少部分，然而，网民自发翻译和配上字幕的行为，使这个原来只属地区性的视频登上“国际舞台”，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混搭作品

超过一半的混搭作品，选取了流行乐曲和音乐为加工素材。在这50个视频中，16个把原视频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说话跟音乐混声；另外13个视频，加入饶舌元素；有21个视频则单纯为原视频加上音乐。

这些视频有两个特点：第一，大多数采用的，都是粤语流行曲中的舞曲；第二，在混音和饶舌版本中，几乎谈不上什么视觉元素，事实上，有8个甚至不能称作“视频”，因为它们只有声而无画。12个视频从头至尾以一张照片、图片或海报的定格作画面，可见参与者的目的是用音乐和歌词重新包装巴士阿叔的讲话。

除了流行音乐外，网民借用了大众熟悉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作素材。13个视频剪辑了电影片段、对白、电影预告片和海报等影像，与原视频交织成新篇。这当中有10个视频从黑帮片或犯罪片中取得灵感，有一个视频模仿了《教父》；而出现得最多的电影片段，主要来自于两部香港电影：《黑社会》（2005）和《无间道》（2002）。

有5个视频加入了新闻片段，虽然数量很少，但却有意识把事件跟时事连接，似乎有弦外之意。这5个视频的主题如下：

（1）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和巴士阿叔对话。

（2）巴士阿叔出现在由香港特首曾荫权召开的政策发布会。

（3）2005年在香港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

（4）台湾反当局游行的新闻。

（5）巴士阿叔2007年参选香港特首。

在这5个视频中，原视频中的讲话片段和新闻片段相互交织。前4个中，新加入的音轨与原声重叠，形成了搞笑和讽刺的效果。最后一个视频中，制作人为巴士阿叔配音，介绍他的治港宏图。这些分明跟政治新闻混搭的视频，重点不在于表达严肃的观点，而以娱乐好玩为主。

原创作品

30个视频属于此类，但有10个是对他人的原创作品的再加工。网民专门为这次事件创作了六首新词，全都隐含娱乐和讽刺的寓意。这些原创视频，既谴责巴士阿叔，同时嘲讽何锐熙的懦弱。有网民将原视频重新剪接成一个电影预告片，另一网民进一步加工，剪辑成“给Elvis的情歌”。

这一类别的视觉元素明显增强，在内容的编排上更有心思，其中四个用户特别创造了不同的结局。在一个视频中，网民通过重新剪接巴士阿叔的讲话片段，创作了他最后向大家道歉的新结局。另一个网民则倒转了视频的整个时序，改写了事件经过。第三个视频以枪声结尾，暗示一个悲剧的结局。第四个视频的作者重新拍摄了全部画面，摄影师在一辆巴士的上层，用同一角度拍摄，新视频与原视频长度一样，然而，画面中没有一个乘客，气氛平和宁静，与原视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件一周年时，网民“deadasoren”特别创作了一个disco混音版，明言要向之前一年出现过的所有混音版本致敬。这段视频更介绍了所有混音版本和它们的点击率，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位网民在一年间上传了19个跟巴士阿叔相关的视频，对他来说，“巴士阿叔”不光是一个社会事件，更为爱好音乐的人创造了一个比拼混搭技术的机会。

枯燥的表达手法

作为一个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允许任何一个登记用户上传视频，而不理会视频的质量。研究发现，虽然主流评论对巴士阿叔的二次创作现象大表赞赏，但细心分析下，大部分视频在视觉上完全没有吸引力。表2—3概述了巴士阿叔视频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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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视觉元素运用非常少，换句话说，虽说是视频分享网站，但用户没有真正发挥这方面的功能。尽管有视频加入了特别的视觉效果，但多是剪接软件中附设的简单影音效果；即使有新加入的图像，制作也非常简单。在原创作品中，有两个用动画和木偶重新演绎事件，制作相当粗糙。笔者认为，撇除粗话的限制，在132个视频中，只有一个上文提过的“deadsoren”制作的饶舌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 v＝yjRcXLK5T4g），能符合在大众媒体广播的标准。

娱乐至上的情绪

制作这些视频的人如何评价巴士阿叔和相关人士？表2—4列出了四种主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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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数字显示大部分视频抱持娱乐至上的态度，或者干脆不予评价。这显示YouTube用户并不在乎个案中谁对谁错，他们既不谴责，亦不同情，最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情。

参与模式

巴士阿叔原视频是在2006年4月29日发布，5月9日（即10天后），出现了三个响应事件的视频。从那时开始直到同年6月中旬，新视频的上传一直非常稳定。6月中旬后，每日上传的频率和数量逐渐减少。

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对YouTube上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事件被主流媒体报道后，每日上传的视频数量稳步增加。5月19日，一天有6个新视频发布，到了5月29日，更有多达12个新作。图2—1展现了从2006年4月29日到2007年6月18日期间上传视频的频率和数量。

这132个视频由77个YouTube账号上传，估计来自77个不同的用户。这段时期内，56个用户每人发布了1个视频，另外21个用户每人发布了一个以上的视频。表2—5列出了每个用户发布的视频数量。

[image: alt]


[image: alt]


[image: alt]


小　结

YouTube名人巴士阿叔启动了一次网络热潮，有几百万人次浏览过他骂人的短片，当中，有77个YouTube用户进行了更积极的响应。他们动手制作新的视频，一年间出现了132个相关作品，其中大多数利用流行文化文本如音乐、电影或电视节目作素材。巴士阿叔那三段街知巷闻的讲话，成为这些混搭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尽管YouTube是视觉媒介，但大多数视频的表达手法枯燥乏味，目的只在于表达调侃和嘲讽的情绪。

YouTube与集体行为

巴士阿叔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病毒视频案例，这个“病毒”不仅传给几百万观众，更引发了132个视频响应。这个网络年代的新兴现象跟“社会感染”这个相对久远的概念遥相呼应。有见大多数视频“感染”的，表达的是娱乐和讽刺的情绪，笔者尝试用集体行为的理论框架诠释研究结果。

集体行为的产生

前文讨论过集体行为产生的因素，其中一个关键词是“相互”（mutual）。YouTube允许用户在一个虚拟空间内看到、听到和感觉彼此（mutual availability），新媒体技术提供了一个能聚集人群的公共空间。用斯梅尔瑟（Smelser，1962）的话，YouTube建立了一个传播环境，提供了“结构性诱因”。

“结构性怨恨”直接关乎集体行为会否出现。斯梅尔瑟（Smelser，1962：p.48）解释，此处所指的“怨恨”，不仅指向一种“不平衡”或者“无序”的状态，而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又没能出现社会变化的社会状况。

在2006年夏天风靡香港以至华人社会的巴士阿叔语录，反映了香港持续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在视频中反复出现的话语，尽管以一种娱乐和讽刺的方式表达，但仍然揭示了一个在香港日渐普及的信念：除了以脏话来表达愤怒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巴士阿叔和何锐熙的偶遇，最终成为动员网民参与的触发性因素。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陌生人之间的偶发冲突有时不可避免。粤语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脏话，为这个本来平淡无奇的事件增添了地道的趣味。为了与不通粤语的网民交流，在原视频发布10天后，就有网民自发制作了第一个字幕版。两周内，中英文字幕版本相继出现。结果，当事件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时，更多人被吸引到网络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网民，暂时离开他们熟悉的社会环境，有如置身现场见证一场真实的冲突，在真人秀电视节目变得越来越常规化的今天（the norman lear），YouTube提供了更多样化的“真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巴士阿叔粗俗的说话没有剧本，完全是自发的，反而加强了戏剧性。不受时空限制的YouTube，有效地动员了来自各地的网民用不同方式参与整个事件。

由于网络的社会控制比较宽松，人们在YouTube上与一群匿名的大众分享个人生活以及观点，大放厥词也不必担心后果。当巴士阿叔流利的粗话传遍天下时，感觉自由的旁观者，在YouTube上找到了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一事件的公共空间。

至此，斯梅尔瑟提出的六个影响集体行为产生的因素全部出现，只是移位到互联网上发生而已。

公众、群众、大众

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人们到底交流了什么观点和意见？本来，巴士阿叔事件绝对可以引发各类理性对话的题目，比如在公众场合使用手机的礼节、使用新媒体的道德、城市生活的压力等等。虽然这些讨论也出现在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笔下，却没有出现在这次研究的YouTube视频上。

事实上，这些网络视频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出色。它们主要从流行文化文本中挪用素材，拼贴出来的视觉效果普遍乏善可陈，表达手法粗糙，给人非常业余的感觉。然而，从网民上传视频的模式来看，他们更在意的是与其他网民的持续交流，能及时响应，比起制作精美的视频更加重要。新制作的视频，变成讨论的一部分，而修改别人的作品，也显示一种分享的精神。这当中有一种模糊的小区意识，一个以“巴士阿叔”为共同兴趣的社群暂时形成，情况一如瑞恩高德（Rheingold，1993）所说的“虚拟小区”（virtual community），又或是一个体现网络化了的个人主义的“短暂小区”（ephemeral community）（Castells，2001）。

YouTube像一个游乐场，一个开放的娱乐系统，让具有不同程度创造力和专业知识的网民集中嬉戏。技术超群的玩家被视为“大师”，业余用户则学习掌握新媒体的技术，同时享受快乐的时光，而不去计较交出什么作品或观点。

按照普赖斯（Price，1992）的区分，这种短暂集结的群体还不能被称为重视理性交流的公众（public），那我们应把他们理解为有共同情感经历的群众（crowd），抑或是缺乏交流和互动的大众（mass）呢？研究结果显示，这次集体行为中的参与者，透过上传视频作品进行微妙的互动，而他们大都展现了一种娱乐至上的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YouTube远不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但它容许便捷交流的特质，足以集结有共同好恶的群众。群众能否转化成为着重理性讨论的“公众”，以致由公共空间进展成公共领域？抑或，由于个人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群众终会变成只关注个人感受和兴趣的大众，令公共传播更加困难？这些问题还需更多深入的研究。

另一种公共舆论

虽然YouTube不算是一个公共领域，但按照麦圭根（McGuigan，2005）的论述，我们可以把YouTube理解为一个文化公共领域，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蓬勃的文化产品探寻公众的情感，甚至视之为另类的公共舆论。

在这个巴士阿叔的个案中，清楚反映了弥漫于香港社会的一种普遍情绪。尽管这些视频大多采取了调侃和讽刺的语调，但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时，这种集体流露的情绪，似乎暗示了在重重困难中，香港民间尝试以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应对压力。他们不关心谁是谁非，宁愿嬉笑怒骂，当我们把这次事件跟其他热门话题一起考虑时，会发现在2006年出现这种情绪并不是无缘无故的，YouTube上的一次狂欢派对（杨国斌，2009），或许意外地揭示了民心所向。

结　论

本文以一个病毒视频及其衍生的视频作品为分析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尝试在浩瀚的新媒体环境中，整理混杂繁多的信息，找出网络上频繁密集的交流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本文借助集体行为的理论框架，初步探问YouTube的用途和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YouTube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提供让人们展示、分享、评论彼此生活的平台，只要有合适的“结构性怨恨”和“触发性事件”，YouTube的构成和建设，足以催生集体行为。研究亦发现，在本个案中参与集体行为的，以有共同情感经验的群众为主，他们表达的情绪和观点，犹如一种另类的公共舆论，透露了这个城市的集体情感。

新媒体发展如日中天，新媒体事件陆续登场，对这些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的诠释。乐观主义者倾向为新媒体促进民主的潜力喝彩，悲观主义者则为网络上琐碎无聊的讨论而烦恼。在YouTube热烈参与传播和讨论病毒视频的群众，固然很难被看成网上民主的范例；相反，这些制作简陋、观点简单的视频更像在重申，公共领域已经被娱乐至上的趋势侵害。但整体来看时，这些集体行为还是加深了我们对公众的了解。虽然巴士阿叔已被淡忘，但这个个案连接了网络和集体行为，至于两者的关系，还待进一步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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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观乎华文世界，似乎尚未就prosumers有一致翻译。在相机销售中，prosumer相机被称为“半专业机”；有人则意译为“自助消费者”。考虑到跟观众、受众和大众的关联，笔者建议译作“创众”，指的是会参与不同形式创作的大众。



第三章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杨国斌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事件层出不穷。有很多事件涉及重大社会问题，或引发广泛的网络抗议，或推动自发的公民行动，或波及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有代表性的网络事件包括“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等等。本文认为，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网络事件的动因和意义。本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从情感动员角度研究网络事件，并试图通过对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的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作为网络公民运动的网络事件

网络事件是勃兴于中国的网络公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网络公民运动，指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展开的公民集体行动。新媒体的手段有多种，或通过互联网来组织和动员网下的行动；或以网络空间为主要阵地，在网上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和行动。以网络为阵地展开的公民行动，包括各类网络维权、网上反腐、网上签名、网络民间救助，及众多的网络社区和博客作者所发起的大大小小的集体行动。但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网络事件”（或称“新媒体事件”）。

网络公民运动的发端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同步，表现出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特征（Yang，2003a）。1994年，中国正式接通国际互联网服务，1995年清华大学开通中国第一个BBS“水木清华”。之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园BBS相继开通。1996年，在几个有影响的校园BBS上的用户，通过网络抗议和声援等活动，参与了国际保钓运动。1998年印尼对华人的暴行，引发全球性华人抗议活动，互联网成为协调和组织抗议活动的重要手段（Yang，2003b；Xu，2007）。其声势之浩大，也波及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国网民在网上网下均有抗议活动。

20世纪90年代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网络抗议，发生在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飞机轰炸之后。当时的《人民日报》网络版建起“抗议北约暴行论坛”，成为中国网友抗议活动的主要阵地。据称，“抗议论坛”在短短一个月内，上帖达到9万条。这次抗议活动之后，论坛更名为“强国论坛”，在论坛创办一周年之际，注册用户达3万个，页面日访问量达10万，成为当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文论坛（卢新宁，2000）。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网络事件更为频繁。研究者论及较多的有“邱庆枫事件”、“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刘涌事件”、“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宝马事件”，等等（彭兰，2005；Yang，2003c，2008，2009；Zheng，2008）。现有研究对网络事件尚无明确的界定。本文认为，网络事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事件，既具有传统抗议事件的特点，也有跟互联网和新媒体密切相关的新特点。因此，网络事件亦可称为网络集体行动事件。在社会运动领域，对于抗议事件的研究，一向侧重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动态的过程（Olzak，1989），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事件对于集体行动过程甚至社会结构的转化作用（Sewell，1996；Benski，2005；Yang，2005）及对参与者的影响（McAdam，1989；Whittier，1995；Yang，2000；Lee ＆amp; Chan，2008）。本研究的重点是网络事件发生的动因和过程。
〔1〕



网络事件涉及的内容很广，有的属于文化表达和道德论争，我们把这一类称作网络文化事件。2003年的“木子美博客”事件和2005年的“胡戈恶搞电影《无极》”，应属此列。也有很多网络事件，涉及重大社会问题，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揭露。这类事件带有社会、经济或政治诉求，因此可称为网络社会事件。当然，有些事件很难绝对归属哪一类，也有的两种属性均有。如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一开始基本属于文化事件，网民们争论的只是虎照的真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事件，网民表达出要求政府调查真相的诉求。

第一，网络事件一般发生在有影响的BBS论坛或网上社区，或由网外危机事件触发，或由论坛的一两个帖子引起。而网民的参与则具有在危机情况下受到震撼而作出迅速反应的特征，是一种“反应式的共同行动”（concerted forms of responsive action）（Thompson，1995）。第二，网民参与的主要方式是口头抗议。最常见的形式是在主帖后大量跟帖，对主帖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回应。很多案例同时伴有网上签名、联络官方媒体曝光，甚至黑客攻击等行为。很多情况涉及网下动员和网下的行动，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网下的行动已经属于网上动员的结果。第三，网民的参与多为自发，组织性不强。即使在有组织的情况下，也大多依托网络社区作为组织平台。第四，网络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限于网上舆论，而且对公共舆论和国家政策等有直接影响。

从宏观角度看，网络事件的发生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特点。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环境破坏、文化价值观的变化等因素，都在网络事件中有直接反映。当然，网络事件也反映了中国网络文化的特点。在这方面，近年兴起的网络恶搞、网络推手、网站赚点击率的策略，都会影响到网络事件的发生。网站和网络社区的运作方式及商业利益，对于网络事件的生成，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论坛的帖子上不上头条、是否置顶，直接影响到帖子的访问量。网站本身的名气和影响也很重要。关于政治、文化、商业力量对于网络事件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这方面论述见Yang，2009；Zhao，2008）。本文的目的，是突出网络事件中一个被忽视的特点，即事件中的情感因素。本文从社会运动的情感动员角度出发，在微观层次上考察近年网络事件的生成机制，揭示情感动员在网络事件中的核心作用。

相关研究

因为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关系，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发展较早。对于这类新兴的社会运动，西方学界亦早已有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研究网络抗议的专著问世（Gurak，1997），近年更加受到重视。有研究者将网络运动（online activism）分为两类，一类是网外的社会运动组织如何使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进行动员和抗议；另一类是直接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抗议行为，如黑客攻击、网络签名等（Vegh，2003）。目前西方学界研究较多的，是前一种，比如各类人权组织、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反全球化组织等对于互联网的利用。

加勒特（Garrett，2006）对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ICT）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他认为从动员结构上看，新信息技术降低了参与成本，有助于集体认同的建构，因而能够促进动员；同时加速了运动的扩散，提供了新的行动方式。从政治机会方面看，新技术有助于跨国行动，因此对国家内部的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有所影响，对国家机器对社会运动的镇压行为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从框架建构（framing）方面看，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建构框架，而不必依赖主流媒体。另外新技术还可以使社会运动的理念得到全球性的传播。

由此可见，西方对于网络运动的研究，基本出发点是把互联网当作新型的动员资源，研究社会运动组织如何利用网络进行动员，对发生在网上的抗议活动的研究则比较少见，这也反映了西方网络运动的基本特点。前面说到的两类网络运动中，由网外运动组织发动的，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动员和抗议的居多。而发生在网上的，基于BBS和网络社区的抗议则影响不大。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网上抗议曾在西方产生过较大影响。古拉克在（Gurak，1997）《赛波空间的辩论与隐私》一书中，就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的两次BBS论坛中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到所谓的“智能暴民”（Reingold，2002）及网根（netroots），重点则转向以网络为平台对网下集体行动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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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中国，基于BBS的网上抗议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出现后，不仅一直保持不衰，而且日渐兴盛。如今，这类基于BBS和网上社区的网络事件，虽在西方已经式微，在中国却声势日隆，构成中国网络文化的重要特色。

关于网络事件的发生，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难以做出充分的解释。经典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即政治机会、组织资源和框架建构，均不能完全适用于网络事件的分析。如果说网络事件的发生与政治机会有关，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网络事件主要涉及某些问题而不涉及另外的问题。而且政治机会的变化需要时间，但网络事件的发生却难以预测，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组织资源强调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力量，这些资源或是正规的社会组织，或是非正规的组织形态，如朋友、同学、老乡等。其基本理论假设是“社会组织的密度越大，社会运动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McAdam，＆amp;McCarthy＆amp;Zald，1988：p.703）。问题在于，正规的社会组织因受到组织发展需要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不愿采取过激行动。而非正规的组织形式却又普遍存在，因此与社会运动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Piven＆amp;Cloward，1977）。而且中国的网络事件，影响较大的多为自发的网上抗议。有些事件涉及以网络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动员，或网外的公民组织的动员，但这类例子数量少，一般来说影响比不上自发性的抗议。框架建构概念的问题，是过分强调运动领导和组织的作用（Benford，1997）。网络事件中，虽然也会出现“框架”，但其机制却不同，往往是在群体互动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与其说网络事件得益于框架建构，不如说它们是互动式的“抗议性谈话”（Tilly，2004）的结果。这一点下文再详述。

关于中国网络公民行动的研究，从内容上看，研究的范围涉及的有网络异议（Chase＆amp;Mulvenon，2002），网络民族主义（Liu，2006；Wu，2007），网络事件（Yang，2003c，2009；Zheng，2008；彭兰，2005），跨国网络宗教或教派活动（Thornton，2008），网络救助（章友德、周松青，2007），通过网络组织的民间聚会和各类民间公益行动（韩恒，2008），等等。从理论和分析框架上看，现有研究大体分两种。一种比较重视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等社会运动理论的运用，其理论出发点是基于个人利益的集体行动。如章友德和周松青（2007）借助资源动员理论，分析了一个网络民间救助的案例，认为麦卡锡和阿明扎德（Aminzadeh）所阐发的资源动员理论“在我们所关注的网络情景下的社会动员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另一类研究侧重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分析，强调认同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如从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的角度探讨网络事件的发生与影响（Yang，2003a，2003b），对网络事件进行话语分析（Liu，2006；Farrer，2007；Yang，2008），或用新社会运动理论阐释网络在民间聚会行动中的作用（韩恒，2008）。师曾志和杨伯溆（2007）则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用网络舆论场的概念分析网络事件。他们认为，“芙蓉姐姐”这类网络事件，属于一种“媒体奇观”，是“网络舆论场与已有的道德文化价值观冲突的结果”。这类媒体事件，一方面“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对个人价值观的追求上，是对传统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等的颠覆”，但另一方面，“它们从根本上反映出社会个体成员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微妙改变，公民作为最基本社会成员的身份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映射出当下网络环境下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建构的迫切性。”师曾志和杨伯溆对于网络事件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对于网络事件的影响。他们提出的网络事件是“对传统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等的颠覆”的观点，说明网络事件直接反映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用舆论场的概念来分析网络事件，揭示出网络舆论场极其复杂的场域互动关系对于网络事件的影响。

本文认为，网络事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以街头抗议为主的社会运动的主要区别，在文化层面而不在政治结构或社会组织层面，网络事件的核心是话语。在网络事件中，话语就是行动。没有话语，就没有网络事件。因此，如果不能揭示话语在网络事件中的力量，就不能够充分阐释网络事件的动因与影响。本文认为，网络事件的话语力量来自情感的表达。因此，如何揭示网络事件中情感表达的逻辑，是揭示网络事件动因的关键所在。

社会运动的文化分析

在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中，情感占据核心地位。喜怒哀乐，爱憎恨怨，诸如此类，构成生活中的情感力量。没有情感的生活，就是没有活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情感的表达，就没有社会运动。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行动。往往行动的方式越激烈，情感色彩越重。所以大革命的时代，是最富有激情的时代。美国有学者提出，近些年美国左翼力量缺乏号召力，原因之一就是左翼运动缺少政治激情。相比之下，右翼运动，如宗教运动，则依靠近乎痴狂的热情，动员了广泛的基层力量（Hart，2001）。

社会运动的研究，曾对情感因素予以排斥。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多关于群体行为的研究，认为群体行为是非理性的感情所致，是病态的表现。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勒庞的《乌合之众》。实际上，他把群体行为诬蔑成暴民行为，具有明显的贬低民众抗议的意识形态特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其历史意义正是在于对这种保守的群体行为理论提出了批判，肯定了社会运动的合理性。当时，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运动的参与者已经步入社会。他们中间进入学术领域者，从个人经历出发，对学运和社会运动给予肯定。这一点从近年出版的《不顺从的一代：六十年代的社会理论家》（Sica ＆amp; Turner，2006）一书中可见一斑。但随着资源动员理论的兴起，社会运动理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研究重心完全转移到社会运动组织，忽视了文化和情感的因素。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分析的兴起，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Goodwin，Jasper ＆amp; Polletta，2001；Yang，2007）。

文化分析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兴起，有三方面的思想背景。第一是受到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新文化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文化的倾向做出批判，强调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琳·亨特（Lynn Hunt）的《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2004）。亨特认为，不管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史学还是托克维尔式的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理论，他们对于法国革命的研究，重点都是革命的起源与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认为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既是法国革命的发起者也是其受益者。而托克维尔则认为，法国革命起源于对君主集权的抗争，其结果却是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亨特认为，这些经典研究只看到起源与结果，完全忽略了革命过程和革命经历的重要性。她提出，革命的逻辑实质上是贯穿于革命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因为政治文化由语言、意象、修辞等象征实践（symbolic practice）所构成，所以分析的重点，在于揭示这类象征实践与革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反映，而是建构。政治文化直接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在中国研究领域，瓦瑟斯特姆与佩里（Wasserstrom ＆amp; Perry，1994）合编的《现代中国的群众抗议与政治文化》有意识地吸纳了新文化史学对社会运动中政治文化的重视，是较早开始对中国的社会运动进行新文化分析的作品。

文化分析兴起的第二个背景，是欧洲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理论。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是认同和表达，故其理论又称为“基于认同的理论”（Cohen，1985）。新社会运动所研究的内容，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女性运动为主。研究者发现，此类运动的参与者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表达，他们在社会运动的参与过程中，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实践自己的信念。他们未必参加什么正规的运动组织，但却有自己的社会网络，通过非正式的、自发的、象征性的行动和不拘一格的风格，挑战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样的社会运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建构的过程（Melucci，1996）。

文化分析兴起的第三个背景，是美国社会运动界内部对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模式的批判。这方面的批判，与亨特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评有理论渊源，均集中于两种理论的结构主义倾向。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分析的重点，是运动之前的社会结构变化，忽略了运动过程中行动者的主体经验、互动关系和文化因素。对资源动员的批判，由来已久（Kerbo，1982）。因《穷人的运动：为何成功，又是如何失败？》一书闻名的皮文和克洛沃德（Piven＆amp;Cloward，1977）认为，穷人造反，不是靠组织资源，而是靠体制外的抗议活动。抗议才是他们唯一的资源。论组织资源，他们绝不能与自己的对手抗衡。后来两人发表长篇论文，对资源动员理论忽视怨愤、过分看重运动组织的倾向做了较系统的批判。对于政治过程理论的批判，同样很多。率先倡导研究社会运动的情感的学者古德温（Goodwin）和贾斯珀（Jasper）于1999年在纽约大学（NYU）组织了开先河的“情感与社会运动”学术讨论会，并在同一年发表文章，对政治过程理论做了批判。他们指出了政治过程理论的结构主义倾向和片面性，说政治过程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在政治机会比较开放和有力的情况下容易发生，但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政府的镇压行为，导致更强烈的反抗（Goodwin＆amp;Jasper，1999）。

在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理论受到批评的情况下，其代表人物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等三人开始修正他们的理论。他们在备受争议的集大成之作《抗议的动因》中，承认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明确写道：





我们有结构主义的传统。但是，在我们对欧美大量的抗议政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必要重视策略性的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人的意识（consciousness），及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我们现在认为，人际网络、人际交流，及各式各样的连续性的协商，包括认同的协商，在抗议的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McAdam，Tarrow＆amp;Tilly，2001：p.22）。





同年出版的《抗议政治研究中的沉默与声音》一书中，发表了阿明扎德与政治过程模式的代表人物麦克亚当合著的文章，呼吁重视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Aminzadeh＆amp;McAdam，2001）

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在内容和方法上触及社会运动文化的很多方面，如传统、习俗、仪式、价值观、音乐、文学、媒体、象征、意象、漫画、叙事、话语、情感等对集体行为的影响。对于情感因素的分析，是文化分析中比较有影响的支流。

社会运动的情感动因

社会运动研究对情感的重新审视，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登青（Denzin，1984）、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96）和肯佩尔（Kemper，1990）等社会学家，把情感问题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霍克希尔德的《受管制的心》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对航空公司服务员情感表达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管理方式，已经从对劳动力的剥削深入人的感情和内心。飞机上的服务员，不管个人内心有什么样的痛苦或不愉快，都要对乘客笑脸迎送。这种劳动，她称之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其规则是一种由社会制定的“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在官僚体制里，上级、老板可以对下级发脾气，反过来却不行。霍克希尔德认为，当代社会主流的情感文化，是“情感管理”。这种情感文化迫使个人“管理”他们的情感，根据场合的需要，或压制或刻意制造喜怒哀乐的情感。这是工具理性的情感文化，其结果是人从内心深处的异化。

霍克希尔德关于情感管理论述的意义，在于说明情感的社会属性。情感不仅仅是生理的和心理的，更不仅是非理性的，而是因社会文化而异。受此启发，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如何控制和克服恐惧和羞耻等负面感情（Goodwin ＆amp; Pfaff，2001），培养、激发和表达自豪和喜悦的感情（Whittier，2001）。也有的研究愤怒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贾斯珀（Jasper，1998）讨论了多种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情感，如爱、恨、信任、尊敬、忠诚、愤怒、悲伤、羞耻，提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必须懂得这些情感因素对于运动参与者的影响，才能积极调动有利于动员的因素，克服不利于动员的因素。弗兰（Flam，2005）把社会运动内部的情感与针对抗议对象表现的情感区分开来，分析了两类情感对集体行动的不同影响。佩里（2002）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情感动员，会做“感情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发起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土改时期的“忆苦思甜”，实际上就是情感动员的运动。

上述研究，并没有完全脱离资源动员的框架，只不过把情感当成了一种新的资源。这就把情感工具化、简单化了，无法揭示情感在集体行动中的核心作用。集体行动中的情感，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斗争的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行动有其情感逻辑。这个情感逻辑也就是德国学者霍耐特（Honneth，1996）在其《为承认而斗争》中所说的“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霍耐特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靠人们的“相互承认”，而承认则有其不成文的规则。当这些规则受到侵犯时，受侵犯者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便受到损害，导致感情受伤害。在国际关系中，当一国做出侵害另一国尊严的事情时，受害国会说“你们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人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起来抗争，故有“奋起抗争”之说。可见感情是道德伦理的温度计。当人们因感情受到激发而参加集体行动的时候，不是他们失去了理智，受到感情的盲目支配，而是他们的道德原则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他们的抗争，是争取承认的斗争。用社会运动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概念，这种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认同的斗争。

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家莫鲁奇（Melucci，1996：p.71）认为，关于认同的研究过分偏重认知的内容（如观念和思想），忽略了认同的情感内容。人们感觉到同属一个集体，这是情感投入。因为有情感的投入，所以集体认同就不是简单的患得患失的利益关系。激情、爱、信仰、忠诚等等情感，在集体认同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是这些情感因素，鼓舞人们做出勇敢的抗争行为。杨（Yang，2000）提出“情感实现”（emotional achievement）的分析框架，认为“情感的实现同时也是认同的实现”。

社会运动中情感动员的主要方式，是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表达则依赖各种载体和象征手段，如话语、音乐、漫画、诗歌、顺口溜、 口号、标语等等。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这些传统的表达方式被赋予新的能量，传播面广、速度快、发布渠道多。同时出现了视频、短信、闪客、播客、博客等新的表达方式。

目前对于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使用最多的是书面资料，如运动中产生的话语、故事、音乐、漫画、口述历史、媒体报道等（Eyerman＆amp;Jamison，1998；Yang，2000，2005；Goodwin，Jasper＆amp;Polletta，2001；Polletta，2006；Reger，2007）。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关于社会运动的影像资料将为情感研究提供重要的直观数据，因为影像可以有声有色地记录运动参与者的情感表现。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事件的出现，也为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学者已经对新媒体利用讽刺漫画等手段制造幽默滑稽的情感效果，从而开展抗议活动进行了研究（Wettergren，2005，2009）。中国的网络事件主要发生在网络社区，因此研究社区里有关该事件的帖子，是揭示该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原因的重要手段。

网络事件属于典型的“抗争性谈话”（contentious conversation）。“抗争性谈话”是蒂利（Tilly，1998）提出的概念。蒂利出版于1978年的专著《从动员到革命》，本是其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注意文化因素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他说社会运动如同日常生活中的谈话，其本质是一种互动，只不过社会运动是“抗争性谈话”（Tilly，1998 ）。网络事件发生在网上社区和BBS论坛，主要形式是发帖和回帖，因此“抗争性谈话”在网络事件中的重要性格外突出。甚至可以说没有“抗争性谈话”，就没有网络事件。主帖发出后，能否酿成有社会影响的网络事件，要看“抗争性谈话”如何发展。一般来说，不能调动感情的“抗争性谈话”难以发展成网络事件。反之，能让人感动，给人震撼的“谈话”，容易发展成有影响的网络事件。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动员的过程。

本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网络事件的文本分析，揭示事件发生的情感动因。网络事件的文本，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容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文本所表达的诉求、怨愤和情感。在形式上，本文重点分析文本的修辞及修辞效果。研究网络文本的修辞，符合网络文化的特点。人们常说网络依赖的是注意力经济，网站的点击率要看网上内容能否吸引注意力。而修辞正是吸引注意力的策略（Lanham，2006）。因此，分析网络事件的修辞学，就格外重要。网络表达对于表现手法的追求，造成对表现形式的重视。没有吸引注意力的表达形式，很难造成大的传播效应。但仅有形式，缺乏内容，也不足以产生大的影响。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两种情感动员

网络事件在情感表达上，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以悲情为主，常伴有同情和义愤。涉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很多网络事件属此类，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有些涉及道德伦理的网络文化事件，因激起公愤进而触发广泛论争和抗议，也属此类。如2006年的“黑龙江虐猫视频事件”和2007年的“南京烧狗事件”。很多网络事件带有戏谑的特点，其格调是调侃和幽默，总体效果近于网络狂欢。涉及文化的网络事件多属此类，如2005年“胡戈恶搞电影《无极》”和“赵丽华诗歌事件”。从文学理论家弗莱（Frye，1957）的文学类型学来看，以悲情为主的网络事件，应属“悲剧”或“传奇”的类型。以戏谑为主的事件，则属“喜剧”或“讽刺”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网络事件情感效果有所不同，但生成的过程，都依赖情感动员，都有其“道德语法”和情感逻辑。以下分析两个案例。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该案例的情感动员逻辑是戏谑。戏谑的对象是当代精英文化和影视文化，戏谑背后所反映的是草根文化与霸权文化的价值冲突。网民通过表达对小人物胡戈的认同，一方面表达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精英文化的批判。

2006年胡戈制作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下称“《馒头血案》”），恶搞陈凯歌执导的新片《无极》，在网上迅速传播。当陈凯歌表示要对胡戈提出起诉后，网民对此展开了广泛争论，使该事件演变成草根网民PK名人大腕的网络文化事件。网民一边倒地支持胡戈，对陈凯歌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搜狐网的“左右间IT评论”频道让网友投票，“为凯歌辩护vs支持胡戈”。结果在10728票中，支持胡戈的占93％，支持陈凯歌的仅有2.6％（剩下的4％谁都不支持）。

《馒头血案》的风行，主要原因是它搞笑，但它的搞笑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联系到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它把电影《无极》中的人物和情节放到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境中，一方面嘲弄了《无极》里荒诞无稽的故事情节，同时又赋予这些情节现实意义。弗莱（Frye，1957：p.223）认为，讽刺文学类型的特点，是给不理想的现实生存赋予一定的形式。《馒头血案》的社会意义，就在于给当代中国的“不理想的现实生存”赋予了能够快速传播的网络视频的形式。其中所反映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不理想的现实存在”的因素，包括工资拖欠、农民工问题、城管问题、无证商贩、广告商业文化等等。如关于城管，某剧本有这么一段话：





相关画面，真田广之率领城管大破无证商贩集散地，一边打一边还骂：“我叫你摆摊！我叫你摆摊！”无证商贩们纷纷求饶：“我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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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2008年1月，《馒头血案》所讽刺的关于城管的社会问题，以悲剧的形式发生在现实社会。湖北天门市的城管，殴打无辜公民魏文华致死案，引起广泛的网络抗议，说明城管问题的严重性。

《馒头血案》的风行，与其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直接相关。其表现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将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常见的样式（genre）“戏拟”（parody）赋予了新媒体的表现和传播形式。其素材直接来源于所模仿和嘲讽的对象《无极》，同时融入了当代影视文化的因素，如以央视的《法制在线》节目为框架，并模仿电视节目，穿插商业广告。在剧本创作和镜头剪辑上，《馒头血案》的主要手法是拼贴。作者将本不相关的材料放到一起，通过对照、引用、仿拟、移就、反复、夸张、讽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制造出滑稽、新奇和幽默的效果。如下面这段旁白中，效仿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中的句子，获得幽默效果：





真田局长原是日本人，五十多岁了，为了向中国人民谢罪，他义无反顾投靠了中国，加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难道这位深明大义的国际友人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吗？





这种戏谑的效果，使《馒头血案》广受欢迎。这种喜闻乐见的创作，配以新媒体的特殊传播功能，使得该视频很快传遍网络，并被传统媒体大量报道。

除自身的幽默滑稽吸引观众之外，《馒头血案》之所以成为网络事件，还在于它引起了广大网友对大人物的愤慨和对网上小人物的同情，由此引发“抗争性谈话”（Tilly，1998）。2006年1月，该视频在网上传开后，《无极》导演陈凯歌于2月初表示将起诉胡戈侵权。网民顿时掀起轩然大波，论坛里的争论涉及知识产权、婚姻、家庭、隐私、道德规范、娱乐圈内幕等多种话题。仅在新浪网上，关于《无极》和《馒头血案》的帖子就不计其数。网友们嬉笑怒骂，一边倒地站在胡戈一边，把他当成解构霸权文化的网络英雄。仅以发表于2006年2月16日的若干帖子为例。有网友发帖赞赏《馒头血案》：“感谢《馒头血案》带给我的快乐。感谢各位的评论带给我更多的快乐。真是越看越快乐！”支持者很多人表示愿意捐款帮助胡戈打官司，有人说：“胡老弟，别怕，我们支持你，非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为你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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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把胡戈的事件，提高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度：





现在又不是大清朝时代，也不是大家都必须坐到院子里看电影的贫乏时代，现在是脑里激荡，言论和信息自由的网络时代……面对“强权”，胡戈一个人面对更好，人气会越来越高，所谓孟子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一万年以后，还会变成一桩网络PK电影的好看的公案哩！





还有很多帖子借题发挥，对当代文化界“为名利所累”的状况，进行了批判。一位网友写道：





近些年，无病呻吟的作家作品实在太多，为名利所累，让导演、作家、作品都变了态。可悲呀。应该对这些作家作品，搞一个网上评奖会。评出本年度最臭奖、最假奖、最差奖。网络网民应该对民族的文化负责！！！！





另一位则说：





中国电影一直是导演玩观众，《馒头血案》出现以后，各位导演在以后的电影创作中也应该考虑观众的感受，把观众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见，《馒头血案》成为有影响的网络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戏谑性质，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所调动的情感因素是滑稽和愉悦。另一方面，它也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机会，使网民有感而发，而且感触不限于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大人物的不满，也涉及当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投入，很难想象网民会有如此广泛的参与程度。

山西黑砖窑事件

2007年的黑砖窑事件，涉及拐卖少年儿童在砖窑做童工的黑幕。该网络事件形成的情感逻辑是悲情与愤怒，其“道德语法”是良知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慨。师曾志和杨伯溆（2008）对本案例的分析，关注的是案例中公民性的体现，但他们也注意到案例中的悲情特征，说“黑砖窑灾难与人权践踏的事实表达，赋予了议题良知、关怀等悲情民意的意义，达到了唤醒民众的目的”。

揭露黑砖窑的帖子，于2007年6月6日晚，以跟帖的形式首先在大河网贴出。到6月18日，帖子点击率突破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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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帖在6月7日被转到天涯杂谈，至6月13日，短短6天时间，点击率高达58万，有3000多篇回帖。
〔6〕

 其实，黑砖窑的事情，早在当年4月，就已经在河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有所报道，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解救被拐卖孩子的工作没有进展。据《南方周末》等媒体的后续报道，山西黑砖窑成为全国性媒体事件，直接原因是网络民意：“网络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也正是根据网帖，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其后，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就此展开。”本文认为，网络民意汹涌的主要原因，是网络互动的过程，调动了网民的情感表达，促进了“抗争性谈话”，从而获得了情感动员的效果。以下通过对“天涯杂谈”里的主帖和回帖的分析，来说明这一过程的特点。

1．主帖的内容、情感与表达方式

黑砖窑事件的导火索，是首发于大河网又转帖到天涯杂谈的帖子《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从内容上看，帖子揭露山西砖窑主拐骗儿童做苦工，而地方政府和公安面对寻子的父母却非常冷漠。所揭露的问题触及弱势群体及地方官员与公安的腐败，因此问题本身容易引起共鸣，再配以有效的表达方式，便有了震撼效果。帖子的诉求很明确：因为政府不管，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发出近乎绝望的呼救：“在被两地政府互相推诿之后，我们又该向谁求助？十万火急，人命关天，谁来帮帮我们？”其诉求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每一位有良知的人，看到此情此景，都会想把他们都救出去。”

帖子所表达的主要情感是父亲们的悲痛：“男儿有泪不轻弹。获救孩子身上的累累伤疤，让我们一次次地落泪。”此外也表达了对孩子所面临的生命危险的极端焦虑与恐惧：“我们不知道这些稚嫩的生命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劫难，我们更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我们是父亲，我们要救出我们的孩子，可是在大山深处，陌生的环境，窑主消息的灵通，使我们的寻子之路难上加难，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我们的孩子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对于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冷漠，父母表示寒心：“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山西方面的乡、县、市的公安、劳动等部门，但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时坐视不管。”

在表达方式上，帖子的震撼力一方面来自如泣如诉的文字描绘，帖子的语言不仅有声有色，而且带着哭声和喊声。使用的意象是死亡、黑暗、和对纯洁的生命的奴役。帖子配有三幅贴图，一幅是孩子在砖窑睡觉的土炕，第二幅是奔跑中的父母，第三张是一对父母亲与儿子团聚后悲痛的场面，画面上有痛哭的母亲。这些画面和意象，表达了当事人的内心痛苦，从回帖看，显然深深打动了天涯社区的网民。

2．回帖的内容、情感与表达方式

笔者2008年12月6日查阅天涯杂谈社区的网页快照，发现由“lixy06”在2007年6月7日11点20分转发在天涯杂谈的帖子：《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计有访问量753432，回帖22040条，长达66个页面，平均每个页面334个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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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回帖由“ok格瓦拉”发于2007年6月18日9点35分。也就是说在11天之内，平均每天点击为68494次，回帖2003条。以下仅以66页跟帖中的前两页的内容为例，说明情感表达在该事件中的重要性。
〔8〕



回帖的内容可分三类，一是情感的表达、二是抗议、三是行动。所表达的情感，最突出的有三种，即对事件的震惊、愤怒以及对孩子和家长的同情。在这一点上，《新快报》的报道抓住了要害：“在天涯上的数千个回帖中，网友们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立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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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一名网友回帖说：“彻底震惊了！这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么？”另一网友说：“我也是个有孩子的人，含泪看完，只要开电脑必顶此帖。我的愤怒就是我的ID。”再如：“震惊！愤怒！这都是什么时代了，难道中国又回到奴隶社会！文明何在？！良心何在？！法律何在？！和谐何在？！告御状吧！”

情感的表达，能导致行动。俗话说愤怒出诗人，社会学家则说“愤怒激励行动”（Eyerman，2005：p.43）。天涯网友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或采取了某些行动（如抗议），或表示出行动的愿望和决心。如网友“shd2005”写道：





我不知道他们的良心被什么吃掉了，我只觉得，当警察和黑心窑主结成同盟的时候，当他们在干这些罪恶的勾当的时候，当孩子的父母在撕心裂肺的时候，我们作为旁观者——整个社会，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唾骂那些无良知的警察和黑心窑主，把他们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用舆论的棍棒无情地鞭笞他们！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力所能及地为孩子的父母呐喊，让他们知道有整个社会在支持他们，那些吃人的警察和黑心窑主终将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行动方式，网上和网下的均有。网上的除回帖抗议外，还包括顶帖、转帖、募捐、建营救组织等。网下的行动则包括联络主流媒体对事件进行曝光。极端者甚至鼓动使用暴力手段，等等。如“钢铁之刘”说：“此帖不顶有罪啊！！！！！！！！！！！！！！！”网友“安静的脸”写道：





这个一定要顶的，咬牙切齿地顶。

每个人都只有一生，某些人衣着光鲜地活在别人的鲜血上。

造成舆论压力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话，想帮的或者想提供具体指导的人们上哪儿去找你们呢？任何联系方式都没有。

我认为一方面在各大论坛或者博客造成舆论压力，但是同时也要在网络上选择有效的方式找到能够帮助你们的相关专业人士提供思路和方法。没有一个固定的写建议的地址？写消息给你们？嗯，倒是可以。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咬紧牙关战斗下去，所有的人，这种猖狂之徒的存在，将会危及更多的孩子，包括你我的。太没有安全感了。

无法出力，愿意为此出钱，虽然不能很多，但是如果有需要，愿尽绵薄之力！





网友“齐林一”呼吁建立QQ群，共同商讨有效的措施：





包括向中央电视台发信、打电话、向国外的大型媒体曝光、向国外，以及香港的慈善机构、宗教机构求救、主动去打一些相关部门的电话、成立一些组织。我愿意捐款，在西安、郑州的火车站分发一些宣传资料、在网上发表一些宣传资料，扩大它的影响，直到国家重视为止。





还有人又说：





人这一辈子总要做点对得起人类的事情，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对得起同胞的事情，否则，丧钟下一个将为你而鸣！





有一网友说：





刚刚给焦点访谈发了封E-mail，打了个电话。不知道他们重不重视！！！





并在帖子里公布了焦点访谈的电话和电子邮址。网友“赫卓非”说：





请求关天编辑，帮忙上头条吧！跪求。





也有网友表示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已经忍无可忍：





房价高，住不起房子，我们可以忍，

水污染，喝不上干净水，我们可以忍，

但当我们的孩子，柔弱纯真的孩子的生命受威胁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能再忍下去吗？





回帖在表达方式上比较简单。绝大多数是单个的词语或句子，带有口号的性质，但言词有力。在修辞上使用较多的是感叹、设问、比喻、对照等等。很多网友把黑砖窑比喻成美国黑奴庄园，或比作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社会。举数例如下：





顶下，令人震惊地说。简直是美国南部庄园再现啊。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旧社会才有的包身工，现在这么猖獗……

这是在描写孩子吗？我想这些词句只有在记录二战劳工的历史书上才能找到，那些煤矿主简直比日本人还畜生， 当地政府简直比清朝政府还无能！！！

这比美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还要恐怖！！！

心酸啊！这边几百万、几千万的贪污，那边黑煤窑、黑矿井黑心囤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你？是我？谁能告诉我？





“黑砖窑”事件的情感逻辑是同情与愤怒，这两种情感与《馒头血案》中的戏谑形成对照，它们共同构成近年网络事件中主要的情感动员因素。两个案例中的情感内容虽有所不同，一则为喜，一则为悲，但其动员过程表现出同样的情感逻辑。两个事件都是在强烈的情感表达过程中迅速扩散，造成集体行动事件。两者都触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使事件在网民中产生共鸣。两个案例都以网络表达和抗议为主，但也都有从网上走到网下的行动。在表达方式上，两者都依赖BBS和网络社区，情感的抒发直截了当，嬉笑怒骂，不加掩饰，达到很好的互动性效果，也有助于事件的扩散。

网络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

简单的论坛发帖和互动，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演变为网络事件？除论坛的名气、影响力和编辑的作用之外，帖子本身的因素是关键。触及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能给人道德震撼、引起共鸣、唤起同情与良知的帖子，容易演变成网络事件。这个过程，可视为网络事件的动员过程，只不过动员的主体并非社会运动中常见的运动组织，而是网民。动员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则是网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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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网络事件的研究，必须阐明网络互动过程的特点和机制。这种互动，与其说是资源动员，不如说是情感动员。互动的过程就是情感表达和交流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馒头血案》和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分析，揭示了网络事件中情感动员的两种风格。《馒头血案》代表的是戏谑的情感动员风格，这类风格常见于网络文化事件。文化事件未必带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网民大量参与，一则基于对主流和霸权文化与价值的蔑视和抵抗。所以他们欣赏胡戈那种对精英文化嘲弄和调侃的态度。二则基于对“草根英雄”的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产生交流与表达的渴望，并通过网上的交流与表达，使认同获得确认。

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案例，代表了悲情的情感动员风格。悲情动员常见于网络社会事件，事件多涉及弱势群体、社会不公和官僚腐败。当人们看到少年儿童被拐卖和奴役，而地方公安部门竟视若无睹的时候，他们的心灵被震撼，良知受到拷问，于是在悲痛和愤怒中发出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触及人们的道德底线，使网民感到必须发出他们的声音。

网络事件的发生不依赖资源动员，也不依赖政治机会。在网站和社区基本正常运作的条件下，网络事件的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能给人以“道德震撼”（moral shocks）的帖子，能够激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力量，从而刺激网络互动，酿成网络事件。这同时也说明，网络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吸引大量网民的参与，是因为他们从感情上打动了网民。而只有从道德上给人震撼，才能从情感上让人感动（Jasper，1998）。越是触及公民道德底线的事件，越具有震撼力，也就越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形成网络事件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运动学者认为，对于社会运动中情感因素的研究，有必要区分各种不同情感的不同作用（Jasper，1998；Goodwin，Jasper ＆amp; Polletta，2001）对国家机器的恐惧使人不敢参与抗争，而在民众中产生的愤怒、忠诚、爱、同情、信任、喜悦等情感因素，却能促使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本研究发现，在目前中国的网络事件中，最能够激发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

对情感动员的研究，说明有必要重新认识网络互动中的情感因素。带感情的，并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态的。尽管情绪化的表达，表面上似乎有违背道德伦理的时候（如骂人和侵犯隐私的黑客行为），但实质上却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冲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主流媒体对所谓“网络语言暴力”的声讨，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体现了主流媒体所代表的价值观对异己价值观的声讨。

本研究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说明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领域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哈贝马斯倡导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仅把妇女、工人和下层社会的人们排除在外，而且过分地强调理性话语，忽略了交际中的情感和修辞等成分（Calhoun，1992；Lean，2007）。上文提到，美国左翼学者对近年左翼力量缺少感召力提出批判，号召左翼政治也像右翼政治那样注入激情。这些都说明，公共领域未必仅仅是冷冰冰的话语。激情反而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活力。活跃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应该是有激情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中国网络文化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网络空间充满了激情的表达。人们尽可以说这是煽情，但也要看煽的是什么情。网络事件中的情，表达的往往是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愤怒和对权贵的嘲讽。这样的情，不应该简单地当作煽情而抹杀。

网络事件仅仅是当代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个部分。网上有许多其他方式的网络公民行动。而在网下，在农村和城市的街头，每天也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群体事件。网上网下此起彼伏的公民运动，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威廉姆斯（Williams）说情感结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冲动、节制和声调。具体说来也就是意识和关系的情感因素。不是与思想对立的感情，而是有感情的思想和有思想的感情……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分看作一种‘结构’：一个整体，它们具有特定的内在关系，纠缠在一起，又相互矛盾。”（Williams，1977：p.132）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包括什么要素？本文对网络事件的分析，说明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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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以上关于网络事件的定义及集体行动“事件”的讨论，得益于“新媒体事件：网络、公民与社会权力的重构”工作坊同仁的讨论。


〔2〕
 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自己亲自加入网上社区，充分发动所谓“网根”，在美国标志着基于社会网和博客的网上运动的勃兴，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杨国斌，2009）。


〔3〕
 http://e.yesky.com/117/2273617.shtml, 2007-09-28。


〔4〕
 http://comment4.news.sina.com.cn/comment/skin/defaut.html?channel＝yl＆amp;newsid＝28-3-331884＆amp;style＝lt#。


〔5〕
 《网上发帖揭露山西黑砖窑神秘母亲曝光》，载《南方周末》，2007-7-12。


〔6〕
 参见《上千孩子被卖黑砖窑做苦工》，载《新快报》，2007-06-13。


〔7〕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 stritem＝free＆amp;idarticle＝926643＆amp;part＝0＆amp;flag＝1,2008-12-06。


〔8〕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 stritem＝free＆amp;idarticle＝926643＆amp;part＝0＆amp;flag＝1, 2008-12-06。以下引文均出自该页面的回帖。


〔9〕
 《上千孩子被卖黑砖窑做苦工》，载《新快报》，2007-06-13。


〔10〕
 由网上互动而引发的网外的行动，实际已经是动员的结果了。



第四章　从“仪式”到“派对”：互联网对“媒介事件”的重构

——“范跑跑事件”个案研究

雷蔚真





（关于非中介化的）这些概念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它们说明——在大众仪式范畴内——一种新的媒介的介入如何能够不仅转化一个“信息”，不仅转化反应的性质，而且转化整个社会关系结构。事实上，媒介事件的直播重新定义了组织者、中介人、电视台以及观众的相对权力，并且重新定义了大众事件的本质。

——《媒介事件》
〔1〕

 结语





基于互联网等技术平台的网络传播，以其结构性变化，为以往电视主导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Dayan ＆amp; Katz, 1992）赋予了新的特性；因而，研究“新媒体事件”，有必要围绕新媒体对既有（established）“媒介事件”的结构性影响来展开。

在界定“新媒体事件”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一个本质问题：以往的“媒介事件”是以电视直播形态为主轴而开展的，它强调的是直播过程中，由机构（institution）所主导的某一具有历史性影响力的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特殊传播过程。戴扬和卡茨的这个定义，十分清晰地将“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与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事件（great news events）进行了区分。其中，历史性（historic）和电视直播（live broadcasting）等指标是其限定“媒介事件”的要项。换言之，“媒介事件”并不是指所有的重大新闻事件，而只局限于通过电视直播而深入影响社会心理的特定的历史性重大事件。

虽然在网络传播的新语境中，“新媒体事件”的概念并没有义务延续上述“媒介事件”的内涵，然而，如果在研究“新媒体事件”时，完全脱离“媒介事件”原本的定义，则容易被过度简化为“重大新闻事件＋新媒体广泛传播”的理解模式。从这一角度来衡量，“新媒体事件”，若只是从事件本身的热门程度来定义，则会与传统媒体报道中的重大新闻事件混淆在一起：

（1）容易将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转化为传统媒体的报道话题和题材；

（2）或者，新媒体事件只在既有的社会热点的传播规模上加入网络舆论这一项。

在这种理解中，新媒体变相地成为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导火索或者放大器，而“媒介事件”中原有的“历史性”和通过“电视直播”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心理影响这两个指标则被无形地淡化了。这个泛化的理解模式，容易消解新媒体对于“媒介事件”所产生的理论影响。本研究的初衷则是希望通过探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之后，既有的“媒介事件”有了何种发展和变化；或者说，应该如何理解所谓的“新媒体事件”，才能使既有的“媒介事件”研究保持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对此，本研究主张，从“媒介事件”到“新媒体事件”，对其内核的延承应当放在社会共同注意力的集中机制上，即作为时代特征的媒体报道方式中，那些唤醒全体社会公众的集体意识、共同注意力的机制与过程。虽然新媒体事件不再以电视直播为主导，然而，正是这一传播渠道和模式的转变，才产生了新媒体事件的研究意义。因为，过去通过电视直播而集聚群体注意力的方式，在新媒体介入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本文所关注的中心。

以此为出发点，本研究选取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的“范跑跑事件”为例，采用个案研究和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对该事件进行“深描”（thick depiction），并以此对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互动之中新的舆论热点生发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以该事件发生之后网络平台上各类BBS、博客、播客以及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新旧媒体间的互动等翔实数据为文本，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新媒体事件”对“媒介事件”这一既有概念的沿袭与发展。

文献综述

“媒介事件”与“新媒体事件”的概念界定

为了适当地界定“新媒体事件”，本文认为应当首先反思戴扬和卡茨对于“媒介事件”的研究动机。总结这两位学者合著的《媒介事件》整本著作，可以发现有趣的一点，作者在论述“媒介事件”的过程中，始终将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new media）来对待。在其整体的研究框架中，“媒介事件”的定位是从媒介如何改造了公众事件的传播，并被这些事件的组织者以及传播机构所重构，从而对社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此外，《媒介事件》一书所讨论的核心，也涉及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在媒体技术的参与下所发生的演进与变化。在这个研究的起点，作者就明确指出：历史事件不应该被看做是独立于电视媒体参与之外的存在。电视直播作为新媒体，通过“美学化政治”、“仪式化政治”、“机械化团结”、“集体记忆”等机制深度地参与了许多的历史事件，“中介化”的过程不仅成为这些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电视的这种特殊传播机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公众事件。

（卫星）电视在当时的研究中被当做“新媒体”来对待——这一方面说明新媒体是一个随时在发展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也使本研究的基础合理化：“媒介事件”的研究应当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核心应当始终围绕发展中的媒介技术如何参与和影响公众事件、从而不断重构特定阶段的集体记忆的方式来开展。在电视直播盛行的阶段，电视直播的形式改造了人们接受和参与公众事件的方式，形成了特定的“美学化”的政治、“仪式化”的政治。在当时的媒体环境中，电视作为新媒体，它的盛行带来了“新”的公众事件的结构化影响力，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同时共享的仪式化的集体记忆。

由此可见，“新媒体事件”的提法，存在可议之处。每一种媒体都曾经是新媒体，而时下最新的媒体技术终将被更新的媒体技术所替代。因此，将网络事件作为“新媒体事件”来考察，从概念的界定上值得进一步商榷。实际上，戴扬和卡茨在近年来的新著中，也对其原来的“媒介事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灾难、恐怖、战争”成为“媒介事件”的新类型（Katz ＆amp;Liebes，2007）。电视直播时“媒介事件”的挑战、征服和加冕的三种脚本发展成了幻想破灭（disenchantment）、脱轨（derailment）和冲突（disruption）（Dayan，2008）。前一模式是有关整合和共识，后一模式则具有破坏性和分裂性。

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原有的仪式性的媒介事件的重要性和出现频率减少，而对于破坏性的事件如灾难、恐怖活动和战争的现场直播占据了传媒的中心舞台，产生了“灾难马拉松”（Liebes，1998）的传播方式。“媒介事件”由原来媒体和机构合作生产的仪式事件变成了媒体和反机构组织的联合制作。

仪式性的“媒介事件”本身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戴扬在分析北京奥运会时指出，同样是作为预先安排的仪式事件，随着新媒介技术对受众的分割，北京奥运会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以往“媒介事件”的特点：不可控性和争议性。“媒介事件”产生了以下的变化（Dayan，2008）；

（1）“媒介事件”不再是调和主义的，其在语义学上不再是一个通过调解和解决分歧来减少冲突的主题，而是一种“竞争性分化”（schismogenesis）（Bateson，1935），即促进分化、树立分裂并使之延续。

（2）在符号关系学上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媒介事件”的形式分解成了一些独立的要素，一些要素融合成其他的种类。社会和政治的极化和其对媒体的影响，表现为更加难以达到对某一事件重要性的广泛共识。形式的平庸化（banalization）导致了以“类媒介事件”扩散为特征的中间地带的形成。

（3）在语用学上，“媒介事件”原本通过邀请旁观者组成收视社群的方式，将家庭转化为公共场所，现在却成了个人化的接收。“媒介事件”中组织者、传播者和观众暂停不信任、终止怀疑、压制愤世嫉俗情绪的协约现在岌岌可危。

因此，本文主张，应当淡化“新媒体事件”的提法，而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媒介事件”的延续和发展上。每个阶段都有新出现的媒体所带来的“媒介事件”的特征。理论价值在于，既能整理出新的媒体技术带来的“媒介事件”的新特征，又能梳理出发展脉络中的普适化线索。因此，本研究探讨的是从以电视直播为主导到以网络传播为主导的时代变化之间，媒介在集聚公众注意力而形成、重构、互动、改造公众事件中有哪些变化。

媒介事件在现实中的变化

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从昂贵的、一对多的广播变成了廉价的、多对多的“群众书写”（吴筱玫，2009），改变了社会权力的结构，产生了新的传播机制。互联网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电视直播所主导的“媒介事件”是否随之变化，这还需要更多的佐证。然而，已有的大量数据表明，电视直播的观众正在持续流失，不少学者指出电视观众（audience）正在朝“用户”（user）方向转变（Livingstone，2003）。伴随这一变化，继续收看电视的受众在兼有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情况下，其关注电视直播所主导的“媒介事件”也必然发生变化。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据CTR在中国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在奥运第一周的各类直播媒体中，电视聚集了96.7％的收看群体，而通过网络观看比赛的平均比例达到了16.7％，其他收听或收看渠道，如广播、手机电视和移动电视的收听、收看的比例分别为18.2％、2.1％和6.7％（中华传媒网，2008）。

由于电视直播主导的既有媒体事件中，涉及收视环境、人群等多个方面，上述数据可以初步说明：由于以往高度集中的电视直播的收视已经开始被其他新媒体分流，既有的媒介事件的结构性变化问题不容回避。正如卡茨和利布斯分析的，电视频道的增多和广播机构竞争的激烈，使得媒体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在庆典中联合在一起，或者与机构合作。电视器材的移动性和普及，减少了直播的新奇性。电视从融合变成了一个分众的媒体，使得观众更加分散。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使人们重新开始了个人化的接收，人们共享收视的经验消失了。至少在那些已经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等新媒体来关注和了解之前电视直播事件的人群中，“媒介事件”的实现渠道、方式、环境和传播效果，都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媒介事件”和“新媒体事件”，都是媒介技术演进对公众事件传播方式的重构，“公共事件经过媒体化呈现，成为‘媒体公共事件’”（胡正荣，2009）。伴随“媒介事件”而产生的公众缺乏稳定性，被称为“短暂群体”（fugitive communities）。“短暂群体”有三个特征：同时、快速、饱和（Gitlin，1996）。“新媒体事件”中公众仍然呈现出这些共同的特征。当“新媒体事件”发生时，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关注，受众短时间内集聚；事件的兴盛和消失变得难以预测，占据大量传媒视听空间。“新媒体事件”和“媒介事件”在受公众的关注程度上，以及对受众产生的冲击力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本质上具有共通性。本文所侧重的是互联网自身主导的公众事件，而非电视直播主导的媒介事件的分流。除电视直播之外，更具备典型性的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公众事件的变化，当属那些在互联网等媒体平台上自发形成的，非机构主导的具备全新性质的媒介事件。这些事件更能明显地反映作为延续的新媒体对“信息”、“反应的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Dayan＆amp;Katz，1992）的转化，从而将研究深入到重新定义“媒介事件”的层次。

媒介事件与狂欢理论

网络作为草根民众发声的渠道，是一个官方较少干涉的领域，在中国仍处于一个边缘位置。这与文学理论中的广场文化具有相似之处。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广场文化已有详尽的论述。狂欢理论是对于“狂欢”这一与民间庆典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文化仪式的解读，由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三个核心概念构成。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和形式的总和。巴赫金把“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概括为“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巴赫金，1998）四个范畴，而狂欢的主要仪式是加冕脱冕式，其核心是交替和创生。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是一种普遍的世界现象。网络出现后，其实时性、交互性等特点使“媒介事件”表现出与狂欢的很多相似性：

1．狂欢的全民性与网络的开放性

在网络环境下的“媒介事件”是所有网民都可以参与的，正如狂欢节的民间广场。广场生活没有权威，没有中心，是一个人人都可介入的场所。

2．狂欢的主客体一致性与网络的主体交互性

在狂欢式生活中，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任意）的形式”（巴赫金，1998）。网络模糊了传受二者的界限，其交互性、实时性传播使异时异地的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社会是一个无历史时间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Castells，1996），技术因素导致时空距离的消失，作为特殊的时空体与狂欢节的“宇宙的性质”相同。

3．狂欢节的仪式性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

“在狂欢节上，人们通过加冕、脱冕、化装、戴上面具等方式，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与自由的美梦。”（叶虎，2006）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人们通过变换ID、网名来改变自己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4．狂欢生活的边缘性与网络在中国的边缘性地位

狂欢广场是众多边缘的交汇，是官方和民间二者之间充当中介的第三场所。“广场上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法外治权”。（王建刚，2001）同样在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媒介制度，网络成为了一个控制与开放并存的场所。在这里，官方话语被消解，网络成为连接官方和民间的中介。

“媒介事件”和狂欢理论都是有关庆典、节日活动的理论。不同的是，“媒介事件”是由机构主导的，而狂欢则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狂欢化向日常生活全面渗透后，必然影响到官方生活。“政治生活的狂欢化主要表现在政治性的庆典和仪式上。”政治对竞技体育的介入，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人为的政治庆典，是反狂欢化的（参见王建刚，2001）。由此可见，由机构主导的媒介事件更易倾向于反狂欢化。而网络与广场文化的相似性，使得网络情境下的媒介事件表现出一种重归狂欢化的特征。由于网络情境下的媒介事件是对既有媒介事件的发展，改变了“组织者”（官方权力）、“生产者”（传媒）和“观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表现出了重归狂欢化这一倾向。所以我们有必要将狂欢理论与网络情境下的媒介事件联系起来，分析媒介事件的新变化。结合以上考虑，在接下来的研究问题中，本研究从非中介化、注意力的凝聚、社会心理共振三个主要方面切入，初步分析由互联网等新的媒介技术带来的公众事件的结构性变化。

研究问题

基于网络平台的注意力聚集方式

既有的媒介事件，其凝聚公众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来自电视直播的异地同时共享，从而在“想象的共同体”的机制中，在被界定为“节日电视”、“电视仪式”和“文化表演”的模式中，公众停止日常惯例来参加一项“节日”般的体验。某一特定事件被放大、突出，并排除同时间点上其他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从而使事件的组织者和电视机构协商好的直播事件具备垄断性的影响力。

上述媒介事件凝聚公众注意力的方式在网络时代必然发生变化：由于直播形态的转换，社会大众不再以家庭为场所，而是以异时异地、在线的方式参与媒介事件。同时，公众不再能够想象有其他人在同时观看（参与）同一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电视直播中高度凝聚公众注意力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上难以用异地同步的方式来实现。图4—1所示的是传统的媒介事件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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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文研究媒介事件结构性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

以“范跑跑事件”为例，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事件”在集聚公众注意力，形成集体记忆的机制中，与之前的“媒介事件”有何不同？

非中介化的递进发展

科恩豪泽（Kornhauser）认为：大众社会是一个精英容易被非精英影响，而非精英容易被精英动员的社会系统（1959）。他同时认为，自由媒介保护个体免受精英的侵扰。“新媒体事件”中，网络是否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舆论导向上以其多元和不可控性，使大众摆脱受控于知识精英、政治意识形态或任何其他一种单一势力的控制的可能。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的研究中，指出电视作为“新媒体”，实现或加强了从机构到大众之间信息传递的非中介化。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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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所代表的电视媒体直播，即当时的新媒体，起到了突破在此之前B（所谓传统中介，如政治势力等）在A（主演）和C（大众）之间的作用。D（电视直播）“通过削弱‘前中介’（B）的权力并促进一种共同的、平等的体验来为这种接触渠道提供便利”（Dayan ＆amp; Katz，1992）。而电视直播的这一非中介化作用，在互联网时代似乎实现得更为彻底。具体而言，首先，互联网平台上的“新媒体事件”，其主要发起者大都不是机构。此外，事件的扩大与升级，也不一定取决于中介，因此，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对于“媒介事件”的实质影响是根本性的。非中介化的参照系也不再是权力机构或类似机构，而有可能转移为传统的大众媒介，其中包括被“媒介事件”界定为新媒体的电视。

除图4—2中所示的机制之外，时下的新媒体可被直接观察到的非中介化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1）A（主演）可以被C（大众）替代；

（2）A（主演）和C（大众）之间的角色及权力关系可以互换；

（3）D（时下的新媒体为互联网等）的非中介化范围更为广泛。

针对上述变化，本文研究媒介事件结构性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是：

以“范跑跑事件”为例，互联网为主要中介的“新媒体事件”在非中介化这一点上，较之前的媒介事件，有何变化？

基于网络平台的社会心理共振方式

考察“媒介事件”的结构性变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产生共振的机制。在既有的电视直播主导的媒介事件中，“仪式”是其实现共振及相关影响力的主要方式。电视直播建构的媒介事件主要由三种脚本构成：竞赛、征服和加冕。戴扬和卡茨也指出这三种脚本的实质是韦伯（Weber，1991）所论述的三种权威类型：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

例如，在庆典型的仪式（celebrating）中，电视事件的审美通过以下方式号召社会大众参与礼仪：（1）提供自由平等的渠道；（2）创造阈限空间；（3）排练礼仪秩序；（4）给观众定位以使其能辨明自己既是观察者又能作为参与者而做出反应。同时，戴扬和卡茨将这种仪式化的电视直播所建构的事件描述为“萨满教化”（shamanizing）——指“转化型”媒介事件。这类媒介事件，通过高度象征的仪式建构特殊的社会心理，从而实现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的社会转化。

不管是哪一种论述，从本质上理解电视直播所建构的“媒介事件”，它们都是由事件组织者和电视机构协商的单方向传播的仪式模式。本文考察媒介事件结构性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

以“范跑跑事件”为例，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事件”在形成社会公众的共振机制上，与之前的媒介事件相比，有何变化？

案例选择

“范跑跑事件”是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由一个网络论坛上的个人发帖所引发的著名公众事件。在当时特定的自然灾害语境下，由网络所引发的这场道德审判式的轩然大波，折射出诸多的与媒介事件相关的研究问题。对本研究而言，“范跑跑事件”的适用性体现在它对于考察本研究关注的“新媒体事件”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所具备的典型性：

（1）其中，非中介化的变化在该事件中体现明显。该事件是由网络引发的，其后的舆论升级扩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

（2）该事件高度集聚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在汶川地震之后的特定时期，该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借此可以考察新媒体环境中公众注意力集聚方式的改变。同理，对于探讨社会心理共振的生发方式的变化，“范跑跑事件”也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3）与“范跑跑事件”有关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通过网络资料加以跟踪（包括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的报道），符合研究案例选择的可行性和便利性需求。

研究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互联网的传播及影响，已有很多先例。本文考察的是媒介对于形成公众事件的结构性影响，其重点是对比网络传播中，媒介事件的形成方式。鉴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它并不同于电视直播的阈限时段（lim-inal period），网络传播在一次公众事件中的作用，更为持久、广泛，头绪更复杂。这源自网络传播不同于电视直播的单向性，而是以多方向发生与发展的。为此，本研究选用个案研究与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这个复杂的过程进行深度描写与剖析。

个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可能是描述性的，而对特定个案的深入研究也可以提供解释性的看法，有可能形成更一般的通则式理论的基础（Babbie，1992）。而在米歇尔·布拉沃伊（Burawoy et al.，1991）看来，扩展的个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还有发现理论的缺陷并修改既有理论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网络环境下媒介事件结构的变化，通过对“范跑跑事件”这一新近发生的典型个案的深度剖析，对既有的媒介事件理论进行发展，是一个高效且实用的方法。

曼恩和斯图尔特（Mann ＆amp; Stewart，2000）主张，互联网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很重要的搜集定性数据的工具。本研究通过对“范跑跑事件”全过程中博客、播客、论坛、专业媒体报道、评论等文本、视频的收集，采取深入的文本分析方法，对于还原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媒介事件的变化规律来说，将是一个翔实可信的分析手段。同时，通过对文本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含义的深入描述，可以分析“范跑跑事件”背后深层的文化含义。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人类学家在描述文化和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时，还必须加入解释，用“深描”方法才能说明行为的意义。在网络事件中，也需要对网络上的各类关系进行深描，尤其是涉及“媒介事件”这类复杂而持续的研究对象，以及网络空间实体生产与再生产的政治、经济结构等，强调网络空间的结构特征。

在谈到网络文本的重要性时，马克哈姆（Markham）说：“（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构成社会空间的人类文本，提供了‘表达自我’和‘建构社会现实’的唯一路径。在建立各类社会关系和结构的过程中，是完全对话体的：正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的互动都依靠书写，网络文化也是因此而存在。”（Markham，1998）既有的有关网络的研究较多地采用个案研究和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本文将借鉴相关研究中已被采用的方法，对该网络事件展开分析。

研究发现

事件起源

在汶川地震发生10天之后的2008年5月22日，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语文教师范美忠在天涯BBS（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网络论坛之一）上发出了引发巨大舆论波涛的帖子《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其中，备受争议的段落摘录如下：





……我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接着是从旁边的教师楼出来的抱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老外，还有就是从男生宿舍楼下来的一个学生。这时大地又是一阵剧烈地水平晃动，也许有一米的幅度！这时我只觉世界末日来临，人们常说脚踏实地，但当实地都不稳固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随着这一波地震，足球场东侧的50公分厚的足球墙在几秒钟之内全部坍塌！逐渐地，学生老师都集中到足球场上来了，因为是IB二年级毕业考试期间，有些学生没有上课，有的学生正在寝室里睡觉或者打游戏，因此一些学生穿着拖鞋短裤，光着上身就跑出来了！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我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话虽如此说，之后我却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其实，那一瞬间屋子晃动得如此厉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不过，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后来我告诉对我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绝不会是持刀勇斗歹徒的人！”话虽这么说，下次危险来临的时候，我现在也无法估计自己会怎么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对集权的时候也不是冲在最前面因而进监狱的人……





在这个事件的高潮过去之后再来回顾这个网络论坛的发帖，可以总结出几个当时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1）范美忠是以真实姓名发帖的，这表明他对自己的言行具备充分的确定性，无论是对自我的道德评判还是对网络舆论的预判，他都抱持一定的自信。

（2）这篇帖子6000多字，它详细地记叙了范美忠本人在地震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经历、心理、观察和他个人长期的一些观念。显然，作者本人在这些记叙过程中始终试图呈现自己在心智和思想上的优越感，尤其是开头在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和对中国社会的点评中，力图展示他的超越和不凡之处。

（3）这篇帖子的大部分内容被后续事件所忽略和遗忘，范美忠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解释包括大段的人生理念和灾难中的见闻都极少在后续事件中被提及和注意。公众只牢牢地盯住了一个细节：一位中学教师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丢下学生自己跑了，跑了之后还非常理直气壮地四处宣扬。

（4）实际上，在这篇帖子最初的跟帖中，反应就已经呈现了两极化。尤其是头三个跟帖，都是正面或者中性的反馈，它们包括了对于范美忠自述内容的祝福、祈祷及善意的提醒和建议。随后，从第五个跟帖开始，有人直接提出了道德和人格的指责。然而，范美忠个人都迅速地做出了回应，对于网友指责的两次反击分别在4分钟和7分钟左右完成，而且充满愤青式的自傲情绪——一方面说明范本人对维护自己提出的道德观有着蓄意的准备；另一方面则微妙地表明范美忠本人对于网友将出现的负面反应有着心理预期，甚至随时准备反击，即范本人在发帖之时就已经确定了对抗的主体与客体。以下为最早出现的道德谴责的跟帖和范美忠本人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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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接下来网友针对范美忠的分析和他本人的反击，已经直接进入了整个后续事件的争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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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的起源表现出值得深思的一点：范跑跑的发帖以对传统道德质疑和反击的方式开始，奠定了整起事件“对抗”和争议的基调。整起事件的后续发展，在评论该事件的层次和深度上，并未呈现出递进关系。包括之后大量的个人博客和专业媒体的报道、评论，对于范美忠言行的评判，都在大量地自我重复和相互印证。这一方面说明，在一个建诸互联网的“媒介事件”中，随着事件的发展，公众似乎会逐步失去对于该事件起因和所谓“主演”的真实想法的关注。参与一起“新媒体事件”的大众，需要的是这个可以唤起参与讨论的契机，即便后续的事件远离了起点的事实层面的细节，公众仍然需要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及其争议背后的本质探讨。相较而言，事实逐渐显得不再那么关键——这些事实所出现的时机和它背后所隐含的必然性，才是一个“新媒体事件”得以形成的真正动因。

事件的扩大与升级：专业媒体介入

由于天涯BBS是中国网民参与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网络BBS之一，帖子发出之后的头三天，看过和参与过这个帖子的人数当以千计（《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帖的跟帖数超过3000），尤其是在汶川地震后，全国上下奋力救灾的特定氛围之中，这个帖子的主题所具有的天然“反动性”，在互联网上所引发的持续反应不断地激起了公众的关注与参与。

由于网络舆论的升级（主要是天涯BBS上的争议声浪巨大），三天之后的5月25日，范美忠本人在天涯论坛上发了第二个原创主帖——《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这篇帖子力图对三天之前他本人在天涯论坛上引发广泛争议的帖子进行合理化辩解，范美忠本人再次显示出了充分的道德自信和有备而来，他对此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段话是写给我兼职的杂志社的执行主编看的，因为地震后直到现在，他都无法摆脱一种良心的折磨（尽管我们反复劝解），因为他没有勇救下属和弱者甚至没等他们一起跑。

第二，对道德绑架的反感，起因是王石事件、刘翔姚明事件以及有人号召抵制某些外企的事件。

第三，想刺刺某些道德家，也有借机让他们暴露自己面目的意思。

第四，这样的话在回去上课之后我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他人，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以上为原文摘编）





范美忠对“道德绑架的反感”，其实是对权威、传统的反抗，可见一开始，范美忠发帖就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为了引发争议以及公众的反思。

5月25日同一天，这个帖子引起了第一家大众专业媒体的报道。广州的《新快报》以《“先跑老师”表白激怒网友》为主题，以《在生死瞬间，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为副题，对这一网络热点进行了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在正文中竭力展示了记者客观中立的立场，但媒体的着眼点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通过网络争议引发报纸读者的争议——无论这种争议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从而引发更多的对于自身媒体的关注。

专业媒体《新快报》的介入成为这一事件扩大化的重要一环。虽然《新快报》本身的发行量和影响范围有限，但这篇新闻在网上被迅速复制和转载。在此后的几天中，针对《新快报》的报道而引发的网络舆论和其他专业媒体的跟进报道和评论迅速占据了公众的视野，详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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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1可以看到，在这一事件发源的第一周里，其主要的扩展渠道还是网络自身，其中的主力军包括个人博客、专业的新闻网站和网络论坛，跟进报道的专业媒体也大都局限于地方性都市报或行业报。无论是个人博客、新闻网站还是网络论坛，其共同出发点都是他们吸引网民注意力的本质需求。“范跑跑事件”没有立即成为主流严肃媒体的主打话题，这表明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公认新闻价值当中的重要性和显著性。然而，它却高度符合能够迅速吸引眼球的低成本宣传的各项要素。上述三类特点可总结如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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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范跑跑事件”在这一阶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它依靠的方式和渠道显然都是较为边缘的。这一事件的扩大升级，依靠的是网络的简单复制和建立在商业利益之上的专业、半专业和业余级别的合谋炒作。“范跑跑事件”在升级阶段仍然处于边缘位置，这段时间虽然没有机构的关注，大众在没有事实主体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讨论，就像一个狂欢派对，使事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与传统媒介事件——机构主导，围绕一个核心展开相比最大的不同。

事件高潮：各类媒体与个人共舞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范跑跑事件”成为中国社会的全民性话题。2008年6月，对“范跑跑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新民周刊》、《中国新闻出版报》、《工人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大量全国性主流严肃媒体跟进报道或评论。其中，隶属于国家执政党核心地位的新华社系统下的新华网和《人民日报》系统下的人民网，深度参与了这起事件的深化和放大过程。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等也持续跟进，其中新浪和搜狐都开辟了专栏进行报道、组织讨论和网络投票。与此同时，在上一个发展阶段中曾起到主导作用的个人博客、新闻网站、网络论坛和地方性、专业性报纸仍在持续炒作以争夺公众注意力。

至此，2008年6—7月这两个月期间，中国的网络空间声音最大的事件是一个由网络论坛上的个人发帖所引发的各类各级媒体集体参与、广大公众个体高度关注的“新媒体事件”。

在这两个月的高潮舆论期间，各类观点的汇集并未引发全新的或高超的观点。基本上，无论是业余博客作者还是专业媒体人士，在后续报道和评论中，仍在延续事件起点时的网民第一时间的评论层次。无论怎样换话题、换角度或添加新的评论素材，这个事件可以用来讨论的范围有限，因此，在音量大小不一、立场鲜明对立或力图中立及和稀泥的声音中，观点重复、各说各话、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现象反而较前一阶段更为严重。

在这一事件的高潮阶段，能够较为集聚公众注意力的声音为以下几类：

（1）收视率或阅读率高的知名媒体专栏，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这个知名栏目中范美忠本人与其他电视观众的现场激辩，在整个高潮阶段引发了阶段性的舆论升级效果；

（2）一些本身已有较大名气和影响力的网络写手，无论是活跃在自己的个人博客还是特定的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论坛，他们作为网络平台上的舆论领袖，在某些特定时间点所配发的评论，形成了局部的舆论分支；

（3）话题本身之外的娱乐化扩大了事件的影响。比如，网络恶搞类的视频，《范跑跑之歌》（2008年6月3日新浪播客）在网络上爆红。虽然这个视频本身极度简化了事实，并且具有极度的不客观性，但是这样的恶搞在娱乐化过程中满足了广大网友的宣泄需求，因而也获得了广泛好评。

权威媒体、知名博客对于“范跑跑事件”的升级起到了催化作用，一些知名媒体、网络写手小范围地凝聚起了受众的注意力。不过并没有哪家媒体可以主导公众对于此事的看法。人们甚至可以通过制作《范跑跑之歌》等恶搞的方式，或“抗震女志愿者鲁美美，称嫁人就嫁范跑跑”等事件来炒作自己，使自己成为“媒介事件”的“主演”。

“范跑跑事件”的高潮阶段，其核心模式是全民道德公审。在同仇敌忾式的指责和宣泄中，更多的公众被简化的正义所吸引；在参与式的心理共振中，同频的声音相互放大，不同的声音缺少真正的交锋。在网络平台的道德公审中，大量的言论出自简单的“表态”和“站队”。

事件的衰减和衍生

自2008年7月下旬之后，随着汶川地震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北京奥运临近，“范跑跑事件”逐渐趋于平息，其主要表现是各类媒体及网络舆论中直接讨论该事件的数量明显下滑，之前的争议也被暂时搁置。8月之后，关于范美忠引发的舆论争议更是直线下降了。

然而，随着直接讨论该事件的比重下降，“范跑跑”作为代名词，在整体上却并未从网络及其他各类媒体中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范跑跑”开始被更广泛地提及和应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总结，见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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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中只是举出了几个典型例子，实际上，在各类媒体（含网络）的报道和评论中，与“范跑跑事件”相关但又并未涉及其事件核心的衍生事件总量十分庞大，甚至远远超过直接讨论范美忠“逃跑事件”本身。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范美忠在地震灾害来临时不顾学生自己先逃生的行为，本是整起“新媒体事件”的中心。但是，在事发一个多月之后，这个中心已经淡出了舆论的焦点，走向了衰减和失声。而借助事件的外衣，乃至借用这一事件的名号、文化等象征意义的使用行为却大大增加了。

事件当事人在真实空间中的经历

范美忠本人作为这一网络事件的绝对主角，虽然令人无法评定其是否有意自我炒作，但他本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也从某一特定角度阐释了这一事件所在的情境和社会现状。





5月22日，在天涯网络论坛上发帖《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

5月25日，在同一论坛补充发帖说明5月22日之帖的动机。

6月7日，范美忠在北京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首次公开道歉，但同时表示“这并不代表我向我的观点道歉”。

6月7日，凤凰卫视播出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范美忠与现场观众激辩，坚持己见。

6月中旬，范美忠被所在学校停职。

7月16日，范美忠在天津委托某律师事务所，试图就媒体和网络上的“范跑跑”一名起诉名誉权官司。

9月下旬，媒体报道，范美忠“失去生活来源，贫困潦倒”（湖南在线，9月22日）。

12月下旬，范美忠受聘于北京某教育学校，担任该校文科教研室主任和潜能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并称将在中央民族大学礼堂公讲人文关怀及如何考上北大。

几天后，受到舆论压力，该学校做出声明，决定“无限期推迟范美忠到校任教上岗”。

2009年7月10日，媒体报道，范美忠将携作品“谈谈教育”赴北京798参展，被称为挺进艺术圈。

2009年7月13日，四川光亚学校称范美忠一年多来一直在该校任教。

2009年8月30日，范美忠应邀作客齐鲁电视台《开讲天下》，力挺重庆司机“文跑跑”。





范美忠个人在由他自己引发的这一事件中，虽然饱受舆论压力，但是也获得了众多支持者。另外，从始至终，范美忠都被各类媒体发掘着由于其知名度所带来的商业价值，但他本人尚未享受到这一价值所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过，与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中主人公受到亿万观众的瞩目而成为主舞台的中心不同的是，作为“范跑跑事件”主角的范美忠并没有一直成为事件的中心，到后来只是成为一个代名词，甚至人们对“范跑跑”的知悉程度要强于范美忠。舆论的焦点转向了由博客、播客、专业媒体等引导的其他类似事件中，范美忠本人则逐渐退出了舞台。

讨论与结论

媒介事件的性质转换：从仪式到派对

博客、播客、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既成为新闻的收受者，又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在与专业媒体的互动中，“中央和边缘的界限已为新的媒体所模糊”（Dayan, 2008）。网络情境下的“媒介事件”由原来的仪式性的崇敬变成了广场式的狂欢。“大众既可以是表演者，也可以是自己形象的创始人。”（Dayan, 2008）在严厉的意识形态下，网络为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公众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并且形成有意识的互动机制。

互联网、手机使人们对媒介事件的关注由原来的家庭的集体收视变成了个人化的接收。共享社会经验的社区模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相同喜好聚集在一起的网络社群。电视直播中高度凝聚公众注意力的方式变成了离散地参与。

“范跑跑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在事件全程中，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从电视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仪式，转变为由网络邀请的自发式狂欢派对。由于事件的绝对主体严重缺位，这个网络派对呈现出极度多元、各说各话且经常互无交集的散乱场景。“媒介事件”从原来的调和主义变成了“竞争性分化”。以往“媒介事件”中屈从于权威、被仪式转化的普通公众，在网络技术平台上，表现出充分的自主性，从而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关注或不关注、严肃讨论或恶搞戏谑。公众在这样一个网络构建的“媒介事件”中，注意力的凝聚不是始终一致地共同关注某一个焦点；相反，针对某一焦点只保留很短的一段注目时间。当事件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实际上，社会注意力已经严重失焦、分散和演绎。更多的社会注意力，只放在这个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转型心态及其周边衍生话题上：（1）媒介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需求；（2）通过讨论这个话题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其他看法。因此，网络建构的“媒介事件”，实质上是用聚焦的外在方式，实现了庞大的网络化个体（networked individuals）（Wellman ＆amp; Hampton, 1999）各自表述自我主张的和声。

“媒介事件”中机构、“主演”、电视、观众各方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权利结构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介入发生了变化。在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中，事件主要表演者的角色往往具有超凡魅力，是权威仪式、规则的维护者或制定者，电视作为解释者，将事件的象征意义传递给观众，“建构事件的礼拜仪式语境”（Dayan ＆amp; Katz, 1992）。观众则作为见证者，体现“媒介事件”的意义——敬畏仪式，效忠权威。而在网络情境下的“媒介事件”中，事件能否得到广泛关注由众多参与者的需求决定。媒介事件的主人公是被选择的，难以掌控媒介事件的发展。就如范美忠一样，随着事件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退出事件的舞台。同时，媒介事件中没有了单纯的观众，人人都是事件的参与者。正如狂欢广场上，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而互联网、手机等媒介则充当扩散工具的角色，允许所有人参与这一狂欢派对。

作为媒体派对，社会公众注意力的集中机制显然与电视强势垄断公众注意力的方式截然不同。即便是派对中主人安排的表演，也只能引起对该表演有兴趣的人的注意；不感兴趣的人，则依然将注意力放在原有的谈话对象或小范围的表演中。

传统媒体、网络论坛以及知名的个人博客，作为舆论把关人，在范跑跑这样一起基于网络平台的媒介事件中，扮演分场司仪的角色。然而，即便是强势媒体、论坛中的风云人物或知名博客写手，也都不再有能力唤起多数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可以小范围地建立讨论框架，引导和分流部分的受众参与分场讨论。但在一个源自非机构、公众自发、且无预设脚本的媒介事件中，未能出现真正的仪式型司仪和幕后主控，以致“范跑跑事件”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公众各取所需的派对。

此外，以“范跑跑事件”为例，网络平台上的媒介事件，由于公众注意力的集聚方式发生了上述变化，集体记忆的形成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网络上的公众事件不是依靠高度集中的公众注意而形成集体记忆，不是靠电视直播的强势的单向灌输为共享者打上共同的烙印；在范跑跑这类事件中，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选择性参与讨论，以及伴随着个体的自我认同过程而成为时代记忆的。

事件主体的缺失

博客、手机的普及使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同时专业媒体数量的增多和竞争的加剧，更增强了机构自身的异质性。新媒体形成了一种“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 2007）的新传播模式。

从整个过程来分析，“范跑跑事件”中没有一个机构（包括媒体）能够主导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个人的网络言论与专业媒体的报道评论出现了均质化和散点化，平等对话不仅发生在网络言论对于专业媒体的引用态度上，也处处体现于专业媒体从网络热点中的取材、借鉴和严重依赖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从个人角度出发，任何一个网民如果想以网络论坛的方式来炒作一个话题，或使自己成为媒体的焦点，都不具确定性。因此，网络平台上的媒介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与电视主导的媒介事件相比，其显著的不同在于缺乏掌控事件的明确主体。它更多地像一个自发的合谋过程。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在“范跑跑事件”中，都处于被动跟随的地位，而跟随的目标是由跟随者合力形成的、不以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某一客观结果。

因此，“范跑跑事件”更像一个集体无意识主导下的、主体缺失的公众事件。“媒介事件”不再由一个主导媒体所掌控，而是成为多种媒体多种声音竞技的场所。人们在广场上进行对话和辩论，而不是被单一的、垄断的声音所控制。机构不再能完全控制事件的演变以及人们对信息的接收，甚至产生相反的作用。媒介事件成为一个“发展中的事件”（unfolding events），是新媒体出现后的“最根本的新特征”（邱林川，2009）。

相比较于电视直播对于各类社会机构的“非中介化”过程而言，“范跑跑事件”所实现的非中介化更为广泛和彻底。因为网络事件的发起者本身就不是机构；不仅如此，如上所述，在事件的升级和发展过程中，话题的引导过程并不受任何个体、机构和媒体的掌控。个体直接面对和选择他们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并且可以自由选择立场。除了参与被专业媒体设置的讨论框架，还可以无视任何一方的立场和引导方向，以个体名义演绎、抒发、解构事件；或者用该事件作为素材，去探讨各自感兴趣的逻辑，甚至借此发起任何其他话题。表4—4展示了在这一事件中，可以被用来设定的参与者的立场，他们在一起网络派对中，都成为自己分会场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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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分化：对抗型（resistance）身份建构过程

作为一个狂欢派对，“范跑跑事件”的脚本不再是加冕、竞赛和征服这三种用于确立权威的模式。在各个分场讨论中，“范跑跑事件”出现了对权威的消解以及正统道德的戏谑趋势。媒介事件的脚本由原来的加冕变成了狂欢中的“加冕脱冕式”。特别是《一虎一席谈》有关范跑跑的辩论视频播出后，网络平台上对正统道德的维护者“郭跳跳”的谐谑与对范美忠一定程度的拥护，完成了这样一个对立并存的“加冕脱冕式”。在这样一个狂欢派对中，每个参与者都按自己的立场成为广场上的表演者。其中既有恶搞、对权威进行解构的“小丑”，也有维护正统的或从中牟利的“骗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傻瓜”。

“媒介事件”由原来的强调融合和共识，变成了分裂和异化。正如卡茨和利布斯（Katz ＆amp; Liebes, 2007）对媒介事件“幻想破灭、脱轨和冲突”的三个新脚本的补充中提到的，人们往往以怀疑、敌对的态度出现，广泛的共识往往难以实现。传统媒介事件围绕舞台中心的模式已经被一种新的公共模式所取代，“新公共空间的特征便是散布各式各样互相对抗的、不协调的影像”（Dayan, 2008）。

自发性、无脚本、非中介化、由非机构主导的网络时代的“新媒体事件”，出现了反仪式化的显著趋势——这本身当然源自其个体，群体自发、多对多的特定传播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变化是：以往的媒介事件中由机构主导的“仪式化的”、“萨满教化的”共振方式，其内在机制是追求目标一致的正向建构过程；而在网络平台上，这一建构过程转化为以对抗为主体的类型。包括“范跑跑事件”在内，汶川地震中的几个热点事件，都是道德公审类的、抵抗类的共振方式。比如，一个是网吧女孩骂灾区的事件，莎朗·斯通（Sharon Stone）评价中国地震是karma（因果报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等。其次，在借助“范跑跑”而出现的类比衍生话题中，大部分的内容也都是负面的、充满争议与对抗的类型。

卡斯特斯在《身份认同的力量》（Castells, 1997）一书中，指出了“对抗”（resistance）是网络时代身份认同的主要类型。他认为：对抗类型的身份认同源自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条件的角色，与社会机构之间处于原则对立而被贬损，由此而形成的出于对抗的用反排斥来形成自我保护的排斥行为，最终加深了已有的共同身份的认同和边界（boundary）。

将这一观察与本研究相连，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深究为何电视直播形成的媒介事件是建构性的，而网络平台上的媒介事件却趋于对抗。整起“范跑跑事件”中，出于身份认同需要而出现的对抗贯穿始终。

事件的源头——范美忠的头两个帖子都有着鲜明的确立对立观点的意图，比如在第一篇帖子的回帖中，范明确表示“反驳和写出来的理由是——看到以道德的名义的时候就忍不住要唱反调”；在第二个解释帖中，他反复表达了对自己预设的观点的极度反感，比如关于名人捐款的“道德绑架”等，这些证据都表明，范美忠本人发帖不是即兴和偶然的，他只不过借助这个地震中的自我行为，抒发了对长期郁积于他内心的、与自我身份认同相对立的价值观的不满。

一方面，作为事件导火索的个体言行，源自范美忠个人预设的对抗式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范跑跑事件”的扩大、升级乃至高潮，其驱动力一直都是类似的社会公众的身份认同需求——关于地震中如何处理自我安慰与救助他人的关系，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的讨论话题。但是，它在特定的时间点，通过讨论道德选择，激发了社会大众自我身份认同的共同需求：这一需求源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中高速商业化过程中个人主义普及之间的对立。在地震期间，选择牺牲自我，还是选择救助他人，这成了每一个人内心必须面对的敏感话题。范美忠的帖子，唤醒了社会大众对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意识，符合通过对抗达成身份认同的各类条件，这是该事件成为新媒体平台上的媒介事件的根本原因。

以下是基于范跑跑事件的图示（图4—3）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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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通过对“范跑跑事件”深入的个案解析，本文还原了在网络参与下的媒介事件在非中介化、注意力聚集方式、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社会心理共振方式等方面不同于过去电视直播情境下的媒介事件的变化，对媒介事件的不可控性、分散化这一新的传播机制进行了描述。媒介事件已从原先的仪式性崇拜变成了狂欢派对，这一发现对于媒介事件在新媒介环境下的结构变化具有理论上的贡献。同时，对网络与狂欢广场相似的边缘性情境价值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范跑跑这一非政治性网络事件，以网络狂欢的形式存在于网络，构成了对于现有体制的脱冕。同时，作为边缘性存在，网络狂欢打破了现有民主的限制边界，成为了连接官方和民间话语的中介，可以起到一个安全阀的作用。这在处理中国日益频发的网络媒介事件中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网络情境下媒介事件新的传播机制的了解，有助于加深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结构的理解。媒介事件由原来的仪式庆典的瞩目，变成了人人可以参与的、异质性强的狂欢广场，除了技术变更的影响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媒介事件由原来的共识和融合走向对抗和分裂，媒介事件主体的缺失、无脚本、由非机构主导等特性使机构对其控制能力减弱。同时，媒介事件更为广泛和彻底的非中介化对权威进行了消解。网络情境下的狂欢式的媒介事件究竟是对权威的解构，还是只是充当知识精英、政治意识形态、权威阶层舒缓压力的“安全阀”的作用，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对媒介事件研究本身的潜在贡献之外，本研究对于反思网络与民主的关系有所助益。关于互联网与发展民主的关系探讨，一度从全面乐观走向了悲观，其要点为研究者逐步发现：网络技术最终仍会被既有的社会结构所同化，成为既有权力的附庸（Ferdinand, 2000）。

在“范跑跑事件”中，范美忠原帖的开头有范本人表达的一些关于中国敏感政治事件的痛苦反思。然而，在整起事件中，范美忠的这些极端言论却从未进入网友和媒体的讨论范围。在一场波及全国、卷入几乎所有重大媒体的道德公审式的媒介事件中，范的敏感政治言论却被绕开了，甚至无人察觉，全部的公众注意力都集中在道德困境这一点上——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网络的出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微妙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除去这个言论本身外，“范跑跑事件”在升级、高潮及衍生过程中所呈现的自发性和主体缺失，凸显了网络在形成公共领域及推动民主化方面的潜力。范·戴克（Van Dijk）认为，20世纪的公共领域的三个条件在新媒体环境下消失不见了。公共领域不再与特定场所或地域相联系；原先假定的公共领域的单一性变成了多个公共领域并存的混杂性；公域与私域的区分模糊了（Van Dijk, 2006）。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一场关于道德两难选择的广泛讨论可以形成网络派对，并使公众各取所需的观点表达存在于中国既有的社会、政治限制之外，甚至挟持了整个社会舆论，且其间的参与者全都是自发与自愿的。这些事实似乎隐含了两点意义：（1）非政治类的网络言论都存在集聚全体社会公众参与讨论的可能性；（2）既然存在第一种可能，政治类话题实现广泛网络动员的可能性又怎能被完全排除呢？

从本文的综述出发，网络建构的媒介事件似乎成了抒发时代心声的特定渠道和模式。从某种意义上，它的性质类似于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和时尚，代表着不易为个体洞察和表达的集体心理需求。与流行歌曲和时尚相比，网络时代的媒介事件，以更为民主的方式集纳着更多个体的声音，并且直观地呈现着广大公众的意愿。媒体技术的进步，以非中介化为起点，在互联网主导的21世纪之初，走到了可以实现公众跨地域、多个体意见合谋的地步，并且这一过程超越了机构和媒体的控制范围。应该说，从这一角度所揭示出的媒介事件的结构性进步，或许才是本研究真正的价值所在。

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在从电视直播主导到网络新媒体主导的转变过程中，既有的“媒介事件”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本研究没有覆盖这一问题可能涉及的所有方面，也尚未做到深层的理论提升。从根本上说，媒介事件的结构在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应当呈现吐故纳新、逐步更迭的渐进过程。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从电视直播本身影响力的变化及原因开始。本文并未对这一更为现实的层面展开讨论，这一点希望可以成为后续研究的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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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即戴扬与卡茨合著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一书。


第二部分　“谣言”的背后



第五章　真实的谎言：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新媒体谣言分析

周裕琼





引　言

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更注定是中法关系不平静的一年。在春暖花开的4月，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遭遇了噩梦般的羞辱；在草木萧疏的腊月，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与达赖会面，中方因此推迟中欧峰会。与现实冲突交相呼应的是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上此起彼伏的抵制法货的动员令。4月中下旬，部分网民甚至从网上走到网下，化态度为行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法国家乐福风潮。

这场突如其来的社会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理智与感情的较量已有研究者关注（陈力丹、吴薇，2008），但其幕后隐藏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博弈却很难把握。事实上，任何社会运动背后的缘由都可谓错综复杂，抵制家乐福事件也不例外。如果只依靠文字和影像记录下的事实和言论，研究者非但难以探究真相，反而会掉入自欺欺人的陷阱。本文所选取的切入点是表面上看起来与真相背道而驰的“谣言”，通过对其含义、动因和功能的分析，我们会看到，所谓真相，恰如一出由政府（幕后）导演、新旧媒体搭台、网民编剧演出、家乐福客串的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

文献综述

作为一种古老的舆论现象，谣言从20世纪中叶开始吸引了一批批中外学者的关注。而进入21世纪，不少学者将谣言与新媒体联系起来，看到了它巨大的破坏力和潜在的变革力。在理清谣言的学术定义之后，本文的文献综述将探讨谣言（包括新媒体谣言）的动因和功能。

谣言的定义

“虚假并非谣言的界定标准。谣言可真可假。其根本特征是区别于精确性的不可知性。”——著名谣言研究专家加里·阿兰·费因（Gary AlanFine）的这个说法可谓一锤定音（Fine, 2007: p.6）。摒弃“谣言即谎言”的认识对于常人来说有些困难，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势在必行，否则就不可能以一种客观全面的视角来对谣言进行实证的考察。从口耳相传到网络风行，谣言的载体虽不断更新，但内核却基本稳定，即未经证实却广为流传（Allport ＆amp; Postman, 1947）的对现实世界的假想（Rosnow, 1988），或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 1966）。

对于谣言的本质是变态还是常态，学术界向来争论激烈。纳普（Knapp, 1944）认为谣言是社会动荡（如战争）的产物，而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Allport ＆amp; Postman, 1947）尽管认为谣言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都属正常，但他们的经典著作中的所有案例都来自危机状态。涩谷保（Shibutani, 1966）虽然考察的是战时日裔美国人在收容站的造谣传谣行为，他所得到的结论却认为谣言展示了社会生活中正常而非病态的一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谣言研究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影，触角伸向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关注犯罪谣言和城市传奇（urban legend）何以屡传屡新（Fine, 1992; Koenig, 1985; Turner, 1993）。这些研究基本上都认同谣言是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汉语中的“谣言”一词本为中性（谈谷铮，1989）。在信息极度匮乏的专制社会，谣言填充了百姓和政府沟通之间的深壑，比如汉代曾通过“举谣言”的方式来考核官员（黄宛峰，1988）。似乎到了近现代，随着官方信息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民间谣言渐渐成为“洪水猛兽”。中国内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论文与著作，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把谣言视作一种舆论的畸形变态（陈力丹，1999），学术界背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使命展开了一系列谣言控制研究。遗憾的是，这些舍本逐末的努力未能取得有意义的突破。

谣言的动因

西方学者多从微观和中观层面考察谣言的社会心理动因，得到以下两个结论：（1）谣言是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人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Rosnow, 1988: pp. 10-27）；（2）谣言是社会群体在经历混乱时期，为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Bordia ＆amp; Difonzo, 2004）。显然，这两个结论分别昭示出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从个人层面展开的谣言研究在20世纪曾占据主流地位，但其归因逻辑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如将谣言归因于个人的冲动控制障碍和教育不足）饱受批评（参见Donovan, 2007）。目前，从社会互动层面展开、把谣言视作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行为的研究路径已经非常普遍。

除了社会心理动因外，谣言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其生成与传播的速度。比如，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Allport ＆amp; Postman, 1947: p.34）提出了以下公式：谣言的流传程度＝（问题的）重要性（importance）×（事实的）模糊性（ambiguity）。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公式都被研究者奉为圭臬。后来者对公式中“ambiguity”这一概念做了更深入的阐释，认为它缘自大众媒体或官方声音的缺席或相互矛盾（Rosnow ＆amp; Fine, 1976）。罗森塔尔（Rosenthal, 1973）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模糊性源于参与者的主动建构，而非客观条件使然。事实上，相信谣言的人（有时候也包括驳斥谣言的人）往往拒绝寻找相关信息或者刻意寻找印证信息。而在资讯密度极高的新媒体时代，模糊性很少是因为信息不够，而更多是因为信息超载（Shenk,1997）。

中国学者对谣言动因的考察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认为谣言是环境危机的产物（刘建明，2002），道德恐慌与信任缺失是其社会渊源（景军，2006）。也有青年学者把当今谣言的泛滥成灾归咎于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便利（巢乃鹏、黄娴，2004；张丽丽，2006），可惜他们未能由表及里，探究谣言深层次的动因。

谣言的功能

正如研究谣言动因可以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这两条路径展开一样，考察谣言的功能也需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对于个人来说，谣言就像一种精神口香糖（Rosnow ＆amp; Fine, 1976），能帮助人们消除焦虑、获得平静；而对于社会来说，谣言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忆，解构并重构社会信任，最终推动社会发展（Fine, 2007）。

尽管谣言的上述正功能已在实证研究中获得支持，但大多数人还是对谣言的负功能存在根深蒂固的担忧。二战期间谣言曾严重影响军队士气，近年来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也借助谣言来推波助澜。基本上所有在中国进行的研究都强调了谣言的破坏性影响。比如，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m, 1999）从乾隆年间“叫魂”妖术大恐慌中窥探到谣言对专制社会秩序的侵扰，新闻学者针对“非典”的相关研究也展示了流言的“反权利”功能（严三九、徐晖明，2004）。笔者最近对中国艾滋谣言的研究尝试试图为谣言“正名”，提出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艾滋谣言的演变与流传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民众释放紧张、获取认知（周裕琼，2008）。

有待深入的几个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谣言的定义、动因和功能三方面都留下了伏笔。其中，最值得深究的几个问题包括：（1）游走于“真”与“假”、常态与非常态之间，谣言如何编织出一个个“真实的谎言”？（2）在新媒体环境下，资讯渠道众多的公众是如何主动建构谣言所需的模糊性的，而传统媒体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3）既然谣言是一种舆论现象，那么我们能否使用舆论学常用的研究框架来考察其社会功能？

研究问题

受到文献综述的启发，本文选取2008年4至5月间抵制家乐福风潮中的新媒体（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谣言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问题：

（1）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围绕着抵制家乐福这一主题，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上连续出现了哪些谣言？互相之间有何关联？这些谣言中有几分真几分假？是国人真实的企盼还是虚拟的控诉？

（2）2008年正值奥运年，年初发生了雪灾和“3·14”事件等一系列危机事件，而4月又发生了奥运圣火海外传递风波。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和抵制家乐福有关的谣言，既事关民生、又事关国体，其重要性（importance）不言而喻。而造谣传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事实的模糊性（ambiguity，参见前文提到的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1947年提出的公式）——又是如何建构的？具体来说：在抵制家乐福风潮中，网民是如何建构谣言的模糊性的？家乐福方面的辟谣能否消解模糊性？在网民和家乐福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传统媒体又是如何参与到模糊性的建构与消解中来的？

（3）如果把谣言视作国人民意的体现，那么它是如何推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主体——公众（以网民为代表）、媒体、政府、社会商业机构（家乐福）——在舆论场上进行博弈的？这种博弈最终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覆盖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上与抵制家乐福有关的各种谣言，其中有一些经过改编后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在抵制后期，家乐福，甚至其拼音缩略JLF，成为网上的敏感词汇，许多帖子被删除，尽管笔者之前存下部分网页，但数据的完整性已经不能保证。因此，笔者不得不调整分析单元，仅关注那些和代表性谣言相关的代表性帖子，对其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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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文本分析。辅助数据是见诸报端的对重要网民（往往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这些网民曾经发过的帖子和个人博客上透露的信息。

二是媒体对抵制家乐福事件的报道。笔者利用慧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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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子数据库，检索出2008年4月10日（这天是新华社转发《解放日报》对金晶的大幅报道之后的第二天，网上出现了最早的抵制家乐福动员令）——5月4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天假期后一天，至此抵制家乐福事件彻底偃旗息鼓）期间数据库内275家中国中文媒体上所有标题中含“家乐福”的新闻报道，共计549篇。然后，笔者与另一位编码员一起对这549篇新闻报道做内容分析。在正式分析前，两人对随机抽取的30篇报道做了预编码，达到82％的同意率。除了常规的内容分析项目以外，本研究特别关注新闻报道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是否涉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上流传的与家乐福相关的谣言？（2）如果涉及，所采用的框架是报道还是澄清？（3）报道或澄清谣言时所使用的消息源是什么？是网民、是家乐福、还是政府部门？

三是来自政府和家乐福方面的表态与声明。这些数据在网上能找到，在新闻报道中也曾被反复援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把它们和谣言做文本对比，考察两者之间的关联。

研究背景

对于家乐福方面来说，抵制事件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不可预知；但是对于广大网民来说，抵制事件俨然“飞流直下三千尺”，不能抑止。为了更好地说明抵制事件的发展历程与家乐福谣言的演变轨迹，笔者绘制了下面这张表（表5—1），根据时间的推进分别报告网上网下的抵制行动、新媒体上传播的谣言以及家乐福方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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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大谣言组成的“真实的谎言”

从表5—1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配合抵制行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上先后出现并流传了四则和家乐福有关的谣言，虽然每一则谣言都存在文字不同的多种版本，但核心信息基本相同。

第一则谣言的核心信息是家乐福资助过达赖集团。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些谣言较详细地解释法国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已经由家乐福的第二大股东上升为第一大股东（此为事实），而路易威登资助过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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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谣言（特别是短信谣言）则简短地说家乐福（大股东）支持“藏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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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网上发布抵制第一帖的“萝雨宁馨”和“水婴”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都表明选择家乐福是因为它是法货清单中抵制起来最容易、最可操作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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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乐福资助达赖这一谣言显然是为抵制而生的。抵制法货是因为法国人对圣火不友好，那么法货中为什么偏偏要抵制家乐福呢？逻辑中缺失了关键的一环，必须以谣言来填充。

对第一则谣言，家乐福的辟谣实在是慢得惊人。从4月10日到15日，家乐福都无所作为，这种沉默就给了网民和媒体大加猜测与证实的机会。而16日发表的声明虽然义正词严地撇清了自己的关系，却没有提到大股东路易威登的情况，这一点立刻被网民和媒体抓住，认为含糊其辞背后有欲盖弥彰的嫌疑。因为有家乐福官方声明吸引了足够的注意，等到随后路易威登集团澄清与达赖无关联的时候，反而未能获得充足的媒体报道
〔6〕

 和网民关注。4月17—20日期间，家乐福大股东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的澄清终于通过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出现在上百家媒体的要闻版。然而，网民很快又改变攻击策略，推出两个新版本的谣言，指证家乐福间接支持“藏独”：其一是家乐福的新加坡分支曾资助过达赖；其二是家乐福是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合作伙伴，而后者支持“藏独”且历来对中国不友好。因此，新华社作为中国官方的传声筒，又不得不再次与家乐福合作，对其总裁进行一次专访，澄清上述指控。

第二则谣言的核心信息是：为应对抵制，家乐福将在五一进行促销。网民在编造这则谣言的时候使用了诸多技巧。比如，援引家乐福内部人员作为信息源，声称是自己“在家乐福上班的朋友”透露的。再比如，进行情绪上的挑逗，“法国政府准备拿出2000万美元，家乐福拿出500万美元，用于五一降价促销……要让中国人在促销中挤破家乐福，最好踩死几个人。法国电视台也在积极做准备，拍摄中国人到家乐福疯狂购物”。4月14日开始，这则谣言开始迅速流传，家乐福虽然很快进行辟谣，但最初辟谣人员级别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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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澄清的时候只说促销是为了店庆与抵制无关，而并未直接否认促销；直到25号才有副总裁级别的人出来澄清，同时发布声明取消促销。长达10天的暖昧期给网民和记者充分想象与印证的机会：网民甚至提供了一幅家乐福官网的“五一”期间“买500送250”的截图，250（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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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的选择显然煞费苦心。记者走访发现家乐福的确正在促销，虽然他们在报道中并没有明确说家乐福为了应对抵制才促销，却暗示了这样的可能。

第三则谣言的核心信息是家乐福降半旗。有趣的是，这本来算不上是一则谣言，因为网友4月16日拍到武汉洪山店降半旗的照片并放到论坛上并非为了造谣，而且相关门店也在媒体上做出了回应，表示降旗是因人恶意捣乱。然而，这则新闻事关国体，撩拨了网上正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演变成一则谣言，通过时空切换与拼凑，把降半旗和“3·14”事件联系起来，变成家乐福降半旗是对“3·14”事件中的“藏独”分子表示同情。显然，这则谣言是最经不起推敲的。网民只要稍加查询就能发现照片是在4月16日首发，而非“3·14”事件之后；其内容也很荒诞，家乐福即便是在“3·14”事件后降半旗，那也有可能是为了哀悼事件中无辜死难的平民而非同情“藏独”分子，而且前一个原因显然更合情合理。然而，新华社记者未做起码的求证就将这则荒诞不经的谣言放入访谈家乐福总裁迪朗的新闻稿中，而迪朗表示“并不知情”之后，居然说如果确有其事则表示谴责。
〔9〕

 这样的辟谣反而让原本不知道此事或者不相信此事的民众觉得此事确有可能。如果说网民是这则谣言的始作俑者，那么，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就是将之从网上传到网下广而告之的接力员。而在这过程中家乐福方面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早已设就的“圈套”，助长了谣言流传。

最后一则谣言是五一促销谣言的副产品，核心信息是家乐福官网被黑，并留下了抵制诗歌。此事到底是真是假，因为网民和家乐福方面各持一端，我们无从推断。不过，“真”与“假”并非谣言的界定标准，不可知才是谣言的关键特征（Fine, 2007）。这则谣言出现的时间非常巧妙，恰恰是网民发布家乐福官网促销信息截图之后，就谣传说官网因黑客攻击不能访问。虽然家乐福明里是受害者，但网民推出此则谣言也有可能是为了遮掩促销截图来自伪造这一事实。总之，从谣言内容到造谣动机，这则谣言具有极大的不可知性。

为了证明抵制家乐福的合理性，网民先后炮制并传播了四则内容各异的谣言，但大多使用了民族主义元素，或把家乐福和“藏独”捆绑打包、或让法国看中国的笑话。每则谣言都有多个版本，或前后呼应或交相辉映，一个版本被否定，另外一个版本就会起来；在一则谣言被彻底澄清之后甚至之前，替代品或补充品早已蓄势待发。如此延绵不绝、生生不息，让人不得不惊叹这一看似无组织的集体造谣传谣运动背后无穷的集体智慧。“谣言之所以广为流传，恰恰是因为它能支持那些有社会意义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如此之美好，以至于我们不能接受它们是假的这一事实。”（Fine,2007: p.6）在抵制家乐福风潮中，中国网民和媒体（以及媒体背后的政府）完美合作，上演了一出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而家乐福则在这场大片中扮演了具有小丑气质的反面角色。

模糊性的建构与消解

谣言得以流传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其模糊性，按照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Allport ＆amp; Postman, 1947）的公式，模糊性乘以重要性，就决定了谣言的流传程度。上述四则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证明了抵制家乐福的合理性，抵制有多重要，它们就有多必要。那么，这四则谣言的模糊性又是如何在抵制风潮中被建构与消解的？前面针对各则谣言已经逐一介绍了家乐福的回应，因其滞后与含糊，辟谣效果甚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谣言的模糊性。即便家乐福做出了明确的澄清，这种澄清能否消除模糊性还取决于媒体是否对之进行了恰当的报道，以及网民是否愿意经过一系列选择性过程来接触它、注意它、认识它和记住它。因此，下文将不再专门讨论家乐福的辟谣举措及影响，而主要分析网民与媒体的所作所为对谣言模糊性的影响。

参与抵制的网民如此之多，本文只能选取三个代表人物进行考察。他们是4月10日率先发起抵制家乐福话题的“萝雨宁馨”（天涯网友）和“水婴”（猫扑网友），以及4月13日第一个把抵制从虚拟变成现实的水木社区网友Kittyshelly。事实上，他们也是媒体提到次数最多的三位网民。“萝雨宁馨”出生于1981年，目前在成都做程序员，是一个热衷八卦和选秀的未婚女性。她于2005年5月在天涯注册，到2008年12月，共在天涯主版发布过55个帖子，大多乏人问津，唯一的一个热帖就是4月10日发布的《爱我中华抵制法货》。“萝雨宁馨”对家乐福事件的关注未必经过深思熟虑，她一向发帖比较随意，在2008年雪灾期间发帖讨论红楼选秀曾被网民谩骂。她当时是因为看到另外一个抵制帖沉下去了才发了这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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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帖子中她的主要精力用于复制长长的法货清单并最后提出家乐福作为靶标，对于家乐福是否资助过达赖，她没有也不可能做必要的证据搜集，只是拷贝他人说法而已。虽然“萝雨宁馨”并不是网上第一个说家乐福资助达赖的人，但是她发的帖子却第一个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她以一种人云亦云的方式建构了家乐福谣言最初的模糊性。

和“萝雨宁馨”误打误撞成为抵制事件中的意见领袖不同，“水婴”在猫扑上早已声名卓著，是“猫人志”的主持之一。4月10日当天，猫扑上有数十条帖子号召网友通过抵制来表达对圣火境外传递受阻的愤慨，备选项中有法国货、德国货、美国货，甚至还有欧洲五大联赛。然而“水婴”的《抵制法国货，从家乐福开始》却脱颖而出成为热帖，肯定和他一直以来的舆论地位有关。“水婴”是一位26岁的IT人士，北漂一族。在他名为“回到未来：把角度放低、再放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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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短短一年内（2007年12月25日—2008年12月25日，“水婴”博客正好满一周年）共发布了76篇文章，几乎篇篇都有图片。“水婴”自称是对佳能相机和PS发烧的宅男。他博客中少有的几次激动都和国家大事有关。“3·14”事件之后，“水婴”自制了一段视频，题为《用我微薄的力量，维护祖国的完整》。圣火中国境内传递开始前他在猫扑上号召大家和他一起拿起相机，“分享那动人的一刻”。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水婴”写了一篇《搞不懂的法式幽默》批评萨科齐，并对法国人说：“别以为善良的中国人真搞不懂你们的‘幽默方式’，我们只是不愿意相信如此悲哀的事实。”难怪《中国新闻周刊》北美版会把对他的专访命名为A Story of A Young Patriot。由此可见，“水婴”发帖抵制家乐福是出于一种爱国情怀，而他对法国长期以来拥有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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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圣火在巴黎站的传递受阻而瞬间破灭，“不愿意相信事实的悲哀”促使他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愿意相信的哪怕是虚假模糊的事实，那就是：家乐福资助达赖，应该被抵制。

Kittyshelly被许多媒体称为红衣女孩，她在4月13日特意穿上红色上衣来到北京白石桥家乐福门口举牌抗议。作为一个曾经参加红楼选秀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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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为自己当天的行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并做了细致的文字和图片记录，然后在水木社区发表，立刻上了“十大话题”之首。Kittyshelly的母亲懂法语，和法国渊源很深，她认为自己对法国的感情超过平常人，奥运圣火在法国的遭遇让她感觉受骗了。从图5—1我们可以看到，Kittyshelly手持两张抗议牌，上面那张是西藏布达拉宫的图片，英文注释是：“Stop Violence. Stop Media Distortion！”下面那张是金晶在巴黎传递火炬时被抢的镜头，英文注释是：“This is so-called Human Rights in France.”仅从抗议牌的内容解读，她的愤慨对象是歪曲报道拉萨事件的西方媒体以及粗鲁对待奥运圣火的法国，和家乐福无关。然而，一旦站到家乐福门口，她就轻易（甚至可以说轻率）地跳过“法国对奥运圣火不友好、法国媒体歪曲报道“3·14”事件，所以要抵制法货；而法国品牌中，家乐福曾资助过达赖，所以要抵制家乐福”这长长的逻辑链，直接把家乐福送上审判台。这张图片成为互联网和媒体上传播最广泛的抵制图片。布达拉宫、火炬与家乐福标志融合一体，让受众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就产生“家乐福与‘藏独’有关”的直觉。可能Kittyshelly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以一种无言的方式传递了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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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位意见领袖或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家乐福资助达赖这一谣言的模糊性，他们将此信息以一句话、一张图甚至几个字的方式打包放入抵制动员令中。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大部分网民都颠倒了因果逻辑，在支持抵制这一大前提下认定家乐福资助达赖。少部分网民尝试着使用互联网来选择性地搜索一些信息，比如从家乐福网站和大股东路易威登网站搜各种细节。而当家乐福和路易威登出来辟谣后，又从记者无国界组织网站找到合作伙伴名单，拼凑起来证明谣言是真的。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即便是反对抵制家乐福的网民，在给出反对理由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对家乐福到底有没有资助过达赖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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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新世纪周刊》在4月29日《一场超乎想象的抵制始于一条短信》的报道开头写道：“在这场情绪冲动的抵制活动中，家乐福究竟有没有支持达赖，为什么选择家乐福作为抵制的对象，成了没人理会的问题。”这样一幅“众人皆醉无人醒”的图景，使谣言的模糊性没有因家乐福方面的辟谣和网络资讯的丰富而减少，反而是加深了。

原本应以报道事实、澄清谣言为己任的媒体在此的所作所为却非常值得玩味。2008年4月10日—5月4日期间，所有标题中含家乐福的549篇报道中，有517篇和抵制有关，其中有70％（361篇）提到了至少一则谣言。在这些报道中，有321篇提到谣言1（家乐福资助达赖／支持“藏独”），95篇提到谣言2（家乐福为应对抵制五一大促销），35篇提到谣言3（家乐福降半旗），24篇提到谣言4（家乐福网站被黑）。媒体在提到谣言时所使用的框架，以及报道或澄清谣言时所引用的消息源如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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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提到谣言的时候，有56％仅会使用澄清框架，这也是最干脆利落的辟谣框架；有23％仅会使用报道框架（直接复述谣言或由记者采访来证明谣言），这非但不能消解谣言的模糊性，反而会使其有所增加；剩下的21％使用了既报道且澄清的框架，在消除模糊性的同时又给原本没有听说谣言的读者留下新的模糊性。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谣言1，提到另外三则谣言的媒体报道中，仅报道、报道且澄清框架的应用比例都比仅澄清框架高。在报道谣言时，媒体所使用的消息源也往往是泛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上疯传”、“有传闻”、“坊间传”是最常用的说法，仅有很少一部分会特指网上某个帖子或某个图片、或用记者的现场采访作为消息源。而他们在澄清谣言的时候，则较多地引用家乐福高层（主要是远在法国的总裁或大股东）的声音或家乐福声明，这些信息虽然权威，却官样十足，缺乏人情味，使人觉得傲慢而缺乏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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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针对家乐福是否促销、中文官网是否被黑、武汉家乐福是否降半旗这样发生在中国各地各门店的事情，远在法国高层的辟谣还不如当事机构负责人的辟谣有力实在。

除了选择性使用框架和选择性引用消息源，不少媒体在遣词造句和新闻编辑的时候也有意模糊了谣言中的关键信息。比如，4月16日家乐福发布的声明有两点核心内容，其一是“家乐福集团支持个别非法政治组织的传闻完全是无中生有和没有任何依据的”，其二是家乐福支持北京奥运。在随后的几天，56家媒体报道了这个声明，但是不约而同地使用“家乐福支持奥运”作为标题，仅有6家在标题中提到家乐福未支持非法组织，仅有一家在标题中直白地写出家乐福声明没有支持“藏独”。有意思的是，媒体在引用家乐福的声明之后，总是喜欢加上一句“声明未对支持达赖予以回应”或“声明没有提及大股东”，这似乎暗示家乐福所说的非法组织不包括达赖集团，而且即便家乐福撇清了关系，它的大股东还是不干不净。更有甚者，许多媒体在家乐福声明之后配发了其股权变更的新闻背景，指出蓝色资本最近成为其最大股东，而蓝色资本的幕后老板正是网上传闻资助达赖的路易威登总裁。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媒体创造性地建构或增加谣言模糊性的尝试主要集中在4月19日之前，即抵制风潮的上半阶段。从4月20日开始，新华社通稿连续多天“一统天下”，各家报纸仅有的自选动作就是标题制作和文本编辑。尽管如此，还是有媒体在新华社《应理性对待“抵制家乐福”事件》通稿中，把抵制家乐福的起因由通稿中“为抗议某些法国政要将北京奥运会政治化、巴黎发生干扰奥运火炬传递事件”改为因“个别法国人支持达赖分裂主义势力、奥运圣火在巴黎受到‘藏独’分子的阻挠和干扰”，从而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提示谣言1。在抵制风潮的后半阶段，新华社本身也成为建构谣言模糊性的主力。4月22日对家乐福总裁迪朗的访问，新华社记者将普通的降旗事故以一种网络谣言的方式问出，让毫无准备的迪朗语无伦次，这一问一答留下了广阔的暖昧空间和模糊地带。

统观媒体针对家乐福谣言的报道效果，本应消解的模糊性反而被加深甚至再次建构了。

谣言舆论场中的四方博弈

最后，本文将把谣言视做一个特殊的舆论场，考察公众（以网民为代表）、媒体、政府、家乐福这四大主体之间的博弈。在这四方中，媒体可谓最关键的一环，因为政府和家乐福需要以媒体为中介来对舆论场发挥影响；而网民虽然有新媒体作为舆论阵地，但要从虚拟走向真实，也必须让传统媒体听到他们的声音（Zhou ＆amp; Moy, 2007）。所以，下面先汇报媒体报道在2008年4月10日—5月4日期间的总体情况。

通过慧科新闻检索到的549篇标题中含家乐福的新闻报道，最早始于4月10日，而最晚到5月2日。其中有361篇至少提到一则谣言，156篇未提到谣言但与抵制家乐福有关，32篇未提到谣言且与抵制家乐福无关。549篇报道中，共有297篇（54％）转新华社通稿。如图5—2所示，新闻报道的频率随着抵制运动的进行有起有伏，先后出现了五次高峰，分别是4月17日、20日、23日、27日、30日。除4月17日以外，后几次报道高潮的出现都得益于新华社通稿的大面积刊发，如4月20日总共有69篇报道，其中60篇来自新华社的两篇通稿，一是《家乐福大股东否认资助达赖》，一是《应理性对待“抵制家乐福”事件》。而在4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对家乐福总裁迪朗的访问以及中国商务部的表态，当日102篇报道中有92篇来自这两篇通稿。4月27日24篇报道中有21篇是新华社关于家乐福取消五一促销的通稿。4月30日的22篇报道中有12篇是由新华社重申了家乐福五一不促销这条消息。

显然，在媒体版面的争夺战中，新华社作为中国政府的权威传声筒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抵制运动表面上进行得轰轰烈烈，似乎有些超出了中国政府的掌控：相关部门仅在4月15日（4月16日见报）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法方应反思，以及4月22日（4月23日见报）由商务部表态称家乐福中95％商品是中国制造并欢迎家乐福声明反对“藏独”。但事实上，政府无需冒着可能和法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出现在前台，只需在后台通过对媒体的控制来间接地设定抵制运动的日程。从4月20日新华社的第一篇通稿出台开始，政府逐渐收缩舆论口径，提出“理性”原则，并通过高端采访的方式与家乐福通力合作，在短短5天之内平息了抵制风波。当然，与政府舆论手段相配合的是现实中警察对抵制行动的介入以及网络对抵制词汇的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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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方面可谓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尽管此次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和谣言有关，政府并未就此显得焦虑或给予正面回应，而是把辟谣任务全权推给家乐福。在谣言的舆论场中，中国政府以一种避重就轻的方式获取了期待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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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政府的“指挥若定”，家乐福虽然通过高端的危机公关赢取了大篇幅的媒体版面，却未能在谣言的舆论场中取得关键的胜利。对于网民先后推出的四则谣言，家乐福最后只撇清了两则（谣言1资助达赖、谣言2五一促销），为了澄清谣言2，他们不得不放弃筹划已久的店庆促销以及宣传，商业利益受到损害。而对于谣言3降半旗家乐福可谓越描越黑，对于谣言4官网被黑，家乐福的解释也是空洞无力，这都为网民将来翻旧账留下了伏笔。事实上，2008年年末中法关系再度交恶，抵制法货、抵制家乐福已经在很多论坛上旧话重提，这些没有撇清或没有彻底撇清的谣言就像火药桶一样随时可能被再度点燃。

回到媒体本身，除了被新华社通稿占去54％的篇章，各大中小媒体还剩下46％的自留地。而这块自留地仿佛是“梯田”，占据顶端的是《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每日经济新闻》这种拥有更丰富的媒体资源或更宽松的舆论环境的报纸，它们的报道往往被梯田最底端的地方报纸所引用。而处于梯田中间的则是具有较强自主采访能力的传统大报，如《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新民晚报》等，以及抵制行动最激烈的城市（如昆明）的报纸，因为他们能进行很多独家报道。尽管媒体梯田中各层的“耕作”方式会有差异，但在此次事件中，媒体报道普遍抱着一种“唱衰”家乐福的心态。除了前面分析过的，媒体背离澄清谣言的天然使命而有意无意地增加了谣言的模糊性，即便在和谣言甚至和抵制无关的报道中，媒体也“落井下石”，热衷于报道家乐福的负面消息。在32篇与抵制无关的报道中，有21篇是负面报道，仅有5篇是正面报道。尤其可笑的是，杭州家乐福卖过期食品这则新闻先后五次出现在《钱江晚报》、《东方早报》、《法制日报》、《金陵晚报》、《经济参考报》，其中，仅《钱江晚报》这一份报纸的读者可能需要了解这则新闻。

最后，在谣言舆论场的博弈中，除政府以外网民可能是最大的赢家。波斯特梅斯和布伦斯汀（Postmes ＆amp; Brunsting, 2002）在考察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时指出，在网民看来，虚拟的网上行动的效果可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现实的网下行动。按照他们提供的“个人—集体”和“说服—对抗”两个横纵坐标来解读虚拟的网上行动，家乐福事件中的造谣传谣可归类为集体对抗行为。纳普（Knapp, 1994）指出，谣言能回应我们从其他途径无法表达的敌意和分裂的诉求。此次抵制风潮中的主力人群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网民，这是一批成长环境优越的独生子女，长期以来对西方（尤其是浪漫的法国）抱有好感，面对突如其来的圣火受辱，他们内心既有的秩序被打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以及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心理冲突与民族冲突相交织，造谣传谣成为他们表达敌意的恰当选择。通过顶帖转帖、转发信息等虚拟的集体行动，大部分网民获得了内心的平静。而少部分网民则将对抗行为带到现实中去，因为这种行为迎合了政府的需要且符合媒体的新闻选择标准，他们在媒体上频频露脸，不但有文字报道，而且有图片增光，这对于喜欢我行我秀的“80后”来说简直是一场狂欢派对
〔17〕

 。事实上，媒体报道很少给出现实抵制行动参与者的确切名字，却统一给他们贴上“网友”的标签。当上述报道再回炉到互联网上，网民可从中体验到一种感同身受的快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谣言通过一种虚拟的集体体验方式成就了网民社会参与的集体记忆（Fine, 2007）。多年以后，当这群“80后”成熟到没有“上街”的冲动的时候，他们会珍惜这份集体记忆。

结论与讨论

行文至此，笔者对三个研究问题的答案做出如下总结：

首先，网民围绕着抵制家乐福这一主题，分阶段、有策略地推出了四则谣言，在新媒体上予以传播，每则谣言有多个版本，这些不同谣言的不同版本互相呼应，把网民内心的企盼具体化为“真实的谎言”，为抵制行动的合理性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其次，网上舆论领袖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了家乐福谣言的模糊性，网民则通过对海量信息的选择性搜索和分享加深了模糊性。原本应以辟谣为己任的媒体在此次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事件中增加甚至再次建构了模糊性。而家乐福方面的辟谣因策略和技巧上的诸多失误，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再次，在谣言舆论场的博弈中，中国政府通过在后台操控媒体而显示出举重若轻的掌控能力；家乐福虽然吸引了充分的媒体报道，却在辟谣问题上拖泥带水而留下了许多隐患；中国的媒体在不到一半的自由空间中极尽所能地追逐负面和冲突性新闻，这一方面为家乐福突围设立了障碍，另一方面让我行我秀的“80后”网民从媒体曝光中体验到社会参与的集体快感。

无论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社会骚乱都与谣言有关（Allport ＆amp; Postman, 1947）。从法国大革命到东欧与中亚的颜色革命，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谣言成为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元素（黄岭峻、王芳，2006）。正如绝大多数的社会骚乱都是针对官方的抗议一样，与之相关的绝大多数谣言也都是对官方的质疑（卡普费雷，1991）。然而，本文所研究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却恰恰属于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次获得官方默许的抗议行动之一，而事件中的谣言也都不针对中国政府。事实上，在其他谣言情境下对立的两方——政府和网民——却联手成为此次事件中最大的赢家：网民宣泄了民族主义情绪，而政府获得了政治外交筹码。

是什么因素在幕后推动了这场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妥协？我们有必要将视角从事件本身转向社会大背景。多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视2008北京奥运会为头等大事，它标志着国家的振兴与民族的崛起（Xu, 2006）。然而，2008年初开始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冲突，将政府与民众共建共享的奥运民族主义情绪置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而奥运圣火在海外（尤其是法国）传递中所受的侮辱则成为压迫民众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奥运引发的集体焦虑和冲突撩拨的民族情绪的双重作用下，谣言应运而生，而家乐福因其法资背景、品牌影响以及抵制上的可操作性（这一点尤其重要）毫无悬念地成为谣言的靶标。在一致对外的情况下，政府与民众很容易达成妥协。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关系是脆弱多变的，一旦矛盾的焦点转向内部，网民就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通过造谣传谣来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抵制家乐福事发后一个月，因“5·12”汶川大地震引发的各种关于地震预报、赈灾款和豆腐渣校舍的谣言令中国政府体会到了家乐福曾经历的窘境。和家乐福的危机公关不同，中国政府在面对地震谣言时采用管控策略，这种做法虽然避免谣言扰乱社会安定，但因缺少社会发酵的过程，谣言也就无从发挥其缓解社会矛盾的正功能。

在这场由政府（幕后）导演、新旧媒体搭台、网民编剧演出、家乐福客串的“抵制秀”中，“80后”作为集体主角的表现尤其引人深思。从1999年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民众抗议到2005年抵制日货的集会再到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中国因外交冲突和民族矛盾导致的集体行动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其一，行动主力出现了世代更替，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80后”取代了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70后”。其二，新媒体力量对行动介入不断深入：1999年的抗议催生了以强国论坛为代表的网络政治空间，九年之后，网络论坛又成为抵制家乐福风潮的源发地。这两个转变虽然客观上是因时间推移所导致，但其影响却不仅限于时间维度。事实上，“80后”对新媒体的理解与应用将会对今后的社会事件（不仅限于民族主义事件）中的集体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与年长者相对严肃地看待新媒体所带来的话语权不同，“80后”普遍视新媒体为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大秀场，这使他们在新媒体上发布和接受信息时受到更多个人情绪的左右，削弱了他们对谣言的免疫力。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与“80后”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0后、60后的冷静。这一方面是由于后者心智上更为成熟，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80后”把抵制当作一场“秀”，就像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红楼选秀一样，认为应该激情地投入与享受。正如绯闻是娱乐圈的润滑剂一样，谣言也是集体秀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因所需要的网络言论大多被删除，研究数据中重要的一块变得支离破碎，本文在很多方面都只能点到即止，意犹未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我们研究谣言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和丰富的案例，然而研究者必须要跳出谣言的文字陷阱，才能看到它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谣言背后的社会力量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利用；但是在更多社会事件中，谣言是“弱者的武器”（Scott, 1985），其背后的社会力量恰是现实世界中弱势群体的“影子”。把更多“影子”展现出来，这才应该是谣言研究者的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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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这些帖子因为被广泛转贴，所以虽然在源发论坛上已经删除了，却可以从其他途径找到。但是，这些帖子后面的回复却没有办法找到。所以，文本分析的对象只能是针对主帖。


〔2〕
 慧科新闻覆盖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美国等地1500多家报纸、杂志、网站媒体的内容。在其数据库中有400家中国内地的媒体，其中有275家中文报纸、杂志、网站媒体，囊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而地域上也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3〕
 在各个论坛上流传的抵制动员令虽然在篇幅和文字上有些小差异，但核心内容基本一样。比如下面这条典型的帖子：《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动员活动！！！》。

有人发帖，号召5月1日北京地区抵制家乐福一天，大家谁也不要去家乐福购物。家乐福是法国最大的超市连锁集团，目前法国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已经由第二大股东上升为第一大股东。法国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旗下有路易威登、迪奥、芬迪、娇兰、倩碧、Kenzo、丝芙兰化妆品卖场，以及轩尼诗等葡萄酒、香槟酒和干邑等品牌。路易威登曾经给达赖捐过不少钱，加上这次巴黎圣火传递过程中看见满街的法国人支持“藏独”，实在没有理由再给法国人送钱买他们的商品。5月1日集体不去家乐福，叫他们看看中国人的力量，让他们看看网络的力量。请转帖，放自己的MSN上等等等等，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让五一那天家乐福门可罗雀！


〔4〕
 下面这条信息相对来说更为简短，比较适合通过QQ和MSN等人际传播渠道进行“滚雪球”式的转发：5月8日—24日，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的前三个月，所有人都不要去家乐福购物，理由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捐巨资给达赖，支持“藏独”。那我们现在就来抵制一下家乐福，为期与北京奥运会同长，前后17天。让他们看看中国人和中国网络的力量。请转发给你所有的手机、MSN等的联络人，并且让他们的家人一起参与，让家乐福门可罗雀17天。也有人使用网上的短信发送软件将它转发到手机上，经过手机间的多次转发后，短信内容变得越来越简短，甚至只有一句话：反对“藏独”、抵制家乐福。


〔5〕
 详见叶铁桥：《家乐福事件：折射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理智与情感》，载《中国青年报》，奥运特刊第5版，2008-04-30。


〔6〕
 在标题中含家乐福且内容与抵制家乐福有关的517篇报道中，有59篇（11.4％）引用了家乐福声明，而仅有12篇（2.3％）引用了路易威登的声明。虽然两则声明发布的时间只相差一天，前者是4月16日，后者是4月17日。


〔7〕
 在4月25日之前媒体报道的家乐福对促销谣言的澄清，3次来自普通店员，18次来自门店经理或地区公关经理，无一次来自中国总部。


〔8〕
 此则谣言文本中，法国政府和家乐福准备用于促销的钱加起来正好是2500万美元，而网友提供的促销广告截图也特意使用250，通过数字文字游戏的方式讽刺法国、家乐福，以及去家乐福购物的人是“二百五”。


〔9〕
 新华社巴黎4月22日报道原文如下：“对于互联网上指责武汉一家家乐福商店在3月14日拉萨暴力事件后，在门前降半旗以示对‘藏独’分子同情的事情，迪朗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他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他只能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10〕
 事后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她说：“这次是我少有的一次冲动……我看到一个网友提出抵制家乐福，但那帖被埋得很深，顶不起来，为了醒目，我单独开了一个。”详见叶铁桥：《家乐福事件：折射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理智与情感》，载《中国青年报》，奥运特刊第5版，2008-04-30。


〔11〕
 http: //www. suogu. net/.


〔12〕
 “在中国，许多城市最美的街道都用法国梧桐做行道树。一直觉得法国梧桐斑驳粗大的树干很浑厚，梧桐旁的青石小路闲适静雅，于是便很喜欢法国这个国度。其实喜欢法国不光是因为法国梧桐，还因为法国和中国有全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有全世界最浪漫的情怀，还有最相通的幽默方式。”摘自“水婴”2008年7月14日的博客文章：《搞不懂的法式幽默》。


〔13〕
 她自己想竞选探春这一有胆有识的角色，但节目组却把她分在了“黛玉”组。详见张雄、陈璇、汤勇、李梓、祝翠霞：《中国式愤怒：一场超乎想象的抵制》，载《新世纪周刊》，2008-04-29，34～47页。


〔14〕
 有趣的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声音大多来自媒体从业者。白岩松在博客中给出的不抵制理由是“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反对抵制的理由是家乐福卖的都是中国货。仅有凤凰卫视的间丘露薇在博客中对家乐福到底有无支持达赖做了一番小小的考证，但她这篇博客无论网友点击率还是媒体报道率都远远不如白、贺二人的博客。


〔15〕
 参见李立、徐春梅：《家乐福，危情13天》，载《中国经营报》，2008-04-26。


〔16〕
 从4月底开始，baidu、google、soso、sogou、 yahoo五大搜索引擎都无法查找到家乐福的相关消息。公安部门解释说，家乐福相关信息大量涉及中法关系、“藏独”等字样，可能存在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所以被屏蔽了。详见《百度谷歌搜不到“家乐福”了》，载《信息时报》，2008-05-01。


〔17〕
 很多参与抵制家乐福的“80后”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赶集”（参加游行集会），所以兴奋大于愤怒。更有在国外参加反“藏独”游行的“80后”表示，自己和同学“玩得很high”。详见张雄、陈璇、汤勇、李梓、祝翠霞：《中国式愤怒：一场超乎想象的抵制》，载《新世纪周刊》，2008-04-29，34～47页。



第六章　PageRank下的资讯批判：新“2·28”事件回顾

吴筱玫





研究动机与目的

这几年教书，常会布置有关资讯搜集的作业，就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请学生各凭本事搜罗相关资讯，带到课堂上来讨论。照理说，当代资讯搜集易如反掌，随随便便就可以搜到一箩筐的资讯，内容应该相当多元，只要选择最可信的资讯参与讨论就可以。渐渐发现，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性！

实际的状况是：虽然资讯多元纷杂，学生找资料的渠道却非常一致。以本研究新“2·28”事件为例，没几个学生愿意上报社的数据库查询，或采用专业刊物如《目击者》的论述，他们用的都是最便利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或者雅虎（Yahoo），一阵复制拼贴之后，理出关于事件的轮廓。搜索引擎虽然资讯量丰富，资讯陈列一致性却相当高，每个人找到的资讯差不多，很快就得到了共识。共识太高，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更重要的是，搜索引擎中的资讯，其批判的力道更胜于事件的还原，这让我开始思考资讯时代所带来的反资讯现象。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在讨论时，如果突然冒出一句：“老师，其实我认识那个东海的学长。”刹那间，昏昏欲睡的同学立刻苏醒，问题此起彼伏：“那是真的吗？”“他们真的分手了吗？”“他很惨吧！”“我朋友也有类似经验。”以往，我们总认为自己应该和讨论的事件保持距离，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说书论理。曾几何时，这样的距离不再被欣赏，事件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越靠近当事人的资讯，越能引起共鸣，大家不只关心正经的“事实”，更想知道切身的“经验感受”。在当代知识的殿堂里，这两者的区隔越来越小，知识不再高高在上，它成了日常生活的实践。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虽然不习惯，也不见得欣赏，但总要面对。研究者好奇的是，当新闻事件成为历史，人们却不再找历史文件去追本溯源，而是透过Web 2.0这样的群众书写机制进行资讯回收时，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资讯面貌？对事件回顾之利弊为何？如果媒体批判已然不足以诠释这些现象，我们要如何批判它？本研究拟以Google PageRank（页面排序）为本，对新“2·28”事件进行资讯分析，借此提出一套关于群众书写的资讯批判论点。

事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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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28”事件，原名“东海大学劈腿事件”，因为刚好发生在台湾最敏感的2月28日，所以又戏称为新“2·28”事件。要了解这个事件的始末，先要说明台湾的BBS（电子布告栏）文化。BBS在台湾各大学之间甚为流行，其中规模最大者，当属台湾大学的批踢踢实业坊（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emple，简称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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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T，提供给网友快速、实时、平等、免费、开放、自由的言论空间，允许同步上站人数达61000人，使用者被称为“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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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PTT黏度极高，习惯在各广告牌（指各“板”）之间游荡。其中有一个板叫黑特板（Hate，即恨板），功能跟Grumble板很像，专门让乡民宣泄不满，且内容更为激烈、精彩，和八卦板（Gossiping）、西斯板（Sex，即性板）同列为热门广告牌。PTT中判断各广告牌受欢迎的程度，有一种特殊设计叫做“爆”，一般时候，同时进板人数达100人，列表人气会看到白色字体之“HOT”；但当同时进板人数达1000人以上时，字体便会变成白色的“爆！”，称为白爆；依此类推，人数达2000人以上，会显示红色的“爆！”，即红爆；5000人以上则为顶级的蓝爆。

一篇恨文，万人进板

故事从黑特板开始，2005年2月28日傍晚5点58分，黑特板上来了一篇文章，由乡民a大（代号）发帖，标题为《【劈腿】干！东海××所的狗男女！×××你还是男人吗？》，大意是在他生日前两天，撞见交往六年的女友，正跟她同研究所的学长劈腿，亲热的行为让他无法忍受。在张贴第一篇文章时，a大完全没有隐讳，把就读系所、男主角姓名与女主角绰号和盘托出（本文以×代替之），这引起了乡民扒粪的兴趣。虽然a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原文删除，热心乡民还是找出了东海大学该研究所的学生名单，从中过滤出男女主角的可能姓名。也有人利用搜寻引擎交叉比对，找出疑似女主角的照片，并把他们的相关资讯公之于世。乡民们无事找事，引起更多乡民的兴趣，大家听说黑特板有大事，纷纷闻风而来，结果人越聚越多，8:40，黑特板正式白爆；9:30红爆，此时有乡民断言黑特板不会蓝爆，否则要到“总统府”前遛鸟。此话一出，乡民继续集结，10:30达到蓝爆，全体乡民欢欣鼓舞，甚至有乡民兴奋过度，打电话至中天电视台《全民大闷锅》节目，感谢×××先生让他看到黑特板蓝爆，弄得《全民大闷锅》主持人莫名其妙。

a大惊觉事态不对，晚间张贴文章，说明自己已将原文删除，拜托大家停止讨论，并澄清女主角与乡民公布的姓名、照片不是同一人，但是效果不佳。3月1日凌晨，a大在黑特板正式发表一篇向大家道歉的声明，指出前文纯为报复抹黑，所言都不是事实，希望遏止乡民继续讨论，孰料此文一出，黑特板再度蓝爆，乡民开始转而讨论劈腿事件的真假。就在此时有传言出现，说只要进板人数超过10000人，将会发生紫爆。乡民们从未看过紫爆，呼朋引伴之下，人数再度急遽蹿升。结果，一个原本以真相调查为目的的集体行为，变成为黑特板冲人气的行动，等到真的冲到10000人时，站务人员才出面澄清：PTT并无紫爆设计，黑特板人气开始溃散。

从2月28日傍晚6:00到凌晨1:30，同时进板人数从数百人暴增至万人，文章数也由原本不到10000篇，激增到25000多篇，黑特板的两位板主只好出面删文、设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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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情绪正high的乡民不予理会、继续灌水，文章内容或违反板规，或与黑特板宗旨不符。雪上加霜的是，其他板也来凑热闹，就可板（Joke）开设赌盘，预测黑特板将于凌晨2:00出现几篇文章，招揽乡民先至就可板下注，再转往黑特板灌水贴文，造成黑特板板务运作困难，被迫设为只读，不久之后干脆隐板。乡民开始转往匿名板（Anonymous），继续搜寻女主角照片，就可板则取消赌盘，板主承认带头作乱，浸自己水桶一个月。

大众媒体跟着搅和

原本，这只是深更半夜的一个偶发事件，随着板主隐板，乡民人气涣散，应该就可告一段落。但是台湾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记者喜欢隐身在BBS各广告牌角落，专门探听学生八卦，甚至把它当新闻线索，结果原本是一个私人泄愤的事件，成了全台瞩目的大新闻。

始作俑者是《中国时报》。3月2日，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东海大学劈腿事件喧腾网络》。表面上，该报以蓝爆与隐板为新闻点，但实际上，却是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直接引用a大之原文，内容极尽煽情之能事。该报另在八版搭了一则《网络公开私人数据，可判两年刑》之配稿，访问东海大学主任秘书，指说网友在网络上公开他人数据、图片及不实描述，已然触及“刑法”第310条妨害名誉之嫌，可求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看似好意提醒乡民不要随意触法，但同版却放了PTT乡民所搜寻出的、疑似贴文者及其女友的照片（二人脸部皆以马赛克处理）。

注意到此事的媒体不只《中国时报》，《苹果日报》当天也有一则报道《上网轰女友劈腿，男触诽谤》，不过《苹果日报》选择将其放在八版最下方。文末指出，东海大学主任秘书表示正在确认学生身份，劈腿并不违反校规，但若擅自公布他人资料，最高可处两年有期徒刑。未能免俗地，《苹果日报》也在未经同意之下，引用了a大的原文。

在《中国时报》和《苹果日报》之后，各大平面与广电媒体纷纷跟进，《联合报》文章对《中国时报》大力批判，引起与《中国时报》记者之间的论战。其他如《自由时报》、《台湾日报》、“台视新闻”、“东森新闻”、“TVBS新闻”等都做了后续报道。3月3日，大半的台湾人，都知道了东海有人劈腿这件事。

乡民大反弹

《中国时报》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件后，乡民惊觉自己私密的空间遭人侵入，愤怒之下再度回到PTT集结，撰稿记者成了乡民辱骂的对象。他们不满记者未经查证及当事人同意，擅自引用网络文章作为新闻来源，于是再度发挥扒粪精神，公开记者手机、E-mail等个人数据，该记者之前所做的网络新闻报道，也一并遭到批判。乡民大量涌入黑特板与匿名板，迫使黑特板再度设成只读与隐板，匿名板也取消了匿名功能，以避免乡民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但文章仍大量增加，最后匿名板也设为只读。无处可去的乡民，成群转战至媒抗板（media-chaos），媒抗板本来就以批判媒体乱象为宗旨，正好符合乡民需求，竟使原本人气不高的媒抗板迅速红爆，文章数由原先的3000篇激增至10000篇以上。

3月2日晚间约10:30，a大于媒抗板发表文章《【致歉】有关东海××所事件的真实始末及个人对大众的歉意》，指出自己与女友早已分手，文章内容皆为杜撰，对当事人感到抱歉，愿意接受法律制裁。a大的澄清显然没有作用，乡民认为他是受到压力才发表声明，且矛头已然指向记者与《中国时报》编辑部，a大说什么也不太重要了。

乡民对于《中国时报》的主要质疑在于，记者未经查证及当事人同意，便将此事件刊登在头版头条，触及隐私权，导致当事人名誉受损。此事件虽然在BBS上热烈讨论，但当事人并非公众人物，事件也与公共利益无关，不具新闻价值，报道内容更撷取原发表者文章中不堪的字眼。因此，乡民认为，记者报道此事件，重点并非在于提醒大众在网络上公开个人数据可能触犯隐私或妨害名誉，而是假正义、罔顾新闻专业及道德良心。

除了乡民发言指责抗议之外，媒抗板有乡民发起拒看、拒买《中国时报》报系的讨论串，并成立联署网站抗议。也有乡民发起组成“网民对抗媒体暴力联盟”，PTT站上各广告牌则串联更改广告牌标题为《拒绝无知抄袭，要求媒体自律》，要求《中国时报》编辑部及记者道歉。至3月6日为止，约有近400个广告牌加入串联，联署网友逾3000人。

这些都还算是比较言之有物的讨论，有更多无所事事的乡民以灌水为乐。到了3月3日凌晨，就可板再度开设赌盘，预测媒抗板凌晨1:30之前的文章数，乡民又开始下注，再转到媒抗板灌水，导致媒抗板也被灌爆隐板。接着成群乡民四处流窜，总计3月3日一天，共有黑特、匿名、媒抗、八卦、talk五个广告牌曾设隐板，就可板和表特板（Beauty）则遭到大量的灌水攻击，就可板文章甚至暴增至10万篇。

《中国时报》不道歉

对于乡民的抗议，《中国时报》记者陈洛薇（2005-03-03）请媒抗板板主代为张贴文章《〈中国时报〉记者陈洛薇声明》，对网友公开其个人数据，并透过信件、电话进行骚扰表达不满。她宣称自己报道此事件乃“秉持新闻媒体的良心及专业，将这件正在网络蔓延的‘网络杀人事件’报道出来，目的是提醒公开及转贴数据的网友行为已触犯法律，并善意告知校方。”报道这则新闻经过查证，无不实渲染，更指“本人撰写新闻时，从未抄袭，引用PTT网站上的公开文章时，本人皆注明文章来源出处”。以此信提醒网友勿再散发不实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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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敬告乡民，陈洛薇也针对《联合报》记者喻文玟的报道《劈腿事件上报，网友批不当报道》（2005-03-03）提出反击，并威胁将对喻文玟提出告诉。《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张景为（2005-03-03）也发表特稿：“这是个在网络上发烧的确实事件，媒体的报道也尽可能做到隐匿当事人的姓名与面貌，并配合法律观点的警示与感情教育的沟通；当然，某些必须有的责难，也是媒体所应承受与检讨的。”

学界也开始加入批判行列，“阅听人监督媒体联盟”指《中国时报》于头版刊登此事件并不妥当，希望报社总编辑向社会大众解释新闻取舍与判断的标准。之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媒体改造学社、RESET网络杂志、文化研究学会共同主办“网络是新闻制造便利店？性污名是媒体血库财源？网络劈腿新闻事件”座谈会，距离新闻披露不过三天。座谈会中，张景为应邀与谈，对于为何该新闻被选为头版头条表示：当天比这则新闻重要的确实是很多，但是那些新闻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像是电视已经播过的反分裂法，或是“2·28”游行之类，所以我们必须承认，那天这则新闻是比较新奇，别人比较没有的（媒体改造学社、台湾新闻记者协会，2005）。

事件最后，《中国时报》并未因应各方要求做出道歉，仍将响应重点聚焦于强调记者已经善尽查证责任，并声明报道此事件的立意为善，目的在于导正网络乱象。学者与乡民仍对《中国时报》之狡辩大加抨击，知名学者陈顺孝（2005）在其博客《阿孝札记》中直言，在他来看，《中国时报》的报道不过是一则诱发偷窥欲望的低俗故事。

文献探讨

东海大学劈腿事件揭露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信息流通的环境，人们习惯于批判媒体，只要记者有不经查证、不懂自律的行为，都会被指称缺乏专业修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资讯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媒体，为何大众媒体应有的规范，网络媒体可以自外于批判对象而不需遵守？在这个媒体与资讯逐渐聚合、相互渗透的时代，我们要如何看待网络上的资讯？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资讯跳脱时空，成为历史数据的一部分，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真实面貌？

拉什（Scott Lash）在2002年写了一本著名的书Critique of Information，探讨资讯时代是否还有批判理论的可能。他指出，20世纪的社会文化理论以总媒体为批判对象，高举着意识形态的大旗，把焦点放在再现（representation）、权力、论述与叙事上。但到了资讯时代，我们面临的是极度压缩、快捷、断裂的资讯，所批判的对象，将不再是固守一地的理性本体，也不是确切的实夜（reality），而是游移、中介、紊乱的资讯秩序。当媒体文本不过就是万千资讯中的一种，现行的媒体批判理论便捉襟见肘，取而代之的将是资讯批判（唐士哲，2003）。问题是：资讯批判的内涵是什么？

资讯的意涵

理解资讯批判，先要说明“资讯”的意涵。在20世纪40年代，资讯论（Information Theory）刚出现的时候，资讯乃“熵”（entropy）的反义词，“熵”意味着随机性、缺乏预测性，是一种对失序的测量。依此类推，资讯乃指行为之可预测性（Broadhurst ＆amp; Darnell, 1970; Wiener, 1948）。稍后，学者对这种纯数学的说法做了修正，视资讯为“造成差异的差异”（Bateson, 1972: p.246），每种讯息都是差异，有区别的讯息才算是资讯，因此强调资讯的“多样性”。至于如何区别，则和情境（context）相关，此时资讯如同于“意涵”（meaning），指向有意义的符号。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讯和“知识”挂钩，以演绎的论述知识（discursive knowledge）为本，具有析论、拣择、抽象、复杂化约的特性，使理性从此成为资讯的本质（转引自Lash, 2002）。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视资讯为秩序、控制的表征，乃维系有机体组织运作的重要指针。

拉什（Lash, 2002）则从现象层面来看待资讯，当信息化社会来临，后设知识或后设叙事概念瓦解（Lyotard, 1989），理性、化约、可预测都不再是资讯的面貌。此时资讯既非论述，也非叙事，更非一种机制，而是一种幅员甚广却又瞬间即逝的流动位（bits）。拉什以为，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资讯产制带来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资讯超载，形成一个谬误资讯、反资讯与失控资讯的园地。以24小时连播的新闻为例，影像源源不绝地流通，新闻片段用过即丢，资讯本身内涵为何，精确与否不再关键。它的价值是短暂的，只是紧随着一个实时事件，一旦事件成为过往，资讯形同报废。因此，资讯不像论述一般，讲究合法性的论辩，更称不上是有系统的概念架构（唐士哲，2003）。

基于以上看法，拉什把资讯性（informationality）和社会性（sociality）加以区分。社会性的原则是持久而近距离的，资讯性则强调短期、远距离的效果。社会性中的事物，总有个实体的指涉对象，媒体之要务在于对实在进行再现；资讯性事物没有实在可以对应，再现不再重要，一切以表现（presentation）为依归。再现媒体的文本可以长久流通，表现媒体的资讯则展现着健忘的特质（唐士哲，2003）。拉什以为，当代社会的社会性原则，正逐渐被资讯性原则所取代，彰显的是流动、抽离、空间压缩、时间压缩下的实时关系。

资讯批判

如此快速无止境的资讯流动，其资讯批判的要务为何？拉什揭示了几个重要概念，首先是反身性（reflexivity），也有人称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泛指以自己作为思考及行动对象。这个词和反思（reflection）有所不同，反思是深沉的，作为主体的反思者和客体的反思事物有着明确的距离，此时主体的位置总凌驾于客体之上，有着明确的主从关系；反身的资讯则是快餐的，当自己成为反思的对象，主客体已然消融，反身者便等同于反身的事物。这种二元论的消逝，把原本属于超验的思考拉回地平线中，文化经验不再是超验／经验、主体／客体、书籍／读者、画作／鉴赏者的二分系统，而是扒着机器的一堆使用者，不断给科技喂送资讯，再从科技中获取资讯回归自我，这种人与科技之间的资讯循环，便是拉什所称的“内向性”（immanence）。

在内向性的运作下，人没有时间进行深刻反省，所做的只是不断添加资讯，拉什称之为“补遗”（supplement）。根据德里达（Derrida, 1978），补遗运动的出现，肇因于中心源头的缺失或不在场。当事物没有绝对的实在可以对应，人们对它的诠释，就进入一种戏耍（play）的场域，各自添加过多的资讯，以替补心中的所指（signified）。因此补遗在符号学上，便是能指（signifier）相对于所指的过剩。换言之，补遗乃超验不在场的后果，每名使用者都可以自设一个中心，并对此中心进行资讯延伸。

当超验／经验不再二分，知识、经验、行动便融为一体，结果是：人们总从日常经验中抓取资讯，以促发其行动，亦即透过反身之动力，将知识与行动、表现、事件紧密结合。反身性强调个人的诠释实践（accounting practice），它具有铭刻的本质（incarnate nature），将知（knowing）铭刻于行（doing）之中。它的资讯可以不断累积，而此累积又成为下一步资讯生产的基础，经由不断循环产制，成为资讯社会最大的资本，这种资本，正是资讯批判的对象。这种以日常生活为本的诠释实践，改变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知识不再反刍于行动，因为它就是行动，在补遗的运作下，知识不再是理性的化约，而是理性／感性的增补。再现文化中的批判者乃跳脱时空、不在场的主体，表现文化里则是直觉的经验主体，直觉的知识不会有永恒的陈述，而是透过不断的传播交涉而成。

拉什认为，在全球化的资讯流动中，权力不再以意识形态或语言论述表现，因为资讯就是权力，只不过，以资讯所表现的权力是游牧式的。在这样的游牧情境中，人们得以主动参与意义之建构，以戏耍的心态，将资讯融入生活的实践中。于是，我们对资讯的操弄与实践，就成了我们对它的批判；资讯批判的思考伦理不是解读，而是意义的操作与补遗。资讯批判的主要问题，不是去分析它究竟有何意义，而是它如何运作？如何产生效果？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实践？

群众书写

曾几何时，Web 2.0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不懂得Web 2.0这个词的含义者，就好像跟不上新媒体的脚步。事实上，奥赖莉（Tim O'Reilly）在2005年提出Web 2.0作为一总体概念时，偏向的是技术的应用，人文色彩很少。但Web 2.0带来的巨大影响，绝对不仅止于科技层次，更重要的还在于它预示了一个群众书写（mass writing）时代的来临。换言之，网络媒体与大众媒体的不同，便在于我们从一个读者为本的文化迈向一个以书写者为本的文化（吴筱玫，2008a）。

在What is Web 2.0一文中，奥赖莉（O'Reilly, 2005）列出了七项Web2.0的主要概念，分别是：（1）给予标签（如Tag）；（2）使用者就是奉献者（如PageRank）；（3）参与（如Blog）；（4）激进的信任（如Wikipedia）；（5）激进地去中心化（如P2P）；（6）便利大末端客户自我服务（如Google Adsense）；（7）丰富使用者经验（如Google Maps）；前四项都是群众书写的表现。当每个人都可以透过网络进行书写发表个人的看法时，便出现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出版经验。

舍基（Shirky, 2008）提出，新旧媒体之不同，不仅在于产制系统，更重要的还在于过滤系统的差异。以往我们面对的是有限的资源、版面以及高额的成本，在这些考虑下，出版商必须对出版内容先行过滤，即“过滤后出版”（filter-then-publish），才能确保精致的内容。我们所熟知的新闻学，正是这样一种过滤体系下的产物。当资讯模式从“稀少的经济”（economics of scarcity）迈向“过多的经济”（economics of abundance），资源、版面无限，且不需成本时（O'Donnell, 1998），我们将面临的是“出版后过滤”（publish-then-filter）的时代，也就是“大众业余化”（mass amateurization）时代的来临。

对于大众业余化这个概念，学者们都乐观以对。他们相信，使用者最初参与的时候，或许是基于私人的利益。但是当一群人都积极参与时，将产生集体的利益。如果有了有错误的资讯，一定有人出面更正，在“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信念下，集体利益下的资讯正确性，将更胜于专家体系，而且聚沙成塔，资讯将更多元、更完整。经由搜索引擎的挹注，使用者很容易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用自己的方式加以组织、规划。换言之，群众书写的核心精神，便是相信群众的智慧（Shirky, 2008; Tapscott, 2006; Surowiecki, 2004）。

在前述的群众书写机制中，搜寻引擎的PageRank属于一种被动式的书写，参与者缺乏主动性，但却被迫参与其中、共享资讯，不像其他三者，有明显的社群性，只是社群化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众多资讯管理程序中，PageRank抓取资讯的能力最强，资讯量也最丰富。因此，搜索引擎已成为使用者寻找数据最便利的渠道（Smith, 2008）。一般而言，完整的页面排序机制被视为业务机密，PageRank的始祖Google一直不愿意清楚说明其排序原则，已知的指标，包括网页更新的频率、标题与关键词运算的相似度，以及网页之间彼此超级链接的程度等等。以超级链接为例，PageRank以使用者键入之的关键词为本，将A页向B页的链接视为A页对B页的“投票”，再利用网络的互联架构，计算网页资讯被链接的次数，以此作为排序标准。因此，PageRank排序在最前面的资讯，通常是所有网络使用者点阅率最高的资讯（O'Reilly, 2005）。这种出版后的过滤机制，使人们相信PageRank中排序较高者，其“页面价值”也高，甚至高过《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故事（Scoble ＆amp; Israel, 2006）。这意味着，在一个群众书写的时代，近用性已然取代内容、机构品牌，成为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哪些资讯最可能被近用，则取决于群众彼此的选择。

研究问题

从文献回顾可发现，拉什（Lash）对资讯的诠释和传统的资讯论大不相同，他将资讯视为迅雷不及掩耳的流动位，而其批判任务，则是描述资讯超载所造成的失序情境。这一套论述，非常适合用来诠释新“2·28”事件当时的反资讯现象：无事找事的乡民没时间对资讯进行反思，他们面对一台台的机器，不断地看着讯息，然后反身性地喂送资讯，很多资讯已偏离主题，或根本只是为了冲人气。在原文早已删除之情况下，多数乡民所了解的情节，都只是片断转述，大家再针对这些转述添加资讯，造成中心不在场的补遗效果。结果，在当晚的事件中，PTT成了拉什所言的一个失控资讯的园地。

然而，对人类社会而言，我们面对的不只是瞬间即逝的资讯流动，更可能是长期的资讯保存与取用。资讯不只是位，还是种文化因子，它不会只有资讯性，也会有社会性，在流动、断裂、压缩的同时，人们还是有区隔、分类、组织的意图，这才是资讯文化的本貌。此时表现媒介一点也不健忘，它仍具有再现事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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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看，拉什的论述虽解释了BBS的同步文化，却不足以说明PageRank这样的异步陈列。

作为一群众书写下的权力机制，PageRank中被优先陈列的资讯，便是群众最常点阅的资讯，而其顺序的优先性，又将成为日后知识建构的基础。本研究想探究的是，这样一种资讯陈列机制，其批判要务为何？研究者将以资讯“多样性”与“反身性”为基础，了解这些流通资讯如何运作？产生何种效果？必须说明的是，“反身性”一词在拉什的论述中，是种大格局的指涉，作为资讯社会下资讯批判的基础，如此大词很难进行概念化操作。因此，本研究必须将此概念转化，其实际操作与拉什的概念并不全然相同，稍后再作说明。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一、在PageRank机制下优先陈列的资讯，其多样性为何？

二、在PageRank机制下优先陈列的资讯，其反身性为何？

三、PageRank的群众书写，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有何影响？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关注群众的书写如何成为知识建构的基础，以台湾新“2·28”事件为研究个案。过去没有相关的研究方法可供参考，研究者只能凭借个人经验，找寻一套较为可行的研究策略。

网络上书写机制非常多，可以回收群众书写的，莫过于搜索引擎，技术上以PageRank为本，台湾又以Google和Yahoo（台湾为Yahoo！奇摩）为大宗。另外，台湾Yahoo！奇摩有一种“知识＋”服务（即answers.yahoo.com），性质雷同于日常生活实践，使用者可以随时提问或回答知识、生活上的问题，也非常受欢迎。在搜索引擎的使用率上，Google较Yahoo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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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2008年9月时对台湾“知识＋”进行搜寻，发现相关讨论仅3个，数量远不及PageRank机制下的网页，因此决定以台湾Google为样本进行研究。Google对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优先陈列方式，由于此事件是一个单纯的台湾本土事件，他国和地区Google不会有太多相关资讯，因此搜寻范围以台湾地区Google为样本（www.google.com.tw）。

网络资讯流动快速，Google资讯陈列每天都有可能改变，这造成了取样上的困难。由于网络不是封闭系统，没有一成不变的静态资讯可寻，研究者所做的，是找寻开放系统中的“稳定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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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经过长期观察，搜寻结果有些改变，但改变幅度不大时，就视其为充分稳定的资讯，可供进一步分析。

取　样

研究者以“东海大学劈腿事件”字符串搜寻Google繁体中文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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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搜寻日期为2008年1月5日，原始结果有898条。由于PageRank数据会“虚胖”，按到最后一页才会有精确数据出现，经过此动作后，数据剩下72条。之后每两个月选一天进行观察（3月5日、5月11日、7月20日、9月15日），比对资料之间的差异。发现在7月以前，差异不出3～4条，重要的是排序变化不大，转发的劈腿原文一直是第一篇，表示搜寻结果相当稳定。到了2008年9月15日最后一次观察，数据排序上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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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搜寻是394条，经过筛减动作之后为70条。虽然9月15日的资料仍有许多与1月5日重叠，但为确保研究结果没有太大差异，研究者对1月与9月两次的数据都进行分析，并比较其可能的异同。

由于数据很多，考虑使用者不会全面阅读，只以前20条数据为样本，视为优先陈列的资讯，分为1、2两群。1月编号为1—1，1—2……1—20，9月为2—1，2—2……2—20。Google会把某些来源雷同的资讯采用子母陈列，如果碰到这种状况，则以1—1—1、1—1—2……表示。这代表总资料条数并非40，总计1月有24条，9月有22条，剔除重复或与事件本身不相关者，1月有20条，9月有16条。

接着，研究者对文本进行编码，列出“标题”、“来源”、“上载日期”、“主文本”与“超级链接”等项目。在主文本界定上，由于网页资讯庞杂，本研究仅分析网页书写者陈列的前三份文本（含转贴的）。如果是论坛，则以前三篇帖文与响应文本为主。

研究操作

本研究旨在分析PageRank对劈腿事件所提供的资讯秩序，从多样性与反身性两项评估页面的资讯价值。多样性采纳资讯作为一种差异的看法，主要看“来源”、“主文本”与“超级链接”三项。理论上，当资讯的多样性越高、完整度越强、重叠性越少，资讯价值就越高。反身性在本研究中，并非对流动资讯的补遗，这是由于异步的页面排序文本在本质上不同于同步的流动位。因此，本研究必须对拉什的概念进行转化，视反身性为“个别书写者对事件主观填补意义的行动”，以“批判性”、“内向性”与“补遗性”三项进行分析。反身性文本的资讯价值参差不齐，视其内容是否有利于重建事件现场而定，纯感想式的反身性文本并不利于对事件的回顾。

1.多样性

多样性分来源、主文本与超级链接三项。经过初步分析，来源归纳为四类：（1）论坛；（2）博客；（3）新闻网站；（4）其他。

主文本方面，依据案例描述，本研究将文本类别归纳如下：

A：a大所张贴的原文本的转贴，分：

A1，转贴原文；

A2，转贴道歉文本（1）（媒体刊登前文本）；

A3，转贴道歉文本（2）（媒体刊登后文本）。

B：媒体所刊登的文本，分：

B1，转贴《中国时报》文本（头版与八版）；

B2，转贴《苹果日报》文本；

B3，其他媒体跟进报道的文本（含检讨、论战）或转贴文本。

C：群众与媒体的对话，分：

C1，转贴BBS反弹文本；

C2，转贴《中国时报》记者个人声明；

C3，网站书写者个人意见或感想。

D：相关研讨会或座谈会的文本。

至于超级链接部分，则以链接数为单位，单一网页可能会有许多链接数。编码表将列出文本类别，并测试这些超级链接是否仍然有效。由于超级链接不会链接重复文本，因此超级链接越多的网页，理论上资讯多样性应该越强。问题在于，网页随时可被移除，一旦超级链接无法成功链接，反而会降低该网页的资讯价值。

2.反身性

如前所述，反身性强调书写者主观填补意义的行动，针对文本进行分析，有三个观察指标：

一是批判性，即书写者的批判位置，包括（1）批判发文者（通常呼吁不要犯法）；（2）批判媒体；（3）批判乡民；（4）个人感想，个人感想并不代表书写者没有批判对象，而是指其在论述时，从自身的使用经验切入。

二是内向性，这里设定为书写者喂送资讯时的语气，大概分为（1）理性；（2）感性。如果书写者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做分析评论时，视为理性；如果书写者用日常生活语气陈述，视为感性。有些文本理性感性兼具，则视哪一种面向较多，偏向理性者为理性，偏向感性者为感性。因此，分析结果只有“偏理性”或“偏感性”，没有绝对的理性或感性。一般而言，理性的文章通常较长，感性较短，但这不是绝对的，还是要对文本论述进行分析才能确定。

三是补遗性，非流动性的文本不太可能有多向补遗的现象，因此这里把补遗设定为书写者单向填补意义的动作，亦即从哪一篇文章或哪一个点开始，引发书写者论述，又添加了哪种类型的资讯。

资料分析

研究者将两次数据进行编码、制表，结果详列于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则列出各笔资料的网址。经过剔除与事件本身不相关、无法成功连接或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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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料后，共分析1月5日资料20条，9月15日资料16条，各项描述统计综合如表6—1。

[image: alt]


值得一提的是，两次搜寻中，数据上载日期皆环绕在2005年3月，只有一条是2008年的数据，且顺序在后面（2—18）。这显示出，至少在2008年9月以前，该事件为一较为封闭的事件，新数据不多，数据结构基本稳定。

多样性

多样性的衡量以主文本为主，标的则是这些主文本是否有利于事件回顾，包括PTT上的原始文本A1、A2、A3与大众媒体文本B1、B2、B3、反弹文本C1、C2的完整性，C3多属于个人感想式的反身性文本，重要性较差。

1.来源

以博客为多，接近一半，而且排序都在前面（参照表6—1）；论坛次之，排序也很高。相比之下，号称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在PageRank中一点也不主流。其主要原因在于新闻网站的资讯“过后即丢”，习惯将网页从原网址上移除，即便最受欢迎的新闻平台“Yahoo！奇摩新闻”也是如此。此外，主流媒体网站强调内容付费，过期数据都进入数据库，使用者必须订阅，才能近用新闻内容，PageRank无法搜寻到它。这使得更新频繁、串联性高且不受近用限制的博客在搜索引擎上获得压倒性优势，与斯科布和伊斯雷尔（Scoble ＆amp; Israel, 2006）的说法相符：只要经常写博客，就能在搜索引擎中获取较佳排序。

2.主文本

由于来源以博客与论坛为多，因此主文本多为书写者个人的意见与感想。通常，书写者会先转贴一份文本，再据以发表自己的看法（C3），而被转贴的文本，又以B1、B3为多，说明大众媒体的报道确是掀起这次事件讨论的重要因子。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PTT上被a大删除的原始文本A1，早被乡民转贴下来，而且在7月以前的搜索顺序中，一直高居第一；9月15日的搜索也找得到，只是排序没有那么靠前。这意味着，当BBS书写者写出一份文本，就等同于丧失了对它的掌控权。资讯时代如舍基（Shirky, 2008）所言，是个出版后过滤的时代，而大众媒体时代应当被滤除的文本A1，正是群众所过滤出来的主要文本。其二，主流媒体的文本，除了《东森新闻报》文本（即ETtoday，9月以后为Nownews）算是新闻网站的原始文本外（1月3篇，9月1篇），其他皆为转贴。因此，除非搜索者进一步找寻纸本，或从主流媒体数据库中搜索该文本，否则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一定是原始文本，也就是德里达（Derrida, 1978）所谓“中心源头不在场”的状况，这对未来的知识建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3.超级链接

超级链接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表面上，超级链接所导引的超文本是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延伸，链接资讯越多，说服力也越强；但实质上网页可以轻易移除，这使得以超级链接为本的文本完全失去了它的诠释力。换言之，原本被视为庞大知识机器的超文本，并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旦时过境迁，它便从一个强化叙事能力的机制，转变成一个彻底的破坏者（吴筱玫，2008b; Aarseth, 1997）。以本案例而言，两次资料中，无法链接的数据远超过可链接者，1月是9∶24，9月为2∶9。而之所以可链接，多数是链接自己内部的网页，如《东森新闻报》某则新闻链接《东森新闻报》另一则新闻，或是《阿孝札记》某篇评论链接《阿孝札记》的另一篇评论。属于外部可链接者甚少，只有1—10这一篇文章可以链接A2、A3，其余皆不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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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示超级链接的叙事效力远不及直接转贴，或许可以解释在9月搜索时，为什么有超级链接的文本大幅减少。

综上所述，除了B2、D数份文本不在前20条数据中，其他文本都找得到（A3要用超级链接），文本多样性无多大差别，只是多数主文本集中在B1及C3，搜索者必须耗费较多精力一一检视，才能搜集齐全。主流媒体文本无法直接链接是个困扰，来源多为博客与论坛。虽然验证了“大众业余化”的现象，但也因业余的资讯来源信度还不够，给事件回顾平添了不确定的因子。

反身性

反身性文本主要反映在C3，占了所有页面三分之二以上，这与博客、论坛盘踞在搜索的优先级有关。1月5日的前10条资料只有1条没有C3，9月15日仅3条，这多少验证了拉什（Lash, 2002）的看法，即C3属一种游牧式的资讯权力，人们可以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以戏耍的心态，将资讯融入生活实践中。在本研究中，B3也被视为反身性文本，因为B3经常是对B1的反思，不论这种反思是来自于媒体记者或读者投书（如1—16），都是对B1的批判。如果网页只转贴B1，而没有任何其他文本，则不属于反身性文本。反身性可以让搜索者看到许多不同的看法，但言不及义者也很多。因此当反身性文本过多，描述事件的文本却很少时，反而不利于事件的回顾。

1.批判性

就两次数据分析而言，个人感想较多，批判媒体者也不在少数。一般而言，个人感想都不是什么理性的论辩，喜欢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把自己关心的方面说出来。几个短的例子如下：





有人是想增加人气，想得不得了

但有人是一见光，想停都停不了啊orz

有人是从高中就劈腿到结婚之后还在劈

这件案例却是全部见光死XD

只能说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啊（1—4，2—6）

所以啰，这故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遇到这种事，还是不要让到　　处乱写的好LP捏着

酒多喝吧……

酒醒之后奋发图强再出发吧！

劈腿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玩不玩得起、承不承担得起的问题吧（1—7）





在批判媒体方面，1月搜索的6篇中，3篇属主流媒体《东森新闻报》文本（1—10—1，1—16，1—19），2篇来自传播学者陈顺孝的《阿孝札记》（1—9，1—9—1），只有1篇看不出书写者，但转贴文本非常齐全（1—2）。至于9月搜寻的3篇，一篇为《东森新闻报》文本（2—15），一篇为《阿孝札记》（2—11），还有一篇来自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2—16）。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文本，从专家的立场来批判记者盗用不雅的BBS讯息。由于是专家观点，多数都是较理性的讨论，只有1—2有较情绪性的用词：





今天惊见前几天在台湾最大BBS批踢踢上面的Hate板蓝爆事件登上《中国时报》头条，一个由单纯的周侯恋引申出市井小民小小的苦水，居然会登上全台发行的报纸的头条，这不禁让我再度对台湾的记者体系感到心寒。

记者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这种非公众人物的隐私如此穷追猛打，这是社会事件？还是私人事件？洋洋洒洒的头版头条文章里面，全文出自于PTT网友文章的比例大家心知肚明，甚至连照片也原封不动地贴上，说句难听的，现在的记者没有PTT还活得下去吗？多少文章是抄来的？《中国时报》一样，《东森新闻报》也一样，媒体记者已经是公认的台湾乱源之一，难道你们没有自觉吗？

主编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报道居然拿来放头条？台湾的部分媒体工作者真的是自己向下沉沦而无所知，可悲！（1—2）





2.内向性

内向性用以判断使用者在面对计算机时，其喂送资讯的语气。计算机中介传播相关理论相信，使用者面对机器时，将有去人性化的效果，也会有比较多的情绪内容（Rice ＆amp; Love, 1987; Kiesler, Zubrow, Moses ＆amp; Geller, 1985）。但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种草根媒体，允许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突破“过滤后出版”的藩篱，直接与传统媒体对抗（Gilmor, 2004）。这使得PageRank所呈现的，是兼具理性论辩与感性抒发的园地，只是在排序上，偏感性的内容都比较靠前。这些感性的内容有个特色，就是陈述的对象看似他人（贴文者、媒体），其实是自己以及会来看自己文章的社群成员，他们会转嫁自己的经验，提出个人看法，符合拉什所指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如：





但是光看这篇文章

我也不觉得那个被劈的男生人会好到哪里去（1—1，2—13）

感情的事情处理上要很小心

劈腿真的不能原谅大家将心比心如果你是那男的

发生这件事当场被你抓到你能转个头就无事离开吗……

我看很难……

当然随便乱散布他人数据也是不对的做法……（1—6）

不管怎么说

当然被劈是一定很难过

但是我不怎么会同情他……

指名道姓地在网络上公开骂人，再加上那些用词

基本上没办法让我觉得这个人本身有多好

更蠢的是这样已经完全称得上是犯罪了

如果哪天被告……我也真的觉得是活该（2—5）





3.补遗性

补遗泛指在中心源头缺失的情况下，资讯增生的现象。在同步对话的情境中，补遗特别明显。由于PageRank保留的多半不是同步文本，除了论坛以外，看不到书写者针对同一文本不断添加资讯的动作。不过，可以看出大多数书写者不是以“劈腿”的原始文本A1为论述基点的，而是以“媒体以头版头条报道劈腿”B1为本。每名书写者看到的方面又不大一样，批判媒体者并非多数，新闻报道里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书写者发表感想的来源。

两次数据比较

数据的不确定性，是网络研究方法上的一大问题，本案例封闭性较高，除非强而有力的新数据出现，数据结构应该算稳定。但在设定的两次搜索中，却有相当不一样的排序结果，这种排序上的变化很难深究，可能是新数据出现，更可能是PageRank的机制有了些微改变，无论怎样，都不像是群众的选择。

就两群数据比较，重复出现者有1—3（2—5—1），1—4（2—6），1—5（2—7），1—7（2—10），1—9—1（2—11），1—10—2（2—12），1—1（2—13），1—18（2—14）共8条，也就是9月较1月而言，有8条是新资料，1月则有12条不同资料未列在9月中。大致来看，1月排序较靠前的数据，重复几率较高。如果仅以前10条数据做分析，则9月资料只有2条与1月不同。虽然数据看来有异，但不论就多样性还是反身性，两次结果变化并不大，都是以博客、感性的C3文本为主，针对B1进行补遗，补遗的内容以个人感想居多，批判媒体与发文者次之。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探讨。9月的搜索中，排序前三名的数据，都不是对事件的实质论述。2—1乃维基百科中关于《中国时报》的条目，里面提到此事件，但并非以此事件为论述核心，且其排序所以如此之高，应该是群众搜索“《中国时报》”，而非“东海大学劈腿事件”的结果。2—2完全看不到相关性；2—3有关于新“2·28”事件的超级链接，但并非以此事件为本，反而像在介绍劈腿恋的书，因此本研究皆列为“不相关”。为什么PageRank会优先列出非直接相关的数据？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另外，两次搜索的第一篇也值得玩味，2—1从“写史”角度出发，对《中国时报》记者陈洛薇与编辑室的所作所为已然定罪，这和1—1为转贴的原文A1，给搜索者的感觉很不相同。因此，可以假定资料排序将会影响后世对此事件的重建，而我们却不得不依赖机器的运算机制来帮我们做这件事。

讨论与结论

PageRank对新“2·28”事件的回顾显示，提供多元资讯的单条数据极少，除1—2与2—18的文本内容较为完整，有助于事件还原之外，其余数据多属个人感想，使搜索者必须耗费较多心力，在数据之间不断来回，才能得到事件的整体轮廓。但无论如何，相较于纸本时代需要一一查阅、影印主流媒体的文本，或是PTT那样瞬间即逝的资讯流，PageRank不失为搜集资讯的好场所。只是，以PageRank为本的资讯秩序，对后世的知识建构与历史事件的回顾有何影响？新“2·28”事件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群众书写下的知识形塑

如拉什（Lash, 2002）所言，在资讯时代，我们面临着极度压缩、快捷、断裂的资讯，所批判的对象，将不再是固守一地的理性本体，也不是确切的实在，而是游移、中介、紊乱的资讯秩序。这种实在的脱离，使知识建构不再以实在为依归，而是书写者对随手而得的资讯或文本进行意义的操作与补遗。至于哪些资讯将被优先取用，则呈现一种自行出版再由群众过滤的状态。其最大的影响，便是颠覆了传统的权力结构。

福柯（Foucault）在其著名的“权力／知识”论述中，主张权力乃由下而上，经由力与力的交互运作产生，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便在于运用排除的策略，将他者确立为知识的对象，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此时，权力被化成一种规训的技术，内化到主体的认知之中，进而影响个人的行动（刘北成等译，1992；尚衡译，1990）。大众媒体时代，知识策略以科学为本，不理性、不客观的事物被排除于知识之外。新闻的目的以还原事件本身为要务，而掌握事件还原的，则是一群叫记者的人。在作者少而读者多的时代氛围下，慢慢发展出新闻专业，拥有这种专业，就等于拥有了权力，可以制定何为“实在”。因此，专业正是一种排除策略的表现。到了Web 2.0的新媒体时代，以群众为本的书写机制，鼓吹读者即书写者的思维，只要懂得排序的策略，便能在PageRank获得较佳的排序，专业与否不再是出版的考虑。传统的专业体系开始瓦解，主流媒体如报纸、书籍，也不再是资讯时代的主轴，最终冲击的是原有的权力／知识基础。

一个权威体系的瓦解，通常意味着另一个权威体系即将取而代之。依照伊尼斯（Innis, 1951）的看法，随着媒介的递嬗，会有不同的知识垄断，既有的知识体将被新的知识运作逐渐取代。新“2·28”事件的页面排序显示着，主流、专业不再是主要的运作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书写者利用科技的运算手法，借群众彼此的交互点选提升资讯近用的可能。此时知识策略是人与科技的结合，资讯内涵则是以一种反身性为本的经验主义（Lash, 2002），确切的实在文本（PTT上的原始文本）已然消失，搜索者所看到的，是不断重复的转载文本A1或B1，以及一堆填补A1与B1意义的文本。资讯多样性高的同时，冗赘性也高，这便是搜索引擎目前所呈现的知识特征。

历史事件之还原

当知识形塑无法以实在为依归，进一步影响的，将是历史事件的还原。网络资讯是否为好的历史资源，一直被历史学者们质疑（Rosenzweig,2006）。而史家对于过往“事实”的追求，一如一名专业的记者，一旦把这样的知识权力交付给群众，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就本案例来看，主要的文本A1、B1、B3，甚至是A2、A3、C1、C2、D，都可以轻易通过搜索获得。资讯看似非常多样完整，但须注意的是，这些文本除ETtoday文本外，皆非原件，而是群众不断转载的成果。这意味着文本脱离了它的载体，成为复制的资讯流。当复制品和真品长得一模一样，文本的唯物史，便被不断的生产与消费流程替代（Knapp, 1997）。过往以“物”定义的真品，一旦资讯化后，地位产生了动摇，资讯可以到处挪移。在这样的挪移中，资讯被长久保存了，但以往挟带资讯的实体媒介，不再具有承载资讯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原件”这两个字，开始进入了一个模糊不确定的状态。

当原件不能明确，历史真实就变得浮动。在资讯靠实体媒介携带、认定的年代，人们可以借由此媒介验明其存在的空间与时间。泛黄的纸张，可以定义上面的资讯有了相当的年代；放了一段时间的电影录像带，再次播放时影像会变得格外模糊，因为实体媒介会随着时间演进而渐渐毁损，考古学也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在资讯数字化以前，实体媒介诠释了该资讯的历史存有，它携带着关于“实在”的讯息。一旦这个存有转化成数字资讯，我们对真实的判定，便再也没有实体媒介做后盾，一百年前的资讯与昨日的资讯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上传下载日期随时可以更新，甚至造假。于是，我们对资讯产出年代的判定，将无法透过媒介确认（吴筱玫，2008b）。

相较之下，新“2·28”事件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事件，数据时间集中在2005年3月，新的资讯较少，虽不能保证数据没有被修改，但大致而言争议不大。但有许多持续进行中的事件，后续的数据将取代原先的数据，获得较高的排序位置（Hellsten, Leydesdorff ＆amp; Wouters, 2006），这使得PageRank下的事件还原，不再是对实在的追求，而是群众权力角逐之果。本研究以为，若搜索引擎终将成为我们认识史实的重要园地，对知识建构展现其贡献；则其排序机制，必须兼顾文本的权威性，建立一套更具权威的评量机制，以保障历史事件之还原不会被反资讯与谬误资讯所误导。毕竟，资讯批判对“戏耍”的接纳并不意味着将“事实”放逐，事实或许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方法，但它不能完全背离实在。

结语：群众的智慧？

以上的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群众的智慧”，Web 2.0的科技专家对此深信不疑，但本研究所显现的，以出版后过滤为本的资讯，并不能确保它的“智慧”。首先，排序优先的数据充斥着个人化、感性的经验反刍，对事件本身的回顾帮助有限。其次，哪些数据该被保存，群众的想法和专家并不一样。以1月的搜寻为例，转贴的原始文本A1高居榜首，一直持续到7月，这表示群众对此文本兴趣最高，点阅几率也最高，但这份文本是否适合散布于众，却存在资讯伦理上的问题。最后，群众到底指谁？是那些成天相互点选的访客？还是真正的社会大众？抑或以群众之名，行权力之实的机构？本研究认为，在PageRank数据结构中，由于原件的消逝，文本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不复存在。其所呈现的面貌，是旧资讯永远有可能被新资讯替代，这使得权力／知识的表现，已然从一个空间的问题慢慢转变成一个时间的问题。只要有意或无意间掌握了时间与科技，就等于掌握了权力。如此看来，所谓群众的智慧，开启的不过是另一场权力的游戏。

最后，本研究要强调的是，虽然当代的资讯性原则强调流动、抽离、空间压缩、时间压缩的实时关系，但当短暂的资讯流成为长久可搜索的资讯后，这样的原则并不利于事件的回顾，反而容易让使用者失去方向。因此，PageRank的页面排序不应该只沦为个人化的资讯空间，而是能优先提供接近事件本身的文本，让搜索者在主观意义与事件实在之间进行权衡。在填补意义的同时，又能够尽可能还原事件本身，才是资讯批判最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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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网址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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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http: //www.thefreemedia.com/index.php/bbs/printtopic/548? them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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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内容同1—7，但网址为http: //alansay.blogspot.com/2005 _ 02 _ 27 _ archive. html

2—1　　http: //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9％ 　　　　　82％E5％A0％B1

2—2　　http: //blog.xuite.net/k8system/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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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网址同1—8

2—4—1　　网址同1—8，2—4

2—5　　http: //blog.roodo.com/telsa/archives/29654.html

2—5—1　　网址同1—3

2—6　　网址同1—4

2—7　　网址同1—5

2—8　　http: //forum.ek2l.com/ek2l/viewtopic.php? t＝84246＆amp;sid＝65be3cOde 　　　　　6b47f15dc9c05ee8fc62b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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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7％E5％AD％B8％E5％8A％88％E8％85％BF％E4％BA％8B％E4％ 　　　　　BB％B6.html

2—10　　网址同1—7

2—11　　内容同1—9—1，但网址为http: //blog.chinatimes.com/ashaw/archive/ 　　　　　2005/08/11/10531.html

2—12　　内容同1—10—2，但网址为http: //www.nownews.com/2005/03/03/ 　　　　　11336-1759820.htm

2—13　　内容同1—1，但网址为http: //vbb.twftp.org/showthread.php? p＝31095

2—14　　网址同1—18

2—15　　http: //www.atj.org.tw/newscon1.asp? number＝758

2—16　　http: //ojr.pots.tw/archives/67

2—17　　http: //smalla.dyndns.org/hope/archives/000936.html

2—18　　http: //www.atlaspost/com/landmark-326696.htm

2—19　　http: //www.rayfme.com/bbs/thread-21983-1-1.html

2—20　　内容同2—18，但网址为http: //katejane12.wordpress.com/2008/04/03

注　释


〔1〕
 关于新“2·28”事件之整理，改写自陈秋云之硕士论文（陈秋云，2008）。


〔2〕
 关于PTT之描述，参考自维基百科条目：http: //zh. wikipedia. org/w/index. php? title＝％E6％89％B9％E8％B8％A2％E8％B8％A2＆amp;variant＝zh-tw。


〔3〕
 乡民是批踢踢之流行语，泛指一群事不关己，专门凑热闹、起哄的人，对板上与自己毫无干系之文章大发议论，引自周星驰主演之电影《九品芝麻官》之对白：“我是跟乡民进来看热闹的，只是往前了一点点……”


〔4〕
 “水桶”或“浸水桶”，是BBS板主针对发官不当或不遵守板规之乡民所进行的一种处罚方式。浸水桶之乡民将无法发表、回复文章，通常板主会注明停权时问。


〔5〕
 摘录自《〈中国时报〉记者陈洛薇声明》，批踢踢实业坊media-chaos板，2005-03-03。


〔6〕
 事实上，对事物进行分类与组织，乃人类存有之本能，也是资讯存在之意义，只是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分类观，此类看法不胜枚举，不只模控学（Cybernetics，即资讯论）的创始者（Wiener, 1950）如是说，人文社会学科里的福柯（Foucault, 1994）、道格拉斯（Douglas, 1996）都有类似看法。


〔7〕
 根据网络资讯Alexa的统计（2008-10-23数据），Yahoo全球使用率一直高居第一，Google第二。不过Yahoo最受欢迎之服务为电子邮件占46％，搜索引擎只占14％；Google刚好相反，搜索引擎占了65％，邮件只占14％，参见www.alexa.com。


〔8〕
 也就是不稳定中的相对稳定。后现代系统论相信系统在开放情境之下，不会有永恒的运作法则，而是全然的机制依附（mechanism dependent）。一般而言，系统行为或资讯可以维持相对稳定，但若机制有任何风吹草动，将会引起大扰动，产生巨大变化（Prigogine, 1997）。


〔9〕
 关键词的输入将会影响研究结果，如果输入“新‘2·28’事件”，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排序，研究者在尝试各种输入法后，发现“东海大学劈腿事件”得到的资讯比较完整，但研究者无法确保它一定是最适当的关键词，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


〔10〕
 原因不明，可能是Google排序机制有所改变，也可能是新的相关资讯加入后所造成的结果。


〔11〕
 重复指在同一数据群（1或2）之内出现两次之数据，如果同一数据分别出现在1群与2群之中，则不算重复数据。


〔12〕
 经查1—10这份文本目前状态（2008-10-26）设为Forbidden，因此A2，A3已无法链接。


第三部分　新瓶旧酒？



第七章　范式订定事件与事件常规化

——以YouTube为例分析香港报章与新媒体的关系

李立峰

导言：巴士阿叔、机场阿婶

2006年4月底，在香港，一名年轻的公共巴士乘客因不满另一名中年乘客通过手提电话谈话的声音太大，要求对方减低音量。结果年轻乘客反被中年乘客大声喝骂。两人的冲突过程被车上另一人以手机拍下，并上传到短片网站YouTube。短片先在网上引发大量讨论。几天之内，有电台节目开始对短片内容作出讨论，并呼吁事件中相关人士现身说法，而短片本身的“收视”亦在十天内高达78万人次。5月8日，该片段首次被报章提及，个别专栏作者开始在文章中评论该短片。5月23日，作为片段男主角之一的年轻乘客接受电台访问。当时，“原装”短片在网上的点击量已达170万人次，因短片而产生的多个版本的总收视已超过至少240万人次。

5月25日，拍摄短片的乘客接受电台访问。5月26日，几乎全部香港报纸都对“巴士阿叔”事件作出了广泛报道。《明报》不仅将有关新闻放在要闻版，并发表题为“巴士客粗言辱人犯法，旁观者哑忍助长歪风”的社评。同日，英国《卫报》报道事件，指该短片在香港比电影《达芬奇密码》更受关注，香港报章则纷纷反过来报道事件如何成为“国际新闻”。同一时期，在香港电视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无线电视推出广告短片，由绰号“阿叔”的著名电视台足球评论员林尚义扮演“巴士阿叔”，宣传电视台的世界杯足球赛节目。

5月31日，“巴士阿叔”终于现身，差不多成为翌日全港报章的头版头条新闻。几天之内，一所连锁餐厅决定聘用当时没有工作在身的“巴士阿叔”陈乙东做侍应，但到了6月7日，陈在上班期间被三名蒙面人士殴打，“巴士阿叔”随即被餐厅解雇。《东方日报》进行了民意调查，指“共六成半人认为阿叔的下场不值得同情实属咎由自取”。

自此之后，“巴士阿叔”本人的新闻价值开始下降，不过事件继续在媒介中成为各类新闻的参照点。在慧科新闻搜索器
〔1〕

 上，若以“巴士阿叔”为关键词搜索2006年下半年的香港报章，共可得出547篇文章。换句话说，这半年内，每天平均会有三篇报刊文章重提旧事。

“巴士阿叔”在香港算是一次经典的新媒体事件。而从以上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虽然新媒体事件往往由在新媒体上流传的信息和影像所引发，但主流传媒的反应，其介入的程度、时间和方式都会对新媒体事件的形成及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基本的，正如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罗伯特·默顿（Paul Lazarsfeld＆amp;Robert Merton, 1948/1971）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大众传媒有一个地位赋予的功能（status conferral function），即其可以赋予被报道的事情和人物一定的地位和合法性。在主流传媒的镁光灯下，正如5月27日香港经济日报社评标题所说，“‘巴士阿叔’岂止笑话咁简单”。

在“巴士阿叔”事件中，电台节目、报章、电视台以至国际媒体所生产的内容，形成媒体循环（media loops）（Manning, 1997）。当媒体互相引用对方的内容时，产生的便是一种滚雪球效应，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和膨胀。香港报章对短片的广泛报道引起英国报章的兴趣，而英国报章的报道则反过来印证事件的“国际性”。同样道理，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之间亦形成媒体循环。主流媒体的关注令更多人到网上讨论事件、观看短片，以及制作短片的不同版本。事实上，跟短片有关的媒体报道往往会被放回YouTube上播放，又或于互联网讨论区内被张贴和引用。而持续的网上讨论、越来越高的短片点击率，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版本则成为主流传媒继续关注事件的理据以及报道的内容。
〔2〕



自“巴士阿叔”之后，YouTube在香港家喻户晓，而网上短片则更常受到传媒的关注。如2009年2月4日，一名中国籍妇人在香港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却因为到达闸口时已过了登机时间而被拒绝上机。妇人随即大发雷霆，拍打航空公司的柜台并坐倒在地上。该片段由当时在场的一位航空公司地勤人员拍下。2月13日，短片被放到网上。2月16日，事件被香港有线电视甚至几间台湾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报道（这些电视新闻报道都被放回YouTube上）。3月5日，跟事件相关的国泰航空公司证实机构内部已经对短片中的女乘客进行补偿，并以“集团员工必须尊重顾客权利和隐私”为理由，对拍摄短片的员工作出警告处分。3月6日，全港报章均报道了国泰航空公司的行动。根据《星岛日报》，有关短片在一个月之内的点击量已突破500万人次，在网络上被戏称为“机场阿婶”的女士已经成功打破了“巴士阿叔”的纪录。

相比“巴士阿叔”事件，主流新闻传媒对“机场阿婶”短片的反应明显较快。“巴士阿叔”短片在网上引发热潮后约一星期才开始在电台上讨论，短片上网两星期后才开始有部分报章作出报道。到主流传媒全面参与时，已是短片上网后一个月的事，短片的网上收视早已超越数百万人次。相反，“机场阿婶”在13日上网，15日就有报章报道，16日就有电视新闻报道。不过，新闻媒体没有用大篇幅去“炒作”事件，没有尝试找出事件的主角，亦没有尝试从事件中提出有趣或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议题。例如航空公司对员工的惩处是否合理？服务行业的前线员工在面对无理顾客时以手机拍下片段自保是否恰当？既然机场是公众场所，员工在什么意义之下侵犯了短片主角的隐私？自有关消息被报道后，网上论坛对这些问题有不少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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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媒体却没有作什么跟进报道和分析。

如果“巴士阿叔”是一个经典，“机场阿婶”在今天的香港则可说是更加典型和更加常见的“新媒体小事件”。在这些小事件中，网上流传的信息和内容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甚至一些网上行动和涉事机构的响应。但主流传媒并没有担当主导的角色，它只依据既有的新闻价值和常规对事件作简单的报道。相对于“巴士阿叔”而言，像“机场阿婶”这些小事件的主角在广大的公共空间中所获得的是更为接近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说的“15分钟的名气”。

从“巴士阿叔”到“机场阿婶”，我们可以怎样理解和YouTube短片有关的“新媒体事件”的演变？从经典的大事件到常规化的小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为什么“机场阿婶”在社会上引发不起更大的回响？更笼统地说，为什么没有更多跟YouTube短片相关的新媒体大事件在香港发生？主流传媒到底如何选取新媒体上出现的内容并加以报道？其报道的方式和内容又有什么特征？

提出这些问题，意味着本文并不是要就个别重大的新媒体事件作深入分析。本文的前提之一，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是新媒体事件的形成和发展跟主流媒体的反应和介入密不可分。本文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新媒体事件，那么我们应不只对大事件有兴趣，而也应该留意各种各样的小事件，甚至根本算不上引发了事件的新媒体内容。在这些前提之下，分析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就是去分析各新媒体大小事件的产生背景和条件，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媒体事件的形态、力量及局限。

下文会先对新媒体和主流媒体的关系作一个更为概括性的讨论。然后，透过回顾及分析香港报章如何报道YouTube短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新媒体事件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主流新闻传媒上出现。当然，YouTube短片只是新媒体事件的来源之一，但以YouTube近年所引起的公众兴趣而言，分析主流传媒如何看待YouTube短片，应有助于我们去了解更广义的“新媒体事件”这个概念。

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和订定范式的新媒体事件

要分析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先界定“主流媒体”一词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主流媒体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的传播空间中占主导地位的传媒机构。所谓占主导地位，除了指这些机构有大量的受众和较高的认受性，因而对社会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外，在更具概念性的层次上说，我们可以借用英国传播学者库尔德里（Couldry, 2000）的说法，主流媒体是建构现实的象征性力量（symbolic power）的集中之处。这种象征性力量的集中，体现在普通人对主流媒体的基本态度和信任上：一般人也许对不同的传媒机构有不同的信任程度，但整体而言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基本态度是肯定的，人们确认这些机构为社会知识的来源以及社会现实的定义者。

当然，不一定所有主流媒体所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和所生产及传送的社会知识都会被受众接受。库尔德里（Couldry, 2000）所指的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其意义接近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90）所说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基本信任。正如现代社会中的人大都信任现代西方医学，但人们对个别的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不一。对医生就个别病例的诊断的信任程度不一。在华人社会，就算在传统中医没有受到制度性肯定的时候，民间对传统中医却仍可能有很大程度的信心。换句话说，纵使人们对某一专家系统有基本的信任，该专家系统所承认和生产的知识和观念，跟人们真正接纳的知识和观念却不一定完全一样。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将主流媒体看成一个专家系统的话，我们亦可指出，纵使人们对主流媒体有基本的信任，主流媒体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和人们所接纳和承认的社会现实却仍可以有或大或小的差距。

这个差距的存在，跟主流媒体的运作逻辑、它们与政经架构的关系等因素相关。以新闻媒体为例，过去30年英美的新闻学研究不断指出，新闻机构为了有效地生产新闻内容，会倾向于关注一些具特定新闻价值的议题、起用一批特定的人物和机构作消息来源，并沿用一套既定的模式、常规和框架来报道这些议题（Tuchman, 1978; Sigal, 1986; Fishman, 1980）。虽然每一天的新闻所报道的都是新的事情，但其实每天的新闻内容却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性（Bourdieu, 1998; Lule, 2001）。所以，新闻机构对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人群的声音，又或是社会和文化的转变的触觉并不一定很敏感。在某些社会环境中，新闻机构甚至对社会上的主流民意的触觉都不是很敏锐，而要在人民组织起强而有力的集体行动之后才有所察觉（陈韬文、李立峰，2006）。

在这种背景之下，新媒体的出现所带来的对主流媒体的冲击，很多时候就在于它对主流媒体的象征性力量形成了挑战。具体来说，当一种新媒体出现，主流媒体未必感到需要对新媒体加以利用。相反，一直被主流媒体排除在外的人物、组织和声音，很可能会更有意欲和诱因去利用新媒体。新媒体于是便可能成为一个展示未被主流媒体所确认的议题、意见或社会现实的场所。所以，不少新媒体在兴起的早期往往会附带着“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 Couldry ＆amp; Curran, 2003）的色彩。如果运用得宜，而兴起的新媒体又的确有强大的传播功能的话，新媒体所展示的“另类”议题或现实就可能对主流媒体带来冲击，逼使主流媒体认真对待这些“另类”议题或现实。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独立候选人佩罗（Ross Perot）的竞选工程。作为两大政党以外的第三候选人，佩罗在选举季节的早期并没有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重视。佩罗的竞选策略便集中于透过新媒体（包括当时仍是在普及化初期的互联网）争取支持。结果，佩罗的竞选工程在新媒体的空间中得到颇大的回响。美国政治学者约翰·扎勒和马克·享特（John Zaller ＆amp; Mark Hunt, 1994, 1995）的分析指出，虽然佩罗的新媒体竞选工程未必真的为他直接带来多少新的支持者，但其新媒体竞选工程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却迫使主流传媒在选举季节的中期开始将他视为一名需要留意的候选人。

新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另一冲击，就是它对主流媒体生产社会知识和现实的方法可能提出的挑战。再以新闻媒介为例，传统新闻机构在生产新闻时会有一套常规。这套常规的设立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新闻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这套常规亦体现着一些新闻工作者的基本价值和理念。但新媒体的出现，却可能带来一种崭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例如，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即CNN），虽然在传播科技上仍然属于电视广播的范畴，但24小时新闻台在当时的媒介生态中仍可算是一种“新媒体”。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CNN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让全世界观众看到巴格达上空的战火，CNN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地位得到巩固。不过，那种没有旁述、没有剪辑的现场直播可以算是新闻吗？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 1992）在一篇题为The End of Journalism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质疑，指CNN的做法放弃了新闻工作中最重要的编辑功能。

尽管如此，CNN的成功，意味着传统媒体往后在处理新闻时要将CNN的存在及其报道手法考虑在内。所以，有法国电视记者指出，制造新闻越来越讲求的就是“在有事情发生的会议厅内放一部摄影机”（Champagne, 2005: p.53）。类似的情况亦发生于网上新闻出现之时，如在“莱温斯基丑闻”的揭发过程中，《新闻周刊》是最先拥有相关信息的新闻机构，但由于事件的性质和所牵涉的人物的重要性，专业原则要求《新闻周刊》在多番查证后才能加以报道。结果，众所周知，美国德拉吉网站（Drudge Report）抢在《新闻周刊》之前披露了丑闻。“莱温斯基丑闻”令主流传媒意识到它们身处的传播环境可能已经不再容许它们凡事都用太多时间去查证新闻消息。广义地说，互联网的出现为新闻生产带来更巨大的时间压力（Rosenstiel ＆amp; Kovach, 1999）。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很多时候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影响在于它怎样改变主流传媒的运作方式及内容。第二，新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影响不是新媒体出现时实时产生的。例如CNN早在1980年就已经成立，新闻网站在1998年“莱温斯基丑闻”之前也已大行其道，德拉吉网站本身亦是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运作。那么怎样才能展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所带来的冲击呢？“事件”在这里便有一定的重要性。要体现出新媒体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逻辑如何比主流媒体的传统运作逻辑在处理某些状况时更加优胜，又或者体现出在社会上早已存在但仍未被主流媒体所确认的现象、议题或观念，一些如海湾战争或“莱温斯基丑闻”等关键事件的发生往往就是契机所在。

在一个新媒体关键事件发生之后，主流传媒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媒生态和社会传播环境，从而考虑是否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如果新媒体带来的是新现象、新议题或新观念，主流传媒可以考虑怎样以现存的常规和价值框架去报道这些东西，又或者是否需要建立新的常规去处理有关的新闻素材。如果新媒体带来的冲击是直接跟主流传媒的新闻生产过程有关的话，主流传媒就可能要对现存的新闻生产常规或新闻价值作出范式修正（paradigm repair）（Reese, 1991; McCoy, 2001）。如果主流媒体对新媒体可以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响应的话，新媒体空间所展现的社会知识和现实跟主流媒体所展现的社会知识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便会缩小。

在这个意义之下，像“莱温斯基丑闻”或“佩罗竞选工程”这些事件都可被称为“范式订定事件”（paradigm defining event），就是说这些事件展示了新媒体对主流媒体既定范式的某一方面的冲击，而主流传媒则透过修正范式来响应。在主流媒体修正范式之后，新媒体对主流媒体的冲击便至少可算被暂时吸纳。同类的新媒体事件便可能不再发生，又或者被常规化；就算继续出现，亦不会引起像原初的范式订定事件那样所产生的回响。正如今时今日英美甚至香港的新闻媒体在报道选举时都会报道候选人在新媒体上进行的宣传和活动。新媒体选举工程已是常规选举新闻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新媒体事件出现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主流媒体的运作有故步自封的倾向。新媒体于是便可能成为未被主流传媒所反映的社会知识和现实的传播场域。同时，新媒体的运作逻辑亦可能给主流传媒的运作逻辑带来挑战。不过新媒体的力量及其对主流媒体的冲击，通常要在一些关键的范式订定事件发生时才可以展现。而主流传媒则很可能以现有的新闻常规和价值观，或通过修正这些新闻常规和价值观来响应及吸纳新媒体的冲击。所以，范式订定事件一般而言不会重复发生，就算类似的新媒体事件再发生也会有被常规化的倾向。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论述只是指出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多种可能存在的关系和互动之一。范式订定事件当然也只是新媒体事件的一种。本文强调这种模式和范式订定事件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跟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即“巴士阿叔”事件之后香港新闻传媒对YouTube短片的报道有关。简单地说，本文认为“巴士阿叔”事件在香港可算是一次范式订定事件。事件之后，YouTube短片继续受到主流新闻传媒的关注；但同时，YouTube本身以及各种各样由YouTube短片引发的新媒体事件亦被常规化。

不过，在回顾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对经验资料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可以再多指出一点：以上论述的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假设了主流媒体有能力吸纳新媒体带来的冲击。所以，以上论述的情况在一个主流媒体发展成熟和对主流媒体的限制较少的社会是较为适用的。在这种传播系统较为开放的社会中，主流传媒呈现的社会现实和民间所接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本身就不会太大，再加上主流传媒能吸纳新媒体的冲击，所以重大的新媒体事件不会经常发生。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主流媒体受到严重的资源限制或政治约束，这个社会中的主流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和一般人所接纳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本身就可能很大，新媒体成为另类媒体的机会就较高。当主流媒体因各种限制而未能将新媒体带来的冲击吸纳时，重大的新媒体事件就可能不断重复地发生。

这可以解释新媒体事件的出现频率、形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为什么在香港及中国内地似乎颇不一样。正如何舟在回顾内地的政治传播时指出（He, 2009），主流传媒所承载的“公共论述域”（public discourse universe）和在社会中存在的“私人论述域”（private discourse universe）在中国有很大的鸿沟。互联网于是便成为“私人论述域”中各种声音的载体和传播渠道。这可算是近年中国发生多次新媒体事件的主要背景之一。在这些事件中，主流传媒不但未能吸纳新媒体带来的冲击，有时甚至是由新媒体来吸纳主流媒体应该报道而未能报道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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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比较不同社会中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新媒体事件中互动，均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以下的分析只以YouTube为例，说明香港主流新闻机构怎样响应新媒体的挑战。

香港报章的YouTube短片报道

以下分析的资料来自本文作者在慧科新闻搜索器上搜索到的材料。作者首先在搜索器中以YouTube、“网上热播”，以及“网上热爆”作为关键词，寻找六份香港报章的要闻版及香港新闻版所刊登的新闻报道。这六份香港报纸为《苹果日报》、《东方日报》、《明报》、《星岛日报》、《头条日报》，以及《AM730》。《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是香港销量最多的大众化报纸，而《明报》及《星岛日报》则在以中产阶层为对象、新闻专业取向较强的报纸中销量较佳。《头条日报》和《AM730》则是近年在香港兴起，读者群广大的免费报纸。

搜索时段为2006年3月至2009年2月。结果，关键词搜索得出总共368篇文章。当然，在报纸上出现的有关YouTube和YouTube短片的报道不一定含有作者用以搜索的关键词，但这368篇文章应该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作者阅览所有文章，其中228篇涉及对特定YouTube短片的报道，另外的文章则可能只是顺带地提及用作搜索的关键词，或是有关YouTube网站本身的报道，又或是对YouTube短片所产生的问题的一些主题性的报道和讨论。

作者的策略是用搜索得来的新闻报道回顾这三年内出现的跟YouTube有关的一些议题和事件。同时，作者设计一份简单的篇码表，对228篇涉及特定YouTube短片的新闻报道作内容分析，从而记录这些报道的特征。最后，就个别YouTube短片及其引发的事件，作者再在慧科新闻搜索器上用其他可能相关的关键词再尝试找出更多的文章，以及在互联网上找寻更多的背景资料及事件期间出现过的一些网上讨论或行动。整体而言，以下提供的是一个有经验材料作为基础的回顾和一个简单的初步研究的结果，在结论的部分我们会再讨论进一步的系统研究的可能性。

就笔者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有几点是可以首先指出的。第一，从时序上而言，被搜索出来的368篇文章的第一篇，正是2006年5月26日《明报》要闻版一篇有关“巴士阿叔”短片的报道。作者尝试在慧科新闻搜索器中，再以同样的关键词寻找2005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间的所有香港报纸文章（即不限于六份报纸及不限于要闻和香港新闻版）。结果出现的只有33篇文章而已，而其中真正提及YouTube的只有15篇。换句话说，“巴士阿叔”事件的确开启了香港报纸关注及报道YouTube短片的先河。

第二，在“巴士阿叔”事件之后，什么样的YouTube短片可能被主流传媒报道呢？作者在分析时发现，有几种YouTube短片在主流报纸上特别常见。第一种就是像“巴士阿叔”一样涉及一般市民的恶劣行为的片段。这些恶劣行为可能牵涉违法行为，如2006年9月1日《东方日报》报道的“屯门市中心偷窃”短片。亦有一些恶劣行为纯粹涉及个别市民违反社会或道德规范，如2008年5月6日《头条日报》报道的地下铁路男乘客无理辱骂铁路职员，又或是本文开首时提及的“机场阿婶”短片。统计发现，228篇有关短片的报道中，有52篇，即约23％，可归纳为“市民恶行”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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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民恶行”之外，与警察相关以及与教育和学生相关的片段是两种较多被报道的短片。所谓与警察相关的片段，包括短片内容直接涉及警察行为、短片直接引致警方行动，以及短片来自警方等情况。其中如果短片内容直接涉及警察行为的话，往往代表市民因不满或质疑警察的行为而拍下短片放到网上，如2006年12月26日《东方日报》报道了一条由市民拍摄警方对付违例泊车的片段，而拍摄短片的市民主要是质疑警方的手法。至于与教育或学生相关的片段，则多属于学生在公众场所或校园内的行为，其中不时涉及学生在不同地方犯下的劣行，例如在校园内打斗或在课堂上捣乱。根据统计结果，22篇文章所报道的短片与警察相关，36篇文章所报道的短片与教育和学生相关。

合计之下，单是市民恶行、与警察相关，及与教育和学生相关的三种短片，就占了228篇报道的106篇，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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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题的集中性，意味着报纸并非随意地决定是否报道某一YouTube短片。同时，报纸亦不是纯粹根据短片在网上的点击量来决定是否报道。在228篇报道中，只有52篇提及短片在网上的点击量。本来，真正“网上热播”的短片点击量以10万人次计并不稀奇，但在这52篇提及点击量的报道中，27篇报道所提到的点击量在1万人次或以下，其中16篇报道提到的点击量更在5000人次或以下。

如果我们再留意这16篇报道，我们会发现其中12篇所报道的短片的主题属于以上提及的三大主题之一，百分比为75％。在余下的36篇提及点击量而点击量在1万人次以上的文章中，涉及三大主题的百分比则为55.6％。这些数字所指向的，是主流新闻媒体如何确认YouTube短片的新闻价值。网上点击量高固然可以引证短片的新闻价值，但如果短片内容本身涉及有新闻价值的主题，传媒仍有可能报道短片。如与警察相关及与教育和学生相关这两种短片的新闻价值是不难理解的。警察是拥有很大权力和跟市民经常有接触的公职人员，当警察的行为受到质疑时，报道有关的争议更是符合传媒的监督功能。另外，香港近年的主流社会论述认为学生素质每况愈下，而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亦引发多次争议，所以有关校园暴力或课堂劣行的短片可说是颇为符合主流教育新闻的框架。

至于“市民恶行”短片的新闻价值，则可以理解为跟“巴士阿叔”事件相关，亦即是说“巴士阿叔”事件除了让新闻媒体确认YouTube的新闻价值外，亦让媒体确认“市民恶行”这一主题的新闻价值。事实上，在本研究的样本中，在“巴士阿叔”事件之后，2006年6月间香港报纸所报道的其他YouTube短片，都跟市民恶行有关（包括“地铁阿伯偷拍女士裙底”、“赤膊汉虐待狗只”，以及“旺角露体狂”）。

当然，主流传媒应用在YouTube短片上的新闻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以“市民恶行”为主题的短片，其在新闻传媒里的出现率在研究所涉及的3年时间内其实有下降的趋势。在第一个年头（2006年3月至2007年2月），42.8％的报道文章涉及有关“市民恶行”的短片；但到了第二及第三年，相应的百分比就下降至18.7％及19.7％，这种下降在统计学上达致了显著的水平。同样在统计学上显著的下降却没有发生在另外两大主题的短片上。同时，有关“市民创作”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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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道在研究范围的3年内则有所上升——由第一年的7.9％到第二年的24.0％，以及第三年的12.2％。

总体而言，虽然“巴士阿叔”事件让香港报纸开始对YouTube短片加以报道，但报纸主要是运用YouTube短片来报道既有的议题，只有“市民恶行”短片的报道是一种较新的现象。

这并不是说YouTube短片没有对主流传媒产生影响。事实上，YouTube对主流传媒来说是很重要的讯息来源。当有社会事件发生时，香港传媒会主动在YouTube或其他如Facebook和Foxy等网上媒体寻找跟事件有关的信息和内容。另外，报纸也可借YouTube短片来填满新闻空间。个别报纸甚至鼓励读者“爆料”，让报纸可以迅速有效地报道在网上造成话题之作。在版面设置上，《苹果日报》及《头条时报》均设有特定的栏目来报道一些网上短片或其他网上信息。换句话说，YouTube以至其他互联网信息渠道的出现和普及的确令新闻机构在新闻生产常规上作出修正，但在香港，新闻机构所作出的修正是很有限的。

YouTube短片事件化的局限

正如本文导言部分指出，自“巴士阿叔”事件后，虽然主流传媒对YouTube的关注增加，但却再没有短片可以造就像“巴士阿叔”一样规模的事件，出现的反而是很多“新媒体小事件”。“新奇效应”（novelty effect）的消失，固然是这个转变的可能解释之一，不过，从新媒体和主流传媒互动的角度看，YouTube短片未能再“大事化”，也跟主流传媒的运作原则有关。

新闻传媒在编采工作中运用互联网，在香港其实早在20世纪末就已开始。但正如新闻传媒会根据自己的既定运作逻辑选择性地使用及报道YouTube短片一样，传媒对互联网的使用也具选择性。表7—1显示了2006年进行的一项香港新闻工作者意见调查的一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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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中所示，超过八成的被访者认同其所属的机构普遍地使用互联网以协助编采工作，同时接近八成被访者本人经常因工作关系使用互联网，认为自己适应在多媒体环境中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也超过七成。但如果将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分开，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记者会使用互联网搜索数据。经常在网上搜索有关新闻题目的灵感的新闻工作者只有55％左右，因工作需要而经常浏览网上论坛的只有约三分之一。这些数字显示，互联网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最大的用处，仍停留在对特定数据的搜索上。所以，当被问及他们对互联网的作用的评价时，超过八成半新闻工作者同意互联网可以令新闻信息更加丰富，接近八成的新闻工作者同意互联网可以提高新闻工作的效率。但同意互联网可以令新闻报道更全面的则不足75％，同意互联网令新闻报道更深入的只有约55％。

总体来说，互联网对香港新闻媒体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帮助新闻工作者迅速有效地找寻信息以丰富新闻内容，而不是让新闻工作者可就重要事件或议题作更深入的报道。从报道内容和手法看，这也正是主流新闻传媒对YouTube短片的基本态度：大部分报纸对YouTube短片的报道，其实都是用以点缀版面的短小的“花絮式”新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内容分析所涉及的228篇文章中所报道的短片，大部分都只被六份报纸的其中一至两份所报道。如果单计样本包括的文章，在三年之内，被六份报纸中其中至少三份报道的只有11段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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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报纸对个别YouTube短片亦罕有跟进报道，大部分短片在报纸上出现过一次之后就会销声匿迹。

那么，什么样的短片可能引发较多的媒体关注，甚至有相关的跟进报道呢？最重要的一点，似乎就是YouTube短片及其相关事件中要有人物或机构可供传媒访问，或有有关人物、机构或组织的行动和信息可供报道。很多在网上引发热潮的短片未能触发新闻传媒更大的关注，就是因为那些短片既不指向特定机构和组织，同时网民反应又只限于热烈观看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传媒不会花太大资源去寻找新信息以推动事件发展。

但如果短片引发网上具体的行动或是指向特定的机构，传媒就有一个基础去根据现有常规来“做新闻”。例如2006年8月，YouTube一段题为“垃圾桶KO女途人”的片段引起很大回响。事缘8月初的一天，台风袭港，天文台挂起三号风球，但市民在户外感受到的风力却似乎不止三号风球的程度。当天晚上，电视新闻报道中出现一个市区拍摄的画面，其中一个垃圾桶被大风吹起，击倒一名女途人（KO即英文Knockout的简写）。电视新闻片段被放到网上，引起网民讨论并批评天文台的判断。其后几天，传媒在追访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的时候就多次在报道中提及短片。

另外一个新媒体小事件的案例，就是2008年4月底的香港“美心港女”短片事件。事缘一位快餐店女顾客因不满快餐店职员的服务态度，以手机拍下双方的争执，并放到网上。但大部分网民在观看片段后，却不赞成女顾客所为，纷纷作出批评。由于网上传出快餐店已辞退涉事职员，更引起网民不满。在这次事件中，网民不止讨论，甚至在网上搜索女顾客的身份，查出甚至在网上公布该女子任职的工程公司地址和电话。另一方面，女顾客亦在自己的博客中对网民的批评作出回应。由于“事件”每天有较具体的发展，所以在主流报纸上延续了至少几天的寿命。

不过，要网民自己推动事态的发展其实并不容易。如果YouTube短片涉及的并非重大的议题，网民对短片的兴趣大抵也较为短暂，而网民亦不会组织互联网以外的实际行动。但如果YouTube短片内容有可能引发较大的事件或争议的话，则相关的组织和机构通常会尽快响应以平息事件，或至少取回事件的主导权，这也降低了“小事变大”的几率。例如“美心港女”短片事件中，快餐店很快就主动澄清并没有辞退涉事职员，而只是内部人手调配，将该职员转往另一分店工作。这就防止了网民发起针对快餐店的行动。同样，在“机场阿婶”事件中，由短片上网到航空公司完成内部调查，对女乘客作出赔偿及对员工作出内部处分也是不过三个星期的时间。航空公司最后的处理手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单从防止事件再闹大这一点看，却是有效的。

事实上，自从主流传媒令YouTube声名大噪之后，香港各式各样的机构都意识到互联网的短片传播可能对自己构成的挑战，不少机构都制定了一套应付相关问题的准则。例如香港警方早在2006年年底就发出前线指引，强调前线人员不能阻止市民的拍摄行为，同时又在警察学堂的冲突处理的训练环节中加入相关元素
〔10〕

 （在指引发出之前，YouTube就出现过警员在执法时使用粗言秽语的片段）。同时，警方亦关注YouTube短片可能记录违法行为。例如2009年2月16日，网上流传一段近半百中学生在某地区的公众地方集体斗殴的片段。片段在翌日得到不少报道，而警方立即就短片内容作出调查及采取相关行动，在19日和20日就拘捕了15名涉案人士。

这并不是要赞扬警方或个别机构的办事能力，而是要指出，在一个信息广泛流通，主流传媒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机构对社会上流通的信息的反应也会相对敏捷。新媒体虽然有力量向大众展示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但主流传媒以及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积极响应却经常能够有效地吸纳新媒体的冲击。当主流传媒以及社会机构对新媒体习以为常并建立了常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时，新媒体事件可以产生的震撼将被减低。

总结和讨论

总体而言，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显示了一个特定的网上新媒体如何透过一次事件引发香港主流传媒的关注。“巴士阿叔”展示了YouTube短片的力量，但香港的主流传媒和社会机构很快就颇为成功地吸纳了这一网上新媒体的冲击。对主流传媒而言，YouTube短片一方面可以成为报道不同议题时的数据来源之一；同时，它们亦可以用一些有趣短片的报道来丰富新闻版面。对YouTube短片的运用，一方面涉及既有的新闻常规和价值观（主要体现在新闻主题和报道手法上），另一方面也涉及新的常规和价值观（如设计特定栏目）。在这个意义下，“巴士阿叔”事件有范式订定的功能，而在主流传媒的调节过后，YouTube短片在某种程度上已可算是香港主流媒体论述的一部分。YouTube短片继续引发新事件，但主流传媒和社会机构已能够对这些事件作常规式的处理。

这个结论并不代表不会再有由YouTube短片引发的新媒体大事件出现。我们绝对可以想象，如果一些短片内容涉及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人或事的话，新媒体大事件便可能发生。但就算真的有这类事情发生，我们需要留意的仍是究竟新媒体和主流媒体在事件的发展中有多大的主导性。本文指出的是，主流媒体往往在所谓新媒体事件中占主导的地位。同时，当范式订定事件发生过后，当主流传媒有能力对新媒体的内容和信息作出有效响应和处理时，同样的新媒体大事件发生的机会就会减少。

事实上，回顾香港近年发生的新媒体事件，我们会发现，最大规模和最具影响力的两次新媒体事件都是由主流传媒主导的。在“巴士阿叔”事件中，如果短片中的年轻乘客、拍摄短片者，以及巴士阿叔本人没有站出来接受传媒访问的话，短片很可能只会停留在“网上热播”的阶段，随着网民关注点的转移而消失，很多香港市民可能根本不会知道短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巴士阿叔”其实是由主流商业传媒“炒作”出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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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2008年的“淫照事件”（亦即内地媒体所称的“艳照门”事件），其主角本身就是主流娱乐媒体里的名人。照片在网上不断流传固然是事件持续发展的重要背景，而香港网民成功通过互联网发起抗议警方行动的游行，在香港更可算是破天荒的举动。但真正推动事件发展的，是警方备受争议的行动和发言（如警务署高层在事件发生初期指一般市民收藏照片都可能犯法）、娱乐机构及涉事名人的反应（如钟欣桐的记者会和陈冠希的道歉片段），还有主流商业传媒的不道德“炒作”（如周刊出版“欲照特刊”）。

所以，在香港这种主流媒体发展成熟和信息流通开放的社会中，“新媒体事件”可以是“新的媒体事件”，也可以是“新媒体的事件”。这是因为一件事件只要在新媒体中发展得闹哄哄的时候，主流媒体就会介入。如果主流媒体只加以简单的报道，那么事件的规模和影响会有限，结果就只会成为如本文分析中提及的各式各样如“美心港女”或“机场阿婶”等小事件而已。这样，事件被理解为“新媒体的事件”会比较恰当。但如果事件干系重大，又或者主流传媒积极推动事态发展的话，一件新媒体大事件就可能发生。但这种新媒体大事件并非单纯在新媒体里开展，而是在一个新的由各种新旧媒体组成的媒体循环里扩张。这种事件被理解为“新的媒体事件”会比较恰当。

诚然，本文着重的是一个概念性的探讨，分析新媒体事件中主流传媒和新媒体的关系，在经验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上，本文亦只能作一个整体的较为简单的回顾。作为一个研究，本文既未能在各新媒体事件发生时直接记录事件发展的经过，亦未有机会到新闻机构中实地观察主流传媒对新媒体的使用和处理。所以，很多以上提到的观点，都可被视为有根据的假设而非已经全面验证的结论。

但在这些限制之下，本文提出的几个较理论性的观点是可以在文章完结时再次强调的。第一，本文提出“范式订定事件”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有继续发展和阐释的空间。更广义地说，本文作者认为，要有效地分析新媒体事件，研究者宜建构一些概念性的类别。较有野心的做法是尝试将所有新媒体事件一次性分门别类，但新媒体千变万化，新媒体事件亦五花八门，一次性分门别类的做法不一定成功。一个可行性较高的做法，就是在个别的研究中建立如“范式订定事件”这种特定概念去尝试概括一种事件类型，然后在不同的类型建立起来之后再找寻归纳的可能性。

第二，要全面了解新媒体事件，对大事件深入的个案分析固然重要，但本文强调的是我们亦不能忽略小事件，甚至理应有可能形成但最后却没有成为事件的新媒体上的传播行为和内容。研究者既不应低估亦不应高估新媒体事件的力量。在两次成功的新媒体动员之间到底有多少次失败的经历？在两次新媒体事件之间到底有多少东西没有变成事件？这些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第三，本文强调新媒体事件的形态、发生的频率及对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主流传媒的特征。新媒体的其中一种力量在于其能更有效地传播“私人论述域”中的话语和议题，所以新媒体对主流传媒的冲击有多大，就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私人论述域”和“公众论述域”之间的鸿沟有多大，以及主流传媒能否吸纳新媒体带来的冲击。简单地说，在分析新媒体事件时，我们应留意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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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慧科新闻搜索器是香港常用的报纸杂志网上数据库。


〔2〕
 在这个媒体循环内，信息的流传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很多市民获得有关事件的信息的过程往往是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以及人际传播的混合物。如作者本人就是透过一位朋友在电邮中评论电台节目主持人对短片的议论而得知短片的存在。


〔3〕
 相关网上讨论在热门网站如www.uwants.com或www.discuss.com.hk等可以找到。


〔4〕
 与这点有关的其中一个新媒体现象，就是在主流新闻机构中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往往透过自己在网上的博客来发表一些被审查的文章。而在个别如“孙志刚事件”等新媒体事件中，由新媒体来传播的信息也有不少是应该早由主流传媒发放的讯息。在孙志刚事件中新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互动，可参考Zhao, 2008, 245～285页。


〔5〕
 对什么样的行为属恶劣行为或有违社会规范的判断当然有主观的成分。作者在分析报纸报道时，除了考虑短片中的行为本身的特性，亦考虑报纸文章的语调和报道手法有否意指短片内的行为不妥当。例如《星岛日报》在有关“机场阿婶”短片的报道中，指“片中一名中年女子跑向登机闸口，被女保安员拦截，当她知道自己因为迟到不能登机，实时激动地用力拍打职员柜台，并歇斯底里地大骂航空公司职员，其后又在地上翻滚哭叫”。文章又引述网民反应，指片中女士的“行为‘好似小朋友’，及是‘中国人的耻辱’”。


〔6〕
 在进行内容编码时，作者将市民恶行和与学生相关分开，亦即如学生打斗一类的短片不会被归纳到市民恶行之列，但两种短片和与警察相关短片则可以有重叠。


〔7〕
 “市民创作”短片指的是市民拍下但并非纯粹记录事实的片段。


〔8〕
 该调查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韬文教授、苏钥机教授，以及本文作者共同进行。研究方法及一些研究成果，可参考So ＆amp; Chan （2007）及Lee ＆amp; Chan （2009）。


〔9〕
 由于228篇文章只是一个样本，所以这数字可能低估了某些短片被多份报纸报道的情况。


〔10〕
 参见《摄录上YouTube投诉警察新趋势，涉蛇王说粗话片段警发前线指引》，载《明报》，2007-01-08。


〔11〕
 事实上，“巴士阿叔”一词就是主流新闻传媒全面介入后才被统一使用的名称。在4月底至5月初，网上及一些报纸专栏曾使用“巴士判官”、“巴士怒汉”等字眼。



第八章　公民新闻2.0：台湾公民新闻与“新农业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

孙曼苹

前　言

本研究以参与式传播与赋权两个理论为论述角度，以台湾地区“新农业文化再造”运动为个案，探讨公视PeoPo平台公民记者如何借由报道一个农村社区推广稻米／农业文化，而为农民赢得社会尊重及肯定、为社区创造商机的公民新闻实践经验及其社会意义。

农业曾是台湾的根本，也是创下经济奇迹的源头。20世纪60年代，台湾农民所得远超过过去2000多年的农业历史（王作荣、林昭武，1990），那时以米、糖为主的农产品是出口主力，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但是转向工业化经济发展后，农业逐渐式微。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农业产值显著下降，城乡差距也随之显著拉大。长久以来，不论是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农民早已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乡村社区则是施政或资源分配的边缘地区，以农业为主业的中南部地区农民，也多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参与要角。

2002年台湾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放农产品进口以交换降低工业的出口税率，更是对农业发展的致命一击。根据“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简称农委会）统计，台湾现有23万户稻农家庭，务农人口平均年龄60岁，农民每户年收入约合台币87万元，但是真正靠农业收入的只有18万元，还不到全台湾家庭平均总收入的两成（庄素玉，2008：6、18页），农业收入早就无法满足农户的基本生活所需。

更令人忧虑的是，台湾地区的农业技术及农村文化可能会快速消失。为因应加人WTO的挑战，避免谷贱伤农，台湾当局从1997年起即推动休耕政策。这不但导致全台湾休耕面积已在2004年超过种稻面积，而且当局只重休耕补贴不重环境管理的便宜行事心态，不但使休耕农地逐渐走向死亡，造成土地炒作、豪华农舍与稻子争地的现象，对农村生态文化造成重大伤害，而且还严重撕裂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何荣幸、高有智，2005：7、10页）。

台湾农业一直是大众媒体上的弱势议题。主流媒介虽有关注，但缺乏系统、持续、完整有力的呈现，即使偶有专题探讨，也易被戏剧化的政治新闻、政党口水战以及只有娱乐价值的八卦消费娱乐资讯淹没。农民除了在政客或选票操弄下偶尔得上媒体外，大半时候都是没有声音的一群。

在这样的氛围下，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自2007年4月30日起推出了一个跨越网络与电视的“PeoPo公民新闻平台”（http: //www. peopo. org）。这个平台以非主流、非营利的社区／社群新闻为主，希望借由网络的参与、分享、互动等特性，让非新闻专业的一般民众、长期遭到媒体忽视或扭曲的特定社群也能报道他们想让大众知晓的新闻及资讯。这可以说是公视把阅听人当成公民、恢复公民在民主社会的主体性的一个新实验。

PeoPo公民新闻平台到2009年9月底为止推出两年半期间，公民记者有3000人以上；其中约有六成来自台北县市，但是发稿频繁、平台活动参与积极者（如在线讨论或实体培训活动），则以南部县市的公民记者居多。这群草根民众大半都是多年的社区行动者，欲借媒体在当地发声、让他的社区或社群“被外面看见”的企图心尤其强烈，这些报道以农村型社区、农业及相关的生态环保、社区改善、教育学习、生活休闲、社会关怀等为主，PeoPo公民新闻平台在公民记者共同参与及经营下，渐渐形塑出与商业媒体显著不同的小众／社区公共传播的形貌。

台南县后壁乡菁寮地区的社区新闻报道，在所有公民新闻报道中颇为突出。在过去一年，菁寮聚集民众针对“新农业文化再造”这一特定议题，一边规划及参与社区行动，一边运用数字新科技，以纪录片、浅显的文字及图片持续报道社区改造过程，让全台湾地区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网民都看到这个社区再塑农民尊严的努力，进而分享这些草根感动，甚至通过真实、虚拟网络间的进出，活络社区，给社区带来商机和人气。

本研究意在探讨这一群草根民众如何通过参与PeoPo公民新闻平台，再造新农业文化的过程及其社会意义，本文企图探讨的问题有三：一是这一群非专业的“素人记者”如何长期持续地为偏乡、弱势发声？这种借由新科技，让草根民众得以出声、显影的参与式传播，如何经由赋权（empowerment）促进社区改变？这样的传播形貌对台湾社会的意义为何？

文献探讨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一词起源于美国，随着网络科技、Web2.0出现，并经学界、业界辩证良久后才成为一个统一使用的名词。但本研究以为，其基本概念如“让草根民众在地发声”等，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欧美兴起的地下媒介、另类（alternative）媒介、社区媒介的延伸。这类由持有特定理念或意识形态的非专业人士结合社区或社会运动的参与式传播，到了20世纪晚期遇上数字科技，形貌随之大幅而快速地改变；而其扩大民众参与的理念又与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相遇，到了21世纪初，遂有了公民新闻一词。或许可以说，公民新闻、公民媒介是从传统社区媒介的基因改造而成的新变体。

参与式传播

美国文献中，早期关于参与式传播、社区传播的讨论其实就是指社区媒介的讨论，以后才逐渐引进欧洲学者更广义的传播观点。

社区媒介一词指的是范围广泛的中介的传播形式（Jankowski, 2002: p.6），此词汇除了有地域、社群的概念外，还指与主流媒体明显不同的媒介（Forde et al., 1997、1998）。本研究中讨论的“社区”一词，主要是指地理概念上的社区，台湾有时也称为地方（local），例如地方新闻、地方报、地方电台，其实就是欧美所称的社区新闻、社区报、社区电台。

全世界对社区媒介有不同的称呼（Forde et al., 2003b），如独立媒介（independent）、地方媒介（local）、公民近用媒介（access）、激进媒介（radical）、另类媒介（alternative）、乡村媒介（rural）或非营利媒介（nonprofit），各称呼含义未必完全一样，我们或可泛指为那些被主流媒介拒绝接近使用的社区或群体服务的媒介（Thomas, 1993: pp. 63-65），尤其是社区广播、社区电视，更被视为“是对全球化、商业化世界潮流一个有力的回击”（Herman ＆amp; McChesney, 1997: p.200）。换言之，社区媒介是刻意与主流媒体保持不同，甚至有意与主流形成对立，具有“另类”特性的媒介。

霍兰德等（Hollander et al.）学者曾提出“社区传播也是公共传播的一种形式”的主张（2002）。他们认为，社区传播本质就是在特定社会脉络下形成公众、创造公众，社区传播可说是一种小规模的公共传播，亦即在特定的社区情境下的所有公共表达形式。如公众聚会、邻里会议或酒吧里的谈论、争辩等亲身传播，还有受众比亲身传播更多的中介，像旗帜、海报、折页等，都是社区性的公共传播。有些学者甚至把反文化、反政治、激进另类的小说及充满创意的文化形式也包括在内，如壁画、流行歌曲、音乐、涂鸦、舞蹈、表演艺术、讽刺文学、讽刺性模仿诗文、漫画、街头剧场等（Downing, 2001）。这些小众媒介均有一共同特色，即不论其规模、风格、技术或内容呈现为何，均不同于大众媒介的大量、正式和行政化（institutionalized）。

由此观之，社区传播的主要作用是在照顾一群特定的小众的利益及资讯需求，其表现形式及内容呈现方式无所不包，几乎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传播光谱。

社区媒介的另一另类特性是，资讯传送者、接收者均与讯息内容密切相关（Hollander et al., 2002）。社区媒介的最大特色即由阅听人参与资讯产制过程。也就是说，在社区媒介服务的特定社区里，有的民众不但是资讯接收者，也是资讯传送者，他们不论角色双重或单一，都是同一社区成员，因为有共同的背景，就有共同的关怀和利益所在。因此，媒介议题都是和传送者、接收者相关的，在共同（分享）利益的再制与再现中，社区媒介遂产生了社会与政治上的意义（Hollander et al., 2002）。

一般营利性社区媒介，如美国各地的社区报发行，仍有其基本的专业讲究及经营绩效要求，但是由民众参与制作乃至营运的社区媒介，其实已超越了这些传统所认定的传媒的作用及价值，社区传播的价值在其制作“过程”，如让民众近用传播媒介，让被主流排除的边缘人的意见或观点得以传布，而非收视率、阅报率这类唯利是图的结果（Dervin, 1992; Johnson, 1994；转引自Higgins, 1999)。罗德里格斯（Rodrigues,2001: p.164）就干脆将另类社区媒介称为公民媒介（citizens' media)
〔1〕

 ，他认为，社区媒介是人们在企图使媒介民主化和社区情境民主化过程中一个复杂的互动结果。

社区媒介虽有上述正面价值，但也有永远无解的组织管理问题：社区媒介多半无固定财源、主持人亦不善于经营管理，包括社区媒介在内的另类媒介，因而常被称为“另类贫民窟”（Atton, 2002: p.34）。社区媒介虽有清楚的理念及崇高目标，却都不长命，不过却也总是前仆后继，好似一场很有默契的接力赛。

综上所述，各社区媒介虽样貌、组织、操作相当多元，但仍有些核心特性：例如，非营利、地方导向、内容自制、编辑独立、有社会性任务、员工系志工或非专业人士等。威廉姆斯（Williams, 1980）进一步归纳出这类民主化传播有三项特征：一是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其次是去行政化（deinstituionalization），第三是去资本化（decapitalization），正好是上述社区媒介另类特性的总结。

21世纪才开始，形式、表现不一的社区媒介，搭上数字科技风潮，有了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这个新称号。尤其在博客（blog）现身后，这一新媒介形式让民众能更自主地发声，更普遍、方便、广泛地参与公共生活。

公民新闻也被称为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公民媒介则被称为草根媒介（grassroots media）、全民媒介（people's media）或参与式媒介（participatory media）。公民新闻是“一群公民在新闻及资讯的搜集、报道、分析及传送过程中扮演主动角色，参与目的是在提供民主社会所需的独立、可信、正确、广泛且相关的资讯”（Bowman ＆amp; Willis, 2003）。电子辞典MeriNews指称，公民新闻是一种“使用者制播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一直还在发展中的新闻形式，只要任何公民对其周围发生的事务给予报道或发表意见，就是公民新闻。这种新闻可以打破传统媒体的偏见，把地方新闻送到全球平台上。

最近几年，有些研究者、资深网络写手扩大其定义，把集体创作、编写的维基百科（Wikipedia）、另类／独立新闻网站（如由世界各地反世界贸易组织、反全球化的行动者协力运作的网站Indymedia）、为特定利益团体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网站等均纳入公民新闻的范畴内（Gillmore, 2003; Krasne, 2006: p. 9, p. 11; Lasica, 2003: p. 7, p. 8；陈顺孝，2007：2页）。

这种由非专业的民众通过网络发表的个人或小团体协力创作，不但定义不一，形式多样，连表意的符码也很多元，如协力公民新闻（collaborative citizen journalism，简称CCJ）、个人出版（personal publishing）、超在地新闻（hyperlocal news）等。本研究以为，上述文献提出的公民新闻、使用者制播内容等新名词，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只是将草根参与媒介、媒介近用等概念陈述增添了更多新科技形塑的新样貌。当然，我们肯定网络及传播新科技推陈出新，大幅降低了参与门槛，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更加普及、多元，的确为分众、小众传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公民新闻不论含义或广或狭，都具有以下部分或全部特色：公民主动参与、互动，非营利、小规模、由下而上的产制及运作，可说是一种新形式的公共传播。公民新闻以数字科技为其资讯传布工具及表现形式，语意呈现较不正式、活泼，内容广泛，以从地方、全国、区域到全球各层级之公共事务相关议题为主，服务对象广泛且多样，各利益社群、不同地理层级的社区民众均有。就社区传播而言，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行动者通过数字传播平台，召唤公民集体力量，以改变社会、提升生活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科技让公民媒介摆脱了传统小众媒介财务永远无解的宿命。

媒介近用、传播民主化、文化诠释权

对参与式／民主化传播而言，参与及互动是核心概念，这种平民、非专业化传播均通过媒介近用来达成。在“民主参与式理论”中，麦奎尔认为，小众媒介比一般媒体介入社会生活更深，更能给一般人提供媒介近用、参与的机会。他不但倡言个人或少数族群团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拥有接近使用媒介权，以及由媒介提供服务的权利，而且主张任何社团、组织、社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体。默多克和戈尔丁也提出类似但更具体的陈述。他们主张，人们必须有权近用政治相关的资讯以提出诠释与辩论，也有能力运用传播设备，提出批判、动员对立的一方或者提出另类的行动方针。

让草根近用媒介更有文化上的意义。奈格和韦德（Nigg ＆amp; Wade，1980）曾以英国有另类、社会运动特质的社区媒介运作为例指出，在有经济危机、政治普遍冷漠的时期，社区媒介还有教育功能，能刺激弱势团体的集体察觉（group awareness）、建立文化认同；福德等人（Forde et al.，2003a）研究澳洲少数族群在社区电台自制节目的实践指出，社区媒介是促进文化公民权的文化资源，在一系列文化实践中居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社区媒介不只是资讯传递，还是媒介公民权的实践场域，是社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

网络科技出现并普及后，政治、传播、民主一体三面的讨论更加活跃。戴维斯（Davis，1999）肯定网络是社会革命的促进者，是政治上的伟大转型（a great transformation），是草根民主的强力科技。他还主张，网络出现后，我们要重新定义民主社会中的沟通及参与方式。但是戴维斯对实践层面却不全然乐观。因为参与者要有科技素养，有时间与金钱投资，所以网络公民应只限于原本就对政治有兴趣者。他冀望网络的民主潜能应该与动态的真实社会运动相连接，让公民主动去解决在地问题。再者，科技只是工具，目的在于促进民主实践。

戴维斯担心公民参与意愿有限，可能局限在高层次的政治议题。若是降低到社区层级上，森德尔（Sundar，2007）倒是相当乐观。他认为社区居民通过各式传播科技参与社区媒介，媒介内容不但更真实，而且还能反映出社区的文化、价值或个人抱负。在产制过程中，不但个人因此赋权，还能培养社区参与、创造社会资本、促进发展社区。

戴维斯强调参与式传播的“参与”是以民众为主轴、过程导向，以社区情境为依归，运用社区资讯。而新闻产制、传播过程中的这种另类方式（Kessler，1984；Hamilton，2000），正是阿顿所关心的建构传播民主化之所在（Atton，2002）。

综合以上论述来看，“公民有权参与传播过程”可说是当代社会积极实践民主的一种途径。草根民众近用媒介，通常被喻为是民主论坛，或是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里的“民主肥皂箱”。这些在地的声音，通常不需要太多的花费，也不用受到编辑或上层主管控制，可以就公共事务畅所欲言，具有民主潜力。这种草根性、由下而上的媒介近用概念，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赋权”概念由社会工作转到社区发展上时，和社区传播有了相当程度的交集，因而有了社会性意义。

社区传播与赋权

赋权定义繁多。一个较精简的说法，赋权是指增强个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进现状的过程（Boehm ＆amp; Boehm，2003；薛曼娜、叶明理，2006）。这段陈述不但指出赋权就是让弱势者获得及强化权力、能力，也清楚强调从个人到团体均是主动、集体采取行动；另一个意义更在于改变公共生活现状。因此，赋权可说是在完成一个政治过程。

赋权是多层次结构，每一层次又相互影响。在个人层次上，指的是对个人所能控制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环境的了解等有一整合性意识（如产生自尊及自重感，权力、控制和自主感）；在组织层次上，指的是让个人或集体更有效益地争取到资源，以及与其他组织建立网络、扩大影响力等；在社区层次上，指的是组织一群人一起工作，以改进集体生活，并与协助维持其生活质量的社区组织或代理者保持联系。

赋权须经反思即意识化才能形成。通常团体成员由外部引导，借由要求改变的共识（altered consciousness），以及察觉到社会不公平，也不中立，才能形成赋权过程。将赋权用到社区、社群传播议题的研究，很多讨论都是围绕如何经由外部权力来为弱势者赋权展开。哈梅林克（Hamelink，1995）则提出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的概念，强调让无权者拥有、控制媒体，“让无声者发声”（giving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进而为自己说话（people speak for themselves）。以色列学者诺萨克（Nossek，2003）则明确指出，公民虽有自由表达之权，但一定要自己先采取行动，才能获得赋权。这里自我赋权强调的主动行动，应该就是前述社区媒介强调的积极近用。

综上所述，在社区传播的概念里，民众有权积极主动近用媒介，以个人或社区集体方式参与制作内容，甚至经营媒介，为弱势发声、为自己发声，增加个人、媒介组织及社区能量，并且透过反思、自觉，促进社区改变。

研究方法

本研究资料搜集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公民新闻在线阅读为主。参与观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PeoPo平台公民新闻的产制营销过程，包括PeoPo公民新闻平台整体的运作管理、公民记者动态、其公民新闻呈现以及他们在社区的参与实践。自PeoPo公民新闻平台推出半年后，即自2007年11月起，本研究者不时造访该平台，观察发稿公民记者的动态（内容及呈现形式，记者对平台在线、线下活动的参与程度等），以及整体公民新闻的发展（如PeoPo平台之运作和宣传、公民记者培训工作坊、年度聚会、研讨会、在线培训教材及暑训课程等）。再者，本人也不时参与公民新闻在线讨论或响应，或引荐给新闻系学生及亲友观看，与他们讨论，并搜集这些观众的观感。

2008年7月底，我注意到菁寮社区在平台上的系列社区报道。之后，分别于9月及11月两度造访菁寮社区，了解其社区对形塑新农业文化的多元社区活动，观察与公民新闻报道相关的人和事物，如公民记者、菁寮社区事务的行动者［一类是推动者，如从事社区再造之文史工作者或民间组织代表人；一类是参与者，如有参与行动的社区民众、外地来的游客或认养农作物的“谷（股）东”等］、行政官员（如台湾当局、台南县的农政及文化部门官员等），我也参与当地的农村生活体验，参访文史建筑。

在观察之余，我也对公民记者、在地中生代行动者进行半开放式的问卷填写及面对面的深度访问，深访历时从一小时到三小时不等。回到台北后，我还常与这些行动者有电子通讯往来及电话长谈，科技缩短了时空距离。经由问题请教、资讯交换、公民记者得奖消息分享或是行动者的未来社区改造构想等等，我进一步观察、了解这些行动者曾有及未来可能有的社区愿景，被其参与热诚深深感动。此外，深度访问还包括公视PeoPo公民新闻平台的主管及几名企划人员。

资料分析

台湾社区传播之发展脉络

台湾地区的媒体发展和欧美情况相似，即依商业逻辑、业绩挂帅模式经营，且所有权集中，大者恒大。1988年报禁解除后，掌控媒体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政治转到了商业。社区媒介从一开始即发现几无商业价值，规模一直很小，存活不易。一般民众的社区资讯取得，都是由主流报纸的地方新闻版主导，区域性报纸（如南部有《中华日报》）、社区广播、社区电视资源十分有限。一般媒体地方新闻报道范围则只到县市级，内容主要是地方政府及议会动态、地方政治势力消长、社会新闻、重大灾难等，乡镇、村级报道仅占点缀性版面；再者，地方新闻常被批评是“台北观点”的思维，新闻处理不够贴近基层民众的需要。

理论上，社区媒介应是区域、乡镇、村级之小地方资讯的主要来源，但台湾地小人稠，交通便利，即使偏乡地区也都和城市互动密切，社区媒介施展空间其实有限，除少数韧性特强外，社区媒介大多不长命。台湾社区传播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20世纪70年代中，当时仍处报禁时期。一批刚自传播新闻科系毕业的年轻人，得到政府鼓励及经费补助，毅然投身地方，一展“回乡办报”的理想。他们多借鉴美国社区报小本、商业经营模式，与社区保持超然、不介入的关系。这一波前后约有150余家社区报起落，后因政治环境仍旧封闭，人、钱资源后继无力，尤其是1988年报禁解除，主流媒体竞争纷纷转到地方新闻，社区报几无招架之力，幸存至今的只有1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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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媒介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1999年发生“9·21”地震后，在台湾中部灾区快速现身的新型小众媒介。根据“全盟”统计，到2001年7月止（即重建期开始约一年半期间），重建区约有80余种社区报刊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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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社区媒介首开非专业者“由在地人从在地发声”之风，啼声初试即被主流媒体喻为“民间力量的滩头堡”（徐淑卿，2000：10、26页）。这一波社区传播样貌到了重建中后期尤其丰富多彩，从报纸期刊、新闻信、电子报到文化导览折页，还延伸到了以社区文史、生态为主轴的各种传播形式样貌，如镇志书写、报告文学、传统汉诗、乡土新诗、歌谣、书法、动静态影像、地图书册、文学步道、社区剧场、社区舞蹈、社区景观再造等等，充分展现了草根民众的社区美学及艺术表现潜力。

因为一场百年灾难，官民合力推动社区改造运动，这一波社区媒介的参与者对重建社区认同和自信有强烈的使命感。这些在地人在书写社区改造故事的同时，也都积极参与社区改造，建立由下而上的参与式社区文化等直接民主的实践。这种“有报道、也有行动”的形式很快就扩散到全台大小社区，也从传统平面延及网络发声，一种新形态的小众／社区传播体系于是形成（孙曼苹，2001；孙曼苹，2008），这一波的公民近用实践可说是今日公民新闻／媒介的先驱。

社区传播第三个大浪与第二波有相当长的重叠期，这就是网络兴起后大量、快速冒出的社区性网站，造就了空前广泛的社区资讯传布及虚拟公共论坛。Web 1.0时代由公民参与及营运的指标性代表，就是创刊于1995年以社会／社区运动议题为主的《南方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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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很早就是公民供稿，以极简人力维护。

同时，政府也政策性地鼓励社区架站。如主导社区改造运动的“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宗旨，自1997年起建立的《台湾社区通》平台，广邀各社区参与报道、记录各自社区动态。“行政院新闻局地方新闻处”则从2003年起架设“小地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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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散居于全台湾农渔村落的中壮年写手约稿，定期深度报道家乡社区产业与社区文化再生的故事。“小地方”内容以与农渔业、生态环境相关的人和事物为主，编采走向与PeoPo公民新闻的农业相关报道颇为相似，好些社区连供稿者都是同一人，只是它的规模较小，多媒体系统功能较有限，但文字报道分量重，内容较深入精致。

在网络科技进入Web 2.0时代后，博客书写几乎成为全民运动。全台湾大小社区进入更草根性参与、数字科技导向、更个人化或更小组织经营的社区传播阶段，公民新闻／媒介的可能面貌因而更多，公民媒介身影更常见，版主也更容易从网络跨到主流媒体而快速成为超人气的博主。

目前具公民新闻／媒介性质亦成为主流媒体宠儿的博主，当推18岁少女沈心菱及其在2008年5月才开站的“草根台湾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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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学生团队于2006年起，与社区合力经营、颇得社区改造界肯定的“土沟文化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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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非营利组织架设的社区资讯平台，如自2000年开始架站、有特定关怀议题的《环境资讯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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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社区传播能演变成如此多样风貌，“文建会”与“社区大学台湾促进会”分进合击，推动社区总体营造（简称“社造”），是促进社会／社区改造，进而形成公民社会的两大重要推手。社区总体营造是引用日本社区发展工作所新创的词句。简单地说，“社造”就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发展难题”有组织、有行动，持续地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并且“落实执行”。“文建会” 自1994年起在全台社区推动，约自2000年后，陆续在部分社区见到成效。“文建会”掌握雄厚资源，一边透过社区行动提案，建立社区人由下而上的参与文化；一边也结合各大小非营利组织及学界，通过知识传授及研究，以推广“社造”概念及执行，形成一个造人（参与者、行动者）、造事、造地、造景的永续性社区改造工程。

这其中社区大学贡献显著。举目一望，全台绝大多数社区行动者（如“社造”企划及执行者）、参与者（社区居民）均是从社区大学启蒙，进而参与、行动。社区大学不但是PeoPo公民新闻平台推动的重要伙伴，公民记者中的社会人士大多与社区大学有直接或间接渊源。社区大学目的在解放知识、催生公民社会，1998年开始从台北文山区（政治大学所在地）逐渐扩大到全台大小乡镇，很快就带动了一股成人高等教育学习的新思潮。社区大学与社区及在地居民相结合，通过知识解放、社区参与、在地行动等途径，鼓动了大量的社区居民走出家门，关心地方文史、生态环保等公共议题，积极参与各种志工活动，创造了草根味各异的社区新文化。台湾“教育部”从2001年起编列经费超过台币10亿元，补助各县市当局建设社区大学。目前，全台共有84所社区大学、84所分校、22所原有居民社区大学，共计14所，每年约有22万人参与学习。

形塑公民社会的还有一股强大的隐性社会力，那就是民间掀起的绿色革命观念及营销模式。近十几年来，台湾地区人民日益注重健康养生、环境保护，纷纷以具体行动来抗衡、改变过度消费的现象。例如许多中产阶级刮起“都市农人”风，在周末下乡学农，更有越来越多都市上班族弃文就农，借由生态农法、宗教情怀、与在地农人合作，或是以返回老家挖掘及书写文史故事等途径推广有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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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毒农业、休闲农业等。这些人当中，新生代现代农民还善用传播科技，开设博客（汪文豪，2006：2、8页），为其认养农地的都市谷（股）东“联机报道”农事进度、与网民分享其农耕记事及思索，让许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人与田地的紧密关系，也重建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一些人气博主或业余写手甚至将其务农记录、地方文史故事、有机消费的钻研心得集结成书，形成一股营销绿色革命概念、凝聚在地社区认同的出版风潮。

PeoPo公民新闻平台——原汁原味发声

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PeoPo新闻平台推出虽较晚，但它是第一个由大媒体机构出面，提供有组织、有系统的运作，也是首度提供网络（Web 2.0）、电视功能的非商业平台（如图8—1所示）。

[image: alt]


PeoPo含义之一是People Post；另一含义取闽南语谐音“撇步”，即“诀窍”之意。PeoPo平台强调自由多元、个人观点以及公共参与，不会审核与检查任何公民新闻，加上公视有其一贯的“公共”声望，一推出即有相当多人登录成为公民记者。公民记者凝聚力强，一位发稿频繁的公民记者即言，他有五个博客，并不缺发声管道，他是冲着“公视”金字招牌而来。再者，平台分众及关怀议题明确，作者、读者较容易在此找到同伴，“它是另一个舞台，搭起网络，让大家知道，其他各地也有同样理想的一群人”（琼麻原屏南社大，2008：7、20页）。

PeoPo平台推出第一年即投资软、硬件设备及人事费共台币2000万元，现在每年运作约需500万～600万元。目前，平均每天上站访客9000多人次。到2009年9月底为止，发稿总量28000篇以上，影音文稿达6成多，公民记者平均每天发稿40～50篇，发稿量与读者均逐月稳定成长。以2009年5月为例，读者点阅数达50万人次以上。遇到重大事件如2008年8月一场空前的强烈台风侵袭全岛，10月野草莓学生运动等，重大新闻发稿量即显著增加。2009年8月8日台湾南部、中部发生了一场50年来空前严重的水灾，各地公民记者相关报道之密集快速，更是胜过主流媒体，到9月底为止，发稿量已达800篇以上。它有全职企划人员推广平台，有日渐完整的公民记者培养计划（如工作坊、暑期实习营、影像制作教学网站、年度记者聚会及研讨会等），还有公广集团五个新闻频道（国、台、客语及台湾当地居民台等无线频道）每周搭配选播公民新闻，增加新闻的曝光度。

PeoPo公民新闻平台最大稿源来自中、南部公民记者以及散布全台非营利组织（NPO）的代表。这些人绝大多数均与社区改造、社区大学有关，来做公民记者前，均有相当程度的社区意识、社区参与甚至社区行动。根据观察，积极参与平台活动的公民记者几乎都是社区的积极行动者，例如来自南部、农村社区的公民记者多半都是社区改造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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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公民记者多是社区行动与社区报道交叉进行，他们都是带着某些意识形态、目的、任务或使命去做报道，报道质量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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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汁原味、没有专业新闻色彩，与传统媒体强调的中立、不介入、编辑流程需要守门等基本新闻理念大不相同。

本研究中的公民新闻／记者及社区改造者大致上也都具有这些特性，只不过主要公民记者都是定期从台北南下报道其社区活动，与社区建立了比亲人更亲的特殊关系，这亦显示：公民记者关心、报道的社区，不受其所置身的时间或空间所限。在了解“新农业文化再造”的公民新闻运作前，我们先来认识新农业文化运动所在地菁寮社区的环境。

农村社区的新农业文化运动

后壁乡在台南县北端，紧邻嘉义县，距离台北市约5.5小时车程。这里地势平坦，水圳设施完善，很早就遍植水稻，是嘉南平原的大谷仓，种稻面积全台之冠。后壁民风保守，在20世纪70年代稻米日渐没落，其他地区的农民均纷纷转种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时，这一带农民却不知应变，从少到老就这样种了一辈子的水稻。

菁寮社区包括菁寮、墨林、后廍三村，在后壁乡西边，现有人口2000人不到。日本占据时期，菁寮聚落曾是嘉义、台南两县间的交通要道，是带动后壁发展的龙头，商业活动频繁，但在西部纵贯铁路线建起来后，菁寮开始没落；台湾当局将经济发展从农业转到工业后，农业式微，农村凋零。菁寮聚落因属稻作区，工厂不得进驻，农家生计更是受限，青壮人口只能流向都市，目前留在农村的七八十岁老农就自嘲自己这一代是“末代灭农”，但也只有这老一代精于农事技术了。

一部纪录片《无米乐》无意间扭转了菁寮社区的命运。为了解台湾农民如何面对WTO带来的冲击，《无米乐》以菁寮聚落为场景，历时两年半，记录了一群六七十岁老农辛勤耕作、乐天知命的身影。该片不但让台南后壁乡成为全台湾地区瞩目的焦点，台湾老农看天吃饭，任劳任怨，即使收成不佳却能无米也乐的精神，顿时成为大家学习效法的对象。片中三位老农从农作中领略的生活智慧、生命哲学以及“守着土地、守着米”的执著感动了全台湾，一时间，《无米乐》魅力横扫老中青三代，创下2005年台湾影院票房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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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入围多项国际影展。菁寮地区成了中国台湾、日本民众的观光景点，之后菁寮生产的稻米又连续几年获选为台湾良质米比赛冠军。一些菁寮中生代子弟察觉到了这一让家乡重生的契机，自2007年开始纷纷采取社区再造行动，动员一群包括《无米乐》明星老农在内的当地居民，以冠军米的故乡、无米乐的故乡、重建新农业文化为名，冀望能为社区创造生机。

公民记者JWO等人应邀来记录或参与这场新农业文化运动，在台北、台南间奔波一年有余，几乎成了菁寮人。他们通过PeoPo平台持续报道菁寮农业文化再造的活动及相关知识，增加菁寮被年轻世代网民、都会人、绿色革命同伴看见的频率，也为公民新闻塑造清新型貌。

媒介近用、社区参与

让小公民的报道能在PeoPo公民新闻平台公视展现，报道更多媒体不想做的议题或角落的新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JWO问卷）

从事社区营造的工作者可说没钱没经费，他们做的东西常常没有人晓得，所以说，我来帮他们做报道，也鼓励所有公民记者多多为自己社区的影像做记录。

（JWO，2008-07-20）





家住台北县莺歌镇颇有名气的陶艺师JWO，是20年的业余影像玩家，是报道无米乐故乡人、事、物及文史资产的重量级公民记者。从2007年4月注册为公民记者到2009年9月底止，JWO总共发稿超过70篇影音报道，其中关于菁寮社造的系列报道超过了三分之一。

初访菁寮，幼时与乡村生活密切接触的JWO很快就被当地淳朴亲切的人情味、老人家宽容任份的生命态度、守护完整家乡至今的执著，以及很原始的乡村景致所感动，早早许下心愿：要与大众分享这份感动，要帮这群被社会冷落良久的老农赢得基本尊严和实质利益，让更多人来菁寮体验农村生活，深入认识转变中的无米乐故乡，一起创造现代的有米乐。一年里将近十次的南北奔波，作品丰硕，JWO对自己的报道越来越有自信：





以我目前对于菁寮系列一年多四十几篇的报道，相信一般的观众对于菁寮最近的活动及人文报道，有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向往去探访。一些电视台也跟着（我的报道）去作许多篇的专题，个人当然也感到相当的欣慰。

（JWO访问，2009-01-03）





JWO堪称自创出“素人记者”的一种类型。他的作品全以影片形式呈现，大部分菁寮报道都是以悠悠的长笛音乐、现场原音带进画面，很少用旁白，善用美感体验构成中的视听感染力，来带起阅听人的情绪和情感。JWO的无米乐系列报道都聚焦在菁寮社区自我改造的过程，每篇报道至少花费四整天采访及后制，他总在活动过后两三天内即贴上PeoPo公民新闻平台。

新闻故事叙述或文字表达是其弱项，但他借用了新科技功能以为应变。他的文字叙述有的来自转贴，如转贴主流媒体地方版的实时报道；或是链接他人博客文章，如链接另一位公民记者林如贞的菁寮有机稻作简介；或是链接到报道对象的网站，如链接受邀到菁寮演唱的农村青年武装乐团Countryboys的网站，Countryboys也会再链接到JWO这则乐团演唱报道的网页；或是节录当地文史资料（搭配他的文史特写），还偶有简短的个人参与经验自述。JWO虽拙于言词，但生命体验已达“知天命”阶段，专业上观察细致，拍摄认真，影像处理细腻而带感情，又勤于学习及实验，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份“用心”。

公民记者林如贞是一所大学的研究员，但更多时间是当稻米传教士，钻研、推广稻米及农业文化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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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使都市人重新认识农业、珍惜自己的家园。例如学习尊重农业、农民，也尊重土地、人与人间的情感。

林如贞连续作了两期（即一年）稻作的“谷（股）东”，广泛阅读书籍，跟着老农认真学习农事，亲眼目睹农民的善良、对土地的疼惜，以及当地一群稻米文化推动者（包括公民记者JWO及年长辈农夫）的公民参与，深受感动。她虽已有个人博客，但在知道有这么一个让公民发声的平台后，立即行动，从2008年9月起投身公民记者行列。在问卷中她自我定位公民记者的价值在于激发读者行动：





以研究的精神写“米”，有人告诉我因为看了文章，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米，或是购买米礼盒当员工赠品，我很高兴，文章能产生行动力。





到2009年9月底为止，林如贞在平台上发表的文稿已有60篇，主要是以文字及图片形式呈现。她所报道的议题以推广稻米文化、有机农业、自然养生知识等为主。她虽不是新闻专业出身，却颇有新闻感，所推出的报道时效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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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新闻、资讯陈述都有相当深度。

公民记者黄永全，是中生代菁寮子弟，也是在地文史工作者。原在莺歌从事陶艺，参与莺歌社造已四年有余，因为受到《无米乐》影片的感动，2007年决定返乡推动家乡改造。黄永全有基本企划能力，口才便给、对外人际关系佳，也勤于学习新知，一回乡，就着手推动全民农村与农作文化总体验的“入谷无米乐”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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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整理未竟的菁寮在地文史、编印导览折页，还凭着私人交情请来JWO长期帮忙拍片记录活动，超出预期地让家乡每次活动都上了PeoPo公民新闻平台，让主流媒体、台湾北部观众、都市人都看到了这个几乎已被遗忘的偏乡现在的活力，让全台湾继续看到农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他放到PeoPo里更好，这样我就可以把（“入谷无米乐”活动的博客）网址放进网页里做链接，只要大家上网就可以连到PeoPo中欣赏。所以我在做营销时，就会写出无米乐社区自制纪录片有多少集，然后底下再放欢迎来玩的行程表，当作营销方法。这样一来的话，如果有人觉得行程不错，但是不知道社区全貌如何时，就可以链接到影片观赏，这样比只用照片更好。我们给新闻媒体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如此一来，媒体就可以直接播放影像。

（黄永全访问，2008-09-07）





黄永全是只上站观看而不作为的另一种公民记者。他把PeoPo公民新闻平台当成他的布告栏，用来招募“谷（股）东”及一般游客。他还会“研究”站上相关新闻及读者响应，发现PeoPo公民新闻平台使用者是一群关心影像传播的人，还发现有一群人是被JWO的公民新闻而非他的无米乐所吸引，他很快就嗅出“公民读者”这块可以开发的新市场。他常与JWO讨论报道走向（如淡化明星老农、增加其他老农曝光度，或如何发扬老农无米乐精神等），建议特写题材或影像镜头处理。像黄永全这样或可定位为监看、分析、策略型的公民记者，当然他也有“营销故乡”的公共性任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菁寮社区的公民记者在采取报道社区行动时，他们自己早就有了主题、观念、意识形态、使命感等，等到PeoPo公民新闻平台这一机运来到，这群充满行动力的公民立即上场，他们在山边、水湄、天涯、海角，投注他们的关切，执行他们的任务。新闻平台只是工具，并不是目标，整个公民记者社群可说是一个集合个人终极关怀的有机集合体。

在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上，公民记者可以自主决定议题、处理资讯呈现，逐渐形构出公民新闻的主体性，因此甘愿耗费许多时间与金钱，认真敬业地为一群没有声音的淳朴弱势群体作报道，让社会知道其实这群无声之人也有许多话要说，他们有许多希望被人看到的作为、有足以向外人炫耀的文化资产。这些老农也因为自己或家乡“被外面看到”而感到得意、自豪及自我肯定，进而积极参与社区改造。

素人记者说故事的能力或有不足（一般读者初次接触还很不屑），但是公民参与意识强烈，又有行动力与热诚，他们心理上常驻社区，与社区几乎零距离。在社区文化认同与认知上，几乎与菁寮社区利益与共，作为一个中介，公民记者通过其资讯的再制与再现，与社区人一起追求让弱势群体听到、被认识、被肯定的传播民主化。

分享感动、软性论政的公共论坛

在形塑农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中，公民记者想要分享的是人与土地、人与人间的各种感动。读者（也有网上结识的其他公民记者、自己的朋友、工作伙伴）的回馈也多半是响应这些感动，以致从报道延伸到读者响应所呈现出的文本是一片温馨、鼓励，甚至是年轻世代及都市人对农事的反思，报道者、读者、响应者的情感、情绪在此平台交流，进而产生共鸣、凝聚力，建构出一群网友的共同记忆、一个软性论政的公共论坛。这种快速、坦率、相知相惜、大家一起参与的响应过程，可说是报道者后续行动的重要动力来源。

下面是JWO在2008年2月14日贴出的系列报道的第一篇，缘自同年1月底，菁寮“国小”校长带着学生到他认养的稻田里向阿公辈农民学插秧、体验农民冬天下田插秧的辛苦，一般读者除了看到JWO影片报道、转贴自媒体地方版的文字新闻，还有PeoPo公民新闻平台“独家”的读者响应：





协助推动的社区规划师黄永全说，民众好久没感受土地的温度，听着孩子下了水田直喊着“好冰”，内心感动不已，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重新与土地接触，同时体验只有撩下去，才会有吃到冠军米的机会。

（《中华日报》记者张淑娟／新营报道　2008-01-5）

小孩得知原来米饭是经由这么辛苦的过程得来的，好辛苦……好辛苦……以后吃饭要多多感恩，如此的报道应多推广到学校单位，特别是学校午餐时，让学童能珍惜桌前的餐饭，感恩有心的制作。

（严柏　2008-02-20，22:42）

要是都市的小孩来体验农作的辛苦，感受应该更深刻。

（JWO　2008-02-20，23:03）

详读本报道，劳老师能够教育全台湾农民农作方法，一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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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90万（元），台湾农民产值就可提高七倍。

（万事通　2008-02-21，01:28）

希望我们的报道能让辛劳的农民受到尊重与疼惜，最重要的是工作与收益能达到平衡点。

（JWO　2008-02-21，10:30）





一位年轻网友在看了一位农业研发专家向无米乐“谷（股）东”简述稻米栽种过程的报道后立即响应说：





市民或是公民应该要和大自然土地更多接触，尤其是孕育我们食粮的土地，每个人都要有亲自栽种的经验，很惭愧，我是都市小孩，不知道稻田怎么种，不知道蚵怎么养，有时候对水果是长在树上还是树下的，都搞不清楚，市民农园法很值得推广，让每个人在过程中知恩惜福，这样台湾的福报才会长长久久。

（jlarkin　2008-03-07，08:44）





任教高职的好友funy看到人称卓师傅的JWO持续半年多的入谷活动及在地文史报道后，忍不住上站公开鼓励，与网友分享他的感动：





辛苦卓师傅了

给我们许多很棒的资讯

文化是久远的工作

唯有不断呈现和提醒

才能使我们更加了解进而能够去亲近

感谢卓师傅啦

（funy　2008-07-04，12:35）





网络上众生平等、即时的互动、分享及参与，正是数字科技胜于传统媒体之处。这些科技特性透过资讯内容传播显示出，新闻、科技使用权从少数人手中解放给草根民众后，既让无声者发声，也让读者可以更主动选阅他想要看的新闻、他想立即与人分享的感动或感想，这些可能是商业媒体报道不足或是传统科技无法提供的。像PeoPo这样的数字平台就是实践新媒体的机制，它既能累积公民的能量，还能储存读者论政的言谈，让后继者随时阅读、再回应，这已经是在颠覆主流传统媒体的框架与想象了。

建立社区共识

社区传播不是只有这种虚拟空间里的浪漫，从社区体系来看，通过PeoPo公民新闻平台形成的在线社区传播，只能算是形塑菁寮社区新农业文化等社区共识的一环。菁寮公民新闻出现的同时，还有一群公民以一连串非正式的中介或亲身传播来形塑共识。

在台湾社区发展体系里，很早就有很特别的“乡村式”公共论坛。直到今天，农闲时老一辈村民仍旧盛行串门子。随性随访到邻居家喝茶“开讲”（闽南语，即闲谈之意），在庙口大树下、杂货店门口摆龙门阵，谈论话题不外都是天气、农作收成、政策对生活上造成的不便等所谓的街谈巷议（现在还会加上哪家被媒体拍摄、报道了），自然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8世纪欧洲“咖啡馆式”的公共论坛。透过这样的谈论，菁寮社区老人家已有危机意识（农业快灭亡了！），有想法（要振兴呀，不然我们怎么活？），有争辩（有人说可以发展农业观光，有人说怎么会有人来？），但不知如何行动。

对社区改造渐有想法的中生代子弟眼看人气可用，一边出面召唤自救行动，先以村为单位，小规模动员村人行动。继之是几个村联手采取中等规模行动，如召集社区人出钱出力、出版导览折页，分送到火车站、店家等游客聚集点。一边分头与老一辈不断讨论、修正想法，最后由中生代会商、整合各方资源（包括地方非营利组织，如无米乐提升稻米质量促进会、个人文史工作室；社区组织，如地方农会、碾米厂；公部门，如从乡公所、“县政府”、到“中央农委会”及文建会均入列），进而成就出一个全面的社区再造运动。





建立社区共同体成员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这点很重要……老人家需要年轻人的冲劲跟劳动力来帮忙，乡下老人家会来参与。

（黄永全访问　2008-07-20）

我们正在做（农村休闲），其他的人就说那不可能啦，哪会有人要来玩？我们就让一部一部游览车开进来，让他们看到说外地的人对我们这边是有兴趣的，我们当地人更要动起来，我们要靠我们自己，不能光靠政府。不只是要改头换面，内在的尊严更要唤起，农民的自信心要增强：嗯，我们故乡现在都有人要来看，是个好地方耶！

（黄正雄访问　2008-12-13）





菁寮聚落通过反复讨论、协商、点式行动、点式成果、媒体效应等循环过程达成共识，进而形成一种社区再造的“仪式”，好像是再现了早期农业社会，农村通过节令、习俗、信仰形成的乡镇大拜拜等活动一样，全村每户人家都要分派出钱出人，当年的庙会庆典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地方公共事务，这和希腊城邦筹办戏剧节的过程相似（邱坤良，1997）。今天的农业文化再造运动亦如庙会庆典一般，形塑了一个公共领域的环境，通过讨论、分工等参与过程，建立共识、采取行动，这就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民主参与过程。

社区赋权

经由社区传播改变了菁寮的现在及未来，这就形成了一个赋权过程。PeoPo公民新闻报道给社区带来的赋权，首先是公民新闻、媒体效应、改变社区三者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前文述及，偏乡、农民都是被边缘化的一群，菁寮中生代早已意识到这样的不公平。





我们无米乐的故乡，稻米比矿泉水便宜，我要告“农粮署”，为什么让稻米的价钱不符合工资，种田划不来，昆滨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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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划不划得来，他都种，无米乐精神啊，他长期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放不下，他活到老就要做到老。 台湾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农业政策，从基本政策面，最大的元凶就是“农粮署”。外劳来到台湾，都有最低工资，为什么农民就没有最低工资？年轻人为什么不种田，不能养家糊口啊，（今年）二期稻作受台风影响，都赔钱，要是没有像昆滨伯这种有无米乐精神的人，要怎么继续下去？

（黄正雄访问　2008-12-13）





中生代行动者意识到问题后，决定必须自己采取行动，主动出击。第一步就是持续加温菁寮的知名度，他们打出“无米乐故乡”名号，省了不少从头建立知名度的唇舌；其次，整理好自家环境门面，召集社区民众参与菁寮营销，推出“入谷无米乐”，让都市人合家当起周末农人，整理出一套讲得通顺的文史数据及故事，设计好不同的套装行程，让游客尽兴而归，甚至下次再来。行动者先沟通好这些观念，再与公民记者讨论报道方针，由JWO自行构思执行。例如，他们发现，大批《无米乐》影迷来到菁寮后，只想拜访到三位明星老农就走了，没有逗留，几位行动者思索要如何让访客停留久一点，如何延续纪录片中“轻松过日子、不要太烦恼”的无米乐精神，他们认为游客不能只被片中主角昆滨伯等几个老人感动：





希望每一位老农都是昆滨伯，我们希望以后进到农村是慢活的，可以住两天、住三天……这样去跟游客建立情感，就好像林医师，跟昆滨伯买米，买到变成朋友，后来他很喜欢这里，就来这边租一个三合院，有空就过来住住。

（黄正雄访问　2008-12-13）





中生代社造者也想过，年事已高的老人家终究会离开，但是土地不会离开，“我要你被这块土地感动”（黄永全访问，2008：7、9页）。于是，修理自行车的老店主、百年钟表店里滴答清晰的钟表声、做耳挖子的老师傅即将失传的手艺，还有日本占据时期就兴建的天主教堂等相继出现在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上。这些乡人原都认为过气的“宝藏”，立即引起有线、无线电视台等大媒体的兴趣，纷纷找上门来，透过黄永全等人安排，拍访这座活生生的农村生活博物馆。

黄永全乐见这样的影像纪录传播模式，借着新闻专题、戏剧节目呈现无米乐故乡人文、建筑与农村风貌之美，不但吸引了更多游客，更可以提高居民参与社造意识并激荡新思想。从电视台工作人员前往取景拍摄到节目播出，除了菁寮地区的民众会四处走告，按时观赏之后，还会讨论哪些村民或者景点“上电视”了。这也等于间接让全社区人都知道这些年轻世代在做什么社区营造。JWO即表示，现在他拍片，被拍者不但不再害怕镜头，还有人主动找他上镜，双方的信任再进一层。

从无米乐中的昆滨伯等三位老农，到PeoPo公民新闻平台、电视台到各大平面媒体中其他老农的显影，菁寮老农、菁寮社区带动了西部米价，也造福自己。





因为我们后壁乡起来了，一些外地的包括中部米商都来我们这边及附近买米，这个是能加速我们西部地方稻子的价位提升，因为它已经慢慢带动起来了。我们台湾的农业不是只有东部好就可以，要东西部同时质量好起来，台湾的农业才会有新希望。

（张美雪访问　2008-12-11）





再者，媒体争相报道会产生连锁效应，而传播网络一旦形成，后续力难以招架！





因为它（注：JWO之公民新闻）也经常在公视里面播，也放在网站上面，现在计算机媒体的营销蛮有力的。从去年开始，像《在台湾的故事》、《欧吉桑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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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星期公视新闻台也做过专辑、年代新闻也做过报道，包括平面杂志，还有一些记者团，有平面媒体、博客的记者，甚至广播，像我就接受好几次《快乐联播网》的访问。

（黄正雄访问　2008-12-13）

他的（JWO）报道之后，真的很多游客都会过来，过来就会让我们社区动起来了，我们这个开发地方产业、地方特色的经济效益就动起来了啊，不是只有我们的米而已，相对的我们附加的一些产业，像当地的冰店等等，都互相动起来，形成产业互动的经济效益。我觉得可以改变农业经济价值，让这个产业慢慢带动观光，活络农村，这样很好，最重要的是长官的关爱就进来了。

（张美雪访问　2008-12-11）





这种关爱不只是官员来此走动，更重要的是有形的资源大批下放到菁寮，初步估算已有1亿元台币挹注，这对一个2000人不到的聚落而言，可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另外，文建会也将拨款4000万元台币，将菁寮打造成一个动态农村博物馆。更大的计划是，正在“立法院”审议的“中央政府”2000亿元台币的“农村再生计划”，菁寮社区已确定是其中一个试办点，已编预算6000万元台币，未来可能还会再增加。

从社区赋权层面来看，菁寮的中生代多半都在城市工作过，再历经社区大学公民教育养成或先前社区行动的实践经验，回头审视家乡的困境，他们意识到必须自己主动行动，召唤社区人先意识到社区发展的难题，如农业文化可能很快就要消失。然后，动员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并制造教育或学习机会，如鼓励老农试种有机稻米，使社区有权力及能力改进现状。菁寮社区新闻报道可说是居民自我赋权的实践，先让无声者发声进而为自己说话（Hamelink，1995）。这些中生代行动者透过集体讨论建立共识，自行设定议题、社区报道的策略及执行途径，决定用整个社区的人文去感动、召唤游客，透过媒体连锁效应，让资源分配者看到菁寮社区人的努力及行动，关注到这里文化与生活的价值，正好与政策相符。于是，资源源源而来，让菁寮人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参与式传播、社区赋权两个角度，观察台湾南部一个小小农村社区如何通过公民新闻及公民新闻平台形塑新农业文化，以改变社区现状及未来。

借由参与式观察、深度访问等途径搜集资料，本研究发现，在促进社区改造上，从菁寮社区子弟本身的集体自觉、行动到落实，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上的菁寮社区报道在此过程中可为社区产生赋权。如透过媒体扩散效应，提高社区的知名度，吸引更多周末农民或游客，为社区带来活力和生机，更为社区争取到政府大笔资源挹注，为带动青壮世代的人力回流铺路。

通过公民新闻平台及“做中学”途径，菁寮社区公民记者学得使用及运作媒介的能力。同时，本身事先具有的公民意识、参与热诚、行动实践经验，又擅用数字科技分享、互动、参与等特性。公民新闻及资讯先是让“无声者发声”，继之让菁寮居民“主动为自己出声”，自行拟定议题告知大众“改变中的菁寮”现状，讨论、决定菁寮未来要像个什么样子，主动定调要以在地的新农业文化诠释、传承无米乐精神，最终希望中生代子弟能回流家乡发展、再现菁寮往日风华。

研究亦发现，公民新闻作为社会参与的一种途径，其对社区的赋权是通过反思和行动的有机结合才得以进行，公民记者自己投身，甚至融入社区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情境下，透过媒介近用实践，才能使他反思原有的传播环境，并希望去改变这种环境，进而改变社区及社会。

但是透过这样的媒介参与实践，本研究也发现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公民新闻似在重新定义新闻。传统新闻媒体，或是市场导向媒体总把新闻定义为冲突，例如在位人和竞争对手的冲突，胜者和败者的冲突，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冲突等等。无米乐故乡的相关新闻似乎企图超越单纯报道一个事件、一次会议或者一场争议，而是要在报道事件的同时传递知识或达到某些目的；再者，它似乎有意略去社区不同力量间的争执或角力，而去报道共识（如要尊重老农的价值、要活络社区产业）、有意凸显社区善良的一面（如社区人乐天知命、反求诸己的生活态度）。换言之，负有任务、意识形态的公民新闻试图报道的是也许有助于解决社区问题的消息或资讯。

其次是公民记者进出读者与报道者之间的问题。公民新闻报道是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个切入点，公民记者不只是参与者也是行动者。透过数字科技，它建立了一个与读者有来有往的交谈空间，这种相互沟通和交流可以在PeoPo公民新闻平台、在其他网站的个人博客、在电子信箱，有时甚至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进行，例如在年度的公民记者聚会、公民新闻研讨会，或是社区活动如农村体验营活动上。这样频繁、多途径的互动及参与还有一见如故之效，远远超越了传统新闻只做纪录报道，把一堆所谓的事实交给读者后就完事的方式。传统新闻记者与读者间公事公办，没有情感、情绪交流，那样的文本当然比较无趣、较不吸引读者。

再次是公民媒介与主流媒介间的关系。公视公民新闻平台建立的初衷，就是为抗议一般民众被主流媒体制约、商品化，以及抵抗主流媒体垄断新闻产制等作为，亦即PeoPo公民新闻平台是与主流媒体对立的，平台上与体制对抗的社会运动报道的确显示这样的抵制或抗争。但是从社区再造这类的社区传播视野来看，由公民产制内容的社区媒介与主流媒介却是互补、互助的。菁寮社区先用影片《无米乐》打开知名度，继之在触及农业、环保、养生、休闲、乡土文化等议题时，所有传统媒体都可以轻易在网络上找到无米乐故乡的数据、线索及联络人。于是，从报纸新闻及副刊到杂志、电台、电视台等，都为菁寮改造做了免费广告。

公民记者深入社区，具备了相当高的敏锐度，发掘故事背后的脉络，或更快掌握在地的立即式情境。其所报道出的第一手资讯自然与主流有别，主流依此为线索再从它的“商业”视角进一步访查、呈现，既让社区人被自己人看到（强化其公民意识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行动，或是得到尊严、肯定，形塑其使命感），也被菁寮以外的世界看到，更重要的是被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者看到。公民媒介提供线索、人脉，得到免费宣传，主流媒体则提供资讯传布渠道、获得收视率，双方交相运用、相辅相成，所以从社区传播讲，主流、非主流是合作、协商而非抗争、对立的关系。

台湾地区是个有很强韧的生命力的地方，但就是缺乏一个集体共识，一旦这个集体共识建立起来以后，生命力的强大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形塑“新农业文化”这类的公民新闻，也许可以进一步尝试从社区到社会建构起这样的集体共识。

深度访问

JWO，公民记者。2008年7月20日，高雄工艺博物馆；2008年9月7日，后壁乡菁寮村菁寮“国小”校园；2009年1月3日，电话访问。

林如贞，公民记者。2008年9月7日，后壁乡顶常村芳荣碾米厂；2008年10月4日，电话访问。

余至理，公共电视新媒体部互动媒体组组长。2008年8月29日，公共电视台。

张美雪，无米乐提升稻米质量促进会总干事，“入谷无米乐”系列活动主要执行者。2008年12月11日，电话访问。

黄正雄，后壁乡后廍村村长。2008年9月7日，后壁乡顶常村芳荣碾米厂；2008年12月13日，电话访问。

黄永全，公民记者，台南县后壁乡菁寮庄社造文史工作室执行长。2008年7月20日，高雄工艺博物馆；2008年9月7日，后壁乡菁寮村菁寮“国小”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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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21世纪初博客兴起时，不少信息工作者纷纷设立个人博客，延续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精神，探讨与小区居民公共生活相关的议题，版主开放网民参与讨论或参与信息产制，这种由公共新闻概念“基因突变”而形成的博客，也称为公民媒介。两者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媒介平民化、民主化的哲学理念相似。可参考怀特（Witt，2004 Fall）。


〔2〕
 其中，在台中县东势镇发行的《山城周刊》，从1978年创刊至今，坚守小区服务30年，且谨守政商分际等专业伦理，2006年获颁卓越新闻奖第一届“社会公器奖”。南投县埔里镇的《水沙连》属杂志型季刊，1978年创刊，致力埔里“艺文造镇”，影响深远（参见孙曼苹，2001）；高雄县美浓镇《月光山》，则以建立客家族群认同、成功反对水库兴建而闻名全台（林福岳，2002）。


〔3〕
 台湾民间灾后重建联盟系一临时任务组织，负责掌管、分配全台湾民间捐输的救灾资源。这些数字是根据接受联盟赞助而登录的名册统计而来，还有好些接受其他财务支持而发行的小区报刊，因无从统计，并未计入。


〔4〕
 是台湾第一份对大众发行的电子报，提倡社会改革，强调“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上发声”。从创刊时起，即是社运信息中心，也兼顾小区运动、生态环保、文学文化、弱势团体等议题。每周出刊五天。网址：http: //www. esouth. org/modules/wordpress/。


〔5〕
 “小地方”平台可说是第二波小区报刊的弟妹，地方新闻处是两者的共同父母。地新处在地震重建期间，曾经辅导20家小区报刊，历时三年半，对第二波小区传播形塑有相当影响（参阅孙曼苹，2008）。后因重建工程结束、台湾当局不再编列项目补助，小区报刊因此相继停刊，硕存至今的约有4～5家。地新处随后架设“小地方”平台，各地特约写手以深度书写，类似网络杂志形式呈现，政府辅导的小区传播也正式进入数字化阶段。网址：http: //www. dfun. com. tw/。


〔6〕
 来自云林的沈心菱，出身流动摊贩之家，童年家境贫困，因“曾身为弱势，更能体会弱势”，13岁起即凭自学习得的计算机知识，打造一个免费教育网，至今已造福21万名学童。2008年春天她获推荐经过甄选后进入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5月初，推出个人网站“草根台湾脸谱”，将她过去五年间拍下的20多万张为台湾默默打拼的劳动者脸谱，挑出了2000多张送上网络。推出后不久，她主动写信给“总统府”，希望“总统”就职大典有机会用到这些照片，为的是要提醒当局管理者这些草根劳动者才是今日台湾的基石，也要社会大众尊重这些底层人们。“5·20”“总统”就职大典会场外，电视墙上全天候播映这些草根脸谱影像，沈心菱也因此事一夕之间成为媒体热门人物，她的影像博客更是快速爆红，开站三个月，点击人数即冲到165万人次。心智比同侪早熟的她，似未受到影响，还是继续她为底层草根发声的网络影像报道。网址：http: //tw. myblog. yahoo. com/i2taiwan/。


〔7〕
 记录台南艺术大学建筑所师生与台南县后壁乡土沟村进行社区改造多年的点滴，网址：http: //tw. myblog. yahoo. com/jw! QC66W1iGHxDRyAznNHTC/article? mid=81。


〔8〕
 以国内外生态环境信息报道及论坛为主的网络原生报，2007年荣获《中国时报》举办的全球华人博客大奖“最佳讯息／观点博客”首奖。网址：http: //e-info. org. tw/。


〔9〕
 有机农业在于维持土壤的生产力及耕作，强调施用农作物残余、禽畜排泄物的发酵堆肥、绿肥等，以取代惯用的化学农药及肥料，并以耕作、轮作方式来维持土壤的地力。


〔10〕
 如台南曾文社区大学公民记者报道、推动审议式公民论坛（deliberated forum），讨论农地休耕等议题；新营社区大学、嘉义社区大学等多所社区大学则参与了2008年年初“总统”大选“公民提问电视辩论”之公民提问。


〔11〕
 公民记者深知公民新闻质量不足以吸引一般大众，但却自诩极深：“公民新闻虽然粗糙，但就像糙米一样，保留许多原始营养成分。每个人都是公民记者，让自己能够种出好的稻米，提供有营养的糙米给所有的人。”（阿毛，2008-07-20）


〔12〕
 台湾最近几年全民夯本土电影。2005年《无米乐》开纪录片在商业院线放映之先河，还创下这一年票房新纪录，获得这一年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的殊荣；906年《单车进行曲》掀起全民骑脚踏车热潮，使得脚踏车制造厂在全球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员工年终奖金发7.5月；2008年《海角七号》将全民争看本土影片热潮推到最高峰。


〔13〕
 因为高龄父亲胰脏炎就医出院后需全面改善消化系统，林如贞就陪着父亲改吃有机糙米，结果父亲康复，自己十多年的皮肤病也得以改善，这让她真实体会到食补的神力，“很感恩有爱心的农夫栽种健康又安全的食材，让我跳脱‘逛医院’的轮回，救命功劳实等同医生，希望能尽己之能多推广农业，让更多人吃得健康”（林如贞，2008-10-21）。从此她一头栽进农业钻研里，除积极参与各种专业的农业课程及讲座，还不时自费走访全岛各地的民间稻米专家，一边撰文报道，一边也结合行动推广健康米食。


〔14〕
 如在2008年9月，正当三鹿公司毒奶粉横扫遍及台湾的所有面制食品时，林如贞适时推出一篇报道，鼓励读者改吃安心又健康的米食，还从营养学角度解释糙米如何有益健康，并细心介绍有机糙米食谱及烹煮方式等，该文既有知识，又相当实用，比主流媒体充满了“恐吓”的报道可读性强得多。


〔15〕
 “入谷无米乐”是为提升农村产业文化再造，由社造者、小区营造组织、小区农民协力推出的农村体验活动。这是一个以付费认养方式，提供民众下田体验农耕甘苦的活动，亦即从插秧至收成的半年耕作期间，入谷（股）人可定期受邀或自行去巡田水、观察稻苗成长，平时则有农人代为耕作，最后还可依收成好坏分配到若干稻米带回家。活动推出一年后，从地方到台湾当局的公部门一一加入，与农民合作进一步向民众推广有机稻米栽培的认知及优质农村文化。


〔16〕
 一甲地约为1万平方米。


〔17〕
 《无米乐》片中的第一男主角黄昆滨，俨然已成今天台湾老农的代言人。70多岁的昆滨伯因为纪录片而大红，许多影迷为访他而去菁寮，后续还有许多高官到访，昆滨伯均一视同仁，亲切对待。昆滨伯等片中三位老农一举成名后，认为这是老天赐给他们的神圣使命，均积极投入稻米文化推广事务中。


〔18〕
 均是台湾有线电视频道上的乡土节目，以较长篇幅介绍台湾各乡镇的风土民情为主。“欧吉桑”是闽南语中对男性长者的称呼，源自日文，直接音译过来。


第四部分　个案及比较分析



第九章　新媒体事件中的网络参与和政治功效感

——以“厦门PX事件”为例
〔1〕



周葆华

“政治功效感”（political efficacy）——即普通公民自我感知到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Campbell et al., 1954），是民主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性指标，政治传播学中的经典概念之一。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政治功效感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化的产物（Abramson，1983）。大量研究遵循班杜拉（Bandura，1977）的“信念—行为”（belief-behavior）模式，以政治功效感为自变量或媒介使用之后的中间变量，考察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其正向影响能力已经为诸多实证研究所证明（Almond ＆amp; Verba, 1963; Verba ＆amp; Nie, 1972; Verba, Schlozman ＆amp; Brady, 1995; McLeod et al.，1999）。

然而，近来在有关媒介使用、政治功效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中，衍发出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是有关政治功效感的理论位置。虽然在西方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其位置可谓趋于稳定，即在媒介使用之后，而在政治参与之前。但是，政治功效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缺乏统一定论，也早有学者（如Pateman，1970）提议要看到政治功效感本身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在针对转型社会的研究中，相当多研究东欧、拉美和亚洲社会的学者都提醒，政治功效感可能受到社会转型中重要事件的影响，即民众可能因参与某些事件而改变原有的政治功效信念（Semetko ＆amp; Valkenburg, 1998; Li, 2003）。

另一个新的问题是关于媒体。传统的政治功效感研究只考虑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影响，但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崛起则为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探讨提出了新的课题。网络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不仅像传统媒介一样具有信息传播功能，而且还为使用者提供了参与行动的平台——即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媒介使用”（media use）和“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之间的清晰区分——某些对网络的“使用”本身已构成“参与”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互联网特别是网络参与（online participation）是否对政治功效感产生了影响？又对政治功效感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考察以上两个重要理论问题的理想场所就在中国。首先，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无论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还是城市的社区自治，中国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性转换中，公众的政治功效感是否会因某些参与行为发生改变？其次，互联网近年在中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蓬勃发展，中国网民数已达2.53亿，位居世界第一（CNNIC，2008）。中国网民利用网络论坛、BBS或者博客发表言论、参与政治的热情我们有目共睹，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的政治功效感会否因网络参与而有所不同？

2007年发生在中国厦门的“PX事件”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个案。作为当年中国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从前期在厦门本地媒体信息管制的背景下成为市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主要平台以及网下参与的动员工具，到后期成为政府鼓励的公众参与环节中的重要渠道，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该事件也在媒体话语中被认定为标志性的“新媒体事件”之一（如《中国新闻周刊》，2007）；第二，经由包括网络参与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参与行动和力量博弈，作为事件焦点的“厦门PX”化工项目最终停建，这是在中国政治运作中非常罕见的成功改变政府决策的案例。因而，在媒体话语中，该事件的最终结果被阐释为“民意的胜利”、“民本导向的典范”，是一次官民互动的“里程碑”（《南方周末》，2007a，2007b；《中国新闻周刊》，2008；《南方都市报》，2007）。那么，参与该事件的普通民众如何看待自身的“胜利”？是否通过自身的参与感受到新媒体特别是网络的“赋权”作用？这一事件的“胜利”是否让民众感受到自身力量的增强？事件的参与经验对后续的参与意向又有怎样的影响？概言之，本研究希望以“厦门PX事件”为案例，探讨转型期中国公众所持有的政治功效感与网络参与之间的关系。在方法上，研究将主要遵循建构主义路径，借由事件参与者／非参与者间的相互讨论与自我阐释，来加以透析。

政治功效感、媒介使用和网络参与

政治功效感的概念阐释及其理论位置

政治功效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一般研究中都包含两个维度——内部功效感（internal efficacy）和外部功效感（external efficacy）。前者强调个体对自身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能力的基本信念，后者指向个体对政治体制（主要是政府）能否对公众进行有效回应的感知；也即前者主要是个体对自我能力的判断，而后者侧重考虑政府的作为，并从中形成有关个人影响结果的信念。

近来的一些研究开始指出第三个维度——集体功效感（collective efficacy）对政治功效感研究的意义（Lee，2005）。集体功效感，最早在班杜拉的“自我功效感”（self-efficacy）理论中提出（Bandura，1986）。他认为，现代社会中有许多集体行动，而行动中集体功效感的意义十分突出，也即某个群体对其集体力量所持有的共同信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行为。因此，班杜拉主要强调集体功效感概念的集体层面（aggregate-level）含义。但是，实际上身处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对其所处集体的能力往往有不同的感知。因此，在个体层面上，集体功效感被定义为个体对公众作为集体力量所能达至的社会或政治结果的信念。实证研究已经表明（Lee，2005），集体功效感与个体的内部功效感或外部功效感之间的相关程度均较低，即它代表着有关政治功效感的一个独立维度。这一概念尤其适用于转型社会和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社会，因为一方面转型社会中的公众通常面临相似的个人问题，或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相互之间命运相连的感觉更为强烈；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民众更愿意相信集体的力量，认为只有当集体力量足够大才可能引发领导重视、社会关注乃至问题的解决。

如前所述，政治功效感在政治学、政治传播学中的理论位置非常重要。由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政治功效感在人社会化过程中的早期形成，并作为个人所持有的对自身和外在政治体制的基本信念而固定。因此，主流研究多将政治功效感置于政治参与之前，以它为自变量检验对后者的影响，并成为对政治参与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不过，一直有学者强调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并指出政治功效感可能受到政治事件或政治参与本身的影响（Abramson, 1983; Finkel, 1985; Mendelsohn ＆amp; Cutler, 2000）。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中，公众的政治功效感更难断言在社会化早期形成以后就一成不变，持续发生的政治或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正面经验性示范，完全有可能促成政治功效感的变化。比如，两位德国学者瑟姆特科和法尔肯保（Semetko ＆amp; Valkenburg，1998）就质疑内部功效感稳定不变的前提假设，他们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后的社会情境为例，通过连续三年的固定样组调查数据，发现接触新闻信息（他们视之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参与行为）正向影响内部功效感，而非相反。而在中国的研究中，李连江等认为农民通过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践，会提升自己的外部功效感，他们的实证调查也证实了该假设（Li, 2003; Li ＆amp; O'Brien, 1996）。因此，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当中，通过对“厦门PX”这样的公共事件的参与，公众的政治功效感是否发生了改变？

媒介使用、网络参与和政治功效感

根据班杜拉的理论（Bandura，1986），在影响个人自我功效感的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基于个体直接经验的亲身成就——即行为成功的经历会提高对自身功效感的评价，而反复失败则会挫伤自我功效感。不过，在个人经验之外，替代性经验也可以影响自我功效感，即他人的成功示范——特别是与自己相似的人的示范，会提高自己关于行动能否产生效果的信念（Muller, 1972; Bandura, 1986）。

另一位学者比勒（Buehler，1975）则区分了三种解释政治功效感的视角：第一种是结构视角，即认为政治功效感主要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第二种是文化视角，它强调功效感不仅与个体的客观背景有关，而且受到个体如何被社会化的影响，特别是个体的群体归属与心理认同，如果一个人被社会划入一个认为自己不能影响政府的群体（比如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其政治功效感就低；第三种则是多元主义视角，与上述有关政治功效感和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探讨类似，该视角认为政治功效感是政治参与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的政治参与成功地影响了政府，其自我功效感就会提高。

这些理论对解释媒介使用和网络参与与政治功效感之间的关系非常有益。对传统媒介使用（media use）而言，它们是班杜拉所讲的“替代性经验”的重要来源，也是比勒（Buehler）所概括的文化视角的具体呈现。既然公众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来获取信息、认知外部环境，那么这些媒介中提供了怎样的“替代性经验”，或者对个人的社会化提供了怎样的符号环境、对自身所归属或认同群体的政治功效给予了怎样的描绘，无疑会对政治功效感产生影响。当媒介报道趋向于肯定公众参与的影响力或是政府的民主与效率，那么它将对公众的政治功效感有正面影响；反之，如果媒介趋向于贬低公众参与的效果或是对政府行为多为负面报道，则会无助于政治功效感的增长。

传统媒介使用与政治功效感的关系在实证研究中检验颇多。通常它被置于政治功效感之前，测量对后者的直接影响，并进一步与政治参与发生关联。研究大多发现：对报纸或电视新闻（特别是硬新闻）的积极使用使受众掌握更多的时事信息与知识，加深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因而与内部功效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Miller et al., 1979; Newhagen, 1994; Pinkleton et al., 1998; McLeod et al., 1999），不过对媒介使用与外部功效感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统一结论（例如纽黑根的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负关系，他将之归因于媒介对政府的负面报道倾向；而平克利顿等发现的却是正关系）。

相对传统媒介，作为新媒介的互联网与政治功效感的关系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网络既有与传统媒介的相似性——即同样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可成为政治信息和环境认知的来源；但更有独特性——如果说传统媒介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信息的话，那么网络同时还是一个新型而便捷的政治参与渠道。通过网络，普通公众可以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乃至组织动员，例如向政府部门发送电子邮件，通过网络论坛、BBS或博客发表帖子，借助QQ群等网络社区组织行动等等。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网络参与”（online participation）概念来代表这类公众主动的参与行为，并与单纯获取信息的网络使用行为（internet use）区分开来。遵循维巴等（Verba, Nie ＆amp; Kim, 1975）对政治参与的经典定义（“公民通过合法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行为选择的行为”），我们将网络参与定义为“公民通过互联网手段影响政府行为选择的行为”。

在经验层面探讨互联网对政治功效感的影响刚刚展开。其中，舒伊费勒等（Scheufele et al., 2002）通过不区分内部功效感和外部功效感的简单测量，发现：在控制了传统媒介使用和个人变量后，网络政治信息的使用对政治功效感没有影响，而非政治信息的使用仅有微弱影响，对政治功效感影响最大的仍是对传统报纸硬新闻的接触。肯斯基等（Kenski et al., 2006）发现：互联网的采纳（即上网本身）对政治功效感的两个维度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政治信息使用仅能微弱影响内部功效感，而对外部功效感没有影响。凯等（Kaye et al., 2002）发现外部功效感与信息性网络使用动机明显相关，而与社会交往性动机没有显著关系。李（Lee，2006）在有关网络与政治功效感的专门研究中，通过有限数量学生样本的问卷调查，发现使用网络新闻对内部功效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外部功效感没有影响。

上述研究中，绝大多数只采用传统的“网络使用”概念来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功效感的影响，而没有涉及“网络参与”的维度。只有李（Lee，2006）的研究在“网络使用”概念下包含了对参与性使用行为的测量（他称之为“互动性网络使用”）——操作化为向政府网站发送电子邮件或论坛帖子的频率。结果发现：这种互动行为会正向影响内部功效感，但却无法影响外部功效感。

由此可见，目前有关网络参与对政治功效感的经验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明显缺陷：第一，数量偏少，且主要关注的仍是类似于传统媒介的“使用”层面，而对更能体现新媒体特征的“参与”层面探讨尤少；第二，所遵循的操作路径均为简单的线性因果联系，缺少对网络如何影响政治功效感之机制的深入说明，也缺少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经由参与者的行动实践和话语交流而产生的对政治功效感概念的细致探讨；第三，研究几乎都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中开展，针对转型社会中网络参与和政治功效感的研究。

中国情境与“厦门PX事件”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和网络角色

与西方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就传统而言，中国社会是一个低参与、低功效感的社会。王绍光（2008）曾经用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义务本位的文化，而非权利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人们对家庭、家族、国家等集体应尽的义务，而非该享受的权利，因此也就无所谓“功效感”；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封闭式、蜂窝状的，因此历来不鼓励普通民众参与政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和口号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甚至狂热地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中。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参与主要源自“全能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对国家既定的政策表达拥护、学习领会，而非介入政策制定过程、影响政府决策或是维护权益。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能渗透开始松动，“总体性社会”出现分化特征，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权益意识开始增长，维权意识、参与意识不断提升。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以环保和维权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或者“群体性事件”（包括“散步”、“购物”、“喝茶”、“停教”、“停运”等语汇的流行）都是这一背景下公众参与行动逐步增多的体现。

不过，正如2002年的一次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所发现的一样，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参与有所增多，但是在民众所感知到的自身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只有不到四成的被访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进步，“没什么用”、“是不可能改变的”成为许多民众在回答参与意向时常见的反应，这种政治无力感是公众参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王绍光，2008）。

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治体制中缺乏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而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使得政府对民众参与缺乏有效的反应。在渠道方面，目前可供人们选择的政治参与途径极其有限，制度性（如投票）、职责性（如投稿、写信、捐款等）、公民性（如投诉、示威抗议等）与绝大多数人无缘。尽管存在一些名义上的政治参与平台，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但其宣传、教育、联谊的功能远大于维权、组织、参与的职能，许多社团甚至长年没有活动，处于虚设状态（洪瑛，2003）。而即便民众参与，政府的回应也缺乏有效性，有研究表明通过信访渠道获得回应的比例只有1％左右（王建芹，1997），绝大多数民众投诉“石沉大海”，永无下文。在缺乏制度化保障的情况下，民众倒是发展出自己的参与方式，如找领导、托关系、请客、送礼等，其目的主要是为解决个人问题或谋求个人利益。史天健（Shi，1997）在北京市的调查和胡荣（2008）在厦门市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后者发现，厦门市民最常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是“为自己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比例为58.7％）。毫无疑问，这种参与缺乏有效保障，并流于私人化，特别无助于公共问题的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崛起就别具意义。由于技术的优势，相对于空间有限和管制严密的传统媒体，互联网首次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直接面向公共空间表达意见的机会，以及与政府和官员直接沟通、直接发声的渠道，具有“赋权”和解放的意义（郝晓鸣、李展，2001；Zheng，2008）。特别是以用户创造内容（UGC）为特征的Web2.0形态与工具的出现，为民众通过网络表达权益、参与政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统计，有23.4％的中国网民在网络论坛／BBS上发帖，42.3％的网民拥有自己的博客或个人空间（CNNIC，2008）。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接近55％的网民通过网络论坛／BBS、博客等Web2.0渠道表达自己对于新闻时事的意见（周葆华，2008）。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中国网民的网络参与表现都极为抢眼，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还存在对于互联网如何影响公民参与的两派争论——一派认为网络提供了多种信息渠道和双向反馈机制，有利于公众表达和参与（Shah、Cho、Eveland ＆amp; Kwak，2005）；另一派则认为网络使用降低了公民的社会资本和网下联系，以虚拟互动代替现实行动，从而对民主参与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可能影响网下参与（Putnam，2000）。那么，在中国，人们则对互联网的“赋权”作用和正面意义持有高度一致的认同（Zheng，2008）。不光媒体中屡有声音，也得到部分经验研究的证明（郭良，2005）。当然，也有声音对此表示怀疑，其主要理由在于对中国政府加强互联网管制和信息删裁（censorship）的担忧。

那么，在“赋权”的光环下，究竟“赋权”的机制是什么？在具体的新媒体事件中，人们如何看待网络所能起到的作用，经由网络参与是否获得了功效感的提升？如果有“赋权”，那么其程度、能量和持久性如何？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网络的“赋权”对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对中国的公民运动具有怎样的意义？很明显，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和实地研究来回答。

厦门PX事件

“厦门PX事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作为2007年中国标志性公共事件之一的实质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目前少见的经由公众参与而改变了政府决策的案例，其中网络参与贯穿始终，所以它可以成为我们分析网络参与和政治功效感之间关系的合适样本。根据媒体报道和本文作者进行的实地调查，“厦门PX事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PX问题开始进入公众（厦门市民）的视野，时间是2007年3月。PX项目是指腾龙芳烃公司（由台资企业翔鹭化纤及其关联企业投资建立）准备在厦门市海沧区投资兴建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英文为ParaXylene, PX即其缩写）的生产线。该项目经厦门市委市政府决策通过后，从2004年开始先后获国务院批准立项、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环评”（环境影响评价）和国家发改委核准项目申请报告，并于2006年开始动工建设，原计划于2008年投资生产。这一消息传出后，厦门大学的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人经过研究认为，PX项目建成后将严重危害厦门的公共安全，因此她联合相关专家学者向厦门市委市政府领导反映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参与模式（“谏言”）——结果遭到拒绝。在求助当地政府无望的情况下，赵玉芬（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于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联合另外104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对该项目的选址与安全隐患表示质疑，3月18日被《中国经营报》率先报道（《厦门百万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不过，受制于中国传统媒体的地域化管理格局，作为外地报纸的《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很难进入与此事关系最密切的厦门市民的视野，这时网络就开始发挥作用。就在3月18日当天，厦门本地专栏作家连岳的博客以《厦门自杀》为题转载了《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几乎与此同时，厦门本地最有影响力的网络论坛——“小鱼社区”和房地产联合网，以及外地新闻网站也转载了上述报道。从此，PX项目开始进入厦门人的视野，“厦门PX事件”也就拉开了序幕。这一点也为我们的经验研究所证实：尽管有个别人在2006年就听说过PX项目，但绝大多数人都是2007年3月18日以后才知晓并介入该事件。

第二阶段：从2007年3月18日到5月底6月初，厦门市民通过网络和其他渠道传播信息，表达对PX项目的反对，直至6月初达到网下参与的高潮。由于这段时间厦门本地媒体一概受到市委宣传部严密的宣传管制，从一开始长时间的“失声”，到5月底展开对PX项目的正面密集宣传，网络（包括论坛、电子邮件、QQ等聊天工具）因此成为市民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展开讨论甚至社会动员的主要平台。特别是连岳博客、“小鱼社区”和由部分厦门市民创设的QQ群（例如吴贤创立的“还我厦门碧水蓝天”QQ群），在这一阶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网络空间的活跃参与，特别是论坛上的集体讨论，厦门市在5月下旬一度关闭了“小鱼社区”。值得指出的是，在网络动员开始受到管制时，手机短信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称一条号召厦门市民上街“散步”的短信在上百万市民中流传。5月30日上午，厦门市政府紧急宣布PX项目“缓建”。但是，6月1、2日，厦门市民依旧到市政府门前等地集体“散步”，表达反对PX项目的声音。

第三阶段：从6月初的“散步”表达，到12月媒体普遍报道PX项目迁建，厦门市民反对PX的公众参与取得了成功。先是从6月开始决定进行“第二次环评”，到12月初公布环评结果，并进入政府主导的公众参与阶段——包括鼓励公众通过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特别是2007年12月8日晚上厦门网开通了民众对于兴建PX项目的投票，到次日21点网站突然宣布取消投票的一天之内，共有约6万次投票记录，其中表示反对的占94％。12月13—14日，连续召开了两场公众座谈会。此后就开始传出决定迁建PX项目的消息：12月18日香港《大公报》报道福建省专项会议决定将PX项目迁离厦门，预选地设在漳州古雷半岛。1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各方专家意见倾向性一致：在海峡西岸地区择地迁建，是一个上上之选”则更被解读为事件告一段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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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的落幕适逢年底，“厦门PX事件”随即成为媒体评说的焦点，《南方周末》经过读者和网民投票，“厦门人”作为群体超过“打虎网民”当选“年度人物”；“厦门市民”同时成为《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厦门PX事件”被称为2007“中国公共事件元年”中的标志性事件（《南方周末》，2007a）。

PX事件中互联网的角色使它成为一个典型的“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new media event）与原来由传播学者戴扬和卡茨（Dayan ＆amp; Katz，1992）所定义的“媒介事件”不同，后者主要是经由电视媒介所直播的、“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重大仪式、比赛或其他盛事，如教皇加冕、登月行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在那里，政治名人、明星名流等是事件的主体，普通人则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本文所定义的“新媒体事件”则是主要依托互联网等新媒介而进行的，以普通人为行为主体的事件，体现的是主动的参与而非被动的观看。“厦门PX事件”作为一个典型的“新媒体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恰恰是前述有关网络参与和政治功效感关系探讨中的核心问题——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在缺少制度化参与途径的背景下，在民众普遍感受到强大的政府权力，在他们无法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前提下，经由PX事件这样的以集体维权（维护对政府重大决策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公民权利）为特征的新媒体事件的网络参与，特别是参与后客观结果的成功，是否对他们的政治功效感产生了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过程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样的事件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和权力结构的变迁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建构主义视角：焦点小组访谈研究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主要遵循建构主义的传统（Gamson，1992；Eliasoph，1998）。这种传统重点不在于通过量化分析解释因果关系，而是通过质化手段揭示行动者如何阐释他们的实践以及从事件中解读意义。它对于本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第一，目前关于传播媒介和政治功效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遵循社会心理学传统，致力于寻求因果联系，但是缺少对经验测量背后具体机制的发掘和文化意义的追寻。比如，为什么使用某种媒介能够正向（反向）影响政治功效感？为什么实证研究的结果有时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而有时又没有？当被访者在调查中报告“有功效感”或是“无功效感”的时候，他们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受访者自身又是如何解读传播媒介对他们形成功效感过程的影响？相比于量化结论，这方面的深度揭示非常欠缺。第二，从建构主义或符号互动论的角度展现普通公民对某一事件或社会运动解读的方式、过程和结果，本身就是社会运动、公民参与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种路径。社会运动的动员、公民参与的过程，都依赖对符号的运用和框架的解释，它们是公民行动时所征用的资源，也是公民文化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像“厦门PX事件”这样具有“集体记忆”色彩的地方性公共事件，更有可能存在一种“集体共识”的塑造过程——厦门市民如何阐释和理解这次的公民参与行动？如何评说事件中网络和媒体的角色？如何看待这次事件给厦门和厦门人所留下的“烙印”？这样的“集体共识”只有在相互讨论、交谈甚至辩论中才能更好地揭示出来。第三，“政治功效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它在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普通民众是否以及如何形成他们的功效意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因此，采用建构主义视角观察“厦门PX事件”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主观阐释，也便于我们观察概念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中国特色”，从而对“政治功效感”的进一步研究有新的思考。

具体地，我们主要采用了焦点小组访谈法，因为它“允许研究者观察人们通过日常语言建构和协商分享性意义的过程”（Gamson，1992：17）。我们通过朋友或熟人相互介绍的“滚雪球”抽样，以及基础调查中有目的的邀请，在2008年10月组织了5场焦点小组访谈，参与者共计22人，均为厦门本地常住居民。其中男性17人，女性5人；20～30岁左右的8人，31～40岁左右的10人，41岁以上的4人；职业主要包括公司职员／单位办事员（8人），教师、律师等专业人士（5人），企业老板或小店主（2人），无业或退休人员（2人），媒体从业者（2人），学校领导（1人），刚毕业的大学生（1人），自由职业者（1人）。除一人不上网外，其余均为网民（见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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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访谈均由研究者负责主持，引导访谈参与者就下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讨论：个人的背景和对政府的一般看法，特别是对自身能力（内部功效感）、政府回应（外部功效感）和集体力量（集体功效感）的看法；对“厦门PX事件”的接触和参与过程，以及参与或者不参与的考虑因素；对PX事件最终结果的评价，特别是对网络和媒介在其中角色的分析；对PX事件影响的看法，特别是是否提升了个人的权力感。平均每场访谈时间均在2小时以上。

作为公民“日常知识”的政治功效感

首先，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而且愿意表达他们自身的政治功效感。原本研究者还担心，在谈论“厦门PX”这样的“政治敏感性”事件时，被访者会有所保留，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个别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人外，其他人都能坦然地阐述他们对政治、政府及其自身“权力”的认识。由此可见，“政治功效感”虽然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学术概念，但在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可讨论的基础。其次，当被要求阐述“政治功效感”——具体为“你能不能影响政治”、“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能力影响政治”这样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会集中于论述政府回应力——也就是概念中的“外部功效感”层面，而个人能力和集体能力的层面，除非研究者明确问起，被访者不会主动谈到。套用传播学中的“引爆”（priming）概念，可以认为，在中国如果讨论“政治功效感”概念，最先被“引爆”的就是“外部功效感”。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因为在被访者看来，不论他们自身有没有能力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决定力量都在政府。在外部功效感的层面上，被访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他们都认为中国政府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强势政府，是社会的权力中心。与政府相比，民众的力量非常微弱，一旦政府决定的事情，民众就很难改变；而民众试图通过“正常渠道”去解决问题，其结果大多是“失败”。

这一“集体共识”主要来自于市民的日常生活经验。当研究者询问被访者为什么会得出“参与没有用”的结论时，一部分被访者会笼统地回答“这还用说吗？太多的事情告诉你没有用”（F，男，45岁左右，技院教师）；而其他有过实际行动经验的人则会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关系个人利益——比如试图根据政府规定去“讨”独生子女奖励，结果无功而返：





厦门市有规定夫妻办理独生子女证可以领1000元，结果我领不到，我就在市政府网站上留言投诉，网站倒是有回音，将这个事情转去区计生局，并且跟我说会给你太太企业发钱；但是呢，你一到区计生局，他们领导就说没有这回事，然后你再找市政府网站，他们说还是要靠区里解决，这么一来，学区、镇政府、教育局、计划生育部门，相互扯皮，不了了之。怎么办？只有放弃。（I，男，35岁左右，律师）





有的关于公共利益——比如试图反映公交车“不到站”的问题，最终只有诉诸“关系”：





518路公交车经常到站不停，我一直打110都没用，找媒体也没反应，最后托人找关系找到110才解决，后来我也知道了，政府部门不管，媒体作用也不大，还是靠私人关系最管用。（D，女，25岁左右，公司职员）





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虽然对外部功效的评价一致，但个体的“内部功效感”存在差异。前一种市民——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他们对政治不太关心也不太理解，对新闻媒体也缺乏热情，而主要依赖人际渠道（例如丈夫或子女）获得信息，他们对公共问题关心较少，自认“国家领导人是谁也搞不清楚”（E，女，55岁左右，退休）。而另一些市民——主要是拥有大学学历的中青年“白领”或专业人士，具有较为自信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同时也有参与热情，上面的D等都属此类。他们从大学阶段开始就接触较为多元的信息，并积极地思考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后，保持着这方面的热情，他们具有明确的个体权利意识，也在讨论中表现出关注公共问题的特点。同时，他们对传统媒介给予尖锐的批评，他们的新闻来源大都以网络为主，其中有三人明确告诉研究者他们最信赖的时事新闻来源是“牛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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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内部功效感的差异，后一种人在认为总体“无效”的前提下，对政府回应民意的表现有更细致的理解和阐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他们会从历史纵向的角度肯定政府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为“天天有回复”——即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开始有程序上的回应，但没有实质的解决（“事事不落实”），而这种程序上的“进步”也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提升的结果；第二，他们会注意区分中国政治结构中不同层级的政府，比如在就日常权益的争取上，他们会认为中央政府、省政府甚至厦门市政府的政策是好的，是考虑到市民要求的，越往下越缺乏效率越缺乏执行能力，但因为与市民生活最相关的恰恰是各级基层政府（比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等），所以上级政府再好的政策也无法形成良性的结果，这就造成了总体上对“政治体系”的功效只能给予负面的评价。

针对中国基层政府缺乏功效的原因，市民也有自己的“日常理论”——其关键词是“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行政官员“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上”代表着上级政府和官员，是决定下级政府和官员升迁褒贬的关键因素；而“下”代表着基层民众，对基层政府和官员影响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基层政府只要让上级满意就万事大吉，而基层民众的民意则不被重视，只会敷衍。碰到“冤情”，只有“越级”申诉甚至寻求“最高层”的解决。A和U在讨论中详细谈到这一点：





中国的政府是对上而不是对下的，只要把上面搞定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又有什么关系。（A，男，35岁左右，大学教师）

层层官员之间、特别是上下级官员之间都有联系，怎么会对下面有过多的问责呢？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国家的基层老百姓、农民，都要跑到北京去上访……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基层都是有联系的，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层、寄托到北京……也许中央政策是好的，但怎么管得了那么多事呢！（U，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这样的观念也影响到访谈参与者对“集体功效感”的理解。一方面，他们赞同集体力量要大于个人力量，访谈中接触到的一位老工人就是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奉者。他多次在劳资纠纷中扮演“集体带头人”的角色，带领下岗工人争取经济权益，他坚信“一个巴掌拍不响”、“人多力量大”。但另一方面，被访者认为讨论“集体力量”意义并不大——其一，在目前中国，像“厦门PX事件”这种大规模争取集体利益的事件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多，但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多”，最主要的还是个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集体行动”的组织对大多数人而言并非常态；其二，“集体行动”的组织需要“带头人”，而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带头人”毕竟还是少数，没有人愿意挑头，许多事情“发几句牢骚”、“忍忍也就过去了”；其三，造成第二点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回应问题，因为大家普遍感到政府回应太缺乏效率，维权的成本太高、资源消耗太多，因此也就不太有人愿意出面“组织”，更降低了对“集体力量”的重视。

由此可见，在厦门市民关于“政治功效感”的日常知识中，对政府回应不抱希望的弱“外部功效感”占据了核心位置，它压倒了差异化的“内部功效感”，也超越了共识性的“集体功效感”，成为最受市民注意和强调的普遍性功效观念。

这一日常形成的“弱功效”观念并没有因PX事件的到来而发生改变。西方研究显示，功效感对公民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本研究的访谈中，PX事件的参与者明确回答：他们以网络等方式参与事件，与外部功效感无关，即他们的参与，绝不是因为预计到事件可能会有理想的结果；相反，基于长期积累的信念，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完全悲观的。而促成他们参与的动力，与个性、以往经历、对事件危害性的重视程度有关：





我参与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会有这个结果，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是要表达、要说出我的想法，因为我也有小孩，PX关系到生存。（Q，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上网了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上网、不表达一定没有结果……我一直是这样的，以前小区里乱建筑，我也要去反映，管它有没有结果。（T，女，40岁左右，大学教师）

参加的当时不会想到会有什么结果，觉得自己要表达就可以了……如果真的建了，我也只能看情况，如果真的吃不消，不喜欢，那我就搬走。（K，男，35岁左右，小店老板）

政府决定的事情，基本上反对了也不会有结果，但总要说出自己的立场。（O，女，35岁左右，单位图书管理员）





网络赋权：政治体制制约下的矛盾心态

正因为参与PX事件与强功效感（特别是外部功效感和集体功效感）无关，所以事件最终的结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访谈的参与者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没有想到”事件最后的结局。正因如此，PX事件才被媒体话语褒扬为“民意胜利”的里程碑，“新媒体赋权”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在这场“惊喜”面前，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和理解这场“胜利”呢？他们如何评价网络在其中的“赋权”角色？

首先，无论是否有过实际的参与行为，厦门市民的确看到了网络的“赋权”力量，他们认为这种力量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网络传播信息的功效，网络促进了PX的“事件化”。不少被访者认为：如果没有网络，“厦门PX”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甚至不可能变成一个“事件”。虽然他们也肯定少数省外媒体（如《凤凰周刊》、《南方周末》）的作用，但认为网络毫无疑问作用最大。D（女，25岁左右，公司职员）概括道：“网络把地区事件转变为全国性甚至国际事件，引起中央注意。没有网络，这些都不可能。”

第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其他正常的参与渠道严重缺乏与失效，网络几乎是公民唯一可以运用的媒介，只有在网络的使用中才能看到公民的力量。被访者提到了事件初期的赵玉芬提案：“你想想，连院士、政协委员的一号提案都可以无人理睬，还能做什么！幸亏有网络，可以上网，只有这个渠道，还能听到一点老百姓的声音”（B，男，40岁左右，自由职业）。传统媒体在这个意义上被作为对立面受到猛烈抨击：“厦门本地媒体都不说真话……只有网络才有一点自由。”（I，男，35岁左右，律师）更直接的是，那些较为积极的网络参与者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确认了自己的个人能力：“网络的力量就体现在这方面，就是我可以表达，不管表达结果怎么样，我可以表达就是力量。”（T，女，40岁左右，大学教师）而访谈中接触到的唯一一位非网民（5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则因为缺乏网络书写能力而大感遗憾：





我懂很多东西，就是不识字。我不会写，所以我也不会上网，我觉得我对很多东西懂得很多，包括PX，我儿子会写，但是他不一定懂。有素质的人，懂这个问题的人，就上网提意见。要是我会上网，我觉得我会说得更好。现在不会上网，我就不写了，这个对我影响很大。（C，男，50岁左右，下岗工人）





第三，网络可以汇聚舆论，反映民意，这种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会让政府听到并感觉到压力。被访者注意到了网络的组织功能：





它把利益受损的群体集合在一起，比如商人住户、社会精英分子、普通市民，他们有金钱和知识资源，会利用网络资源，了解并传播PX的危害。这样声音就越来越大，这种声音不管如何，政府一定听得到。（D，女，25岁左右，公司职员）





也就是说，网络在让政府了解“民意”上是有效的，但这种“民意”是否被采纳则另当别论。网络之所以利于集体表达，D将之归因于网络的特性——“网络是匿名的，也降低了风险”。网络的汇聚效应也让参与者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本来没有网络，意见都是分散的，大家都是在私下里谈谈，发发牢骚。现在上网一看，哦，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发帖也不怕了，法不责众嘛。（R，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如果说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下，缺少集体行动的组织，网络恰恰提供了这样彰显集体力量的契机。由此延展开去，网络在组织网下行动方面也颇具优势，被访者谈到了网络的“连锁效应”，认为正是网络造成了反对PX的舆论基础，才导致了手机短信的介入，甚至才有“散步”活动的发生。“没有网络，就没有散步，网络的作用是很明显的。”（B，男，40岁左右，自由职业）

可见，厦门市民对网络在PX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认为网络让他们感受到了“公民力量”，是网络使得信息流通、意见表达、舆论汇聚直至组织抗议，触及“外部功效感”的“让政府听到”、“感到压力”的层面。他们在讨论中达成基本共识：“如果没有网络，PX事件很可能没有结果。”

但是，当问题从“网络的力量”转移到“民意的胜利”时，市民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们肯定网络的作用，却不认同“民意的胜利”。与媒体报道不同，即使是那些在PX事件中最活跃的网络参与者也不认为PX事件的结局是“市民的胜利”、“民意的胜利”，也不认为就此反映出政府开始“倾听民意”，即“外部功效感”得到增强。相反，他们对此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是“政治运作”，他们认为PX项目最终被迁建，主要是政治系统内部运作的结果，是中央政府的压力，甚至包括了国际舆论的压力。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厦门市民俨然成了“民间政治评论家”，从大学教师到下岗工人都认为PX事件的结局另有原因：





这场事件的胜利不是市民的胜利，我认为市民也不会认为是他们的胜利，因为这个事件有国内、国际的大背景，包括“十七大”、萨科齐来访、强调环保、绿色GDP。（A，男，35岁左右，大学教师）

（PX）后来没做，不是因为厦门民众的原因，而是因为高层考虑到厦门太小，害怕影响太大。这个事情不是厦门市政府可以决定的，我听说都不是福建省可以决定的，是中央定的。（C，男，50岁左右，下岗工人）





即便PX项目已决定迁建，被访者认为这并不是厦门市委市政府愿意看到的，相反，“是厦门市委市政府领导心中永远的痛”。（M，男，35岁左右，公司职员）

正是从“政治运作”而非“民意胜利”框架出发，事件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并没有从“厦门PX事件”中感受到“成功”的兴奋，也没有从中获得功效感的提升。与媒介话语或外界对于“厦门PX事件”意义的高度褒扬不同，厦门市民对该事件的影响普遍给予谨慎的评价：





PX没有给我增加任何信心，把它看成里程碑是太重了。PX有示范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和有效性，能把事情推进到什么程度，我还是不太看好。网络和民意能在政府决策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不觉得能占到很大比重，主要还是看政府的考虑。（R，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动解释媒体话语和外界评价的形成：





媒体之所以把PX树立到那么高的位置，也是一种策略吧，总是要鼓励民意，但实际上他们也知道不是那么回事。（U，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外界、像你们上海为什么会评价那么高？可能是一种“风暴中心效应”吧，越是外面的，越认为有多了不起，但实际上，在厦门人看来，不觉得这是老百姓的作用。（A，男，35岁左右，大学教师）





可以说，在厦门市民对PX事件中民意和网络的功效评价上，呈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高度肯定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过低评价民意的力量。研究者不免提出一个疑问：“你们说是政治运作的结果，是中央政府的压力，但难道政治内部运作或是中央的决定不是因为民众的参与、不是因为网络民意的表达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表示网络和民意“有一定影响”，但同时立刻又表示“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政治”；甚至用量化的方法表示“网络在PX中的力量最多是50％，关键还是在中央”（S，男，40岁左右，大学教师）。

PX事件的参与者和普通市民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矛盾”想法，恰恰反映了一种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之下的市民共识。在焦点小组讨论中，几乎没有人愿意表现出乐观情绪，没有人愿意承认PX事件改变了功效感，似乎表达“乐观”会意味着他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机制缺乏了解，会显得“幼稚”，会在群体中显得“另类”。究其原因，正像许多被访者谈到的，主要还是缘于对政治体制本身的不信任——他们认为网络只是技术，技术可以先进、民意可以表达、政府也能听到；但民意才是关键，民意被采纳才能说网络有力量。然而，在“对上不对下”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民意（包括网络民意）能否被政府采纳缺乏保障。PX事件在他们看来，就代表着许多“偶然”、“独特”因素的影响，而非制度性解决的曙光；而事件解决过程的不顺利，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乐观情绪。这种“不顺利”包括5月下旬对网络的封锁，6月“散步”后媒体报道的“陈词滥调”。因此，虽然PX事件的结果客观上无疑是“胜利”，但体制和过程阻止了他们的乐观。

这种对体制的依赖也造成了PX事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网络的力量甚至不能由网络自身来证明，而要靠传统媒体来肯定。不少参与者谈到：虽然他们一直在利用网络，却始终不抱希望，也感受不到力量；真正让他们觉得有“希望”的却是传统媒体释放出的“信号”。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网络参与者普遍对传统媒体不信任，甚至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们仍然倾向于将传统媒体视为政府反应的最可靠代表，传统媒体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象征事件成败的“风向标”，成了力量之源。几个被访者谈到：





只有当报纸发布座谈会名单，其中还出现了Fuck PX的报名者，这时候我才放心了……这时候才觉得好像有结果了。（Q，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电视台开始直播摇号（研究者注：参加公众座谈会的号），我才觉得事情好像真的要变化了，此前我一直不相信。尽管大家在网上闹得那么凶，有什么用呢？（T，女，40岁左右，大学教师）

后来看到《人民日报》说PX危害很大，就觉得事情有转机了。（S，男，40岁左右，大学教师）





由此看来，厦门市民理解的“网络赋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一方面，网络具有“赋权”功能，网络能够让普通人表达反对，而政府也能感受到民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力量最终还是取决于民意能在政府决策中占有多大的位置，而对于这一点，市民普遍表达出悲观的情绪，他们认为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民意的力量只能是一个未知数。

新媒体事件与“常规化”参与意识

传统的政治功效感和政治参与研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但在“厦门PX事件”的访谈中，我们看到了更为复杂的现象：参与的成功不代表功效感的提升。那么，像PX这样的新媒体事件，到底对中国公众的参与，甚至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参与性”新媒体事件；但另一方面实地研究又打消了媒体话语中的乐观主义情绪，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反差呢？

访谈显示：市民在看待“厦门PX”这样的“新媒体事件”对公民“常规化”参与意识的影响问题时，会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在社会层面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厦门PX”这样的“事件”，代表了当下中国的一种历史趋势。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意识的提高，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在民众利用网络等渠道表达意见、争取权益方面，被访者认为“厦门PX事件”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PX事件至少是一次民主操练，让人觉得至少我要去争取一些东西，特别是自身的权益。（I，男，35岁左右，律师）





有好几个人谈到了连岳博客——这个在PX事件中被认为是“舆论领袖”的重要网络平台，特别是他总结的10条“厦门经验”，其中的“不放弃自己的权利”、“需要理性”和“尊重程序”等被至少三位访谈对象提起。虽然他们不像连岳在博客中那样豪迈地宣称“中国所有地方都将享有厦门市民的荣耀”，但是他们也指出在像上海部分市民反对磁悬浮线建设等事件上，“明显受到了厦门的影响”。

在集体共识下也存在分歧。如果说对网络参与方式市民都表示接受，在对网下参与（特别是集体“散步”）方式上则存在不同意见。有部分市民表示反对越来越多采取这样的激烈方式：





我认为以后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事情。主要还是要靠政府的意识，而不是因为民众造反。以后大家都觉得要造反才会有成功，我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这种事情越来越少。我认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G，男，50岁左右，学校领导）





而B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有从网上发展到网下才更有力量：





网络有信息渠道，政府也会看到网络的舆论这么强烈，也会有影响。但效果上说呢？网络上再发，也只是牢骚。你一旦走上街头，就是社会稳定问题了，政府就必须面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B，男，40岁左右，自由职业）





但是他也强调网下参与的理性，他认为这恰恰是“厦门PX事件”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厦门PX是一种典范，就是用平和的方式来表达意愿。”

在看到群体性“新媒体事件”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被访者对这些事件的前景并不乐观。正像在分析“厦门PX事件”的“成功”原因时所解释的那样，他们认为，“厦门PX”属于“非典型事件”，它的成功依赖于“天时、地利、人和”，依赖于“国内国外的大环境、小环境”，缺了任何一个因素也许都不会有结果，而并不是所有地方、所有事件都会有这样的“机缘巧合”。他们举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就是“厦门PX”的后续“漳州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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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PX”，但结果已经隐然不同：





漳州也有人反对PX啊，也有好多人组织了网络论坛、QQ群，甚至也开始“散步”了，但好像闹不起来，这次地方上策略也聪明了，一个一个通过利益去说服。（L，男，30岁左右，报社记者）





这说明，在判断“新媒体事件”的功效上，民众会将不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综合衡量，所谓“独木不成林”，个别“正面案例”的示范不足以支撑市民的功效信念，也许只有层出不穷的“示范”才能促进功效感的累积。

虽然在社会层面上认为公众参与、争取自身权益的事件将是大势所趋，但在个人层面上，明确回答“会”因为PX事件的成功示范促进“常规化”参与意愿的被访者则寥寥无几。个别坚定的“常规参与者”主要受其基本信念、个性和经历的影响，比如访谈中接触到一位“保钓运动”者，社会运动已经成了他的“主业”，所以他明确表示以后碰到类似情况还会参与。相反，一些被访者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一名中年女性甚至自嘲道“参与？绝对不会。除非政府叫我参与”；而大多数被访者则表示要“看情况”。

很明显，虽然参与PX事件取得了客观的理想结果，但因为外部功效感基本没有因此得到提升，在参与意向上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在个人层面上，人们还是需要考虑“实际情况”——利益相关度、成本核算和外部环境（如舆论气候、群体力量）等。不过，“试一试”的意识却似乎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关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当研究者询问被访者“如果你们家房子要被非法拆迁了，你会不会行动”时，几乎连刚刚表示“不会参与”的中年女性都表示“可能会”，其他PX事件中的参与者也表示“可能会，不管结果，至少要试一试”。这说明，在个体层面上，市民未来的参与意愿与事件的类型有关——与个人利益相关的问题更有可能参与。

但与PX事件中网络参与成为主要形式不同（本研究基础调查显示，接近50％的网民、即约30％的厦门市民通过网络参与了PX事件，而参加“散步”游行的只有2％），在针对个人利益维权的问题上，被访者表示“不大会考虑网络”。他们认为：一方面网络的信息过于分散，而网民的注意力稀缺；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会使网络“喊冤”无法带来实际的效果。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采用，而诉诸领导和人际关系则是他们觉得更有效的方式。

但在类似“PX”这样的公共问题上，尤其是与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和有政治风险的问题上，即使是曾经的参与者也打起了“退堂鼓”。





漳州PX为什么不会参与？因为跟我关系不大吧，目前现阶段中国人还是学会关心好自身利益，就不错了。（U，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今后，民生性的我会参与，政治性的，不会参与了。（U，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正如前文提到的，事件过程对参与意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虽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日后的参与，但D也袒露了她在PX事件中先参与后放弃的心路历程：





5月底，看到小鱼社区被关闭，后来又看到公司有同事办网站被领导找去谈话，我知道事情定性了，我就不再表达了。我的原则是：事情一定性，我就不再说话。可能是我比较犬儒吧。（D，女，25岁左右，公司职员）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厦门PX事件”为例，通过建构主义路径的焦点小组访谈研究，考察了这一新媒体事件中公众的网络参与是否会对其政治功效感发生影响，以及影响的具体机制为何。研究发现：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理解中，最为强调政治功效感的外部功效感维度；由于民众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整体上形成了一套解释框架，从而对政府对民意的反应缺乏信心；正是基于这套日常认知框架，PX事件的参与成功也未能给参与者带来外部功效感的提升，只是确认了内部功效感。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如“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目前的单个新媒体事件也无法对市民的政治功效感和常规参与意向有明显的影响。

在这样的发现面前，我们难免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网络等新媒介的“赋权”功能加以重新审视。“赋权”的概念需要切割：一方面，网络的“赋权”意义在媒介功效上得到了市民的认可，它让传统媒体无法发布的“另类信息”得以传播，在“正常渠道”失效的前提下成为公民发声的唯一管道，让政府听到民意，并能组织社会行动。但另一方面，网络真正的“赋权”必须依赖于“民意”的功效，即政府可以听到民意，但还需要善待民意，在制度保障下形成有效的回应，而这一点，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缺乏有效的保障。

“厦门PX事件”这样的新媒体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逐渐增多。如何看待新媒体事件的效果？研究发现：一方面，短期效果很难发现；另一方面，公众会针对多个而非单一的“新媒体事件”衡量其政治功效。因此，“厦门PX事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新媒体事件要能促进中国社会参与意识的明显提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步，尚需要一批“新媒体事件”的集体示范。也就是说，网络赋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能经由少数事件哪怕是“里程碑”式事件发生突变。

不过，“新媒体事件”的增多也在促进共识。其中包括：第一，公众普遍赞同随着国家的发展，公民意识会不断提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会不断增强，因此在社会层面上类似“厦门PX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会越来越多；第二，在个体层面上，特别是在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维权问题上，“试一试”成为普遍心态，这与“新媒体事件”的示范作用有关，也与网络参与确认了内部功效感、唤起了集体功效感有关。

研究也揭示：在中国测量“政治功效感”需要格外的考量。第一，中国公众对政治功效感的三个维度不是平等对待，而是以“外部功效感”为主，并视之为决定性因素；第二，中国公众理解的“集体功效感”与传统文献不同，也偏向外部维度；第三，中国公众在衡量政府回应时，对中央政府等高层政府和地方基层政府有明显不同的认知。这些，在日后的量化研究中都值得仔细探讨。

总体上，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公众已经具有明确表达自己的功效观念的能力，但他们形成功效感的过程却较为复杂。他们会以最终的结果为考量因素，但他们同时也考虑结果达成的过程，因为这背后是被他们认为“结构化”了的政治体制。民众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普遍低功效意识，网络的出现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身内部功效感的增强，也在外部功效感的次要层面——让政府听到民意上得到肯定，但在其主要层面——政府制度化的回应机制上进展寥寥。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





我不觉得网络增加了民众的权利，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权力还是很有限的。我觉得关键在体制改革的本身，最根本的东西改变不了，问题迟早会有的。（R，男，30岁左右，公司职员）





好在前一点已经是希望所在，公民带着表达自我、监督政府的意识投身参与行动，就能促动机制一点点发生变化。相信随着一批“新媒体事件”的集体示范，虽是长路漫漫，却依然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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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Web2.0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研究”（07CXW011）、上海市晨光项目“Web2.0对公众知情与表达的影响研究”（2007CG13）成果之一，研究过程中得到陈醇、谢清果、佘绍敏、毛章清、刘昉等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并有数十位厦门市民接受访谈，初稿完成后得到陈韬文、邱林川、李立峰、卜卫等学者惠赐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
 根据《南方周末》（2009-02-05），“PX项目”于2009年1月20日经国家环保部正式批复，确认落户福建省漳州古雷半岛。


〔3〕
 “牛博网”（原网址：www.bullog.cn）是中国一个以民间作者为主的博客网站，以信息多元、大胆敢言为特色，2009年1月9日关闭。


〔4〕
 该调查由本文作者主持，于2008年11月在厦门市（思明、湖里和海沧三区）进行，采用电话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最终成功访问到724个样本（访问成功率为53％）。



第十章　嵌入的空间：网络论坛与城市社区建构

——以上海中远两湾城社区论坛“群租房事件”为例
〔1〕



谢　静





导　言

作为一种新媒体，网络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崭新的表达空间，这是传统媒介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在为这种“民主的媒介”热情地欢呼之余，留待我们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因为民主不仅仅是表达，更重要的是参与，包括对话协商和采取集体行动等。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网络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促进协商对话和集体行动？对于形成真正具有自治能力的中国民间社会而言，网络虚拟空间如何实现从临时到固定、从虚拟到现实的超越？

近年来，一种特殊形式的虚拟社区——城市居民小区的网络论坛——逐渐在市民生活中崭露头角，成为居民获取社区信息、参与社区事务的有效渠道和重要平台，也为探讨网络的政治与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之所以说其特殊，是因为这种网络论坛以特定范围的居住区域为界限，以同一居住区域的市民为覆盖对象，它并没有完全超越地域疆界；相反，它为居住在一起的市民提供了新的认同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既有居住空间基础上，嵌入一层新的互动空间，为曾经陌生的邻里提供了建构认同、参与协商的新的渠道与平台。

在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发显得重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单位机制逐渐解体，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社区功能日渐复杂，作用日益突出，被视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单位”、“社会合作与自治的具体场所”、“民主生长的基础和空间”（林尚立，2003：321）。不过，正如网络不能自动成为民主的媒介一样，社区要实现上述功能，亦需要城市居民的自发努力和外部支持。由开发商或居民自发建立的社区论坛，正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上海3327中远两湾城社区论坛（http: //www.3327.com/2wbbs，以下简称两湾论坛），就是这样一个由居民自发建立的社区论坛。

中远两湾城是上海一个典型的大型商品房社区，2001年前后，社区内开始出现“群租房”现象——将公寓房分隔成数间小屋，出租给多人居住。“群租房”现象不仅过度占用社区公共资源，扰乱社区居民正常生活，而且导致社区各种治安问题增加，甚至有导致社区房产贬值的潜在危险。在此背景下，社区居民围绕“群租房”这一焦点问题，通过两湾论坛展开包括政府、媒体、法律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动员，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大事件。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群租房”终于得到执法部门的重点整治，并成为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虚拟社区——社区论坛——成为居民与居民、居民与居委会、居民与业主委员会以及社区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有效平台，成为居民表达意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社区认同的新途径。

本文拟以两湾论坛为研究对象，在概要回顾媒体与城市社区建构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两湾论坛在社区认同和社区关系重构中的作用和方式，以期阐释虚拟社区在现代城市社区重构中的价值与局限性。

媒体与城市社区建构

社区问题及其重构

本文所探讨的城市社区，乃基于地域的居住空间。它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实在场所，也是市民参与政治、自我组织的具体空间；同时，还是调停个人与非个人因素的有效中介。社区居民通过参与互动而形成的规范、信任，成为民主运行的重要基础，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Putnam，1551）然而，在一些古典社会学者（如Tonnies，1555；Durkheim，1053）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传统社会那种守望互助、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似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既有规范的沦丧，人情冷漠、社会失范。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沃斯（Wirth，1534）对城市化与社区运行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社区消失论”的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逐渐修正了早年的观点，认为现代城市中的社区经历了转变和发展，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Gans，1533；Suttles，1524）。不过，由于人们社会角色多样化、交往范围扩大等原因，以地域为基础的城市社区内的互动和归属感的范围和强度都大为减弱（Connerly，1541；Kasarda ＆amp; Janowitz，1534）。因此，重塑社区精神、培养社区意识成为促进社区持续运行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从20世纪6年代开始，为解决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社区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就提出了社区发展计划，通过运用社区民间资源发展社区自助力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量新媒介的崛起等原因，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吉登斯（Giddens，551）等学者所描述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脱离地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虚拟关系取代了具体的联系。或者如韦尔曼和莱顿所说，邻里关系只是城市人的社会网络之特殊分支（Wellman ＆ Leighton，1535）。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应当建设何种社区以及如何维护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成为新的社会课题。

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改革开放以来，在从“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的过程中，市民和单位原有的利益关联不断弱化，而与社区的地域关联则不断强化（费孝通，2002；何海兵，2003；陈潭，200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兴起了社区建设运动。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社区重构一开始就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延滞或阻碍了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形成，导致城市居民在社区互动、社区参与、社区服务等各种向度指标上，仍然距“社区共同体”的理想十分遥远（岑颖、凌文铨、方俐洛，2003；桂勇、黄荣贵，200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社区难以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服务、社区居民自身缺乏必要的“市民技巧”以及参与成本较高等，以致社区重构面临重重阻碍（潘泽泉，2003）。

媒体与社区建设

传统的大众传媒曾经在城市社区发展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城市化过程中的报纸（Schudson，1541）。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媒介自身的发展，传统媒介距离社区生活越来越遥远。传播技术的发展，如广播、电视的出现，使得媒介越来越容易超越地理限制，在全国乃至跨国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整合。而媒介企业自身发展和扩张的冲动，导致了媒介组织的不断集中与融合，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日益突出（Bagdikian，2000；Mc- Chesney，1555）。另外，传统媒介的新闻生产常规与专业范式，也不鼓励公众参与，而是将公众推至政治旁观者的地位，导致政治冷漠和社会隔离（Rosen，1551）。

为了重振社区，传统的大众媒介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学运动即希望重新激发市民参与公共事务，活跃社区生活。与此同时，社区居民自己也建立了一些非营利性的“社区媒介”（community media），如社区报纸、社区广播、社区电视等等。新生的社区媒介被视为全球范围内争取民主化传播，保证地方自治的有效策略（Lewis ＆ Jones，2002；Howley，2001）。

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网络媒体的力量更为强大，能够突破既有的权力等级和时空界限，建构超越传统的新的文化认同，甚至形成虚拟社区。不过，莱因戈德有关虚拟社区的论著出版之后，也引发了诸多争论。对于地域性社区而言，有批评者认为，虚拟社区造成了邻里关系的疏离和社区的沦丧（Rheingold，2000）。不过，对网络媒体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人们的线上关系与线下关系不能截然分开；相反，网络也可以促进亲身交流与电话沟通，从而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Wellman ＆ Gulia，1555；Wellman，2004）。从更为广阔的现实来看，虚拟社区可以是跨越山河与国界的认同空间，也可以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共同体（Morley ＆ Robins，1552；Castells，2004）。而且，网络媒体还为社区精英、决策者和市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具，以促进社区凝聚力、加强邻里关系、克服文化隔阂、对抗社会排斥和贫困等；它们也是使社区生活从现代世界的麻痹状态中复苏的新型媒介（Loader ＆ Keeble，2001；Matei ＆ Ball-Rokeach，2001）。在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平台PeoPo通过赋权草根而促进了社区再造（孙曼苹，2005，见本书）。

在中国社会，传统媒介所具有的整合作用也曾十分明显。但是在社会转型、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现阶段，媒介的表现未必令人满意。调查显示，近年来媒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参与程度和表现，并没有取得广大受众的普遍认可（张晓锋、童兵，2003）。而且，由于过于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媒介反而难以形成不同群体、阶层平等参与、交流的平台。再加上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分配不公平等原因，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与机会并不均等。因此，学者呼吁：要让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公民，在媒介化社会生活中真正成为信息沟通与交流的主体（童兵，2002）。而在现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进行大众媒介改革以外，促进网络论坛之类的社区媒介发展也是一条有效途径。

媒体事件与认同建构

媒体实现其社会功能的机制复杂而多样，戴扬和卡茨（Dayan ＆ Katz，1552：p. 1）所揭示的媒体事件的仪式价值，对于探讨社区建设问题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戴扬和卡茨把“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称为媒体事件，具有干扰性（干扰日常生活流程）、仪式性（观众恭敬、忠实的反应）等特征。电视媒体通过将这些事件与某种社会核心价值相联系而达到社会整合的效果。虽然戴扬和卡茨也承认，有些媒体事件在欢庆一致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多元价值，因而在体现仪式特征的同时也具有议会性质；但是，他们对于媒体固有的危险和可能的担忧溢于言表。

如果说戴扬和卡茨的媒体事件概念体现了对于传统媒体（电视）的大范围整合作用的警惕，那么，在新媒体环境中浮现的事件则面临更为复杂多样的解释。新媒体事件，如本书所探讨的“抵制家乐福”、“范跑跑”等网络媒体事件，在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反而成为抗议和参与的媒介（胡泳，2005；周裕琼，2005；雷蔚真，2005，见本书）。另外，传统的媒体事件涉及全国甚至全世界，这样的认同建构也应当与小范围的认同建构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地方性社区而言，只要与整个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事件也同样具有仪式价值，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媒体事件，对于整合地方社区、建构社区认同、进而与大范围认同进行协商或抵抗具有重要价值。在2003年的“厦门PX事件”中，各种媒体共同塑造了一个地方共同体（孙玮，2003），其中网络的作用尤为突出。正是各种地方的、局部的认同，构建了作为整体的“公众”，用徐贲（2002）的话说，“公众永远是复数的小公众”（34页）。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相比之下，本文将要分析的两湾城是一个更小的社区，但“群租房”问题却是与整个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两湾论坛在这一事件的讲述与介入方式上展示了网络媒体的特殊贡献。因此，本文将其视为一种“新媒体事件”，探讨它在社区重建中的价值与作用机制。在此，新媒体事件，乃指在网络媒体上引发特定范围的公众高度关注的事件。它与传统的媒体事件同样具有仪式性质，但“议会”的功能更为突出。而之所以称其为“新”，不仅在于网络载体之新，更在于网络事件作用方式的不同。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于两湾论坛有关“群租房”事件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帖子的类型、表达方式与功能，探讨它们对于社区建构的意义。本文作者浏览了大多数有关“群租房”事件讨论的帖子，详细分析的论坛主题有21个，每个主题的帖子从6余个到200多个不等。另外，作者还参考了有关社区安全问题、业委会选举问题、物业管理问题和一些社区活动的帖子，作为参考对照。

同时，本文还采用了访谈作为辅助手段，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事件及事件中行动者的关系，了解社区居民的认同状况。2004年7月，本文作者及助手进行了4次焦点小组访谈，共21人，分别是街道居委会干部、物业公司负责人、业委会成员和网站负责人。访谈时间共计38分钟，访谈全部用录音记录，并整理成文字。

中远两湾城、两湾论坛与“群租房”事件

中远两湾城位于上海市普陀区苏州河畔，占地6公顷，是上海内环线以内最大的高层商品房住宅社区，为许多投资者所关注。1555年动工建设，至今共开发四期。截至2002年年底，该小区共有居民1.7万户，人口达到3.1万。该小区原本属于普陀区旧区改造项目，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它的第一批入住者以拆迁回搬居民为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小区房价一直低迷不振。2003年、2004年间，上海房价飙升，温州投资客进入两湾城，将第四期开发的房子一扫而光，该小区房价大幅上涨。但是，2001年房价滞涨，银行利率不断上升，租金难以偿还贷款。于是，不愿“割肉出仓”的投资客开始将公寓房分隔成数间小屋，出租给多人居住，“群租房”自此横空出世。这个点子很快被复制，两湾城“群租房”现象渐成气候。2002年1月开始的新一轮国家宏观调控，尤其是营业税征收时限延至五年和重征个调税，进一步使大部分投资房进入租赁市场。而且，投资客单独应对如此多的房客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二房东应运而生，低成本接手部分房源，通过制造大量“鸟笼”和薄利多销获取高于租赁市场的平均利润，“群租房”开始大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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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4月，整个中远两湾城小区内“群租房”达80余户，共分割成360余间，租住客达3400余人，超出小区居民的6％，成为上海第一“群租”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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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两湾城社区论坛始建于2004年5月3日，最初由房产开发商投资，后由社区居民接管，由热心业主自愿无偿维持管理。截至2004年8月8日，论坛已有注册用户3022个，主题总数22223篇，帖子总数332215篇，其中最高日发帖量达98篇，历史最高在线纪录是39人同时在线。论坛上有大量实用信息，也就社区居民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群租房出现之后，论坛上有关“群租房”的问题成为集中的话题之一。为此，2002年8月，论坛专门设立了“群租专题”。人们在论坛上揭露“群租房”的问题，批评群租户的不良行为，讨论整治办法，呼吁居民展开行动，动员社区里的相关社会资源（如律师、记者等），使“群租房”问题成为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甚至引起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群租房”问题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2003年4月23日，上海市房地产局对2001年版的《业主公约》、《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进行修订，提出增补条款，居住房屋租赁必须符合本市规定的房屋出租条件和人均承租面积标准，即不得低于1平方米。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原设计功能和布局，对房屋进行分割搭建，按间或按床位出租或转租。2003年5月3日上午3时，上海最大的一次“群租房”整治行动正式展开，相关政府部门联手对“上海第一群租小区”中远两湾城的“群租房”进行综合整治。这一行动得到小区业主的热烈响应，论坛里也充满了欢呼之声。据《新闻晨报》2003年7月3日报道，截至6月底，整个中远两湾城小区内530多户“群租房”和“居改非”房，已有近4成自行整改或已经恢复房屋结构的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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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集中整治行动结束后不久，“群租房”现象又有所回潮。为此，居民们通过论坛开始自觉地举报和汇总信息，支持中远两湾城群租整治领导小组的常规化整治工作。

社区空间与社区认同的重构

对于两湾城的居民来说，群租房事件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社区事件。居民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可以亲眼目睹群租房现象及其带来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人际交流和组织传播方式（如小区报纸、布告等）获得信息，社区论坛只是众多传播途径之一，但是，论坛的传播方式和意义却与其他传播媒体大为不同。围绕群租房事件，网络论坛成为一个新的参与空间，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而产生一种催化效应，为社区认同提供了载体，为形成新的社区关系奠定了基础。

群租房问题的“事件化”

在两湾论坛上，吸引居民参与的事情不少，比如圣诞派对、中秋晚会、无偿献血、志愿捐款，等等。论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组织策划了许多活动，以吸引网民，增加邻里互动，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大多数活动的知晓度较低，参与者十分有限。只有群租房事件引起了最为广泛的关注和持久的参与。两湾论坛的“群租专题”于2002年8月8日由网民“towerstar”发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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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跟帖不断，到2004年8月8日的两年时间里，已有帖子主题223篇，回复总数291个，平均每篇回复数量为23个；主题人气指数（浏览次数）总值达10902次，平均每篇为241次。其中“两湾侠”一人发帖24篇，回复741个，人气指数3309次。回复数和人气指数均高的帖子主题是“中远两湾整治群租第一锤开砸喽”，分别为243个回复、847次浏览；回复数第二的是“第三只眼看两湾”（203个），人气指数为第三，浏览428次；回复数第三的“［公告］中远群租整治小组”（153个），人气指数第二，浏览6403次。

其实，还有大量相关讨论没有归入“群租专题”。在标题中以“群租”为关键字进行站内搜索，相关帖子主题有430个，最早的主题是由网民“zwjs2321”于2002年5月3日发表的，标题是《我家隔壁居然要群租了！大家帮忙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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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标题中没有“群租”字样的帖子中，有关群租问题的讨论则更早。

从使用者的关注与参与程度来看，有关群租房的话题毫无疑问地成为网络论坛的一大事件。然而，与传统媒体事件通过整体性、共时性而获得巨大影响力不同的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互动性与异时性特征，新媒体事件不再如传统媒体事件那样具有强烈的干扰性，而是通过使用者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形成新的公共空间并将其嵌入日常生活，成为社区生活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对于传统媒介而言，受众的参与是象征性的，而网络的互动性质，使其使用者的参与具有了实际意义。在群租房事件中，两湾论坛不仅仅是“报道”事件，更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形式的参与，使用者共同“制造”了事件——使其成为论坛的公共事件，并在制造事件的过程中为论坛赋予了象征意义。从技术上说，网络论坛只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参与社区事务的平台，而参与者共同制造事件的过程则使得论坛真正具有了公共空间的意义。因为公共空间作为公众协商对话的一种机制，只有针对具体问题和事件的时候，才能真正产生作用。

本文使用“制造事件”一词，并不表明群租房事件像传统媒介事件一样，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在这一事例中，并没有单独或少数个人或组织进行发动和宣传，它是论坛的众多使用者通过多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论坛帖子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论坛使用者以引起注意、宣泄情绪、分析建议和参与动员等方式把群租房问题加以“事件化”。

首先，使用者通过界定群租房、描述和展示其危害等手段，引起大家注意，使其逐步成为焦点。网名为“佐罗”的居民发布的调查帖，较早地（2002年5月2日）在论坛上描述了群租房的具体情况：





毛坯3房2厅2卫，大房东收3200.00元。二房东把它分割成6房2卫，每房视条件好坏价格从400元至200元不等（装修一次性投入不到1万元）。二房东每月收入800元（还有押金可观）。利润：2000元。现在二房东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当作事业来做了，小的二房东有三四套，大的二房东有6多套在做！而且行情火暴，生意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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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帖子则详细列举了“群租房”的“十宗罪”：





（1）整楼消防设施被偷——安全隐患；（2）门禁被破坏——危害治安，损害业主利益；（3）乱扔垃圾——破坏环境；（4）休息时间高声喧哗——影响休息；（1）随地大小便——破坏环境；（2）肆意破坏运动设施——损害业主利益；（3）抢占电梯和超载严重——损害业主利益；（4）故意半夜敲门扰民恶作剧——危害治安；（5）在小区花园内男女公然偷欢——破坏环境；（6）私拉私接电线——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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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使用者表达了对于群租房现象的强烈不满，尤其是直接受到影响的居民，通过网络宣泄情绪，引起广泛共鸣。比如，“barryshangha”发表的“‘八荣八耻’2W群租特别版”：





（1）以当依法纳税、合法出租的2W房东为荣；

（2）以做偷税漏税、违规经营的二房东为耻。

（3）以当明事理、有自我保护意识的2W租客为荣；

（4）以做贪小便宜、破坏小区和谐的群租客为耻。

（1）以当维护业主利益、保护业主生命财产安全的物业为荣；

（2）以做二房东帮凶、帮群租开门禁的物业为耻。

（3）以当配合整治、支持政府工作的2W业主为荣；

（4）以做只管赚钱、对二房东违规经营不闻不管的业主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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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使用者并不止于描述现状和宣泄情绪，还对群租房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各种建议以解决群租房问题，拓展了事件的内涵和外延。比如“2W的小二”的分析：





我们一直在抨击群租，时不时把群租客也一起鄙视到了极点。有时回想起来，我们是不是该把枪口对准恣意妄为损害业主利益的房东，对准那些贪赃枉法的二房东的背后的人……

那些房东和二房东才应该是政府整治的关键，没有背后利益团体的支持，没有所谓的背景，他们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收购这么多房产，何来这么大的力量置业主的利益不顾，又何来这么大的力量敢违反房屋居住的一些条例？又何来这么大的力量敢在政府的网站上做群租广告，至今未被取缔？……

群租客的一些生活习俗的确给业主带来困惑和不安，这只是表面现象，群租的背后利益者不铲除，两湾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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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star”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但是要解决问题，彻底根除群租路漫漫兮，我猜想政府也不是傻瓜，尽管相应的“办法”下来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啥迟迟没有落实实施，一方面涉及面实在太广，影响实在太大，搞不好反倒和目前的和谐背道而驰了，权衡再三，取其轻。

要根除群租，首先政府要做好解决底层民众的廉租问题；其次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其三，基层政府职能部门要坚决执行，绝不手软；最后，小区业委会、物业要联合起来配合街道、房管、工商、公安等职能部门进行联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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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业主在论坛上提出了“投诉”这一具体途径，并在论坛上公布了所知的投诉电话：





（1）警局投诉——外来人口众多，导致治安混乱；（2）工商投诉——非法经营旅馆；（3）消防投诉——改变房屋结构，埋下火灾隐患；（4）税务投诉——非法营业收入，偷税漏税。

现街道办事处派驻专员在两湾，如业主发现新出现的群租请拨打以下热线：8502020转2020，负责人姓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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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使用者为解决群租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参与动员，推动了事件的发展。比如动员居民投诉，对相关部门形成压力，从而促使权力机关的介入；再比如，动员社区的各种社会资源，让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本的律师、记者等，为解决群租房问题提供外部支持。





大家谁有媒体的朋友？一起努力，让两湾这个群租的事情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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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能否团结起来，群策群力，让这个问题成为热点。同时，推动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一起，大家让其他权力机关参与进来，联合执法，把这几个问题彻底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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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促使群租房事件成为论坛公共事件而言，上述四种方式具有从弱至强的作用程度差别，因此在论坛上也大体表现为一定的先后顺序，即早期以作用较弱的方式为主，逐渐增加作用较强的方式。不过，这四种方式也经常交叉共时出现，从而使得“事件化”的过程呈现复杂而非线性的特征。

网络论坛：嵌入社区生活的公共空间

许多虚拟社区，由于脱离了地域的限制而成为抽离日常生活的媒体，而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论坛则不同。一方面，网络媒体为脱离具体地点的交往互动提供了条件，使得忙碌的城市居民不再需要为社区参与支付高昂的时间成本；网络交流的异步、累积特征，又为居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参与方式和便利，形成新的社区认知表层。另一方面，由于拥有具体的地域指向，网络论坛又可以通过与实体社区的互动而将自己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社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网络论坛通过行动动员而实现现实的镶嵌过程。通过论坛的参与动员，把坐而论道转化为起而行动，促进了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居委会和其他管理机关之间的互动。比如论坛上持续的投诉动员，使得一些居民开始到物业和居委会反映情况，向区政府相关部门投诉等。另外，为了解决社区“群租房”问题，有居民通过论坛呼吁居民自行组织起来，由网上的互动走向现实的互动。2002年8月7日，一隐身会员发布了如下的帖子：





真有心解决群租问题的进来下：该说的昨天今天都说了，并非针对谁，只是就事论事，不喜欢看到那么多谩骂埋怨而已，再多说也是重复，没啥意思，反而成了斗嘴帖，伤感情，伤和气。言归正传，对于群租问题，我不赞成在网上发帖，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说到最后全都是空话，就好比每次聚会讨论去哪里活动，3天也说不到正题，因此建议四期真正有心的人士组织一下，有空多出来吃吃饭，边吃边讨论，出点实质性的主意，拿个可行的办法，也只有当面才能讨论出个结果，当然，其他几期邻居愿意的话一同参与更好，再者也省得讨论的内容被不该看到的人看到，如果大家真有心，我愿意组织大家一起吃个饭，全当是小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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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帖子得到了部分社区居民的响应，并通过社区论坛，约定了时间、地点，实现了现实的互动。而且，以此为起点，最终成立了治理“群租房”的组织——“反群租联盟”。这些网络论坛的积极使用者，也成为社区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为形成新的社区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网络论坛还把社区生活嵌入居民的其他生活。比如论坛上的资源动员，当它把居民在社区以外的社会身份动员到社区生活中时，同时也把社区生活植入其他生活领域，从而加深了社区的影响与作用。另外，为了避免论坛交流的缺陷，比如身份难以确认、无法保守秘密等，社区居民还在论坛上组织其他方式的交流，比如使用QQ和MSN等，从而在不需要登录论坛的情况下，也可以讨论社区问题。人们使用QQ和MSN建立的关系往往是多方面的，包括工作、同学、朋友等，邻居的加入使得社区生活渗透到了居民生活的核心领域。

此外，还有一种嵌入方式体现在论坛的使用方式上。由于脱离地域限制，一些居民利用上班或在家以外的空闲时间登录论坛，参与群租房事件的讨论。这种使用方式，使得使用者的生活空间发生了重组，工作和家居的界限重新变得不确定。不过，和单位制下的工作与居住合二为一不同的是，现在网络使用者拥有更多的决定权。

最后，这种嵌入行为也是一个双向过程。论坛使用者经常报告线下活动情况，为虚拟论坛增添了现实佐料，把社区生活的具体行动转化为维持甚至增强论坛凝聚力和效能感的因素，进而培养和发展了虚拟社区。比如，有的业主报告其投诉行动：





刚刚打了8315举报群租，接待人员说会转到房地部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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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报告自己对于物业保安的监督：





昨天，我楼下的那位保安小伙就成功制止了一次群租客的搬入，通过平时的观察，这位保安小伙也是我个人认为234号中最有责任心的一位，在此向他致敬，惭愧的是他的名字我还不知道。

但是，不负责任的保安大有人在。4月22日下午10时20分，234号执勤的魏姓保安，就对一女性群租客的搬入视而不见，不管不问。我上前质问他为何不阻止，知不知道现在不能再搬入了时，他支支吾吾说不知道。随后我拨打物业的电话，对此事进行投诉，物业保安相关管理人员明确表示现在是应当明确制止的，他们会马上派人来阻止，并对当值保安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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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直接参与了整治行动：





今天惊心动魄呀！昨晚开会到6点，3点半睡觉。

今晨2点20分起床，2点40分集合，3点准时整治。激动人心。

接下来是全程报道，业委会抽调了4位同志，对3组执法行动小组进行了全程见证。

我所在的是第一小组。一个上午拆除了4户拒不整改的群租户……

接下来整治工作即将全面铺开，希望选出来的业主代表和热心的业主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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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事件：社区认同的催化剂

如果说网络论坛为社区生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公共空间，那么，引起社区居民广泛关注和参与的网络媒体事件，则更像一场共同参与的表演，为这一空间赋予活力，催化了社区认同的产生与发展。由于网络媒体事件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制造的结果，所以在事件化过程中，人们密切互动，共同建构了社区和集体的认同。

有关社区认同的研究认为，社区认同涉及诸多层面，既有主观感受，也有客观表现；既是个人的心理体验，也包括共享的理解。为此，研究者设计了复杂的测量指标，如帕迪富特（Puddifoot，1551）的多元模式，就包括地域概念、区隔程度、同化作用、个人定位、社区生活质量的评价和社区功能评价2个方面。限于研究目的和方法，本文没有对这些指标进行全面测量。不过，根据文本分析和访谈资料可以发现，两湾论坛所建构的社区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居住场所的认同、情感投入和参与感，而这些内容在社区论坛上集中表现为对于“两湾人”的建构和认同。

网络论坛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注册用户并不需要任何认证的手续，也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入、参与；没有注册的用户也可以浏览所有帖子。在群租房事件中，参与讨论的人大多数是居住在两湾城的居民，这一身份特征可以从有些用户的注册内容中直接看出，比如不少人注册时登记了“门派”，表明了自己具体所在的区域，如“两湾四期”、“两湾三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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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而且，许多网名也直接标志了用户的身份，比如：“两湾侠”、“湾里人”、“2W的小二”、“苏州河王子”、“恨群租”、“两湾人”、“两湾四期”等。还有些参与者会在帖子中直接或间接地表明自己的居民身份。事实上，由于群租房问题直接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居民在网络论坛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危害及解决办法的时候，反复重申了自己或者其他居民的社区人身份，“两湾人”这一表述在许多帖子中反复出现，作为集体的“我们”逐渐得以建构。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两湾人”的建构也得到作为对立面的“他们”的支持，正是“他们”——群租客或者二房东的存在使得“我们”有机会在论坛上讨论群租房事件，协商解决方案。“我们”是主人，却是受害人；“他们”是外来者、入侵者，却破坏环境和社区生活，是社区里的“他者”的角色。

不过，群租客和二房东很少公开在论坛上露面，论坛上只是偶尔出现代表群租客的言论，或者表明身份的网民，比如有人曾以“租客而已”的网名发帖。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不进入论坛、不发表言论，论坛上也有一些为群租客辩护的声音，只是无法确认其身份，以至于社区居民有时怀疑，群租客或二房东伪装成居民，故意混淆视听。在群租房事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两湾侠”曾经发帖，声称“网上的‘客人’多为群租和二房东”
〔20〕

 。物业公司也曾把网上不实投诉归罪于群租客或二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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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乎没有公开露面，“他们”的角色扮演和身份建构主要是通过业主的描述和评论来实现的。不过，这并不表明“他们”的形象完全一致，“他们”的身份本身有所分化，论坛使用者对其态度也有差别。首先，群租客和二房东不一样，群租客是许多坏事的直接责任人，整体上呈现“素质低下”的形象。但是，也有帖子指出群租客的艰辛和不易，对其生活状态表示同情。而二房东则不然，虽然他们不直接做坏事，但他们贪婪、狡猾，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因此几乎没有正面的评价。其次，在有关群租客的形象建构中，城市生活另外一些“他者”形象被部分征用，如“乡下人”、“穷人”、“外地人”等，但也遭到许多论坛使用者的抵制，从而被解构，并未真正成为“我们两湾人”的对立面。“Thor”的分析比较典型：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喜欢挑起地域歧视的人可以歇歇了，中远的房子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上海人买的，即使是那些自住的房子，目标如果扩大到针对外地人，这首先就挑起了业主内部的矛盾，让群租的看热闹了。群租是一个很鲜明的团体和目标，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群租，不管是外地人还是上海人，哪怕是外国人！所以劝那些张口闭口外地人的小白，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首先用脑子好好想想，别像个跳梁小丑一样让别人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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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rest”则从策略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坚决取缔群租已是所有业主的共识，但是积极取缔群租不意味着歧视外地人，这个问题这两天已经讨论了太多，楼主不要混淆了概念，否则将增大取缔群租的难度。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海纳百川的胸怀，做可爱的上海人也要有这样的胸怀。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社会更不能允许任何歧视行为的存在。





从中可以看出，真正奠定“我们两湾人”认同基础的，还是社区认同：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在许多帖子中，使用者呼吁爱护自己的家园，而对于群租户和二房东的憎恨，也源于他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肆意破坏。网民“forrest”的签名档就鲜明地表示：“两湾生活开始了。同心合力共建两湾社区美好家园，各位邻居，大家加油呀！！”因此，无论是来自外地还是出身贫寒，都不是社区居民集体声讨的最终对象；他们之所以引起众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在社区生活中的种种临时性行为。在社区居民看来，群租户不在乎社区的安全和消防设施，因为他们也许根本用不上；他们不在乎邻居的感受，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建立长久的关系。总之，他们并没有把两湾城当作真正的家。相反，少数活跃在论坛上的“两湾人”，其实已经搬离两湾城，但是对于过去家园的感情以及邻里关系的怀念，促使他们经常“回来看看”，并且积极加入讨伐群租房的活动之中。

网络秩序与社区关系重构

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为重建认同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常常走向极端。当认同过于强烈时，就容易出现桑斯坦（Sunstein，2002）所说的网络极化现象：观点相似的人们通过网络聚合起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只是听到自己的回声；强烈的共鸣导致观点日益激化，并产生极端的社会行为。这种极化现象在国内许多网络媒体事件当中也曾经出现，甚至出现网络暴力。不可否认，在两湾论坛中，也出现过一些极端言论；但是，大多数时候都遭到了其他网友的谴责和抵制，并未出现极化现象，这与社区论坛并非完全的虚拟世界有关。以实体社区为基础的网络虚拟社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实体社区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规范制约，使其不致完全脱离现实。

两湾论坛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运作的一个社区网络媒体，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受到诸多限制，没有宣传任务，也没有商业压力
〔23〕

 ，在围绕群租房事件的讨论中，使用者能够相对较为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们除了表达对于群租户和二房东的愤怒与不满以外，还经常问责相关管理机构，比如物业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和服务的责任，其中也不乏言辞激烈、情绪失控的现象。然而，正是因为明确的社区认同，论坛使用者对于论坛的社区形象和社区关系十分关注。促使“群租专题”产生的帖子，就是由“湾里人”发出的倡议：“强烈要求管理员果断删帖封ID，保持论坛安宁／文明”：





近来，连续出现带有人身攻击的不文明言语的帖子，版主和管理员已经屏蔽了不少，但是仍然制止不了，严重损害了论坛的形象，本论坛应该保持原有的文明与和谐，保持对事（物）的积极态度，保持文明网站的声誉。建议发帖者自律，同时强烈要求管理员对有损论坛形象的，带有人身攻击的不文明言语的帖子坚决删除，包括对个别严重损害了论坛形象的，坚决封ID，不要怕麻烦，不要怕他换ID换马甲再来，不断的删和封，让始作俑者发表的帖子无法连贯。以利保持论坛安宁／文明。让所有来这儿的网友有一个文明／和谐／愉悦的环境。
〔24〕







不过，论坛使用者所希望建立的网络秩序并非简单地删和封，“towerstar”在跟帖中表示：





希望网友们理解论坛管理者的难处，也希望网友们还论坛一个文明的环境，这毕竟是社区论坛，不是政府网站，所以一般不会轻易删帖或者封ID，但是就目前这种现状，随便注册一个ID，上来就开骂的情况，我想大多数网友是不赞成的。
〔25〕







对于理性协商、合理建议的倡导，对于自律的呼吁，使得两湾论坛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保持了较好的形象和认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社区的物业公司、居委会和业委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重视社区论坛的存在，甚至主动利用网络论坛了解居民意见、发布信息。论坛也不排斥管理机构的介入，相反，还为他们提供了专门的栏目并置于醒目的位置。两湾城社区管理委员会
〔26〕

 的主要负责人即表示，他经常在这个论坛上了解动态、发布信息，并发表言论，许多网民都知道他的官方身份
〔27〕

 。物业公司负责人也表示，他会要求手下的管理人员经常登录论坛，了解居民的意见，尤其是关注有关群租房的举报，必要的时候也进行回复。
〔28〕



两湾论坛上的活跃分子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线下活动，除了前面提及的讨论群租房治理的聚会，网友们还组织发动义务献血、为被打的保安募捐、给汶川地震失去亲人的小朋友过生日、开圣诞派对等。从线上到线下，论坛上的一些网民结合成了相对稳定的联系，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反群租联盟”这样比较松散的自组织。组织起来的网民在社区管理中逐渐形成一种力量，管理部门不能小觑。2004年6月10日，街道、居委会和3～4位网民代表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就社区地下车库出现的塑钢加工厂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建议和对策。这些行为可以视作是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开端。毫无疑问，社区论坛已成为其中一个有效的纽带和平台。

结　语

上述分析展示了两湾论坛作为社区的公共空间如何通过群租房事件而镶嵌于社区生活中的方式与机制，并且探讨了论坛在社区认同和社区关系重构过程中的作用。正如“Lanehe”所说：





正是有3327这个平台，有持开放心态的众多网友，有观点的碰撞，有思想的激辩，对我们的小区实际生活，如果能有那么一丁点的影响，社区论坛就成功了。
〔29〕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用主要是在参与使用论坛的人群中发生的。作为论坛的观众，通过论坛的建构，也有可能强化社区认同，并参与社区事务，但这需要更广泛的调查研究。而从目前论坛本身使用的情况来看，虽然它比较活跃，注册人数和浏览量也比较大，但是相对于庞大的社区来说，比例仍然不算高。即使3000多注册用户全部来自社区内部，也只占社区居民总数的20％。而据居委会的估计，两湾论坛上主要网民约为400人左右，约占社区总人数的1％。
〔30〕

 这限制了社区论坛在整个社区生活中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两湾论坛参与群租房问题讨论的主要是自住的业主和普通租客（独租或合租），同样居住于社区的群租户并没有发出声音或者参与讨论。这种排斥使得论坛作为公共空间的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进而影响了群租客群体的社区认同建构。

同时，社区论坛自身也面临着如何发展壮大的问题。2004年7月20日，在论坛建立4年多后，“lanehe”发表了题为“论坛为什么越来越冷清？”的帖子，引来41个跟帖，表明一些网民已经开始为社区论坛的前途担忧。虽然也有人质疑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但是大多数回帖认同这一看法，并进行了分析。根据该帖的投票（截至2004年8月8日），认为论坛冷清的原因主要有：





（1）论坛没有业委会、物业、管委会上来，没有小区信息，甚至连争论都没有对象。（3票）

（2）论坛上口水大战没实际作用，跟能言善辩的“马甲”争吵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心情。（1票）

（3）论坛上争议性话题越来越少，无聊地吵架反而伤感情，喜欢论坛一团和气。（1票）

（4）论坛上邻里实用信息不多，纯灌水还不如去QQ群。（1票）
〔31〕







参与投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提出的问题对于论坛却极其重要。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来看，持续两年的群租房事件在过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正如任何事件一样，有始即有终，虽然群租房问题远未解决，但是对于媒体事件而言，似乎已经是强弩之末，是否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成为论坛生存的重要问题。另外，论坛要持续发挥作用，还应当介入更多的社区事务，创造更多的媒体事件。正如“胖子”在跟帖中指出：





话题太单一。

哪怕吵架，成天的话题只有群租，业委会，物业，而且吵来吵去就这么几个人，谁不厌烦啊。

前些天出了个关于养狗打狗的新话题，不就热闹了一下嘛。
〔32〕







更为严峻的是，论坛还面临着新的竞争。由社区管理委员会设立的官方论坛“七彩两湾”（http: //www.2w2004.com）已于2004年7月15日正式启用，希望借助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力量，打造权威的媒体。在此之前，其实一些商业房产网也有两湾城的社区论坛，但是远不如居民自建的两湾论坛活跃。那么，新的官方论坛是否会改变这种格局呢？中国城市中也不缺乏街道、居委会的官方论坛，但官方论坛往往缺乏对话，也没有真正的媒体事件。两湾城的官方论坛“七彩两湾”尝试通过发布官方信息、职能部门介入等方式来赋予网络论坛更高的价值，也确实回复、解决了部分网民反映的问题，但仍然缺乏全面、及时的参与，其人气仍然尚不如3327两湾论坛。
〔33〕

 不过，官网的设立，使得社区管理委员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等机构不再涉足两湾论坛，而这对于两湾论坛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如网民们自己所感觉到的，“论坛没有业委会、物业、管委会上来，没有小区信息，甚至连争论都没有对象”，论坛将不再热闹。对于社区管理委员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而言，减少甚至停止在论坛上的发言和反馈，与他们对于两湾论坛的评价越趋负面有关。这导致了一个悖论：论坛的活力来自于批评和争论（即使在官方设立的“七彩两湾”论坛上，批评意见也不绝于耳），但是如何在批评争论中有效地合作，这不仅是社区论坛面临的课题，也是社区管理部门和所有居民的共同任务。

最后，从研究本身来看，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和访谈来考察网络论坛对于社区建设的价值、作用方式及局限性。受研究方法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本文观点相关的一些内容没有获得更为充分的实证数据支持。首先是有关社区认同问题，如果针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将能够获得更为直接的证据，但是由于目前论坛使用者比例仍然不大，抽样调查难以获得论坛使用与社区认同关系的有效数据，这一工作只能留待以后进行。其次，有关论坛使用者的线下活动情况，如果能够实地观察将能获得更为丰富而生动的资料，为“嵌入”观点提供更加充分的支持。然而，由于本研究进行时，这些线下活动基本结束，没有机会参加。但是，从线上线下互动而展开对有关“嵌入”问题的研究，将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方向。再者，社区论坛也可视为逐步嵌入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一个崭新空间，标志着普通市民多了一条比较有效的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的途径，这从中远两湾城着手建立官网并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可以得到证明，因而也值得继续观察：官网是否更有利于合作？民网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官网与民网如何共处？另外，由于文本内容缺失和接触渠道限制，本文没有获得群租户的直接描述和表达，使得本文对于社区建设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这在一定程度上由论坛本身所致，但需要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弥补。总之，本文对于尚处于建设发展中的社区网络论坛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它对于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更为长远而全面的影响，需要研究者追踪论坛本身的发展变化，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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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批准号04JC420002）和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批准号04FCZD030）资助，特此鸣谢！


〔2〕
 杜安娜、方志辉：《上海整治群租房调查　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存在争议》，载《广州日报》，2003-05-8。


〔3〕
 祝玲、周美良：《中远两湾城群租房达80余户　存火灾隐患》，载《新闻晚报》，2003-04-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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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10203＆amp;page=5.


〔15〕
 http: //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10201＆amp;page=5.


〔16〕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2843＆amp;page=4.


〔17〕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24304＆amp;page=2.


〔18〕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2493＆amp;page=1.


〔19〕
 由于两湾城面积较大，并非同时开盘，根据开盘时间先后分为四期，其中群租房问题主要出现在第四期。


〔20〕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10105＆amp;page=5.


〔21〕
 　访谈记录。


〔22〕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22041＆amp;page=3.


〔23〕
 　论坛的运作需要资金投入，因此，论坛也刊登广告以赚取利润，但是由于论坛的开放性，论坛的版主、参与者并不需要像一些商业媒体的生产者那样，以市场为导向。


〔24〕
 http://bbs.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10151＆amp;page=5.


〔25〕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star=2＆amp;replyid=2881＆amp;id=10151＆amp;skin=0＆amp;page=5.


〔26〕
 中远两湾城原设一个居委会，因小区规模大、居民多，2004年2月，改设社区管理委员会，其下分设四个居委会。


〔27〕
 访谈记录。


〔28〕
 访谈记录。


〔29〕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star=4＆amp;replyid=341055＆amp;id=25252＆amp;skin=0＆amp;page=1.


〔30〕
 访谈记录。


〔31〕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25252.


〔32〕
 http://www.3327.com/2wbbs/dispbbs.asp? BoardID=3＆amp;ID=25252.


〔33〕
 本文修改稿完成时（2005年6月3日），原先的两湾论坛已经改版，名为“3327社区生活网”，主要在视觉效果和使用便利等方面进行了改进，论坛注册会员达到了3544人。新设立的官网“七彩两湾”会员人数为721人。



第十一章　中国内地都市社会运动中的网络表达

——基于对厦门、上海两起社会运动的考察

邹　军





导　言

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赵鼎新，2006：3页）。在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备受瞩目。美国社会学家吉特林曾断言，“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吉特林，2006：6页）。大众媒介通过制造身份认同、影响公众舆论等方式主导着运动的方向直至成败。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在整个传媒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互联网在身份建构与“印象操纵”方面也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因素。（约斯·德·穆尔，2007）然而，一个纯粹在虚拟空间中发动的网上社会运动往往效果十分有限。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而互联网在这样的动员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如果一个社会运动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政治信息闭塞的威权国家中发生的话，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仅仅取决于互联网本身的性质，而更取决于互联网中所载有的内容的不同（赵鼎新，2006：273页）。

近20年以来，中国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已由此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转为农民和工人。与此同时，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新社会运动”吸引了不分阶层的参与者。这些“新社会运动”之所以“新”，就在于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即这些新问题既不是根据任何特定阶级，也不是根据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提出来的，因而产生了来自各个社会阶级的集体性的政治行动者（何立平，2007）。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民众相对剥夺感的高度累积、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损，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都市和乡村的社会运动似有不断增加之势。有研究者将可能发生的都市社会运动一共分为五类：（1）精英主导型社会行动；（2）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等“新社会运动”；（3）少数群体发动的社会行动；（4）宗教教派或类教派运动；（5）有政治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或者分离主义者组织的恐怖活动。通过模型推算，其中第二、三类社会运动呈现多发趋势（刘能，2004）。

在中国，社会运动还是敏感的话题，多数情况下传统媒体不能进行正面报道。关于社会运动发生的消息常常依赖人际传播或新兴的通信方式如手机加以传播，传统的大众媒体一般在事件平息之后才予以报道，或在事件发生时做侧面报道。这些社会运动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主要依靠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动员和组织。与西方社会不同，互联网在中国的都市社会运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互联网具有反主流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并相对地缺乏规制，允许绕开国家的控制（Scott A . ＆amp; Street J.,2000）。

综观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内地的都市社会运动，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事件无疑具有标志性。关于这一事件，已有学者如孙玮、周葆华，从不同视角切入进行过研究，相关情况也广为人知。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将上海部分市民反对磁悬浮工程事件与厦门反PX事件进行对比考察，具体比较两起社会运动中网络动员和表达的不同载体，分析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探究网络表达的策略、控制机制和效果。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一、为何这两起社会运动的网络表达载体有所不同？

二、这种网络应用技术的不同，是否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某种结构性因素？

三、因为采取了不同网络表达载体，所呈现的网络话语策略、控制机制是否也有不同？

之所以选取这两起社会运动，基于下列理由：

首先，它们都是近两年来发生在国内城市的较有影响的、以环保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可以作为当前中国内地这一大的时空背景下，国内新社会运动的样本来解读。

其次，这两起社会运动经历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集体行动的动员和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网络动员的过程和遭遇的控制，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运动中的普遍现象。

最后，由于议题不同、环境不同，涉及的市民群体不同，两起社会运动的经历和结果亦不同，尤其是互联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作用的形式不尽相同，而这一切正好为考察新社会运动的网络表达提供了契机，让我们可以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社会运动中的互联网角色和网络表达的现实境遇。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本分析和“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两起社会运动的数据搜集方法有所不同：由于反PX事件影响大、研究较多，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比较多，对其数据的搜集，主要采自传统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上留下来的帖子，如博客和论坛的文章等。由于时过境迁，事件发生当时的网络内容大都已无法寻找，也只能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和网上一些网民事后的追忆来还原。对于上海反磁悬浮工程事件，本人收集到运动发生前后几天见诸大小论坛的几乎所有帖子，并加入了规划沿线3个小区业主为动员居民集体行动而创建的QQ群，“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两起社会运动的网络动员和表达进行考察。

不一样的社会运动，不一样的网络表达

先看两起社会运动的概况。2007年厦门市民反PX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其情形也广为人知。厦门PX项目于2007年3月以全国政协会议头号重点提案的方式曝光，引发厦门市民的忧虑和反对。6月1日、2日，上万市民走上街头，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平游行，要求政府停建PX项目。此后，PX项目被纳入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12月5日，《厦门市重点区域（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写本）在当地媒体发布。12月8日，厦门市在官方网站厦门网上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票平台。12月13日—14日，厦门市政府开启公众参与的最重要环节——市民座谈会。此后，厦门PX项目终止，将迁往漳州。

上海部分市民反对磁悬浮工程事件发生在2008年年初。这个磁悬浮工程即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工程，它穿越上海市浦东新区、徐汇区和闵行区，原规划全长约34.8公里。方案公布后，沿线居民对其可能的环境影响提出质疑。其后，有关单位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优化，主要是避开了原有的人口较为稠密的居民区。2007年12月29日，上海市规划局在官方网站上公示《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规划选线调整方案（草案）》。2008年1月2日，上海环境热线上公示了最新《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简写本）。调整后的方案一经公布，新的规划线路沿线小区居民反应强烈。自1月6日起，部分沿线居民开始在闵行区政府等处游行。1月12、13日，上千居民分别在上海市政府所在地的人民广场和南京路等繁华地段举行“散步”和“购物”抗议，警方出动了数十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此事批示：“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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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政府也设立专线电话以及电子邮件信箱，征询居民的建议和意见。沿线的区政府也派出人员到居民小区受理业主的意见和建议，并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征询意见。2008年3月6日，上海市长韩正在北京表示，磁悬浮过程还在论证阶段，未列入上海市本年度重大工程。时至今日，该工程仍被搁置，前景不明。

反PX运动的网络表达载体：博客、QQ群和网络论坛

在讨论两起社会运动的网络表达之前，有必要对网络表达的具体载体做一简单描述。虽然笼统地说，互联网是公共表达的平台，但并不是网络空间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表达，这首先需要一个话语空间，允许个体在其中进行意见表达，别人可以听到并做出响应，即需要有讨论的发生。在Web1.0时代，以网络论坛（或称电子论坛）、新闻留言板为代表的电子公告服务是网络表达的重要平台。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后，博客等Web2.0应用成为网络表达及舆论生成的重要场域。总体上看，目前应用广泛的网络表达载体主要有：网络论坛、博客和QQ群等。网络论坛是电子公告服务的一种形式，以BBS站点和贴吧为代表。与通常的BBS不同，贴吧赋予了网民自由创建讨论版的权利，但这项权利的行使也是有风险的，因而国内的贴吧使用者自觉地“去政治化”，以娱乐和社会非时政话题为主。因此，本文讲的网络论坛多指BBS，但不仅限于BBS，还包括像Googlegroup之类的，允许用户自行建立和发布涉及时政议题的讨论组。

博客和BBS在内部控制机制上有很大区别，有人形象地将前者称为私人会客厅，后者则是公共广场。网络论坛有专人把关、过滤，而在个人博客中留言及博客本身的内容却不需要审查，只要通过系统设定的敏感词过滤就可以发布，这为博客的主人和访客预留了很大的言论空间。QQ本是颇具中国特色、功能比MSN更强大的即时通信工具，主要用于人际交往。但由多人共同参与的QQ群也具有公共空间的某些属性，更由于QQ群具有私密性，加入需要得到管理员的批准，外人很难进入，因而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涉。而且，因为某些特定事件而创办的QQ群，其创建者和组成人员多是信息传播的活跃分子，使得QQ群在一些敏感事件的传播和讨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在厦门反对PX项目的行动中，互联网是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厦门PX项目在2006年11月17日即已开工建设，但直到2007年3月19日《中国经营报》报道了赵玉芬院士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要求迁建PX项目的议案后才引起厦门人的注意。其后，在厦门的当地网站“小鱼论坛”上，所有传统媒体的报道都被转载，并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由于本地媒体对于专家及外地媒体质疑PX项目的消息未做报道，厦门市民获取消息、参与议论的主要媒介就是互联网。虽然后来的手机短信在运动的组织和动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手机短信更多地发挥着信息传递作用，并不能像互联网论坛那样可以供大家实时讨论。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和讨论不仅让厦门市民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反对PX项目，也让外界了解厦门市民对此事件的态度。

博客、QQ群和网络论坛是运动动员的主要方式。很难统计有多少厦门人在自己的博客上为反对PX项目上马而呼喊，但可以肯定的是，博客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专栏作家钟晓勇（化名“连岳”）的博客，每篇文章写10条意见，被称为“连十条”，被网民称为运动中的“明灯”。钟晓勇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意见领袖。他用“连岳”的笔名撰写的博客文章和转贴的关于PX的文字有15万字之多。在《中国经营报》的首发报道刊出后，他将其转载在自己的博客上。此时，由于当地媒体封锁消息，他在3月29日的博客上告诉厦门市民这么办：





（1）首先，你不要怕，议论全国政协的头号提案不是罪，你不会被抓的。

（2）如果你有BLOG，上论坛，请转载这篇新闻：《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转载国内合法发行的报纸上的新闻也不是罪，你不会被抓的。

（3）如果还是害怕，就在近期之内多跟你的朋友、家人、同事议论这件事——他们说不定全不知情。

（4）如果你还是怕，那就告诉最好的朋友及家人。

（5）如果你不怕，还应该告诉漳州、泉州的朋友，他们一样处于危险之中。

（6）说清楚下面几句话就可以了：

这是105位全国政协委员反对的化工项目，他们中包括了最权威的专家。

PX项目至少应该离城市100公里才安全。

厦门人至今被剥夺了PX项目的知情权，这反证了它是违反民意的。

它将使厦门经济倒退，物业贬值、游客减少；而且厦门人还将由此落下软弱与愚蠢的名声。

你得癌症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以后，厦门之死你就没有责任了。





此后，他不断地将媒体报道张贴在博客上，并在事情发生的各个阶段以写“连十条”的独特形式进行总结。他的博客点击率迅速上升，他的看法和意见广为流传，被市民视为“精神支柱”（曾繁旭、蒋志高，2007）。到2007年年底，福建省政府初步决定将PX项目迁至漳州一个海岛时，连岳于12月7日在博客上写下10条“厦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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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即有1300多人浏览了这篇博客，不少网民写了留言，对连岳表示感谢：





猪猪［211.97.135.*］@2007-12-27 8:15:28

辛苦了，连岳……好多好多像连岳一样的厦门人，我选择对了，厦门，我爱你。就像爱我的猪猪宝贝一样。

懒鱼［221.12.75.*］@2007-12-29 21:13:23

这段话，让我热泪盈眶。





在这次运动中大出风头的“还我厦门碧水蓝天”QQ群更为一大批活跃的市民提供了一个议事的舞台。2007年5月27、28日，该QQ群的主要发起人吴贤在群里呼吁成员带着“反对PX，保卫厦门”的横幅和黄丝带，于29日中午12时到厦门世贸商城前集会抗议。由于警方提前获悉，派出警力在附近巡逻，集会未能举行（刘向晖、周利娜，2007）。“小鱼论坛”则是厦门市民讨论PX事件的主要论坛，一些重要的网络论坛如天涯社区也有大量关于PX项目的发帖，发帖者对PX项目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在网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反PX舆论。

在反PX事件的网络动员中，无论是博客、QQ群还是网络论坛，并非可以毫无顾忌地容许市民大胆议事。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段，它们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比如，在市民上街游行前后这一段时间里，政府对关于此事件的信息传播活动及活跃人物的控制就非常严厉：“小鱼论坛”于2007年5月29日被关闭，刊载此事的第256期《凤凰周刊》在厦门境内被收缴，个别活跃的居民代表手机通话被监听。6月1日、2日市民游行抗议过后，“还我厦门碧水蓝天”QQ群的创建人吴贤被行政拘留15天。6月9日，专栏作家连岳的MSN签名为“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监控”。7月5日《海峡导报》报道说，厦门市工商局副局长田锋在接听市长专线时透露，《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6月中旬开始起草并完成初稿，将于近期公布施行。该办法决定取消匿名发帖功能，实行网络实名制，并要求在厦门注册的互联网数据库中心（IDC）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业务经营单位根据市委外宣办、市政法委提供的关键字词，调整和更新关键字库，及时过滤、封堵、删除有害信息。一些讨论PX话题的业主论坛也在此期间被关闭。但反PX运动受多方权威力量（如人数众多的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教授）甚至中央国家机关（如国家环保部）的支持，使得厦门地方当局对于网络动员的反制有很大局限，尤其是对那些在非本地网站注册的个人博客难有作为，因而为网络动员预留了较大的空间，令博客、网络论坛等公开的网络表达空间可以在事件的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

反磁悬浮事件的网络动员：以QQ群为主，网络论坛为辅

在上海部分市民反对磁悬浮工程的抗议活动中，传统媒体报道很少。2008年1月6日，部分市民在百联南方购物中心和徐家汇游行反对磁悬浮，次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了相关报道。该报道经人民网科技频道转载后，多家网站转发。相对而言，有关市民游行的网民评论较集中，新浪网相关留言最高曾达1500余条。因此，网络上的信息多以网民自我发帖为主，主要集中在宽带山、爱卡上海分会、篱笆网、搜房网、焦点房地产网等论坛内，其中焦点房地产网相关业主论坛内讨论较多。由于网络论坛被严格管理和控制，一些论坛的发言常常隐晦曲折、反话正说。1月11日晚23:00，一个名为“上海一哥”的网民贴出照片，反映警察在某小区出口警戒，劝阻居民不要外出参加抗议，用的标题是：“这么冷的天JCSS（即‘警察叔叔’——笔者注）真让我们好感动啊。”照片的说明这么写着：“已经这么晚了，还这么冷，JCSS知道我们都没睡，特别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生怕我们被CXF（即‘磁悬浮’——笔者注）的噪音所困扰，被磁场所包围，保护我们，安慰我们，甚至连出门都不让了，我们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3〕

 但这些网站中的帖子常常刚刚发表就被管理员删除，为此，一些市民创建了专供讨论的QQ群。

QQ群一般以小区为单位建立。磁悬浮规划沿线有近3个小区，有多个小区建立了自己的QQ群，如春意苑、新梅花园等等。QQ成员以本小区居民为主，也有相互加入对方小区的情况。QQ群里除了交流最新事态发展、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转贴境外媒体和网站的报道、视频。在1月12日前几天，各个QQ群相当活跃，在12日、13日的人民广场“散步”和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的集体“购物”抗议中起着沟通和动员作用。

QQ群里的谈话类似一群熟人在聊天。下面是人民广场“散步”抗议发生之前，“春意苑”群（群号码42707145）里的一段对话：





（2008-01-11 15:01:16）影子（156141332）

周六，周日有集会么，我和我老婆也参加

（2008-01-11 15:04:00）水清苑（56989652）

影子，注意措辞！

（2008-01-11 15:04:25）影子（156141332）

哦，刚来，不懂规矩

（2008-01-11 15:04:30）影子（156141332）

不好意思

（2008-01-11 15:06:03）Anny（191792046）

散步

（2008-01-11 15:06:09）绿家园-snow（690411863）

好久没去人民广场了

（2008-01-11 15:06:12）影子（156141332）

知道了

（2008-01-11 15:06:17）绿家园-snow（690411863）

明天去散散心

（2008-01-11 15:06:44）Anny（191792046）

很想散心去，人民的广场人民爱

（2008-01-11 15:07:02）影子（156141332）

好的呀

（2008-01-11 15:07:45）绿家园-snow（690411863）

听说人民广场的喷泉也开了

（2008-01-11 15:07:52）绿家园-snow（690411863）

应该很不错

（2008-01-11 15:08:02）小宝（1097900）

呃　很早就开啦

（2008-01-11 15:08:13）影子（156141332）

什么时候开喷泉呀？

（2008-01-11 15: 08: 14）绿家园-snow （690411863）

注意保暖

（2008-01-11 15: 08: 19）小宝（1097900）

人民广场外国人蛮多的

（2008-01-11 15: 08: 22） Lee （150584484）

呵呵

（2008-01-11 15: 08: 26） Lee （150584484）

带好雨披

（2008-01-11 15: 08: 30）绿家园-snow （690411863）

对

（2008-01-11 15: 08: 33） Lee （150584484）

估计会下雨

（2008-01-11 15: 08: 37） Lee （150584484）

雨中情

（2008-01-11 15: 08: 41） Lee （150584484）

应该蛮有情调的

（2008-01-11 15: 08: 42）绿家园-snow （690411863）

哈哈

（2008-01-11 15: 08: 54） Lee （150584484）

然后看看人民警察

（2008-01-11 15: 08: 58） Lee （150584484）

多威风

（2008-01-11 15: 09: 07）影子（156141332）

我喜欢！！

（2008-01-11 15: 09: 54）绿家园-snow （690411863）

期待，憧憬

（2008-01-11 15: 10: 55）随便（358004350）

雨中散步浪漫的

（2008-01-11 15: 11: 17） Lee （150584484）

嗯

（2008-01-11 15: 11: 27） Lee （150584484）

手拉手，心连心

（2008-01-11 15: 11: 31） Lee （150584484）

让我们在一起





这段谈话的内容是群成员相约第二天到人民广场集会，集会时间是人民广场的喷泉开放的时候。虽然意思很明白，但为了避免麻烦，有成员提醒“影子”注意措辞，不要说集会，而是去“散散心”或“散步”。

QQ群尽管提供了一个议论的平台和场所，但这种谈话类似于私人之间的聊天，并无多少深入的、长篇大论的辩论发生。加入同一个群的网民利益基本一致，主张也基本相同，他们组织在一起主要是为了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协调行动。群的创建者和管理员在其中起着讨论主持人的作用，他们有权以“群公告”的形式设置讨论议题和注意事项，如“强烈反对在居民区修建磁悬浮；近期以静制动……”，事实上这类“公告”在群里面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2008年1月11日晚间，笔者观察了该群里的一组谈话：一个网名为“小宝”的成员提出，如果每平方米补偿2万块钱就愿意离开，结果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三：一是这里环境好，不愿意离开；二是不可能拿到这么多的补偿，因为这是市政工程，而不是商业开发项目；三是大家要齐心，不能一盘散沙，否则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动议者面对众口一词的反对便不再发声。据笔者观察，此后该群里再也没有人谈到可以有条件地为工程让路，公开发言者都将反对规划公示中的磁悬浮工程上马作为唯一诉求。

QQ群在这里充当了一个类似“大茶馆”的自由表达舞台，一个人发言，别人都可以听见。与一般开放性的网络论坛常有的众声喧哗不同，QQ群的多数成员往往持有一致意见。因而经过简单的动员后，容易凸显多数意见的主导地位，这对于运动的组织来说至关重要。

网络表达的具体载体受制于议题的性质

同样是都市环保运动中的网络表达，所依附的主要载体却不同，其中原因就在于运动所涉议题的具体性质不同。先看这两项环保运动的大背景。厦门PX项目是可以为厦门带来800亿人民币收入的巨型化工项目，但PX有剧毒，该项目具有很强的污染性；而厦门是闻名于世的海滨城市，在中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绿色GDP的大背景下，PX项目似乎生来就具有某种冲突性。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正是在环保与GDP、市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不同的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因其隶属关系而异：厦门地方媒体站在政府一边，而非厦门当局管理的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则在事件中秉持中央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理念。因此，大的媒体舆论环境与厦门市民的诉求相吻合，民间舆论与这种总体舆论环境是相容的。网络表达因而有适合其生存的大环境，并有持续不断的信息来源和讨论发生。同时，厦门PX项目不仅遭到绝大多数（在2007年年底的公众环评座谈会上97％以上的代表表示反对）市民的抵制，在厦门之外也被普遍质疑，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环保总局对其后续报批的项目不予放行。更重要的是，在PX项目的反对者中，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和众多大学校长，并以政协提案的正式形式提交给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美国政治学者加姆森（Gamson）发现，如果社会上的一些掌握重要政治资源的人士也开始用某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来批判政府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动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赵鼎新，2006：276页）。虽然这些专家并未直接参与后面的集体行动，但他们的意见却给了市民信心和力量，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同时增加了市民抗争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博弈从一开始就胜负已分。

但上海的反磁悬浮运动却缺乏这样的条件：首先，由于磁悬浮规划工程远离市中心，受影响的居民有限，因而有动力参与运动的人只能是沿线的小区居民，构不成厦门反PX的“全民运动”；其次，在磁悬浮的反对者中，缺乏像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那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最后，磁悬浮项目是世博会工程，世博会虽在上海主办，但也是中央政府授权的国家级活动，还牵扯到复杂的国际关系（磁悬浮技术从德国引进），因而在大的舆论环境上与厦门PX项目面临的情况很不相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关磁悬浮项目的网络表达不可能在互联网上大规模扩散，甚至只能主要以相对封闭的QQ群群内讨论的形式出现。当传统媒体一有关于磁悬浮的报道时，反对者就抓住机会表达意见。2008年2月1日，新华网发布了上海市市长韩正在1月31日率当选的上海市府领导班子回答关于上海磁悬浮工程提问的新闻，新浪网以《韩正：磁浮调整方案还将再次听取市民意见》为题转载了此报道，当即就有大量网民留言。从留言者的IP显示看，多数为上海市民，意见也多为反对磁悬浮上马。这是仅有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磁悬浮工程的公开表达。

可见，同样是环保主题的社会运动，由于项目的情况不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民众诉求与政府意志等多对关系也不相同，使得网络表达的不同载体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网络论坛依然是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表达载体，但当它被限制使用时，博客、QQ群就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网络话语坚持与国家保持一致，注重情感动员

话语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它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赵鼎新，2006：23页）。在上述社会运动中，行动者无论是在网络上的正式表达还是通过QQ群这种相对私密的交流，其话语都坚持与国家保持一致，不触及现有体制。在反PX和磁悬浮运动中，尽管网络公开讨论遭到政府的限制，但网络言论表达始终将质疑对象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某一部门，而无论是作为相对具体的国家发展方针还是相对抽象的政治理念，都被极为频繁地使用，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三个代表”、生态文明等。在反PX运动中，媒介报道（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还采用了“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方式，尽力化解运动目标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孙玮认为，媒介话语与国家保持一致的态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体制内媒介的一种政治策略，尽管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一，环保运动具有新社会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只针对地方局部权力，不但不对抗制度，相反，总是力求在体制内充分征得国家资源的支持。其二，这或许是一定程度上的中国政治的反映，大部分民众认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只是对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不满，仍然将改革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孙玮，2007）。在反PX运动中，厦门市民充分借助外力，尤其是中央政策。一位市民说，“我们一直非常关注政策，这是我们唯一的斗争工具”（曾繁旭、蒋志高，2007）。厦门市民可以借助的资源较多，厦门大学的众多院士、教授都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相比之下，上海部分业主反对磁悬浮的运动就相差甚多。由于磁悬浮的修建只会对外环线以外的部分居民产生影响，因而实际关心和参与的上海市民不多，甚至还有网民批评“散步”等过激行为，认为应该抵制那些自私自利的行为。有网民称，现在优化后的方案，政府已经充分考虑居民的健康问题，只是有些居民科普常识缺乏，或过于担忧。参与抵制磁悬浮的部分业主还认为，磁悬浮工程本身就是中央强加给上海的，上海市政府本身未必就愿意修建这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难像厦门反PX运动一样期望获得中央的支持。这样，反磁悬浮工程只能是部分市民的维权行动，尽管同样是基于环保的主题，却不能成为像厦门那样的全体市民“总动员”。在反磁悬浮工程中，参与者的表达方式从发帖、交流到给上海市长写公开信，发展到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向境外网站投稿。即便如此，他们在话语上也谨守分寸，不触及维权以外的话题。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上的言论表达更加自由，这对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来说其实是个考验。如何让自己的维权行动和言辞控制在政府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授人以柄，的确煞费苦心。在Google CXF2008论坛上，有网民总结了关于如何在集会中处理与警察关系的建议：





（1） 散步练声，保持理智，绝不要在口头和肢体上与JC发生冲突；

（2）如果JC驱赶，不要冲动，沿赶的方向走；

（3）如果身边有人冲动，如果能确认是邻居，大家一起按住他；如果大家都不认识，就不要管他，远离他，让他自己去闹；

（4）如果JC抓人，带摄像拍照设备的请拍照保留证据，同时保护好证据，不要被JC没收删除。大家要齐喊“谢谢JC同志！”这样JC会懵一下，我们也有机会把人拉回来。不要直接和警察打起来！切记！

（5）万一不幸被抓走，不要与JC口头冲撞，请尽量保持沉默，看清证词再签字，不利证词不签字。大家会尽一切力量营救！





不仅在行为上避免过激以引发事态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运动的参与者在言辞上同样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仅“去政治意识形态化”，还小心翼翼地将议题限定在环保议题及具体的权利诉求上，并用打“悲情牌”的方式希望赢得更多人的同情。网络论坛里流传着“一个年轻妈妈的信”，表达了年轻妈妈对于磁悬浮给宝宝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有给上海市长写的公开信，有以沿线居民名义写的请愿书等等。这些信有的情真意切、温婉感人，有的表达愤怒和坚持抗争的决心，但都没有过激言辞，没有无限引申、上纲上线，也都是就事论事。有一些网民甚至为磁悬浮工程找出路，认为花这么多钱都可以将虹桥机场迁到浦东了，根本不需要修这个连接线。争取在现有制度内达成运动目标，避免激化矛盾，是网络动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网络表达环境因议题不同而不同

总体上看，网络表达比传统媒体表达拥有更大的空间，而且，由于涉及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不同，网络表达的边界也有不同，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政府出于及时发现问题和努力化解矛盾的需要，也会对网络信息予以必要的监管，但网络表达依然可以存在，再次证明新媒体对于市民社会力量的成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先看厦门PX事件。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在厦门反PX运动中，环保NGO——厦门绿十字环保服务社（2007年8月正式注册为‘厦门绿十字环保志愿者中心’）负责人马天南曾将《中国青年报》关于赵玉芬院士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的报道转贴到自己的网站上，结果两天后，就接到厦门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让她把报道撤下来。之后在论坛上出现任何关于PX项目的帖子，她都删除。在PX事件中，马天南也没有响应市民的游行抗议，“现在想想，没有表态是对的，我不希望这个组织消失掉。”（曾繁旭、蒋志高，2007）正是因为她的合作，才换来了这个环保组织的合法存在。与厦门当局极力避免民众谈论PX项目不同，在厦门以外的地区，关于PX的讨论基本上没有限制，不仅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在传统媒体上也屡见不鲜，甚至因为众多知名人士和国家最高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介入而成为全国关注的议题。

而在上海反磁悬浮的社会运动中，基本上各个论坛都对关于磁悬浮的讨论进行实时过滤和清理，网上发言只好转向隐蔽。在讨论中，磁悬浮以英文字母或汉语拼音缩写，或用“微波炉”替代。由于国内论坛无法发表关于磁悬浮的帖文，部分网民将相关信息发至境外网站，如Youtube视频网站上就有集体行动的视频。“GOOGLE网上论坛”出现“cxf2008”讨论区。监管部门也主动出击，实施引导。在一些业主QQ群里，常常出现非业主的声音。2008年1月25日22:27:09，在春意苑QQ群里，ID为“春意苑小小蟲”的用户发布了一个“紧急通知”：

淀浦河两岸的居民：





在此紧急通知各位，目前很多境外媒体都已获悉明天可能会有沿岸居民将到有关地点散步，在此告知各位：1．目前绝对不适合聚众散步，为保障两会顺利召开，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一旦产生冲突，可能被定性“破坏‘两会’召开”。整个性质可能变掉。2．目前到底这件事是谁发起非常可疑。大家一定要谨慎。

我建议，我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不能出错，否则可能整个维权斗争前功尽弃。慎重！！





马上就有网民对通知的措词和内容表示不满，也有人询问“春意苑小小蟲”的身份，但未获回应。与此同时，群内有网民发言，说其他业主QQ群里也在同一时间发出了同样内容的通知。经笔者查询“春意苑”QQ群里的谈话记录，发现这是“春意苑小小蟲”的唯一一次发言。可以断定，此用户应该不是业主，很可能来自相关监管机构。其实，对QQ群进行监管并不新鲜。据媒体报道，2009年度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公开要求政法各单位进一步采取措施，防止新媒体为有害信息的传播和不良舆论导向提供平台。会上，公安部提出将网上巡控触角向QQ群、微博客等管理薄弱空间延伸。因此，在一些敏感事件中加强对QQ群的监控和干预也在情理之中。

可见，社会运动中的网络表达环境因事而异，表达边界具有相当的弹性。在本文讨论的两起社会运动中，围绕PX项目和磁悬浮工程的网络表达，虽然构成了一个与地方政府意志不相一致的舆论场域，但它依然可以存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看作是民间力量的小小成长。互联网的确为市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并逐步显现出干预现实的力量，只是它还相当脆弱。即便它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了某种强大的能量，但仍然缺乏制度性的保障，甚至这种力量本身也难以得到普遍承认。例如，新华网在2008年1月27日发表的一篇《民意表达方式需要理性选择》的文章说：“有人认为，去年福建厦门PX项目就是因为公民采取‘非正常’的表达方式，才改变了原来的项目选址。其实，如果详细查阅相关报道，就会发现，决策部门还是按照政协、人大代表建议，通过规定的审批程序来确定项目迁址的。”（李季平，2008）事实上，如果没有非常规的民意表达，就很难有所谓“通过规定的审批程序来确定项目迁址”。就在赵玉芬等政协委员在“两会”提案反对PX项目之后的3月18日，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要抓紧速度干”。3月20日，厦门海沧区委也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统一认识，全力以赴抓紧项目施工。（蓝云、张羿迪，2007）而在“6·1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政府一位官员表示，“政府的政治压力非常大”（曾繁旭、蒋志高，2007）。尽管PX项目的迁建有着很复杂的利益交错关系，但市民的街头抗争无疑为事情的变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只是这类街头运动，即便参与者谨守最克制的和平方式，但未经批准而聚众“散步”或“购物”都在现行法律的禁止之列，参与者不得不时时面临着违反法律的指控。如果不能将这类社会运动制度化，让冲突成为常态，社会难免会为这种冲突付出更多的代价。从厦门反PX到上海反磁悬浮，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冲突的延续。体制内的民意沟通渠道常常失灵，及至民众采取体制外的表达方式引起外界和更高层关注后，才让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出改变。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两起环保社会运动中网络表达的上述讨论，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社会运动中的网络表达载体因运动所涉及的议题不同而不同

都市社会运动的发起一般不会源于引发强烈刺激的突发事件，而且也不会对所涉及的人群产生直接的危险，更多的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在传统媒体无法容纳这种表达时，互联网便成为运动参与者的自然选择。由于运动指向的目标和所涉及议题的具体情况不同，使得不同的网络表达载体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总体上看，在外来控制越多的运动中，越个人化的媒体，如QQ群，就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则是访问量大、参与人数众多的传统网络论坛更具影响力。

由此推断，近两年日渐受到青睐的以社交网站（如Facebook和开心网）、视频共享网站、微博客（如Twitter）为代表的，以用户创造内容（UGC）和基于人际传播（SNS）为主要特点的“多对多”交互型在线媒体类网站，在未来的都市社会运动中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类网站常被称为社会化媒体，由于其内容短小、传播渠道多、更新频率高、传播速度快，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容易形成“病毒式”扩散机制，达到“直播效应”。像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网站在奥巴马当选、印度孟买恐怖袭击、法航坠机、伊朗大选骚乱、洪都拉斯政变等事件中，被频繁地用于发布消息、组织串联，受到广泛关注。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发生社会化媒体在现实集体行动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事件，但不排除未来在某些情况下，熟练使用此类媒体的都市人群会以此作为网络动员的重要工具。

可以认为，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需要依托不同的网络表达载体，已经成为中国都市社会运动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管理仍然以过滤、删帖、“封堵”为主要手段的现实条件下，选择受到更少控制的表达手段是合乎逻辑的无奈之举。这预示着，每一起社会运动的发生，都将是一场社会成本较高、无法完全在制度内得以解决的博弈过程。

2．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在网络动员和组织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首先，有无权威力量的支持往往意味着运动的动员方式大相径庭。在反PX事件中，由于有1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及知名科学家、大学教授的支持，大大增强了运动的合法性，因而公开地组织和号召市民投入抗争成为可能。这种公开同时体现在互联网空间和现实生活中。而在上海反磁悬浮的集体行动中，只能采取“私下”串联的方式，主要依靠人际（包括网上和网下）网络来组织和动员。这样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由于缺乏充分的互动和明确的部署，就显得松散而缺乏目的性。2008年1月12日下午，上千市民被动员而聚集在人民广场，并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些什么，只是喊了几句口号就被劝离。后来零星的集体行动多发生在沿线的区政府和本小区，与厦门市民的集体行动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是否有“精神领袖”的支撑，不仅影响组织和动员的效果，也直接制约着社会运动的影响力。在反PX事件中，连岳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在博客上明确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成为运动的精神支柱。在中国，虽然博客数量号称已超过1亿多，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博客依然是名人博客。这类博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而上海反磁悬浮运动的背后既缺乏权威力量，没有类似名人博客的支持，也不会允许有这样的博客存在。完全“草根”的社会运动，虽然也能达到目的，但影响却大不一样。厦门的反PX运动事后被赋予了很多含义，成为公民行动的典范。实际上，上海磁悬浮连接线作为即将上马的世博会工程因反对而被延迟甚至可能取消，其意义并不亚于厦门市民成功地抵制PX项目。但这一事件关注者少，更不要说其后续影响了。

3．网络表达控制机制所产生的效果取决于社会运动背后复杂的国家—社会关系

比起群体性突发事件，都市社会运动表现得要温和得多，不仅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破坏性，更多的时候带来的是建设性的结果。但这样的社会运动依然可能与政府的短期目标或地方政府的某些利益发生冲突，因而受到控制是很自然的。控制的效果取决于多种因素，最根本的是社会运动背后所体现的国家—社会关系。

网络表达是民间表达的重要形式。正如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具有理想与实践的双重性。抽象的国家是与社会相对的概念，但实践中的国家却与社会密切联系（郁建兴、吴宇，2003）。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政府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相同。PX项目就是厦门地方政府所乐见的，但中央政府对此项目置于何处并无特别关切。这就意味着厦门市民反对该项目仅仅是与地方政府有冲突，而省级及中央政府却可以以相对超脱的态度来处理这一纷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的反对意见在互联网上的扩散就可能只在本地受限，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却可以自由流通。因此，厦门地方政府的控制只能局限于一地，而且只能是一时，控制的效果有限。而上海磁悬浮工程有着更复杂的背景，不仅有中央和地方、上海市民中受影响者与不受影响者之间的关系，还有技术引进和中外合作的问题，这一切远不是上海本地政府可以完全解决的。与反PX的目标是厦门市当局不同，反对磁悬浮事件虽然针对的是上海当局，但事件的后续发展又不完全由上海市决定。在缺乏更高层面的力量支持的情况下，网络控制就会自上而下，也就会更有效。当然，对网络表达的控制是为了避免在现实中引发难以控制的社会行动，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问题本身采取回避态度。事件很快得以平息说明政府对此是高度重视的。

总体上看，在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形成了某种互动与博弈的双向关系，但规避政府权力侵蚀的市民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表达仅仅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并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大部分民众认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说明普通民众与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霸权。这是社会运动中的民间表达可以存在的前提。

4．运动参与者的网络策略是一种自我控制

除了外部控制，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也自觉地实现了自我控制，这在他们的网络策略中得以充分展现。在整个运动的组织和动员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使用的是哪一种载体，都坚持与国家话语保持一致，坚持诉诸情感、就事论事，不逾越言论边界，避免授人以柄。这预示着，中国公民社会运动在理性中慢慢走向成熟。

本文选取两起以环保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从事件中的网络表达载体入手，探讨都市社会运动的网络表达策略及控制机制。在数据的采集上，由于采取的方法不同，对于反PX运动的数据搜集显得单薄。虽然这还不至于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但仍然是个缺陷。此外，在这两起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尤其是在反PX事件中，手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本文研究的是网络表达，因而没有涉及手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需要专门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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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手机公民社会：全球视野下的　菲律宾、韩国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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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林川

本书前面各章节对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华人社会的新媒体事件已做了相当全面的分析，但新媒体事件绝不是华人社会的专利。1994年1月1日，墨西哥南部人民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发动的萨巴蒂斯塔起义，就因系统运用了电子邮件、互联网等新媒体工具而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第一场游击战争”。它虽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拉美特色，但在其维权诉求和新媒体动员方式上，与今日华文世界网站上发动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跨国社会运动，却又有相当的契合之处。1998年，美国德拉吉网站（Drudge Re-port）披露莱温斯基丑闻事件，引发克林顿执政危机。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游行利用手机组织协调各团体行动。一直到2008年奥巴马利用大量新媒体手段进行动员，成为其最终问鼎白宫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各国发生的这些新媒体事件（见附录一），有涉及公私界限的，有涉及社会公义的，有补充也有挑战大众媒体的。无论其具体形态如何，它们和华人社会里发生的事件一样，都应成为我们理解新媒体事件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源。

本章以菲律宾2001年的“第二次人民力量”事件和韩国2002年的总统大选为例，通过对两次事件中的手机动员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亚洲地区“手机公民社会”的实际运作机制。所谓“手机公民社会”（mobile civil society）是2005年至2006年提出的概念，主要指采用手机这一新媒体工具为公民社会，尤其是社会运动服务（Castells et al. , 2005）。具体而言它指的是，手机“提供了自主传播的独立渠道，由个人到个人，由群体到群体，为自发性政治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该传播过程中的网络逻辑使手机传播不但快速，而且还是相当个人化而又互动的。在此意义上，个人控制的无线传播手段被广泛使用，使得人们可以绕过作为信息来源的大众媒介，去创造一个新的公众空间”（Castells et al., 2005: p.112）。

文献综述

手机与社会研究是近年发展较快的新兴领域之一。世纪之交以来方兴未艾的手机研究（如Katz ＆amp; Aakhus, 2002; Fortunati et al., 2003;Mitchell, 2003; Ling, 2004; Ito et al., 2005; Castells, et al., 2006）甚至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研究媲美，都为研究新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新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相当收获。然而，在欧美、日本，也包括华人社会的语境下，研究者大多只强调手机作为“私人传播手段”（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的社会功用和影响，将研究问题和数据搜集、数据处理集中在个人及其微观社会关系层面，如家庭、朋友网络等（如Fortunati et al., 2003; Ling, 2004; Ito. et al., 2005）。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但反映出普通民众对手机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普遍关注，也是全球通信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的结果，因为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及公民组织日益推出私有化了的电讯市场。

但手机通信真的只是私人传播手段吗？笔者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对手机传播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综述，包括1999年西雅图示威游行和2005年香港湾仔的反世贸游行等都大量运用了手机新媒体。该文还指出，社运群体和社运组织，包括激进分子对手机的运用已经刺激全球的政府机构以及大商业机构，重新介入到对手机业的运作之中，比如以反恐为由，抑或是为了加强对劳工的控制。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大陆近年来兴起的“集群网”，虽然除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工具之外也可有各种其他功能，但最明显的是，它不再是单纯属于个体的传播手段，而是在技术采纳、扩散、使用和影响的诸多方面都成为了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

手机不但是微观传播工具，也可以在中观（即组织层面）、宏观层面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其实最早由霍华德·莱因戈德（Rheingold,2002）在《聪明群氓》（Smart Mobs）一书中提出。莱因戈德因其《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成名。在《聪明群氓》中他提出，由于无线传播手段提供的随时随地联系方式，即使陌生人也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为共同的目标采取集体行动。为此，他举了1999年西雅图示威游行和2001年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的例子。这本书作为手机社会研究的科普读物，影响很大。但在学界得到的评价却不高，主要因为莱因戈德十分强调新媒体技术的作用，有技术决定论之嫌。同时，如一篇书评所说，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该书缺乏“深入的结构性分析”（Stoecker, 2004: p.682）。

本章正是希望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对菲律宾2001年的“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和韩国的2002年大选进行较为深入的结构性分析。这两次事件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不但因为它们发生在亚洲，更因为它们是全球范围内最早采用手机进行政治动员并成功改变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少数事例。当然，在其他地方也有运用手机进行动员达成类似社会效果的案例。如2003年的西班牙大选（Castells.et al., 2006），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又如“厦门PX事件”，手机短信都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些事件要么发生时间较晚，要么规模较小，未涉及国家政权的层面。

研究设计

跨国比较分析“特别适合于用来评价与结构性因素相关的抽象命题”（Chaffee, 2001: p.242）。本章循此路径，主要分析手机公民社会的缘起、表现形式及其影响。除在概念上对莱因戈德的假设进行检验和修正外，更重要的是从具体分析中发掘、归纳出一套研究手机公民社会的基本比较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但可以用来识别手机公民社会的内部因素和机制，而且可以用来探究手机公民社会与其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历史、制度现实条件等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集中地进行深入分析，本章采用双个案比较的研究设计，即暂时放弃西班牙、美国的案例，集中分析菲律宾和韩国手机公民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新媒体事件。这样，一方面两个个案相距时间较近（一年多），而且又都处于亚太地区，可比性较高；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已有文献，包括莱因戈德的《聪明群氓》在内，提到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在具体分析之后可以较容易开展理论对话。

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以下问题：

一、在菲律宾2001年“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和韩国2002年大选过程中，它们的手机公民社会在基本的时空形态上有何特征？

二、这两次新媒体事件在其内部组织结构和主要运作机制上有何异同？

三、是否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影响两次事件？又或是它们各自受制于独特的历史及制度层面的因素？

四、不同媒体之间，尤其是手机和互联网、大众媒体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互相竞争、互相代替，还是互为补充、互为支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跨媒体关系？

为搜集相关资料，笔者利用Lexis-Nexus数据库对事件发生前后三个月的英语新闻进行了检索，包括菲韩两国国内的英文报刊，也包括英美主要新闻机构的报道。然而，这些英语新闻只给我们部分真相，而不能反映出类似菲律宾中下阶层和韩国老年人对事件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群体既很少看英文报刊，也很少得到英文媒体的关注。为防止以偏赅全，笔者特别求助于专注菲韩两国手机发展，并采用批判视角的学术成果（如Kim, D.-Y., 2002; Pertierra.et al., 2002; Rafael, 2003），同时请来自韩国、菲律宾的同学帮忙搜集整理原始及二手材料。综合这些不同类型、不同角度的素材，不光是为了更全面深入地描绘个案，揭示其中的潜在问题，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为未来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系统分析框架。

背景介绍

假如说新媒体越普及就越容易引起社会变迁的话，在全球手机技术扩散的大背景下来看菲律宾和韩国，尤其是前者，一定有令人费解之处。原来，和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刚踏入21世纪的菲韩两国在手机普及率上其实还存在差距。根据国际电联（ITU）数据，韩国2003年手机普及率接近70％，与其人均GDP一样，属于全球中等偏上水平（见图12—1）。而菲律宾手机普及率则还不到20％，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水平大致相当，属于全球范围内普及率相当低的国家（香港地区当时每百人已有超过100部手机）。然而，菲、韩两国的手机公民社会却在影响国家政治领导权这一点上走到了世界前列。可见，放眼全球，手机公民社会绝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而是特定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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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世纪之交的菲律宾与韩国的政治经济基本情况有很大差别。韩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干预能力较强，在法制相对健全的框架下，国内财阀（包括科技巨头）推动社会政治经济趋于保守。相反，菲律宾人均收入较低，政府干预能力较弱，官商勾结、法制松散，也没有类似韩国财阀这样的经济巨头组织，因此为其他社会力量，如天主教会乃至军队，预留了相当的活动空间（Kim, D.-Y., 2002）

然而，菲、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轨迹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在国际地缘政治体系中依赖美国，都在威权主义统治下度过了数十年岁月，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瓦解于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史称“第一次人民力量”。韩国的全斗焕则在1987年全国大规模游行示威后下台。两者都为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了舞台。时至今日，菲、韩两国仍是亚太地区公民社会运动的领头人（Mamot, 1986; Smith ＆amp; Lee,1991）。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两国经济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两国均不约而同地进行了通信业市场化改革（Kim, D.-Y., 2002），这也是十多年后两国手机快速普及的原因之一（见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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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显示菲、韩两国的手机发展均十分迅猛。菲律宾手机用户总数1996年还不到500万，但2003年已超过2000万。2001年“第二次人民力量”发生时，该国大约有1100万手机用户，占人口总数的13.8％（Toral,2003）。在韩国，手机用户数也从1996年的320万跃升到2002年年底的3200多万。而且由于韩国人口基数小，其全民普及率已达到69.2％的水平，如只计算成年人则比例更高（KISDI Report, 2003）。

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根据业界统计，2003年韩国17～19岁的青年中有92％的人每天至少收发一条短信（Cheil Communications, 2003）。该比例跟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到了25～29岁年龄段就只占79％，30～34岁只占58％，35～39岁只占47％。在菲律宾，短信成为年轻人中的时尚部分是因为两家主要的手机运营商均在1999年推出免费的短信服务，后来虽开始收费，但费用十分低廉（Rafael, 2003）。更因短信服务增长惊人，一时成了《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共同称道的“全球短信之都”（Arnold, 2000; Kaihla, 2001）。当地自称“短信一代”（Generation Txt）的年轻人正是“第二次人民力量”手机公民运动的生力军（Pertierra et al., 2002; Rafael, 2003）。

下面首先按照时间次序对两次事件的发展进行简单介绍，然后根据研究问题逐一进行比较分析。

事件一：2001年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

该事件集中发生于2001年1月16—20日。此前的菲国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于1998年当选总统，选票领先对手超千万张，是该国总统大选最无争议的一次压倒性胜利。埃斯特拉达原为电影明星，以扮演劫富济贫的角色出名。步入政坛后，他又推动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政策，并迎合中下阶层选民，在农村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然而，从执政第一天起，他就不断受到贪污腐败问题的困扰，包括政敌用互联网和短信发起的指控（Paragas,2003）。2000年年底，参议院正式展开总统弹劾程序（Gasper, 2001; Kaihla,2001）。新年前夕的12月30日，马尼拉突然在公交系统和美领馆附近发生五处连环爆炸，造成2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2001）。警方调查指袭击由回教极端组织所为，但据美联社报道，许多民众当时均认为此事与总统弹劾案有关（Associated Press, 2003）。

2001年1月16日，负责总统弹劾案审理的21人参议院委员会决定对部分案件材料不予审查，而这些材料据说包含了对埃斯特拉达不利的关键证据。消息传开，几小时内民众就在1986年“第一次人民力量”反对马科斯政权的EDSA天主教堂前聚集。大规模示威持续到20日。其间，弹劾案委员会全部成员17日请辞；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日辞职。埃斯特拉达众叛亲离，终于在20日由菲国军队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护送”出总统府。当天，最高法院即宣布总统职位空缺由阿罗约接任，“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结束（Pertierra, 2002; Paragas, 2003; Rafael, 2003）。

事后，埃斯特拉达感叹：“我是被‘短信政变’（coup d'text）推下台的”，媒体报道也多把“第二次人民力量”的成功归功于“短信力量”（Pertierra, 2002: pp.101-103）。据一位当事人回忆，16日晚，她刚在街上看到弹劾案的电视新闻就收到好友发来的短信：“I THNK UD BETR GO HMENW”（我想你现在该回家了）。她回到家已是深夜，但她的手机却在不断响：“NOISE BARRAGE AT 11PM”（晚11点，制造噪音）、“GO TO EDSA, WEAR BLACK 2 MOURN D DEATH F DEMOCRACY”（去EDSA教堂，穿黑衣，悼念民主之死）。她急忙换了身衣服就再驾车出门，一路上遇到学生、青年职业人士、天主教人士等，一起开始大规模示威（Uy-Tioco, 2003）。事件过程中，由于EDSA教堂附近的短信通信量大增，电信网出现严重堵塞（Bagalawis, 2001）。

虽然菲国内外英文媒体一边倒地赞扬此次事件表现出新媒体可以如何推进民主，但亦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关于第二次人民力量的报道都出自中产阶级作者之手或由民族主义倾向很强的中产阶级媒介机构发布”（Rafael, 2003: p.401）。然而，一旦跳出中产阶级媒体的报道框架，就可以在这次空前的手机公民社会运动中看到不少潜在的问题。首先，事件之所以被歌颂，是由于“短信力量”被认为是以信息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导致政权变迁。但如何解释事件前不久连环爆炸案所产生的公众恐慌？如何解释国防部部长头天辞职，总参谋长第二天就把埃斯特拉达“护送”出总统府？不要忘了埃斯特拉达在农村地区享有压倒性支持，难道当时马尼拉的政客及民众真的不担心会爆发内战？

其次，英文报刊往往称该次事件在1月20日就已结束，但稍有批判眼光的学者均指出，埃斯特拉达直到4月25日才正式因贪污被捕，而很快“约10万民众就聚集到EDSA教堂，要求释放埃斯特拉达，并让他复职”（Rafael, 2003: p.422）。这次被称为“穷人人民力量”（Poor People Power）的事件直到4月30日才因武装部队清场而结束。一般认为，支持埃斯特拉达的穷人都没有手机。但这是不对的，当地学者佩尔铁拉调查发现，在支持埃斯特拉达的示威者中亦有人使用手机短信，只是比例较低（Pertierra, 2002: pp.118-123）。该学者也对“第二次人民力量”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中72.4％的人都属于社会中上阶层，而支持埃斯特拉达、参加“穷人人民力量”的人中则有63％都有工农背景。两次事件参与者的阶级成分迥异。

事件二：2002年韩国大选

在韩国历史上，2002年总统大选是一次相当独特的事件。此前韩国虽已民主化，但总体政治气氛趋于保守，传统政党势力和财阀影响力很大，希望变革的年轻人因缺乏政治功效感而厌选，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保守派做大。然而，2002年选举却令人大跌眼镜，支持激进改革的卢武铉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脱颖而出，赢得总统宝座，功劳簿上恐怕首先要给使用手机短信动员年轻选民的“诺萨默”（Nosamo）记一笔。正是因为他们，此次选举被称为“代表信息科技威力的教科书式事例”（Hachigian ＆amp; Wu, 2003:p.68）。

所谓“诺萨默”其实是韩语“爱卢武铉者”的缩写，即卢武铉的粉丝团。他们多为年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平时就多用互联网来组织助选活动，但到了2002年12月19日大选日，却还是靠手机短信发挥作用，动员大量年轻人投票，终于在紧要关头扭转时局，改写了历史（Fulford, 2003;Rhee, 2003）。

事件核心人物卢武铉本为自学成才的劳工维权律师，多年来一直对抗保守派势力，包括政经影响力极大的财阀，这使他在韩国政坛中显得有些怪。加上他在地方和议会选举中屡败屡战，似乎有用不完的不服输精神，所以在支持反对派的年轻人中，逐渐赢得“几乎邪教领袖般的号召力”（Demick, 2003）。尤其他早在1995年竞选富山市市长时就开始利用互联网，针对年轻选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需要削弱财阀对国家的控制、需要重新审视对美国的依赖关系、需要和朝鲜谈判接触等，都是从保守势力控制的大众媒体那里听不到的。

2000年6月，卢武铉第二次在国会选举中落马，他的支持者们非但不放弃，而且成立了“诺萨默”（www.nosamo.org），开辟出一个新的替代性传播系统。该团体由挺卢志愿者组成，全部经费来自会员捐助，与卢武铉竞选团队无隶属关系。然而，它却在两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会员数2000年6月只有约100人，当年11月就几乎达到5000人，2002年底更超过7万人，成为足以影响选情的中坚力量（Kim, J.-M., 2001; Demick, 2003）。

“诺萨默”群体战斗力很强，有人在电视上攻击他们，他们就用愤怒的电邮和网上论坛进行反击。保守派因此贬称他们为“互联网上的红卫兵”，在大选前一个月向国家选举委员会投诉，不许“诺萨默”为卢武铉筹款，并关闭他们的网站，直至选举日（Korea Times, 2002; Demick, 2003）。失去自己网站的“诺萨默”被逼无奈，只能转战其他网上论坛，同时更积极地运用手机联系。

大选在即，遭保守势力尤其是大众媒体围攻的卢武铉在民调中大幅落后，连他自己的千年民主党都希望他退出竞选。投票前夜，卢武铉的竞选伙伴富商郑梦准突然宣布不再支持卢，再令卢武铉竞选工程受到重挫。

12月19日早，选举开始。大众媒体甚至开始忽视卢武铉，认为他必败无疑。“诺萨默”们也因郑的临阵变节和卢的暂时劣势而充满了危机感。他们没有自己的网站，天不亮就到Ohmynews等论坛上发帖：“大家投票吧！”（Rhee, 2003: p.96）。早11点，票站资料显示，卢武铉原来只落后一两个百分点（Fulford, 2003）。中午时分，“诺萨默”们“齐聚网上聊天室，一起加油。几分钟内，就向年轻选民的手机发出超过80万封电邮，催促他们去投票。原本政治冷漠的青年人涌向票站。不到下午2点，卢就取得领先地位，并保持优势，赢得大选”（Fulford, 2003）。

在这场成功的新媒体突袭战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诺萨默”不是单纯的网上组织，它在网下也成员数万、草根活动频繁。第二，卢武铉特立独行，对厌倦传统政治的年轻选民非常有吸引力，这与2004年系统采用博客助选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有相同之处。第三，郑梦准关键时间变节、卢武铉在投票日早上落后，这都令“诺萨默”们沉浸在深重的危机感中，令这些本来战斗力就很强的年轻人更加全力以赴。这时，手机作为随时随地均可运用的草根传播手段就发挥出最佳动员效果，把卢送上总统宝座，而大众媒体还没反应过来。最后，选民人口学特征大概是最根本的一项因素。年轻选民原来占韩国选民总数的一半还多，只要他们都出来投票，就可对选举结果起决定影响（Rhee, 2003:P.95）。

比较分析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都曾指出新型信息传播技术已成为自发性社会运动网络运作和政治影响的新工具。这在菲、韩两国的例子中大致得到印证。然而，具体分析两次事件，又会发现原来该原命题在不少方面亦存在问题，只有进一步挖掘两次事例之间的主要异同，才能看到手机公民社会的现实特征。为此，下面采用前文提出的比较框架在四个维度上进行分析：（一）基本时空形态，即速度与规模；（二）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三）外部历史及制度层面因素；（四）不同媒体间关系。

基本时空形态：速度与规模

手机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在这两次事件中成功地影响国家领导权，首先因其作为“即时实践的共同体”（instant communities of practice）（Castells et al., 2006: p.249），可以进行空前高速地运作，在其他政治力量有反应之前就进行大规模动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总统宝座归属。

这里可以具体看到三项基本时空形态特征。首先是手机公民社会的快速反应，这与手机便于携带，可随时随地进行联系有关。然而，当时人们之所以选择打电话或是发短信，并且很快采取现实行动，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社会中积蓄了大量的集体潜能。其次，两次事件均利用手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其中多方合作与即时性至少同样重要。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同龄人群体，无论是不是运动的核心组织成员，都互相协作，组织了起来。第三，两次事件规模之大，还超出了国境范围。国际媒体也好，海外侨民也罢，都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速度快、规模大、国际性，这些特点是全新的吗？恐怕不是。如果看看卡斯特之前提出的“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概念（Castells，1997），虽然当时论述的对象是电视广播，也包括部分的互联网，但这三方面的基本时空特征其实在政治信息化大趋势初现端倪之时就已展现出来。手机公民社会在关键的危急时刻（埃斯特拉达弹劾案、卢武铉选举落后），将这些已有趋势推到了新高度，但这些趋势本身却是早已存在的。

具体观察，“即时实践的共同体”在两次事件中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第二次人民力量”属于典型的“快闪群氓”（flash mob）。大量市民迅速在EDSA教堂前聚集，四天时间即达到逼迫埃斯特拉达下台的目的，而后示威人群解散。这正是从1999年西雅图开始的历次反世贸运动均采用的“蜂拥”（swarming）战术，利用手机召集大规模人群，使部分市区瘫痪，同时制造出具震撼力的视觉效果，吸引媒体和公众注意力。这里的“蜂拥”战术虽在技术手段上采用了手机新媒体，但其大规模示威的表现形式，适合摄影记者报道，其实在1986年的“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中就已采用。因此准确地说，手机在此起到的是催化剂作用，而非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

与此相对，韩国的“诺萨默”们却基本没有采取空间上的“快闪”或“蜂拥”战略，而只是在时间维度上采取行动，更迅速地在数小时内取得效果。一方面，选举只有一天，他们的时间更少。另一方面，他们的诉求是要年轻选民到票站投票（假设他们中多数支持卢武铉），而这些选票必须是在不同票站投下的。而且，韩国手机公民社会的主体并非集中于首尔一地，而是遍布全国。因为如前所述，事发当时，韩国大多数年轻人都已拥有手机，新媒体技术扩散与“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相较而言，已大大超越了阶级和地域限制。最后，“诺萨默”们没有在物理空间中进行聚集的必要，还由于他们无需制造迎合媒体镜头需要的大规模场面，而可直接透过手中的选票，通过正常的法定民主选举程序，实现自己的目标。

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

研究新媒体事件的假设之一是事件推动力量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内部组织和运作机制。手机公民社会的特点在于它传播的途径常常是由个人到个人，而这些人之间原本就有较密切的联系和较强的互信关系。这样的“密切关系网络”（networks of affinity），是传统大众媒体乃至互联网网站都无法比拟的（Castells et al., 2006: pp.249-250）。在韩国尤其如此，因为有学者研究发现，韩国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更多强化已有的强社会关系，如使朋友网络交往更频繁（Yoon，2003）。这也与费舍早年关于电话在美国普及的研究结论暗合（Fischer，1992）。熟人网络的作用在“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中同样十分重要，因其提供了集体行动伊始所需的协调渠道，比如去哪里聚集（EDSA教堂）、穿什么衣服（黑衣）、表达什么信息（民主已死）。正是以这样的草根协调网络为基础，两次事件才能在传统政治体系之外如此迅速地另辟新境，如此强有力地影响国家领导权。

手机在两次运动中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作为运动组织的文化身份符号。在马尼拉，它象征着争取廉洁政府的中产阶级“短信一代”（Generation Text）；在韩国，它象征着重燃政治热情的年轻人。他们都希望用手中的新武器来摆脱传统政治，这一新武器甚至成为大家心目中“新政治”的符号，某种程度上就像镰刀斧头对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这种以技术工具为表现形式的身份认同对于新型社会运动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制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想象，成为所谓的“身份—运动连接点”（identity-movement linkage）（McAdam, 2003: p. 288）。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仔细观察两者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其实大相径庭。2001年的“第二次人民力量”可说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反对派大联盟。各种各样反对埃斯特拉达的人，从普通市民到天主教徒，从商人到政客，甚至军方都参与进来。各式人等突然一起行动，无需太多社会动员，主要因为参与者都对埃斯特拉达极端不满，要他下台。除此之外，整个运动缺乏中心领导，也没有对事件发展方向进行过系统讨论。究竟埃斯特拉达下台之后怎么办？如何在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何在体制外运动夺权之后，保证民主国家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未经讨论，就已尘埃落定，让阿罗约夫人轻取总统宝座，让传统宗教和军事势力再次发威，让社会低下阶层和他们的“穷人人民力量”再次受到挫败。结果是，埃斯特拉达一下台，松散的反对派大联盟就烟消云散，新政府不久又陷入贪腐的泥沼中。

韩国则情况迥异。虽然“诺萨默”们都是年轻人，政治经验不深，但他们却有相当严密的内部组织，而该组织正是2002年大选扭转乾坤的核心力量。从2000年成立以来，“诺萨默”组织就采取会员制，并建立了全国、地区和地方三级管理架构。除了手机通话和短信，组织运作一般更依赖BBS、网上投票等内部民主机制，主要的管理委员会还每个月在网上聊天室里讨论决策（Kim.J.-M., 2001: p.50）。同时亦有网下的内部会议和规模不一的会员集会，包括有的超级卢武铉粉丝不惜辞去高薪工作，投身为“诺萨默”做全职义工（Demick, 2003）。直到2002年大选前一个月，“诺萨默”被国家选举委员会强制关闭之前，该组织已为卢武铉筹集到超过700万美金的助选经费，其组织能力可见一斑。由于“诺萨默”组织严密，直到卢武铉上台后，它仍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在卢面临弹劾的时候挺卢，另一方面又在韩国决定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发声明批卢（事先经过内部网上投票表决）（Korea Times, 2003）。直到2009年卢武铉自杀身亡，仍可看到“诺萨默”的组织行动。

“诺萨默”运动和“第二次人民力量”在运作机制上的差异说明，手机公民社会并非只能采用松散的内部组织形式，也并非只能做转瞬即逝的“快闪党”。在一定的制度条件框架下，只要参与者愿意努力，假以时日，手机动员起来的社会运动亦可成为持续发挥作用的政治势力。换言之，两次事件在组织运作上的异同，也需要放到更大的外部环境中进行解读。

外部历史及制度层面因素

前面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韩两国公民社会以其积极程度而论，都走在亚太地区的前列。在国际地缘政治版图中，两国也处境相似，都属于亲美阵营，都曾在高压下经历过数十年的军事威权统治，也都在民主化之后开始反思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两国政治生态均造成深远影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势力介入危机处理，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严重的经济灾难。这一方面刺激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与国内亲西方的传统精英势力之间出现更多变数。

在韩国，劳工维权律师出身的卢武铉不属于传统精英阶层。他竞选时不但批评美国而且主张更多与朝鲜接触。这在年轻人中相当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没经历过朝鲜战争，反倒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有切身之痛，更不用说其中不乏参与过20世纪80年代学运的人“对美国存有戒心，部分原因是他们当年反对的军政府正是由华盛顿所支持的”（Fairclough, 2004）。

埃斯特拉达在其政治生涯中，也常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比如1991年他就曾最早提出要求美军撤出菲律宾（Alfredson ＆amp; Vigilar, 2001）。在“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中反对他，最后继任总统的阿罗约夫人却是哈佛校友，得到西方大力支持。最后结果是亲美势力上台，与韩国恰恰相反。但从国内政治反映国际权力框架的大处着眼，无论韩国还是菲律宾都言必称美国，政治斗争中的议程设置在根本上还是相似的。

这些相似之处与两国历史不无关系，而历史因素也直接影响手机公民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菲律宾民众聚集到EDSA教堂前面，因为那正是1986年“第一次人民力量”的核心地带。“诺萨默”们也将自己的努力和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运动相联系，比如在集会时高唱当年的革命歌曲《朝露》（Korea Times, 2002）。

历史因素的另一体现是政治经济传统如何塑造民主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韩国政府传统上相当强势，与大财阀又有很深的联系，对国家政经资源掌控能力较强。因此，“诺萨默”运动面临巨大的保守派压力，包括主流传媒的攻击，也包括官方机构的打压。两方面的压力迫使运动成员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透过内部民主渠道协调集体行动，在现有政治程序框架内创造出替代性组织空间。这也是“诺萨默”不但成功快速动员而且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

“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中，埃斯特拉达几乎不堪一击，其原因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菲律宾政府历来比较弱势。假如审理弹劾案的参议员委员会强势一些的话，假如埃斯特拉达手下的部长们顶住舆论压力不辞职的话，这场“手机政变”就不会这么快草草收场。另一方面，军队和天主教会的介入也说明菲国的世俗主义文人政权尚有相当的发展完善空间。尽管事后的“穷人人民力量”清楚表明埃斯特拉达依旧得到低下阶层支持，但这些占该国多数人口的穷人却无法与城市中产阶层抗衡，因为后者会利用教会、军队、大众媒体等，即便无法赢得选举，也可用手机动员展开突袭。这样说来，“第二次人民力量”内部组织相对松散，其实和手机技术因素的影响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其外部体制的大环境，尤其是埃斯特拉达和他的低下阶层支持者们没能形成有效的抵抗。

不同媒体间关系

手机公民社会代表新媒体“战胜”了旧媒体，这是文献综述中常见的观点。它在两次事件中还有进一步的人格化体现：埃斯特拉达本是电影明星，代表传统媒介势力，他下台了。卢武铉因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而被称为“网络空间总统”（president of cyberspace），他上台了。这样过分简化的叙述其实不利于我们充分了解手机公民社会中的媒体间关系。

最突出的一点是，两次事件里的手机其实往往和其他媒体形成“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enlarged media ecology），协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实际运作当中，新旧媒体之间往往不是简单的竞争、对抗关系，而存在相当多的合作、互补、互促关系。两次事件之所以突然发生，是由于运动参与者怀有深重的危机感，无论其原因是马尼拉连环爆炸案还是郑梦准临阵变节，因此他们希望采取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进行动员，无需理会新旧媒体的界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危机感在相当程度上也有赖于大众媒体报道制造的舆论环境，在运动参与者中产生“哀兵必胜”的效果。

当然，具体到个别媒体，其功能和作用又有相当不同。如电视在“第二次人民力量”中就发挥了巨大作用。群众示威开始靠手机短信迅速召集，但一旦人群集中起来，电视现场直播就成了连续几天“主要的信息源”（Paragas, 2003: p.281）。与此相对，电视在韩国2002年大选期间的作用就小很多，因为电视除了不断报道票站结果、最后宣布卢武铉获胜之外，很难及时向其他选民报道“诺萨默”的最新行动。报刊就更不可能，因其运作周期太长。在菲律宾，报刊还能在几天时间里推波助澜，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事后总结，歌颂新媒体的凯旋。至于韩国主要报刊则因其立场保守，根本不重视卢武铉，最后后悔莫及（Min, 2003）。

互联网对运动的核心成员而言意义更大，尤其“诺萨默”组织的骨干就非常依靠自己探索出的网上内部民主机制，从政策讨论、进行动员到成员网上投票，可以说“诺萨默”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了互联网的分散性网络逻辑。即便国家选举委员会暂时强行关闭了他们的网站，“诺萨默”们还是转战其他网络论坛，如Ohmynews.com和卢武铉的政党竞选网站。大选日中午扭转乾坤的手机短信就有不少是通过互联网网站发送的。

反埃斯特拉达大联盟的松散结构也在网上有具体表现。自从1998年以来，指控埃斯特拉达贪污的网上报纸和网络论坛有数百个，包括如e-lag-da.com这样规模较大的，但更多是小规模运作，而且常常以恶搞讽刺手法拿埃斯特拉达开玩笑。这种半严肃的网上内容有助于反埃情绪的扩散，但也有其局限。例如，“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伊始，有的组织者就担心手机短信的可信度：会不会大家也认为这些短信不过是开玩笑呢？在此情形下，“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天主教Veritas电台再次出山，为短信动员信息进行背书，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可信度（Marnot, 1986; Rafael, 2003）。

还应指出的是，手机、短信虽是动员的好工具，但它们也存在相当大的缺陷，无法支持公民社会全面发展。手机通话一般限于两人，很难让一群人同时使用。短信适合发布相对简单的组织协调信息，但作为政治讨论的工具，其所允许的篇幅、内容的深度和系统程度，还是很难和互联网乃至大众媒体相比的。正因如此，“诺萨默”的成功可说是手机动员短期效果和互联网民主机制长期效果二者结合的产物。而后者的缺乏恰是“第二次人民力量”的软肋。如菲裔美国学者拉斐尔所言，短信传播透过不断地发送“可以机械地被放大，而其语义却保持不变……导致所谓‘技术革命’，而社会革命的问题却被搁置了”（Rafael, 2003: pp.409-10）。这里的社会革命指的是挑战传统精英政治和阶级尊卑的结构性制度变迁。新媒体有时可以促进变迁的实现，但同时亦可以成为避免根本性变迁的障眼法。最后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结　语

本章跳出华人社会语境，通过比较分析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和韩国2002年大选，探讨手机公民社会作为新媒体事件的基本时空形态、内部组织形式、外部历史制度条件和媒体间关系。这两次事件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利用手机动员进而变更国家领导权的标志性事件。分析表明，手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特定的危难时刻，可以成为关键性的集体行动催化剂。在此过程中，手机往往和其他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协同发挥作用。而且它需要和民众已有的诉求相结合，才能实现有效的草根社会动员。因此，成功的手机公民社会运动，其内部组织形态往往反映出外部历史制度框架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媒体间关系的维度上，包括手机、互联网，也包括其他大众传媒，它们之间既互相竞争也互相依赖，构成一个新的拓展了的媒体生态系统。

那么，手机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新政治”吗？如本章所述，手机公民社会在技术工具、参与群体、组织手段、运作方式等方面确实可以有与大众媒体时代明显不同的新特征。然而，它依旧需要以现存政治诉求为基础（如反对埃斯特拉达），包括有时受传统民主机制的限制（如韩国总统大选）。其社会影响非但不一定减弱，反而可能增强，因它使得新媒体更密切地与现有权力结构和历史过程相结合。从这个角度讲，手机公民社会是菲韩两国活跃的公民社会传统在新媒体领域的进一步延伸。所谓延伸，除了水平提升外，也指旧社会问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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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主体内容已在欧洲政治传播期刊Javnost: The Public上发表（Qiu, 2008）。但按照本书总体设计要求，笔者亦在翻译之外进行了改写、删减与补充。Mireia Fernandez-Ardevol协助处理数据，特此感谢。


第十三章　结语：新媒体事件与社会的躁动
〔1〕



陈韬文　邱林川

关于新媒体事件的理论问题及各章之间的联系，在导论中已经详细讨论过。在这里，我们只想延伸出去，提出几点观察，希望大家未来在思考研究的时候多些参考。这几点观察是围绕新媒体事件以至新媒介研究而发的，包括研究规模的控制、比较研究的角色、传媒公共性的建构和中国传播理论的独特性问题。

控制研究的规模

2001年夏，我们应邀为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互联网与学界”会议做一个有关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文献综述，包括在大陆的学者和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发现，国内和海外学者的研究取向有很多不同；但总体看，却有一点共通之处，即大家往往都把注意力聚焦到“中国”和互联网的关系，而不够重视地方、组织及特定社会群体层面上的互联网现象（Qiu ＆amp; Chan, 2003）。八年过去了，互联网研究的热潮尚未退去，又有了方兴未艾的手机与社会研究，但新媒体研究需要规模控制这一基本判断仍然是适用的。所谓规模控制，就是不能光讲全国、全社会、全人类的大理论，尤其当我们的研究取向是像卜卫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是面向经验事实的时候。

八年前我们理解的规模控制主要是在空间维度上希望见到更多针对具体地方、具体机构、具体人群的研究。然而，这只是维度之一。规模控制在时间维度上同样适用，正如这本书各章节所展现的那样，与其泛泛而谈宏大的历史叙述，不如聚焦特定的新媒体事件，再做扎扎实实的系统分析。在时间维度上进行适当的规模控制，这也是将新媒体研究由粗线条变成中线条或细线条的重要路径之一。本书可作为实践此路径的一个例证。

我们相信，细致而实在的研究取向对新媒体研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反思一下，为什么近年来出现这么多的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大量密集地出现，真有导致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吗？新媒体事件与社会变迁之间真的仅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还是同时存在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新媒体事件大量密集出现其实是社会躁动的表征？这样提问恐怕更恰当，因为顺着走下去，就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新媒体事件会有如此多样的效果，有可能促进也有可能阻碍社会变迁，有可能只不过采取新媒体手段，实质上仍是精英主导。新媒体事件充满了复杂性、丰富性和不可预测性，只有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其中奥妙。

其实可以说，新媒体事件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特定代表性的社会历史事件，只不过它利用了新型信息传播科技，因此可以更快、更直接地反映出我们所处的这个躁动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躁动的大环境下，想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成果确实不易。而要想为新媒体事件研究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最重要的恐怕是要以问题为主导，而不能陷入从现象到现象或从理论到理论的怪圈。当然，具体的研究问题因人而异，可以包括本书作者们所关心的各种概念，如话语权、媒介系统、情感动员、公民新闻、新旧媒体事件等，也可包括各式各样的研究问题，如社会不平等问题、“谣言”的定义、公私界限混淆、操守问题等。

针对各自相关概念和研究问题，本书作者们不但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且不乏有价值的方法论尝试，包括利用传播学研究的传统强项，如文本分析，也包括各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访谈、焦点组座谈、参与观察等，更有作者在传统基础上加入针对新媒体手段（如YouTube、PageRank）的创新方法尝试，并基本达到预期测试效果，为解决研究问题、支持或质疑既定理论假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数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综合来看，虽然新媒体事件研究严格来说仍处草创阶段，但本书各章节已在细致程度上达到相当水准。它们不但聚焦特定事件，而且有很多具体到个别城市、个别社区、个别网络平台的研究，也就是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进行了规模控制。这样看到的社会历史图景不但是细线条的，可以呈现出当代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多变性、多重可替代发展的可能，也包括它自相矛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只有透过这样的细致工作，才能系统分析社会躁动的脉搏，总结其中的规律，发现其中的问题，再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键的比较视角

细致分析的目的当然不光是为了以更高分辨率再现新媒体事件的内部情形，同时，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社会历史研究一样，我们也希望细线条的图景令我们一叶知秋，而不是一叶障目。这就需要跳出单独个案，采用比较视角，将新媒体事件的内部观察与其外部社会变迁的大趋势系统结合起来。这当然不仅限于外部媒介系统的大环境（如吴筱玫、李立峰、雷蔚真章节所述），更重要的是外部政治文化大环境（如孙曼苹、周裕琼、周葆华章节所述）。

一种跳出个案的方法是直接围绕概念性问题展开讨论，如经典的集体行为问题、社会动员问题、“谣言”问题、公民社会问题等。另一种是有意识地挑选两个或多个新媒体事件进行比较，如厦门和上海之间的比较（邹军第十一章）、菲律宾和韩国之间的比较（邱林川第十二章）。我们特意把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研究成果集到一起，也正是希望有心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进行自己的比较分析。

今后的新媒体事件研究，若要进一步提升水平，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事件内部的分析还可以更细致、更系统，还可以尝试更多样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性工具；二是事件之间的比较还可以更大幅度地跨越时空距离，包括全球范围内其他可比性强的个案，也包括不同历史阶段的事件比较（如1993年的朱令铊中毒事件和2007年11月至2008年1月的姜岩自杀事件之间有何相似之处？1998年抗议印尼排华和2008年抵制家乐福之间有何不同之处？）；三是集中分析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特别重大的事件，如“厦门PX事件”和上海反对磁悬浮工程事件之间的联系、孙志刚案和黄静案之间的落差，也包括围绕传统媒体事件发生的新媒体事件（如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围绕新媒体事件发生的传统媒体事件（至少在理论上存在最后这种可能）。

回顾本书，循第一条途径进行的研究虽仍有明显改进空间，但已有相当进展。途径二也有不少尝试，但相对而言还十分不足。沿途径三进行的探索则基本尚未展开。这种情形实属正常，因为只有先修好内功才能跨越时空，只有先熟悉比较方法才能对事件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换言之，三者之间存在某种递进关系，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又会成为躁动社会里的躁动研究。好在本书作者们已在细致分析方面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也已在比较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我们相信这为未来提升新媒体事件研究、提升新媒体与社会研究的总体水平，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需要努力的方向。

新媒体事件的发生及社会影响是透过社会的脉络而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新媒体事件的时候必需把事件产生的社会条件弄清楚，这样才能看到事件的独特性及普遍性。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应该是最有效的途径。正如上面所言，这种比较可以是同一社会环境下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不同类型事件之间的比较。事实上，同一个事件，也可以透过潜在比较来加强个案的理论意义（Ragin, 1987; Landman, 2000）。潜在比较不是正规的比较设计，而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尽量跟别的事件进行自觉的类比或“想象实验”（imaginary experiment）（Smelzer, 1976），从而增加自己对结论的信心。就算是我们进行的只是个案研究，研究者在分析时也可以跟国内外的案例进行非正式的比较，这样至少可以增加我们在分析观察时的敏感度。当然，最好的是可以透过比较来“控制”个案之间的差异，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过，在比较研究不可行的情况下，非正式的类比及想象实验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办法。此外，跨境新媒体事件也是提供比较思考的好机会。由于互联网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普及性，一些事情能无远弗届地传播，成为跨境媒介事件。围绕陈冠希展开的“艳照门”事件源自香港，但很快便轰动整个大中华以至世界华人社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境案例。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跨境新媒体事件特别有意义，因为事件是同一的，但是相关社会的反应则可能因社会脉络不一而有异，彼此形成对比分析的基础。

比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简单比较一下新媒体事件在祖国大陆、港、台三地发生的频率，我们会发现发生在大陆的新媒体事件远远超过香港和台湾（参看附录一）。这不能说纯粹是因为大陆人多，因为美国的新媒体事件也不见得按人口比例大幅增长。我们大概要从大陆实行大众传媒集中制而对互联网采取相对开放的事实才可以解析清楚。现在本书收集的论文以关于大陆的新媒体事件为主，但也有少数是关于香港及台湾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提出何以传统大众传媒在不同社会的新媒体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有这么大的出入。一旦有了答案，我们才不会奇怪何以大陆的大众传媒较少取代新媒体传递信息和制造舆论的功能，它们往往要等到事件发展到“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介入。我们相信，把比较思考应用到中国新媒体事件研究上，我们对中国新媒体事件的本质应会有长足的了解，对促进中国传媒进一步开放的动力及阻力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转型与传媒公共性的建构

我们相信，互联网的威力仍未尽显，更具震撼力的事件应该会接踵而来，因为社会趋向分化多元，阶层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日渐增多，社会的躁动将难以平息。在这种状况下，多样化的网络工具很可能将以大能量的“新媒体事件”制造者的姿态冲击主流，从而开辟社会论述新战线，形成新沟通形态，再经由传统媒体转介，辐射整个社会。身处其中，传播学者大概不会错过研究的机会。当今以互联网为对象的研究不少，但是关乎重大问题的探讨则较为罕有，我们大概更要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和选择性。目前大量涌现的新媒体研究往往只着眼于短期流行的网站、部落、网络社群，而较少整合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沟通模式，也较少由案例推论到社会变迁的层次，是以如何将新媒体研究扩展至理论层面，进而连接社会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的重大挑战。

传播科技是新媒体事件的关键要素，而与传播科技的更迭息息相关的是社会转型的问题。
〔2〕

 马克思注重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动，并以此说明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态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社会学家关注社会的职业结构，从而把社会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其后参与议论的理论家越来越多，而相关概念也充斥学界，计有信息社会、现代性社会、高现代性社会、前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网络社会以至全球化等说法。华人学者对社会的性质问题更为敏感，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历经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其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没有改变，现代性成为众多华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但现代性在中华地区尚未充分展现，后现代、全球化甚至后后现代之说又接踵而来。在大陆，改革开放20年，整个社会已从列宁模式的共产主义刚性统合转变为市场经济加威权管制的两元结构，并已成为经贸传播全球化变革的一部分；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去殖民化与维护自由法治传统，经济融合内地市场与追求早日普选的诉求构成了社会转型的动力；在台湾，民主改革实践及分离运动扩张是其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

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躁动频繁，我们要问：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的发展是否将要改变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沟通的扩大如何影响社会转型的过程及方向？媒介传播，尤其是新媒体传播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是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问题的答案至少会影响我们如何去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与传播方式。新媒体事件一方面可以折射出社会的现存状态，同时也加速社会变化的趋势，所以当我们探究新媒体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联系上述问题，从而加强研究的意义。

过渡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有很多社会问题要面对，而传媒能否体现公共性是其中一个共同而重要的问题。所谓传媒的公共性，即是指传媒如何可以成为社会开放、平等、理性的平台，如何可以让公共利益通过商议而得到体现。
〔3〕

 传媒公共性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提上学界和业界的议事日程。在大陆，传媒公共性是一个复杂而富争议的问题，不时听到有人提出传媒的公共性应该由谁来界定的问题。放眼香港和台湾，相关问题的提出也是此起彼伏。香港多是从新闻自由及公共广播发展的角度入手探讨，较多关注传媒是否因为政治压力而实行自我审查，是否因为商业挂帅而大搞煽情新闻，矮化公共议题，又或者公营传媒是否听命于政府。台湾传媒的公共性更受制于蓝绿两大阵营的恶斗，那种只问立场不顾是非的取态，以及弥漫在权势下的娇媚及蛮横，都是和传媒公共性理念格格不入的，让人怀疑一向标榜的专业主义到哪里去了。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无独有偶皆环绕着如何建立真正的公共媒介而展开争议，显示出传媒公共性议题在中国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传媒公共性问题的提出，在互联网日渐普及的情势下显得特别有意义。互联网有别于传统大众传媒，独立和互动的形式，及其纵横交错的网络功能，让它表现出广泛的公共性，也让它在传媒公共性的发展进程中起到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大众传媒受制于权力中心的社会，表现得特别明显。互联网如何扩展言论空间，如何为公民社会开道，如何达致更大的公共性，这些都是重要而及时的问题。新媒体事件研究应该跟这些问题直接相关。自2008年到现在，中外至少有四本专著先后出版，它们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中国传播的公共性问题（Zheng, 2008; Qiu, 2009; Yang, 2009；胡泳，2008），显示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书的出版，也可看作是对传媒公共性及社会转型等问题的回应。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方面的优秀研究出现。

互联网研究是中国传播理论的突破点？

中国有没有它特定的传播理论？有学者试图从中国古代的学术中找寻，因为毫无疑义中国的历史及传统思想比较是属于中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依托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思想或模式（例如：孙旭培，1997；陈国明，2003），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重大的成果有效说明什么是中国的传播理论。另外一种倾向是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社会制度跟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传播模式的差异，故可视为中国传播理论的社会基础。跟这种倾向一致的是以互联网研究作为突破点的想法。这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外国及中国差不了太长时间，彼此同属“新媒体”，有关研究可以说是同时起步，因此存在“赶超”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理论是带有普遍性和条件性的，所以无论是中国的古代或是现代，只要社会条件跟外国不一样，相关的传播模式出现差异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但是，这应否称为中国的传播理论则成疑问，因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背景只不过是产生不同模式的条件而已，当社会条件跟外国趋同的时候，传播的模式很有可能就统一起来。话得说未来，如果中国的社会条件跟别的地方相异的情况非常多，而传播模式也大不一样，在特定时空里有中国传播理论的提法，这大概也说得过去，因为那是指中国大陆是产生此等理论的主要社会脉络。不过，说到底，无论是哪个国家和地区，各自都是一个个案而已，彼此的传播模式如有不同，也是社会条件差异的反映而已，不能把相关理论视为某地所有。

比较香港与内地新媒体事件的一些特征，我们发现当中是真的有一些差异的。譬如说，香港的大众传媒在新媒体事件发生时很快就介入事件，并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见李立峰第七章）。相反，内地的互联网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扮演较重要的角色，使大众传媒相形失色。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开放性传播系统与相对封闭的传媒系统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大概也不是永恒的，是会跟着传媒生态的变化而转变的。现在特别有趣的地方是中国的社会有别于很多其他国家，而内部社会也正躁动不已，所提供的研究素材因此特别丰富，因社会条件不一而产生不同传播模式的机会也比较大。虽然中国互联网研究勉强可以说是跟外国同时起步，但是从理论修养和方法掌握方面实在还存在差异，是以所谓同步只是指时间而已，并不代表彼此皆是从零开始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在以互联网研究作为突破口之余尽量在理论和方法的修为上争取更大的进步。我们认为这本书所发表的论文很有可能是华文传播研究里最前沿的理论研究成果，就算是跟国际同样范畴的研究比较，相信也不遑多让。不过，在自我肯定之余，应看到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我们努力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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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陈韬文得到复旦大学信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JD860112：新技术环境下的媒介使用与受众分化），特此表示感谢。


〔2〕
 这里的主要观点源自陈韬文等：《互联网、传播与社会转型》，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5）：2～5页。


〔3〕
 这里的主要观点源自陈韬文等：《传媒的公共性是传媒研究的核心问题》，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8）：2～5页。


附录一

新媒体事件年表

1994年1月　萨巴蒂斯塔起义、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事件

1994年11月　朱令铊中毒事件

1996年9月　网上保钓运动

1998年1月　美国德拉吉网站（Drudge Report）披露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

1998年5—8月　中国网民抗议印尼排华事件

1998年9—10月　马来西亚网民声援安华·易卜拉欣

1999年5月　反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

1999年7月　因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大陆黑客对台发起攻击

1999年11月　西雅图反对世贸集会

2000年1—3月　因日本教科书事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大陆黑客对日发起攻击

2000年5月　邱庆枫事件

2000年7月—2003年8月　刘涌事件

2001年1月　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事件

2001年4—5月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2001年7月　广西南丹矿难事件

2001年12月　台湾璩美凤事件、“少林棒球”乌龙事件

2002年6月　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事件

2002年11月　“不锈钢老鼠”（刘荻）事件

2003年2月　韩国大选，卢武铉支持者以手机动员赢得选举

2003年2月—2006年7月　黄静案

2003年3—6月　孙志刚事件

2003年3月—2004年2月　霍华德·迪恩在美国民主党初选中系统运用新媒体

2003年5—11月　孙大午事件

2003年6月　木子美博客发表《遗情书》

2003年8—9月　“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

2003年10—12月　苏秀文宝马撞人案

2004年2—6月　马加爵事件

2004年4月—2007年8月　饶颖与赵忠祥事件

2004年6月　李思怡事件

2004年10月　深圳“妞妞事件”

2005年2月　台湾“东海大学劈腿事件”，亦称新“2·28”事件

2005年3—4月　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网络签名及游行事件

2005年5月　芙蓉姐姐走红网络

2005年8—9月　广州郊区太石村事件

2005年12月—2006年2月　胡戈恶搞电影《无极》、“馒头血案”事件

2006年2—3月　韩寒与白烨的博客论战、黑龙江虐猫视频事件

2006年4月　张志坚事件

2006年4—6月　铜须门事件、香港“巴士阿叔”事件

2006年6月　“赤膊汉虐待狗只”事件

2006年8月　赵丽华诗歌事件、上海“流氓外教”事件、陈堂发“中国博客第一案”宣判

2006年8—10月　彭水诗案

2006年11月　张钰“性交易录像”事件

2006年12月—2008年12月　上海中远两湾城社区论坛“群租房事件”

2006年12月　“旺角露体狂”事件

2007年3月　重庆钉子户事件

2007年3—12月　“厦门PX”事件

2007年4月　南京烧狗事件

2007年4月至今　台湾公共电视PeoPo平台公民新闻运动

2007年5月　RebuildHK改编《福佳始终有你》MV在香港网上热传

2007年5—7月　山西黑砖窑事件

2007年7月　“红钻帝国”事件

2007年8月　马六事件、石靖裸照事件

2007年9月　彭宇案

2007年10—12月　三三七七事件

2007年10月—2008年6月　华南虎事件

2007年12月　许霆事件、小学生指网络“很黄很暴力”事件

2007年12月—2008年1月　姜岩自杀事件

2008年1月　湖北城管殴打魏文华致死案

2008年1—2月　香港“淫照（艳照门）事件”、南方数省冰雪冻灾

2008年1—3月　上海反对磁悬浮工程事件

2008年2—11月　奥巴马利用新媒体动员赢得美国总统竞选

2008年3月　“3·14”西藏拉萨骚乱事件

2008年4月　抵制家乐福事件、反西方媒体报道事件

2008年4月　香港“美心港女”短片事件

2008年5月　“SS山地师”事件、“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及震后辽宁女、范跑跑事件

2008年6月　贵州瓮安“6·28”事件

2008年7—11月　杨佳袭警事件

2008年8月　山西娄烦溃坝事件

2008年9月　香港吉野家快餐店强奸短片网上流传事件

2008年10月　哈尔滨六警察伤人致死案、三鹿奶粉事件，香港地铁阿伯偷拍女士裙底事件

2008年10—11月　林嘉祥“猥亵门”事件

2008年11月　“百度门”（竞价排名导致）事件

2008年11—12月　网民曝光温州考察团

2008年12月　周久耕天价烟，“人肉搜索第一案”宣判，谭作人、艾未未等发起有关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民间调查

2009月1月　漳州PX事件

2009年2月　央视新址大火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

2009年2—4月　跨省抓捕河南灵宝市发帖人王帅案

2009年2—3月　香港“机场阿婶”事件

2009年3月　10万香港网民网上悼念“Laughing哥”事件

2009年5—6月　邓玉娇事件

2009年5—7月　胡斌飙车案，亦称“70码”或“欺实马”事件

2009年5—8月　绿坝事件

2009年6月　德黑兰选举争议事件，亦称“Twitter革命”；谷歌涉黄事件；石首群体性事件；河南杞县因放射源钴-60事故引发群众大规模出逃事件

2009年6—7月　韶关旭日玩具厂斗殴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

2009年7月　“贾君鹏”事件、通钢群殴总经理致死事件

2009年7—9月　“公盟”许志永事件

2009年8月　杭州保时捷撞人案


附录二

作者简介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等。

朱顺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新媒体与公民社会、社会性别与媒体、青少年媒介、流行文化、媒介素养及娱乐业等。

孙曼苹，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青少年新媒介使用、阅听人分析、公民新闻学、社区传播与媒介素养。

吴筱玫，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网络传播、网络媒体、传播与哲学。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传播、民意研究及媒体经济。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南加州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信息传播技术、社会阶层与阶级、全球化及社会变迁。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座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为《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和新闻研究。

邹军，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新媒体与社会变迁、网络意见表达、互联网发展。

周裕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新媒体的采纳、使用与影响。

周葆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研究兴趣为受众与传播效果、新媒介与社会、舆论学等。

杨国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与中东文化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社会运动、新媒体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

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批评、组织传播、社区传播等。

雷蔚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媒介环境学专业博士前期毕业。主要从事新媒体与社会变革、电视传播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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